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謝誌 

一路走來受到許多人的幫助，想要感謝的人真的好多。 

感謝我的家人。我的爸媽，他們提供物質與精神上的諸多幫助，使我得以無

後顧之憂、專注地進行學術工作，讓我做自己喜歡做的事，支持我一頭栽入屬於

社會科學領域的犯罪學研究，甚至在口試前夕遇到筆電故障，也及時贊助新電腦，

讓我得以順利完成論文，能夠唸自己喜歡的書、做自己喜歡的研究真的是件很幸

福的事。我弟，他是我找書與找文獻的小幫手，也是我傾訴壓力的對象，謝謝他

一直都支持我不斷前進。我的阿嬤，常常覺得我吃不飽穿不暖，還會找機會偷偷

塞錢給我，我知道他永遠愛我，希望總有一天我可以成為不再讓他擔心的孫子。

還有 Uncle 和 Aunt，每每回阿嬤家都能感受到他們溫暖的關心與鼓勵。提供我棲

身之地的阿姨與姨丈，讓我攻讀碩士學位期間毋庸煩惱租屋問題，謝謝他們給予

的幫助。 

感謝我的恩師許春金老師。老師的《犯罪學》讓我發現犯罪學的魅力，牢牢

地抓住我對於犯罪學的好奇心，也是這本書讓身為法律人的我得以遨遊於犯罪學

的世界。求學過程中，老師常和我強調「耐心」，做研究需要耐心，對人，亦然。

多聽、多看、多說，是我從老師身上感受到的學術精神。老師不僅學識淵博，總

能看見我研究上的不足，也總是溫暖地給予我回饋與建議，在論文寫作以及研究

方向上給予引導。老師常說，只要文獻看得多，內容就寫得多，而最主要的任務

是要把這些內容組織起來，他希望我能夠專精於特定的領域與主題，成為那個領

域的專家，希望這本論文沒有辜負他的期望。另外，這本論文關於正向犯罪學與

修復式正義的論述，也是受到老師的影響。由於擔任老師三年的課程助理，老師

在臺北大學開設「正向犯罪學」等課程，耳濡目染之下激發我對於正向犯罪學與

修復式正義的興趣，使我能探尋更多知識，並將之融入我的論文中。也很感謝老

師將《人本犯罪學》（許春金，2022）一書的校稿工作交給我以及同門的宣瑄與

宜璇，被老師指定校閱修復式正義的部分，在過程中閱讀不下數十遍，因此看見

正向犯罪學與修復式正義的潛力。與老師的互動，使我在犯罪學的相關研究議題

上獲得許多的啟發，也讓我能夠知道自己是多麼的微小與不足，進而成為我持續

學習與前進的動力。如果這本論文對於藥癮領域能有些許貢獻，必定是因為我站

在巨人的肩膀上，使我有勇氣與能力眺向無盡的遠方。 



 
 

謝謝我的口試委員黃蘭媖老師，碩一、碩二時修習老師的諸多課程，扎扎實

實的教學內容，讓我奠定做研究的基本功，再加上老師於口試時一針見血的建議，

使我的研究得以更為全面與完整。謝謝另一位口試委員林健陽老師，老師在監獄

學課程致贈《毒品犯罪與防治》一書，讓我對藥癮相關議題有許多的思考與啟發，

在口試時也給予諸多深刻且實用的建議，使我能找到研究上的盲點並補足之。真

的非常謝謝兩位老師願意擔任我的口試委員，他們的視野讓我的論述更為完整。 

常常閒聊與談論煩惱、亦師亦友的林育聖老師，在校時有事沒事都會去老師

的研究室聊天，希望往後見面時有臉孔辨識困難的老師還能認得出我。林茂弘老

師給我擔任研究助理的機會，讓我有機會在計畫案中磨練做事情的能力，也告訴

我許多做事的觀念，謝謝他讓我變得更為幹練。大一時修習沈伯洋老師在法律系

開設的犯罪學課程，每個週三的早八準時在社科院集合，聽著老師說著有趣的知

識，沒想到數年後能於社科院再續前緣，謝謝他開啟我對於犯罪學的認識。還要

謝謝宜芬學姐與伊君學姐，兩位學姐在我和老師討論論文的過程中給予我諸多實

用的意見，讓我能有更實際且完善的思考，並且兩位學姐也邀請我在銘傳大學犯

罪防治學系 2024 年《AI 與刑事司法國際學術研討會》進行發表，使我獲益良多，

非常感謝！  

感謝財團法人利伯他茲教育基金會，沒有他們的大力協助，就無從建構出這

本論文；沒有他們的盡心付出，這個社會也無法變得比現在更好。同時，我也要

謝謝每一位願意參與我的研究、耐心回答問題的研究參與者：Jennifer、Jessica、

Elizabeth、Michael、Daniel、Robert、Andrew、John、William、James。有幸能看

見您們的付出、堅毅與勇敢，我由衷地敬佩您們。 

感謝伴我三年的同班同學們。同門的二寶宣瑄是兩年就畢業的優秀同學，我

的計畫書發表與學位考試時遠在澳洲，仍透過 LINE 應援與加油，並且給予我進

行研究上的建議，讓我得以順利完成論文。同門的小寶宜璇則是論文焦慮小夥伴，

我們常常一起在研究室討論論文、一起去國圖找文獻、一起在研討會上發表文章，

我們一起度過許多焦慮的時光，但這些時光也是最為難忘的。還記得要簽許老師

之前，常常和兩位一起討論、一起焦慮，能夠一起當許老師的學生（許門三寶！），

真的很開心。常常一起討論想法的至柔，是吃飯的好夥伴，也共同在茂弘老師的

計畫案中擔任研究助理，希望未來你能夠不再被太多事情所困擾。喜歡嚇人卻常

被嚇到的婧安，有趣的靈魂讓我的研究所生活多了許多快樂，接下來你的生活一



 
 

定也會充實且有趣。對朋友超級好的文攸，每次出國都會帶許多小東西給我，在

學校待太晚也會開車載我回住處，甚至在我論文交稿前提供我英文摘要的相關建

議，相處起來也很自在，很開心有你這個真誠的朋友。比我在北大還久的康妹，

也是出國回來會帶一堆伴手禮給我的好朋友，期待你分享在挪威的交換生活，也

祝福你未來能順利完成你的夢想。帶我爬人生第一座百岳的品妤，謝謝你帶著大

家一起爬石門山和合歡東峰，縱使工作繁忙也會抽空一起聚餐，相信你的交換生

活一定充實且精彩。常常遭受我幹話攻擊的成昕，很開心能夠一起進行計畫書的

發表，希望接下來你的研究能夠順順利利。 

還要感謝其他犯研所的同學們。國考小夥伴書宇，國考前的日子我們都一起

在研究室唸書唸到很晚，每次回家的路上都會陷入崩潰的循環當中，不過你總是

鼓勵我一定會考上，不吝分享你的正能量，也一起分擔考試的焦慮，謝謝你的鼓

勵與陪伴。另一個國考小夥伴讌宜，你總是會為研究室帶來快樂，有時候還會花

一整個晚上的時間和你跟書宇一起聊八卦（備考期間聊八卦真的好舒壓），真的

是在犯研所很難忘的日子，希望你能一直這樣快快樂樂！苡文與郁芯，兩位學姐

在我剛進研究所時，緩解我不安的心情，也在學習上給我諸多的建議，謝謝你們

的關心與幫助。還有會一起聊八卦的皓安、在平冤十週年展覽期間特別來看展的

Penny、會提醒我國考報名日期的吳安、身為班代常協助我辦活動的舫珊、一起

打羽球的玟妤、論文最後階段一起討論的品睿、在所辦工讀幾乎每天都會見面的

承翰、交流想法時都能使我獲益良多的佳亨、橄欖枝中心的志瑋、紫伶、至剛，

以及在我擔任許老師課助的課程中，一起上課的任萱、姸智、宛庭、沛琪、敏君

以及在職班的宗翰、博雅、冠逸、杰吟、孟臨、雅婷、珮禎等同學們，真的很開

心能在犯研所認識優秀且有趣的你們。另外，拍攝祝福影片的所有同學，能在口

試結束後看到大家用心準備的祝福影片，絕對是最難忘的回憶，雖然當下看到影

片我沒有哭，但真的超級超級感動，謝謝你們。所有在犯研所認識的夥伴們，有

幸能夠在這裡遇見大家，一起度過了特別快樂的時光。 

感謝冤獄平反協會的所有夥伴。士翔、昀青與季庭，一直看著你們對於平冤

的投入，期許自己能夠像你們一樣，成為有能力且有熱忱的人。犯研所的學長昱

翔，感謝當初考研時你總是熱心地給予建議，很榮幸能夠成為你的學弟。相當關

照我的珮瓊（高大上！），在學術研究與待人處世上絕對是我的榜樣，希望我有

機會追上高大的腳步。三位平冤的好麻吉：沛珊、佳頎、胤良，沛珊常常從三峽



 
 

載我到平冤辦公室，一直是無話不談的好朋友，我提計畫書前的週末特地從三重

買蛋糕來三峽幫我加油，真的十分感動，未來有什麼煩惱我們再一起解決；謝謝

佳頎在我遭遇挫折時第一時間跑來關心我，還有你送我的總複習講義，真的超暖，

請記得開心最重要；胤良的才能讓我深深佩服，祝福你未來寫論文一切順利，也

希望良哥未來能關照一下小弟我。跟你們在一起真的很開心，雖然三位都很忙，

但也請多出來見面吃飯！則瑀是個溫暖、懂得傾聽的人，相信你一定可以達成你

的目標的。芷瑜大方地贈與我考試用書，減輕我準備考試上的負擔，並告訴我有

問題都可以討論，謝謝你的熱心與大方，希望你在事務所一切都能順利。當然，

還有其他在不同時間相遇的朋友們，以及無辜者與其家屬們，這些在平冤關注相

同議題且一起為同個方向努力的夥伴，能遇見你們的我真的很幸運。 

感謝在人生不同階段遇到的貴人與朋友們。昱揚、瀚平、郁翔、饒等北大法

律系的同學，以及奕華、聖倫等學長姐與學弟妹，與你們的相處讓我得以擁有許

多快樂的回憶。必須特別提到梁琳，他每每見到我時都會說我長大了，事實上這

帶給我很大的鼓勵，讓我有勇氣繼續面對更大的挑戰。感謝幾位大學時期的老師：

大三時的榮譽導師，最高法院的林勤純庭長，當初在法研所與犯研所之間選擇時，

他給予我許多相當實用的建議，並且也帶給我諸多人生方向的指引，在此由衷感

謝；陳愛娥老師在說理與論述上有條不紊，嚴謹治學的態度是我在學術這條路上

的榜樣；蔡聖偉老師、徐育安老師、李榮耕老師與王士帆老師帶給我對於刑事學

的諸多思考，謝謝這幾位老師開啟我對於刑事學這門學科的著迷。國中的班導林

慧雅老師，以及孜彥、妡庭、煒翔、意翔、若捷等同學們，每每與你們相聚，除

了感受到時光的流逝外，更多的是看見大家的成長，非常喜歡和你們相處的時光。

成功儀隊的毛哥教練、厚安學長、子瑞學長等學長們，37 屆的隊友們，以及學弟

們，謝謝他們一直以來的關心與照護，每每與他們相聚就像回到過往單純、美好

的儀隊生活，真的很慶幸當初選擇加入儀隊。 

當然，還有時時刻刻支持著我的女友姝緹，是我唸書與做研究的精神支柱，

在我壓力大到不知所措時，還是支持我的任何決定，承蒙你這幾年來的照顧，雖

然時不時搞事（？），但仍是懂事可愛的女友。 

其實，我很幸運，除了上述的師長們及朋友們外，在人生的各個階段，遇到

了許多願意耐心教導的師長們，以及願意陪伴在我身邊、給予我肯定的朋友們，

雖然未將名字一一列出，但過去的種種我都銘記在心。 



 
 

這本論文是我花費了三年的心血與積累。寫論文的過程中，我接觸到了犯罪

學、刑事司法、藥癮治療、心理學、社會學、人類學、社會工作、法學、哲學等

諸多領域的文獻。這些學科與思想的滋潤，使我的視野更為寬廣，讓我可以在藥

癮領域上有不同角度的辯證與思考。常常在茫茫書海中翻找文獻，有時候花了好

多時間與心力不斷鑽研某個東西，卻在理解之後覺得一切又回到了原點，無力感

不斷湧上心頭；也常常因為思考相關問題而無法入眠，只好起床繼續梳理脈絡，

釐清我想表達及撰寫的到底是什麼。但我想這就是學術研究讓人快樂的地方：在

思考、理解、質疑的循環中，尋找可能的真理與現實。 

在犯罪學研究所的學習，以及許老師帶給我的視野，已然超脫了知識層面，

進一步上升至對人與社會的關懷。犯罪學是研究關於人的學問，任何犯罪學問題

皆無法逸脫與人的關係，無論研究怎樣的行為，我們終究必須把焦點放回人本身，

而非將人與行為、後果、政策、傷害切割，進而作出片面的觀察與理解。如果排

除人的因素，那麼人在研究中變成了客體，脫離原本應有的主體地位，我們也將

因此離生命越來越遠。這讓我想到許春金老師在《人本犯罪學》的自序中所說的，

也是我很喜歡的一段話（許春金，2022，頁 III、IV）： 

犯罪學不僅要發掘社會不正義，找出實踐社會正義的途徑， 

也要為減少人類社會因犯罪所帶來的苦難及損害而努力， 

犯罪學更要能讓陷在犯罪苦難中的人重新拾起自尊及希望， 

心中能再次燃起改變逆境的熊熊烈火和意志力。 

犯罪既是苦難的結果，亦是苦難的原因，則一個致力於減少苦難與犯罪的社

會，有責任為包容（inclusion）創造機會（Amitay & Ronel，2023）。來到犯研所，

我看見的不只是世人所厭惡、仇視的「犯罪」，更是潛藏在這之下的「痛」。這些

被認為是「惡魔」的人，如果在他們墜落之前，有人能接住他們，他們還會墮入

地獄嗎？我不知道。我只知道，如果我們想盡辦法對犯錯的人施加痛苦，並對於

這些人抱持從這個世界上抹除的態度，或許會帶給我們正義已得伸張的短暫感受，

但對於我們所處的社會不僅毫無助益，更會讓我們走向無盡的深淵。 

從應報的角度來看，犯罪者是邪惡的（evil），因此他們應該受到懲罰，而不

是接受治療，這樣自欺欺人的說法，事實上包含了不安全感，以及害怕因「壞」

人的行為而容易受到「外在」邪惡的傷害，但這樣的想法卻忽視了自己「內在」



 
 

的邪惡傾向（Braswell，2015）。若整個社會都強調用應報解決問題，那這樣的方

法真的能讓受到傷害者重見光明嗎？事實上，我們也深知，在一番「教訓」之後，

被教訓的人不會變得更好，反而是變得更有問題，但是，我們仍然認為犯罪者應

透過懲罰汲取教訓（Christie，2007），仍認為應「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

很多時候，我們把加害者、加害者的家人朋友們，甚至是被害者本身，一起監禁

在痛苦的循環當中，而旁觀的群眾，則可以盲目地相信懲罰可以解決一切的問題，

並把問題丟到無止盡的黑暗當中，幻想如此什麼問題都能被解決，但事實上卻什

麼皆未被解決。我們常認為自己站在正義的地方，面對那些「壞人」，我們嫉惡

如仇，欲懲奸除惡；卻也往往因此被憤怒、恐懼，甚至是懲罰所帶來的快感蒙蔽

雙眼，人與人的關係不斷裂解，我們也逐漸步向邪惡的彼岸。 

這讓我想到了正義女神（Lady Justice）。正義女神，蒙住雙眼且手持寶劍，

蒙住眼睛是為了防止不適當的干擾，從而防止寶劍的濫用（Christie，2013）。然

而，犯罪學的任務應不僅止於此，在處理犯罪問題時，有時不需要劍，也不需要

蒙住眼睛。我們不是為了製造痛苦，而是為了創造理解（Christie，2013）。犯罪

學不應淪為一種僅具控制與鎮壓功能之技術科學（Walgrave，2011），研讀犯罪學

者，必須持續挑戰與質疑主流觀點。如果我們渴望透過歧視或壓迫他人來獲得成

就感與優越感，那人與人關係的裂解不會停止，悲慘的歷史也只會不斷重蹈覆轍。 

我們都知道薛西弗斯（Sisyphus），在古希臘神話中，薛西弗斯敢於違抗眾神，

最終受到懲罰。眾神判處薛西弗斯必須將一塊巨石推上陡峭的山坡，但在快抵達

山頂時，巨石即會滾回山下，薛西弗斯必須重新開始，如此永無止盡地持續下去。

為何薛西弗斯會選擇不斷重複執行這個無法達成的任務？Walgrave（2013，p. 77）

提出了兩種可能的解釋：一是因為薛西弗斯害怕死亡，若不為之，死亡即會隨之

而來，其對於生存的渴望大過對於執行任務的厭惡；另一個可能的解釋是，薛西

弗斯持續推動巨石是因為懷有希望（hope），若在內心深處薛西弗斯並未保有一

絲認為自己會抵達山頂的希望，那麼他就會選擇接受死亡，而非持續推動巨石。

而我，相信人有改變的無限可能，唯有抱持這樣的希望，始能創造更為接納與包

容的社會。 

最後，再一次謝謝所有陪伴在我身旁的人，是你們讓我不覺得自己一無所有，

讓我記得自己的樣子，並有更多勇氣面對這個世界。 



 
 

期許自己能夠體察他人的傷痛，擁有溫柔的靈魂，成為那個有能力接住他人

的人。如果這本論文能為這個世界上的某個人減輕痛苦，一點也好，那就真的，

真的太好了。 

石嘉程 
2024.07.31 

於犯研所 532 研究室 

 

參考文獻： 

Amitay, G., & Ronel, N. (2023). The Practice of Spiritual Criminology: A Non-Doing 

Companionship for Crime Desistance.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Offender 

Therapy and Comparative Criminology, 67(4), 420-441. 

https://doi.org/10.1177/0306624X211066828   

Braswell, M. (2015). Foreword. In N. Ronel & D. Segev (Eds.), Positive Criminology 

(1st ed., pp. xx-xxi). https://doi.org/10.4324/9781315796536   

Christie, N. (2007). Restorative justice–answers to deficits in modernity? In D. Downes, 

N. Chomsky, P. Rock, C. Chinkin, & C. Gearty (Eds.), Crime, Social Control 

and Human Rights: From Moral Panics to States of Denial, Essays in Honour 

of Stanley Cohen (1st ed., pp. 368-378). Willan. 

https://doi.org/10.4324/9781843925583   

Christie, N. (2013). Words on words. Restorative Justice: An International Journal, 

1(1), 15-19. https://doi.org/10.5235/20504721.1.1.15   

Walgrave, L. (2011). Between Evangelism and Charlatanism: Reflections on the Social 

Responsibility of Criminology and Other Social Sciences. In S. Parmentier, L. 

Walgrave, I. Aertsen, J. Maesschalck, & L. Paoli (Eds.), The Sparking 

Discipline of Criminology: John Braithwaite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Critical 

Social Science and Social Justice (1st ed., pp. 11-32). Leuven University Press. 

https://doi.org/10.2307/j.ctt9qf1n0.5   

Walgrave, L. (2013). Ten Responses to ‘Words on words’: 9. Words on ‘Words on 

words’. Restorative Justice: An International Journal, 1(1), 77-84. 

https://doi.org/10.5235/20504721.1.1.15   

許春金（2022）。人本犯罪學（修訂三版）。自版。  

https://doi.org/10.1177/0306624X211066828
https://doi.org/10.4324/9781315796536
https://doi.org/10.4324/9781843925583
https://doi.org/10.5235/20504721.1.1.15
https://doi.org/10.2307/j.ctt9qf1n0.5
https://doi.org/10.5235/20504721.1.1.15


 
 

 

 

  



 
 

 

  



 
 

 

  



 
 

國立臺北大學 112學年度第 2學期碩士學位論文提要 

論文題目：藥癮治療性社區概念與本土個案復元歷程之探討 

論文頁數：324 頁 

所 組 別：犯罪學研究所      （學號：711064113） 

研 究 生：石嘉程             指導教授：許春金博士 

 

論文提要內容： 

藥癮治療性社區發軔於 1958 年之 Synanon，此種治療模式於 1960 年代之

美國嶄露頭角，並逐步擴張至歐洲，乃至世界各地。有鑑於我國近年來擴大發

展此種治療模式，本研究即以此作為研究主題，透過國內外相關文獻之梳理與

探討，以增進藥癮治療性社區之文獻論述；同時，本研究訪談藥癮治療性社區

之居民、已復元之前居民與工作人員，試圖建構藥癮治療性社區本土個案之復

元歷程。藉由文獻回顧與質性研究，期能對藥癮治療性社區有更為全面之理解，

以提供學術研究者與實務工作者參考。 

關於藥癮治療性社區之概念，本研究發現，藥癮治療性社區是一種充滿希

望的人本治療模式，具備關於「違常」、「人」、「復元」、「正確生活」之觀點，

在認為人有改變潛能之前提下，將治療重點置於居民本身之改變，並試圖透過

各種正向經驗達成之，此與正向犯罪學所採行之方式不謀而合。而藥癮治療性

社區亦與時俱進，發展出女性治療性社區、青少年治療性社區、具精神相關問

題藥癮者之治療性社區、監獄治療性社區、減害治療性社區、宗教治療性社區

等類型，並於社區中採取多元之治療方法，屬富有彈性之治療模式。 

此外，本研究訪談利伯他茲治療性社區之 3 位居民、2 位已復元之前居民

以及 5 位工作人員，採取建構主義式扎根理論作為本研究之方法論，以瞭解藥

癮治療性社區居民之復元歷程。研究結果發現，居民是透過「建立穩定性」、

「取代用藥之價值」以及「減少自我中心」此三個改變以朝向復元邁進。首先，

穩定性包含環境穩定性、生理穩定性、關係穩定性、情緒穩定性四者，於藥癮

治療性社區中，居民將於各層面建立起穩定性，有別於過往用藥時之不穩定。

其次，用藥對於居民而言有其價值，於藥癮治療性社區中，居民將以復元為目



 
 

標，並透過課程、活動等使居民探索生命之不同可能，從中建立其他努力之方

向。居民於追求目標時將付出相應之代價，並於達成目標時將獲得一定之回饋，

當面臨復發與否之選擇時，其將對追求目標之價值與用藥之價值進行價值衡

量，最終由其他價值取代用藥之價值。最後，居民透過藥癮治療性社區成為榜

樣之訓練，以及一直以來感受到被幫助之溫暖，於潛移默化下，逐漸減少自我

中心。 

根據上述研究發現，本研究提出五項建議：（1）發展上應因應不同需求而

細緻化；（2）執行上應注重改變意願之提升；（3）處遇上應強化居民之後續照

護與持續支持；（4）研究上應納入發展與生命歷程犯罪學以及復元資本之視角；

（5）社會上應減少對於藥癮者之汙名。 

 

 

 

 

關鍵字：藥癮治療性社區、復元、社區即方法、正向犯罪學、修復式正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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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addiction therapeutic community originated from Synanon in 1958. This 

treatment modality then emerged in the United States in the 1960s and gradually 

expanded to Europe and around the world. In light of the recent expansion of this 

treatment modality in Taiwan, this study focuses on it as its main research topic. By 

reviewing and discussing relevant domestic and international literature, the study aims 

to enhance the discourse on the addiction therapeutic community. Additionally, this 

study interviewed residents, ex-residents, and staff of the addiction therapeutic 

community, aiming to construct the recovery process of local cases. Through literature 

review and qualitative research, this study seeks to provide a comprehensive 

understanding of the addiction therapeutic community for academic researchers and 

practitioners. 

Regarding the concept of the addiction therapeutic community, this study finds 

that it is a hopeful, humanistic treatment modality that includes views of the disorder, 

person, recovery, and right living. It emphasizes the potential for change in individuals, 

focusing on the residents' changes and aiming to achieve these through various positive 

experiences. This aligns with the related approaches of positive criminology. Moreover, 

the addiction therapeutic community has evolved over time, developing types such as 

the female therapeutic community, the adolescent therapeutic community, the 

therapeutic community for co-occurring disorders, the prison-based therapeutic 

community, the harm reduction-based therapeutic community, and the religious 

therapeutic community. In the addiction therapeutic community, diverse treatment 

methods are provided, resulting in a flexible treatment modality. 

Furthermore, this study interviewed three residents, two ex-residents, and five staff 

members of the Libertas Therapeutic Community, using constructivist grounded theory 



 
 

as the research methodology to understand the recovery process of the residents. The 

study finds that residents recover by making three key changes: establishing stability, 

replacing the value of drug use, and decreasing self-centeredness. First of all, stability 

includes environmental, physical, relationship, and emotional stability. In the addiction 

therapeutic community, residents establish stability in all these aspects, contrasting with 

the instability during drug use. Secondly, drug use holds certain value for residents. In 

the addiction therapeutic community, residents aim for recovery and explore different 

life possibilities through courses, activities, and other means, thereby building new 

directions for their efforts. They invest corresponding efforts in pursuing their goals and 

receive rewards upon achieving them. Thus, when facing the choice of relapse or not, 

residents weigh the value of pursuing their goals against the value of drug use, 

ultimately replacing the latter with other values. Finally, through training to become 

role models for other residents and experiencing the constant warmth of receiving help, 

residents gradually decrease their self-centeredness. 

According to the findings of this study, the following five recommendations are 

proposed: (1) In the future development of addiction therapeutic communities, 

approaches should be customized to address the diverse needs of residents; (2) 

Addiction therapeutic communities should focus on enhancing residents' willingness to 

change; (3) Aftercare and continuous support for residents should be strengthened in 

addiction therapeutic communities; (4) Developmental and life-course criminology, as 

well as recovery capital, are suggested as perspectives for future research; (5) Society 

should consider addicts from a more inclusive perspective, instead of stigmatizing th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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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論 

我想，若你是撒旦，正到處試著找出使人類臣服於你的東西， 

那很可能會是毒品。 

“I think if you were Satan and you were settin around tryin to think up 

something that would just bring the human race to its knees what you 

would probably come up with is narcotics.”（McCarthy，2005，p. 218） 

── 警長 Ed Tom Bell，Cormac McCarthy 小說

《No Country for Old Men》之主角 

藥物成癮是一複雜且涉及多層面之議題（Leshner，1997；Tims et al.，2001；

李世代，1991；陳慧女，2022），其往往產生失去自制能力、破壞生理健康、影

響社會參與（如失業）、導致無家可歸、形成關係衝突、衍生犯罪行為、司法問

題纏身等個人、家庭與社會問題，以及生理與精神疾病之共病性問題，故已無法

透過單一方式得到全盤之處理，且若未提供適當之協助，藥癮者亦不易擺脫復發

之循環（吳佳儀等，2021；李世凱等，2007；李志恒、馮齡儀，2017；李思賢，

2020；紀致光，2015，2022；徐震等，2013；高金桂，1987；張伯宏，2006；陳

怡青，2021；陳怡青等，2021；傅仲民，1995；楊士隆、鄭凱寶，2011；駱宜安，

2000c）。其中，以健康層面之問題為例，胡萃玲（1997）訪談 3 位於晨曦會戒癮

之已復元者，研究結果發現，隨著上癮程度加深，研究參與者之身體受到嚴重之

傷害，如器官功能受損、傷口難以癒合等；余岱芬（2014）訪談 6 位曾使用 K 他

命之晨曦會與沐恩之家學員，研究結果發現，研究參與者之生理與心理皆因用藥

產生問題，如生理方面具頻尿、膀胱萎縮、胃穿孔、理解力遲鈍等問題，心理方

面則具憂鬱症、躁鬱症、睡眠困擾等問題；陳為堅等（2018）對於 184,009 位毒

品犯之醫療使用與健康議題進行分析，研究結果發現，全體毒品犯在許多疾病之

住院率較高，尤其是病毒性肝炎、精神官能症、膀胱炎，其 RR 值皆超過一般人

口之十倍以上；許春金等（2023）訪談 42 位核心犯罪者，分析結果發現核心犯

罪者之健康問題多與使用藥物有關，包括一般性健康面向（如睡眠問題、骨質疏

鬆等）、愛滋、肝炎、心理健康等相關健康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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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文獻上之論述外，司法院大法官釋字第 544 號解釋理由書亦指出：「施用

毒品，或得視為自傷行為，然其影響施用者之中樞神經系統，導致神智不清，產

生心理上及生理上之依賴性，積習成癮，禁斷困難，輕則個人沈淪、家庭破毀，

失去正常生活及工作能力，成為家庭或社會之負擔；重則可能與其他犯罪行為相

結合，滋生重大刑事案件，惡化治安，嚴重損及公益。」簡言之，藥癮不僅是健

康或醫療問題，同時亦可能帶來全面性之生活損害（陳怡青，2021），包含對健

康、家庭、教育、經濟、社會等方面所帶來之問題與負面影響（ ；2023，Okafor et al.

藥癮是乃者重視更須外，與影響使用藥物所產生之各種問題除。）2024，Pickard

之復元開展各種幫助藥癮者，故）2008，Bunt et al.（渴望擺脫藥癮之者因此所生

」乃藥癮治療模式中之「藥癮治療性社區著重者，欲而本研究所。處遇實屬重要

並指出本研究所欲達成之研究目與政策，說明我國之藥癮現況大致本章將模式，

。最後再針對重要名詞進行定義，的  

第一節 研究背景與動機 

藥物成癮問題已經成為全球性之犯罪問題、社會問題、醫學問題與法律問題

（呂豐足，2005），且往往會對用藥者本身帶來嚴重之傷害（Sinnott-Armstrong & 

Pickard，2013），故如何幫助藥癮者免除藥物之控制，進而回歸社會、發揮社會

功能，是當前社會之主要目標（朱日僑，2020c）。以下將先介紹藥癮之現況，並

說明對於藥癮者處遇政策方向之轉變，再對於當前之戒癮處遇以及藥癮治療性社

區之發展與定位進行論述。 

附帶說明者是，關於本研究之用語，將盡可能避免帶有負面意義之詞彙。Tran 

et al.（2018）主張使用人本語言（person-centred/person-first language），且須根據

在地語言與社會文化環境而脈絡化（contextualization）。用語上應將人至於首位，

其次再描述所有之特徵、所具之條件、所處之環境等，如使用身處監獄者（person 

who living in prison）。其指出，使用尊重且適當之語言是減少傷害與苦難之基石

（cornerstone），若是根據所犯之罪而定義他人（如毒品犯、強姦犯），並使用與

用藥有關的道德性語言（如藥物濫用者），事實上無助於相互尊重之互動。其他

用語上之建議，如常子薇（2022，頁 5）認為應揚棄使用「毒品」此一帶有負面

涵義之詞彙，而以「藥物」稱之；林佳璋與駱宜安（2004，頁 2）指出，「藥物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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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行為」較「使用毒品」更為中性與貼切；陳玟如（2018，頁 13）鑒於汙名之考

量，於其研究中減少使用「濫用」、「濫用者」等具道德評價之詞彙，而改用中性

之「使用」、「使用者」；林瑞欽（2019，頁 21）則表示，由於刑事司法體系中之

毒品罪矯戒治人，其中有六成以上為單純之非法藥物施用者，為避免犯罪刑罰所

造成之標籤副作用，法律用語上宜將「毒品」改為「指定藥物」。本研究認同使

用尊重且適當語言之主張，據此，除非是法律用語，本研究將使用藥物成癮

（addiction）、藥癮、藥物使用（drug use）、用藥者（person who uses drugs，PWUD）、

用藥、具物質使用疾患者（person with substance use disorder）等詞彙，並盡可能

避免使用藥物濫用（drug abuse）、藥物濫用者、藥物誤用（drug misuse）、毒品、

毒品犯等。此外，或有認為成癮一詞具有負面與汙名意涵，應避免使用；然

Rosenthal and Faris（2019）指出，自歷史上而言，「addiction」本身似為矛盾歧義

詞（auto-antonym/contronym/Janus word），其本身兼有兩種相反矛盾之涵義，即

褒貶義皆有之1。束連文（2016）亦指出「癮」是指某種過度之嗜好，並非全然不

好。本研究認為成癮一詞本身具其模糊性，縱使於當代亦無法斷言該詞為道德性

語言，再者該詞於研究上使用者眾，故本研究仍使用之，併此敘明。 

壹、藥癮之現況與政策方向 

由於「上癮容易，戒除困難」之特性，使得藥物成癮不易根除（朱日僑，2020b；

江惠民，2007；呂豐足，2005；林山田等，2020；傅仲民，1995），並致使藥癮者

重複出入監所（陳泉錫，2008），如何給予徹底之措施使藥癮者不再接觸藥物、

斷絕其再犯，與查緝同樣重要，減少用藥人口實為根本之目標（程又強，2013；

謝瑞智，1991）。而藥癮並非單純之醫療問題，未有簡易之治癒方法（Anglin & 

Hser，1990），面對此問題，須長期、大量投入相關資源，並建構支持性社會環

境，始得減少復發（朱日僑，2020b）。簡言之，藥物使用防治是一項全整性之持

續工作（陳正宗，1998），須著重於各種面向，始能克竟全功。 

世界各地皆面臨藥物使用之問題，如美國正深陷前所未有之藥物危機中，數

以萬計之生命與家庭飽受摧殘（Gottschalk，2023），目前我國之情形亦不容忽視。

根據 2023 年刑事警察局出版之《中華民國刑案統計》，違反《毒品危害防制條例》

                                                      
1 關於「addiction」一詞於不同年代之意義，詳見 Rosenthal and Faris（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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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刑案占所有刑案之 15.05%，位居 2022 年各類刑案發生百分比之第二名（內政

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2023）。此外，2023 年法務部出版之《中華民國一一一年

犯罪狀況及其分析──2022 犯罪趨勢關鍵報告》指出，2022 年第一級毒品犯罪

嫌疑人（7,892 人）中，其犯罪方式以施用最多（5,253 人），第二級毒品亦同（犯

罪嫌疑人：29,657 人；施用：19,434 人）（蔡宜家等，2023）。而在監毒品受刑人

之情形，依法務部矯正署（2024）矯正統計摘要（6 月）之毒品案件部分，2024

年 6 月底在監毒品受刑人之人數為 20,964 人，占在監受刑人 51,758 人之 40.5%。

至於毒品犯罪之再犯狀況，依據臺灣高等檢察署 2024 年所發布之 2023 年國內毒

品情勢快速分析年報，2018 年至 2023 年施用第一級毒品案件緩起訴處分確定附

命完成戒癮治療者，其兩年內再犯者即占緩起訴附命完成戒癮治療者之 28.1%；

兩年內再犯施用第二級毒品者亦占緩起訴附命完成戒癮治療者之 22.4%（臺灣高

等檢察署科技偵查資料中心、統計室，2024）。若自犯罪黑數之觀點理解，再犯

比例應較統計數據更加高漲（吳建昌，2020）。楊冀華等（2020）則對 1,448 位毒

品施用者進行約十四年之定群追蹤（2000 年至 2002 年接受問卷調查，追蹤至

2014 年），研究結果發現，研究樣本接受第一次司法處遇後，再犯人數為 1,174

人，再犯率為 81.1%，其中以觸犯施用毒品罪者 761 人為最大宗，占再犯總人數

64.8%。據此，使用藥物者不在少數，且縱使完成戒癮治療等藥癮處遇者，其再

次使用者仍有相當比率，故藥物使用與復發之相關議題應不容忽視。 

事實上，藥癮問題由來以久，自清末民初之鴉片氾濫開始，直至今日海洛因、

甲基安非他命等藥物使用（姚克明等，1995；張天一，2003），對此問題，反毒

是我國一貫不變之刑事政策（林健陽，2003b；林健陽、柯雨瑞，2000）。由於早

期鴉片之禍害，使我國國民健康大受損傷，因此我國對於毒品之管制與處罰均採

取相當嚴格之態度（許春金，1987），希望以「零容忍政策」達到「零毒害」之

境界（李志恒，2002）。如 1955 年公布施行之《戡亂時期肅清煙毒條例》，針對

三犯施打吸食毒品或鴉片、吸用蔴煙或抵癮物品者，是處以唯一死刑；縱使 1992

年刪除「戡亂時期」之名銜後，《肅清煙毒條例》對於前述行為，仍是處以死刑

或無期徒刑（林山田，2000）。此種「唯刑是賴」（或「重刑是賴」）之現象，認

為只要動用嚴厲之刑罰即可壓制犯罪，事實上是對於刑罰之過分迷信，進而簡化

了用藥問題（林山田，1976，1989，1997），刑罰之正當性在邏輯上亦逐漸流失

（黃榮堅，2003），故於刑事立法政策上應採慎刑原則，避免刑罰過於浮濫（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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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田，2000）。若刑事司法體系對於藥癮者僅是予以嚴刑峻罰，而非解決藥物使

用之根本問題，則對於藥癮者復歸社會且不再犯之目標，達成之日遙遙無期，希

望渺茫（Carter & O'Connell，2016；黃富源，1994）。 

目前管制毒品犯罪之主要法令，是以《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為主，而以規範

合法醫療使用、阻卻違法之《管制藥品管理條例》，以及規範未經核准擅自製造

與輸入等偽藥、禁藥管理之《藥事法》為輔，三法制間環環相扣，且具有強烈的

刑法與行政法間之行政從屬性關係（朱日僑，2020a）。其中，尤為重要者乃《毒

品危害防制條例》，1998 年該法之出現是我國毒品政策上重要之分水嶺，面對用

藥者之觀念就此改弦易轍，其取代《肅清煙毒條例》，將過去認為施用毒品者為

絕對「罪犯」觀念，轉而定位為「病人」與「罪犯」之雙重身分，強調其有「病

患性犯人」（「病犯」，即為有疾病之犯人）之特質，降低施用毒品罪之法定刑，

並以觀察勒戒與強制戒治之醫療模式取代以往之刑罰模式，「治療勝於處罰」、「醫

療先於司法」作為處遇措施，採取附條件「除刑不除罪」之刑事政策觀點，而非

僅著重於監禁隔離之執行；並自此展開混合模式之觀點，而非僅強調道德模式或

疾病模式，是毒品政策之重大變革（王皇玉，2004，2009，2010；吳慧菁等，2019；

呂豐足，2005；李世凱等，2007；林健陽，2003b；秦文鎮、蔡曉雯，2017；馬躍

中，2020；張平吾等，2010；許福生，1999，2017a，2017b，2017c，2018a，2021；

陳明志、蔡俊章，2004；陳祖輝，2003b；程又強，2013；程百君，1999；楊士

隆、李宗憲，2020；賴擁連，2000；駱宜安，2000a）2。由於將毒品施用者定位

為病犯，刑事政策於毒品施用者之介入應退縮之（楊士隆等，2005），故《肅清

煙毒條例》與《毒品危害防制條例》非僅有名稱上之更改（蔡墩銘，2001），相

較於《肅清煙毒條例》是透過嚴刑峻罰達到嚇阻效果，《毒品危害防制條例》則

有轉換刑事政策朝向教化觀之趨勢（林健陽、柯雨瑞，2000；張明華，2011；潘

國仁，2012），且帶有對於毒品施用者去汙名化之立法精神（秦文鎮，2020）。簡

言之，《毒品危害防制條例》施行前後是從「毒品完全禁制化時期」跨至「毒品

部分除罪化時期」（林健陽、柯雨瑞，2000），於《毒品危害防制條例》制定前，

毒品政策採取嚴刑禁止之態度，目前則是以醫療及教育為先，刑事制裁為後（林

滄崧，2023）。此種轉變有助於治療用藥者，達成更為積極且有效之處遇目標，

以真正改善用藥問題（陳祖輝，2003b），同時為其創造重生之機會（程百君，1999）。

                                                      
2 詳細之法制演進，可見吳耀宗（2010，頁 59-78）、胡耀仁（2019，頁 221-2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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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過，須注意者是，此種改變僅針對施用毒品者，論者即指出，從 1992 年刪除

「動員戡亂時期」名銜之《肅清煙毒條例》，至 1998 年修正名稱成為《毒品危害

防制條例》，僅是更換新的法律名銜，內容卻一如既往，採取嚴刑重罰之刑事立

法政策，法定刑動輒較殺人罪重，如《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 4 條第 1 項前段即

規定：「製造、運輸、販賣第一級毒品者，處死刑或無期徒刑」（林山田，2005，

頁 549）。 

後續《毒品危害防制條例》逐漸修法，2008 年通過《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

24 條修正案，正式將醫療戒治法制化，增列附命完成戒癮治療之緩起訴制度（李

思賢，2022；施奕暉，2013；許福生，2021，2022），落實治療優先於刑罰之理

念（王雪芳、王宏文，2017；廖育瑋，2019），凸顯毒品施用者病人之本質（潘

俊宏、楊添圍，2022）。2013 年將原先僅適用於施用第一級毒品者之規定，擴張

至施用第二級毒品者亦得適用之（王雪芳、王宏文，2017；許福生，2021）。2019

年再經修法後，檢察官得為附條件之緩起訴處分，接受緩起訴者不再僅得於醫療

院所內進行處遇，制度運用更為彈性，透過多元處遇之方式，使藥癮者得以復元

並復歸社會（李思賢，2022；馬躍中，2021；許福生，2021，2022；潘韋丞，2020；

顏玉如等，2023），此一修法方向使毒品施用者有機會獲得多元且適當之處遇，

值得肯認（馬躍中，2020）。綜觀我國毒品政策之發展時期，賴擁連（2013，頁

63）將之區分為三個階段：（1）將毒品犯視為犯罪人之「漢賊不兩立」不妥協政

策；（2）將毒品犯視為病人與犯罪人雙重身分之「不否認」毒品政策；（3）引入

美沙冬替代療法與鼓勵藥癮治療性社區制度之與毒品「妥協」立場。潘俊宏等

（2021，頁 186-190）則更細緻地區分為七個階段：（1）不鼓勵亦未明確禁示；

（2）將使用毒品視為犯罪行為；（3）將戒毒需求入法；（4）將醫療納入戒毒；

（5）「病患型犯人」之概念成形；（6）非機構（社區）戒癮處遇之開展；（7）強

調多元而彈性之處遇內容。 

綜上所述，我國之戒癮政策可謂有四大轉變：於主要目標上由懲罰轉向治療；

於治療對象上由個人處遇擴大至社區整合；於治療資源上由醫療機構擴張至公私

部門合作；於治療專業上由藥物治療擴展至各種專業之整合與納入（黃俊棠等，

2021，頁 106）。此種處遇藥癮者之方向，洵屬的論。除處罰施用毒品者之立法目

的本身有其爭議外（馬躍中，2014；張天一，2010），僅給予藥癮者刑事制裁

（criminal sanctions）往往致使用藥問題遁入黑暗而無法改善之，終將治絲益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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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生徒增累犯、監獄超額收容等反效果；相較於此，給予治療往往得產生正向之

效果，使藥癮者得以脫離用藥之循環（Deitch et al.，2000；林琬珊，2019；施奕

暉，2013；紀致光，2014；張明華，2011）。至今毒品戰爭（war on drugs）對犯

罪控制帶來如何之影響仍不甚明確（Garland，2018），有論者即指出，如嚴厲執

法、懲罰為中心之藥物控制策略等手段，始終無法取得積極之成效（Midgette et 

al.，2023；王孟平、張世強，2018），大多犯罪學者亦認為近代毒品戰爭實際上

所造成之犯罪遠遠多於其所欲預防之犯罪，蓋對毒品宣戰之政策為藥物需求創造

了黑市（black market）（Tibbetts & Piquero，2023）。毒品戰爭亦使監禁率飆升（Van 

Ness et al.，2022），監獄擠滿無法解決自身用藥問題者，且其出監後仍可能再犯，

故此種做法是解決用藥問題最為昂貴、殘忍且毫無意義之方式（Drew，2015）。

林佳璋（2009，頁 276）之研究即發現，監禁對於用藥者之嚇阻有限，更可能「教

好不足、學壞有餘」，所帶來之影響包括造成社會疏離、結交不良友伴、失去家

庭支持等，此將致使用藥者後續更易復發。據此，實應結束無效且代價高昂之毒

品戰爭（Fuller，2015；Meyers，2022），揚棄嚴刑峻罰即得有效處理用藥問題之

想像，將焦點從對於藥癮者之懲罰與威嚇拉回藥癮者之矯治、治療乃至復歸社會

之上。 

貳、藥癮之處遇與藥癮治療性社區 

誠然，減少對於施用毒品犯罪之過度懲罰，確實朝著降低大規模監禁之方向

邁出正確的一步，然僅有此舉尚屬不足，蓋未觸及真正之問題根源。若欲解決問

題，則不應僅止於減少懲罰，更應創造方法，使藥癮者獲得適當之治療（Beaton 

& Gerber，2023），以此遠離藥物並戒除藥癮，始為處遇藥癮者最重要之目標（馬

躍中，2017）。楊冀華等（2020）對於 1,448 位毒品施用者進行約十四年之定群追

蹤亦發現，研究樣本接受第一次、第二次、第三次、第四次、第五次司法處遇後

之再犯情形，皆以觸犯施用毒品罪者為最大宗，甚至接受第六次司法處遇後之再

犯，全數皆是觸犯施用毒品罪，故其認為應建構適當之毒品處遇政策，以協助用

藥者戒除藥癮。事實上，未經治療之藥物使用對於刑事司法體系（criminal justice 

system，CJS）影響重大，無論是合法藥物（如酒精）或非法藥物（如我國《毒品

危害防制條例》之毒品）皆然。接受治療者復發（relapse）與再犯之可能性將大

幅降低；未接受治療者則更有可能再犯而再一次進入監獄，形成循環效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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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cycling effect）（Miller & Lopez，2022）。藥癮使得用藥者對於藥物難以割捨，

再犯比率居高不下（張麗卿，2016），預防再次用藥之工作往往較預防初次用藥

更為艱鉅，單以處罰方式難以達成之，故須給予社會支持與醫療等協助（紀致光，

2022）。若能加大對於用藥與成癮問題之關注，以確保用藥者得獲得足夠之循證

（evidenced-based）治療，或可對當前之高復發率有所助益（Mincer & Mpofu，

2023）。 

鑒於藥物使用之影響層面既廣且深，發展與推行完整之處遇與治療模式以有

效預防藥癮者再次用藥實屬重要。且如同俗諺所云：「青菜蘿蔔，各有所好。」

（“Different strokes for different folks.”）（Stimmel，2009，p. 269），沒有任何一種

治療、干預或模式適合所有人，得確保所有人成功地復元（Brooks & McHenry，

2023；Carroll，2019；Deitch & Drago，2019；Kuhar，2023；Stimmel，2009）。

蔡田木等（2013）對於具抗制毒品經驗五年以上之學者專家進行兩次焦點團體訪

談（各 3 位研究參與者）以及深度訪談（4 位研究參與者），研究參與者認為，由

於各種藥物相互牽連，且影響層面甚廣，故無法從單一治療即獲致適當之解決。

柯俞安（2023）訪談 3 位曾接受戒癮治療，結束治療後復發，而後再進入藥癮治

療性社區之藥癮者，研究結果發現，過往之戒癮選擇有限，研究參與者於未有勒

戒等其他戒癮方法之情形下，將先採取舊有且對其效果不佳之戒癮方法，進而導

致其短期內即復發（柯俞安，2023，頁 55）。因此，建立及確保更完整、多樣化、

綜合性之處遇內容，並依藥物使用者不同之狀況，給予實質且適切之處遇方式，

使有意願開始戒除藥癮者得以獲得相應之戒癮資源，應屬藥癮者處遇政策之正確

發展方向（Carter & O'Connell，2016；李宗憲，2010；林瑞欽，2006；紀致光，

2015；許春金等，2013；蔡震邦，2011）。事實上，此種多元化方向之倡議由來已

久，如趙星光（1998，頁 256）即指出戒癮模式之多元化是戒癮工作發展之必然

走向；楊士隆等（2005，頁 111-112）亦指出政府應輔導民間機構之戒癮服務，

協助發展戒癮模式，以提供多元化藥癮戒治管道。 

我國目前對於藥癮者之處遇，包含觀察勒戒、強制戒治、成癮治療門診、急

性解毒短期住院、美沙冬替代療法、藥癮治療性社區計畫、民間參與戒癮模式等

（朱詩馨，2023；朱詩馨等，2023；林健陽、柯雨瑞，2011；林健陽等，2022；

許春金等，2013）。而在諸多戒癮模式中，（藥癮）治療性社區（therapeutic 

community，TC），亦有譯為「戒毒村」（李志恒等，2002，頁 350；汪志皇，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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頁 268；張平吾等，2010，頁 201；蔡田木等，2013，頁 34），即為藥物成癮者最

廣泛的治療方式之一（Broekaert，2006；Bunt et al.，2008）。藥癮治療性社區

（addiction TC）之模式已於國外行之有年，此種社區型之處遇模式為可納入考量

之藥癮治療模式（李俊宏等，2017；鄧煌發，2010），進而有論者認為此治療模

式值得政府投入資源拓展與推廣，建議設立更多藥癮治療性社區（如吳慧菁等，

2019，頁 215；周煌智等，2018，頁 179；張伯宏、黃鈴晃，2011，頁 426；許春

金等，2014，頁 13；蔡田木等，2014，頁 276；鄭若瑟等，2014，頁 231），使藥

癮者有更多機會得以復元並復歸社會；亦有論者建議政府應輔導藥癮治療性社

區，並根據其特性，協助發展專業戒癮模式，以提供多元戒癮管道（張伯宏、黃

鈴晃，2011，頁 213）。至於執行面上，有論者建議將藥癮治療性社區納入緩起訴

多元處遇之正式機構，蓋依《刑事訴訟法》第 253 條之 2 第 1 項第 6 款3，檢察

官得命被告於一定期間內完成戒癮治療等處遇措施，然依《毒品危害防制條例》

第 24 條第 4 項4所訂定之《毒品戒癮治療實施辦法及完成治療認定標準》，卻未

明確列出得執行戒癮治療之機構，故建議將藥癮治療性社區納入正式機構，使其

得以符合法規之方式提供戒癮服務（柯俞安，2023，頁 82-83）；甚至有論者認為，

強制戒治處遇之實施應採用藥癮治療性社區之方式（楊士隆、蔡德輝等，2008，

頁 164），或建議設立強制性之藥癮治療性社區，以代替監所之功能（陳鳴敏，

2018，頁 98）。 

我國於藥癮治療性社區之推動上，衛生福利部草屯療養院於 2006 年成立第

一個於醫療體系下之藥癮治療性社區「茄荖山莊」（朱詩馨，2023；朱詩馨等，

2023；藝嵐，2015）。近年衛生福利部（2019，2021）亦辦理「108-110 年度藥癮

治療性社區服務模式多元發展計畫」及「111-112 年度藥癮治療性社區服務模式

多元發展計畫」，補助醫療機構或民間團體，以期透過藥癮治療性社區之模式，

對不同藥癮者提供適切之處遇服務，協助藥癮者真正脫離毒品，周政達（2021，

頁 162）即肯定此一開發更多元戒癮方式之作為。本研究參考束連文與王思樺

（2016，頁 19-29）所闡述之藥物使用防治網絡，整理我國當前較為主要之戒癮

                                                      
3 《刑事訴訟法》第 253 條之 2 第 1 項第 6 款：「檢察官為緩起訴處分者，得命被告於一定期間

內遵守或履行下列各款事項：六、完成戒癮治療、精神治療、心理治療、心理諮商、心理輔導

或其他適當之處遇措施。」 
4 《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 24 條第 4 項：「刑事訴訟法第二百五十三條之二第一項第六款規定之

緩起訴處分，其適用戒癮治療之種類、實施對象、內容、方式、執行醫療機構或其他機構與其

他相關事項之辦法及完成戒癮治療之認定標準，由行政院定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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處遇，將其區分為「醫療體系」、「司法與監所體系」、「民間資源」三類，如下圖

1-1-1 所示。大多藥癮治療性社區由民間提供，屬民間資源，例外則是前述之茄

荖山莊，其屬於醫療體系下之藥癮治療性社區。 

 

圖 1-1-1  我國主要之戒癮處遇 

發展各種藥癮治療與處遇方式有其必要。雖然美沙冬替代療法仍是目前藥癮

治療之主流方法，但由於其缺乏社區之支持，且僅能處理鴉片類藥物之使用問題，

對於使用美沙冬替代療法成效不佳者而言，藥癮治療性社區即為一種有價值之選

擇（Vanderplasschen et al.，2013；秦文鎮、蔡曉雯，2017；薛瑞元，2007）。同

時，藥癮治療性社區猶如中游系統，攜手上游之司法系統與下游之家庭、社區等

資源，共同建構藥癮者無縫接軌之社會復歸體系（林美專，2020，頁 5-6；萬淑

民，2022，頁 5）。誠然，藥癮治療性社區並非萬靈丹（panaceas），亦非適合所有

藥癮者，對於用藥問題之改善有其極限（Stohr，2020）。但毒品施用之再犯率居

高不下，藥癮治療性社區仍是某些用藥者戒除藥癮之有效方法，再加上我國不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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擴大藥癮治療性社區之發展，於此脈絡下，應有深入討論藥癮治療性社區此一治

療模式之價值與必要。因此，本研究將以藥癮治療性社區作為研究主題，期能提

供未來此種治療模式推展之參考。 

附帶說明者是，於用語上，少數文獻將藥癮治療性社區稱為「treatment 

community」，如 Rickel and Becker-Lausen（1994，pp. 183-184）、郭俊旻（2009，

頁 165）、楊士隆與李宗憲等（2008，頁 20）；Perfas（2018，p. 67）亦有使用此

一術語，然於其著作中大部分仍使用「therapeutic community」。另有稱為「concept 

houses」，如 Bloor et al.（1988）。至於中文翻譯上，除譯為戒毒村外，有譯為「治

療社區」者，如安辰赫（2003）、周子敬（2006）、陳碧珍（2011）、楊士隆與李宗

憲等（2008）、楊靖文（2019）、萬淑民（2022）、蔡坤衛（2016）、龍紀萱等（2015）、

韓意慈等（2021）；有譯為「毒癮戒治治療性社區」者，如洪瑩慧（2014）；另有

譯為「治療型社區」者，如朱惠英與席可欣（2018，頁 60）、陳玟如與鄭麗珍（2022，

頁 278-280），其於論述上皆混用「治療型社區」與「治療性社區」兩者。 

第二節 研究目的 

無論藥物帶來怎樣的快樂，與藥癮一起生活即等同於活在痛苦當中（Pickard，

2020）。McIntosh and McKeganey（2000）研究中之研究參與者即指出，於其用藥

生涯（drug career）後期，藥物已無法產生任何形式之愉悅效果；陳碧珍（2013，

頁 179）亦指出，用藥後期所帶來者是痛苦絕望，生活失控且無法逃離。Volkow

（2020）則認為，藥物使用改變參與自我調節（self-regulation）與酬償歷程（reward 

processing）之大腦迴路（brain circuitry），亦改變處理情緒與壓力之大腦迴路，

對於患有嚴重物質使用疾患者而言，藥物使用大多不再是出於快樂或自願，而是

一種減少極度痛苦與滿足強烈渴望之手段。事實上，藥物使用本質上為公共衛生

（public health）問題，單靠刑事法根本無法處理所有藥物使用相關問題（Doucet 

& Porter，2023），故於藥癮政策上，實不應再將藥癮視為單純之犯罪問題，應對

於深陷痛苦之藥癮者施以有效治療，始能改善整體藥癮問題，長期監禁加上社會

唾棄鄙視之態度，對於藥癮者重返社會生活毫無裨益，監禁而不治療對於藥癮問

題僅是徒勞，並將加劇其於公共衛生與安全方面對個人與社區之負面影響

（Leshner，1997；Olson & Lurigio，2014；周震歐，1977，1999）。據此，於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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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實應增加對治療與處遇之理解，俾能更為瞭解如何使藥癮者戒除藥癮並回歸社

會。本研究選定藥癮治療性社區此一治療模式作為研究主題，並以「增進藥癮治

療性社區之文獻論述」與「建構藥癮治療性社區之復元歷程」兩者作為本研究之

研究目的。 

壹、增進藥癮治療性社區之文獻論述 

國外之藥癮治療性社區發展歷史已久，且累積不少研究資料，而我國於近年

始著手大力推展此種治療模式，故國外相關之論述與研究應值得我國借鑑。因此，

本研究首個研究目的，即是增進藥癮治療性社區之文獻論述。本研究蒐集國內外

有關藥癮治療性社區相關文獻，透過豐富之文獻閱讀，以瞭解藥癮治療性社區之

發展、觀點、類型等議題。選擇閱讀之文獻，包括 George De Leon、Fernando B. 

Perfas、Lewis Yablonsky、David A. Deitch、Jerome F. X. Carroll、Rowdy Yates、

Eric Broekaert、Wouter Vanderplasschen、Stijn Vandevelde、Ilse Goethals、Martien 

Kooyman 等學者與實務工作者之著作，其對於藥癮治療性社區之各個面向著墨

甚多。另外，有數本專書尤為重要，包括 George De Leon 所撰之《The Therapeutic 

Community: Theory, Model, and Method》（2000）、Lewis Yablonsky 所撰之《The 

Therapeutic Community: A Successful Approach for Treating Substance Abuses》

（1989）、Martien Kooyman 所撰之《The Therapeutic Community for Addicts: 

Intimacy, Parent Involvement and Treatment Outcome》（1993）、Fernando B. Perfas

所撰之《Therapeutic Community: A Practice Guid》（2003）、《Deconstructing the 

Therapeutic Community: A Practice Guide for Addiction Professionals》（2012）、

《Therapeutic Community: Past. Present. And Moving Forward》（2014）、《Therapeutic 

Community: As A Social System》（2018）等。本研究將以此些專書與其他文獻作

為主要參考資料，對之進行系統性整理，並加入正向犯罪學與修復式正義之觀點，

進而形成相關論述，將結果呈現於本研究之第四章。透過文獻之梳理與探討，期

能對藥癮治療性社區有更為全面之理解，並提供投入相關工作之學術研究者與實

務工作者參考。 

貳、建構藥癮治療性社區之復元歷程 

藥癮者戒除藥癮之歷程複雜且艱難（Carter & O'Connell，2016），治療之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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點在於人如何改變，即在成為藥癮者後，其如何終止藥物使用（Bahr & Hoffmann，

2015）。在 Marsh and Maruna（2016）對於北愛爾蘭（Northern Ireland）少年司法

體系修復式會議之研究中，其以減肥計畫為例，指出失敗是減肥常見之結果，縱

使減肥成功亦容易復胖，得以減肥成功且維持身材者僅是減肥計畫中之少數。然

而，減肥相關議題之研究者並未認為此些減肥成功之少數不具代表性，而是認為

這些人之經歷對於瞭解減肥科學至關重要。因此 Marsh and Maruna（2016）認為，

於其研究中，縱使對於成功案例之訪談並不足以證明修復式會議在終止犯罪上是

否有效，其他方法（包含隨機對照試驗）或許更適合回答有效性之問題，但成功

案例之經歷亦能提供相當重要之見解。由是可知，縱使藥癮治療性社區是否有效

有其爭論，但瞭解居民如何邁向復元（recovery）相當重要，蓋若忽略成功之案

例，而過於重視有效性或復元人數之追求，那僅能知道「何者有效」，而無法瞭

解某些方案「為何」或「如何」對某些人產生效果，近年亦有研究呼籲應瞭解成

癮者如何復元與其成功之原因（如 Day et al.，2024；黃亦凡，2022）；同時，有

研究認為須重視居民如何理解其於藥癮治療性社區中之經驗（如 Mills & 

Davidson，2024）。故本研究欲瞭解藥癮治療性社區中居民與工作人員之經驗，藉

此探究居民產生改變並邁向復元之動態歷程。 

目前國內對於藥癮治療性社區之研究，包括對個案與工作方案之評估（陳怡

青，2021）、實務工作者工作表單之建置（陳怡青等，2021）、與其他方案之比較

（黃耀興，2013；蒲品卉，2024；薛瑞元，2007）、生活規範之建立歷程（馬祖

平，2022）、各種因素與不同介入措施對於居民違規行為發生率之影響（林春旭

等，2015）、居民對於藥癮治療性社區所發揮功能之看法（陳政隆、徐森杰，2022）、

治療後一年內復發與人口學、心理社會因子之相關性（朱詩馨等，2023）、居民

與家人關係之轉變（陳碧珍，2011）等。關於藥癮者如何於藥癮治療性社區邁向

復元之論述，亦屬有之，如安辰赫（2003）研究晨曦會戒毒村男性居民之復元歷

程，以及其所經驗之改變因子；白鎮福（2014）訪談茄荖山莊之居民與已復元之

前居民，探究藥癮治療性社區之控制藥癮社會復歸模式；趙雅芳（2014）訪談參

與藥癮治療性社區及美沙冬維持治療之藥癮者，欲瞭解其穩固的完全緩解

（sustained full remission）改變歷程經驗；賴思璇（2017）研究晨曦會戒毒村女

性戒治復元者之復元脈絡；黃柏諭（2022）訪談主愛之家之居民，探究藥癮者於

主愛之家的復元經驗；萬淑民（2022）以質性方法探討用藥更生人在社會復歸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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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轉化學習（transformative learning）歷程；吳宗怡（2023）自心理學之關鍵 C

（Crucial Cs）理論視角出發，試圖理解藥癮治療性社區居民主觀復元經驗中所存

在之心理需求。 

然而，相較於其他藥癮治療領域，關於藥癮治療性社區之研究，仍屬少數，

萬淑民（2022，頁 174）即建議未來研究之研究者可從多面向與角度，透過量化

或質性研究，探討藥癮治療性社區之整體性樣貌。目前與藥癮治療性社區相關之

研究中，探討居民之復元歷程，並融入居民與工作人員兩者之觀點者，可謂屈指

可數。同時，關於藥癮治療模式之研究，大多著重於究竟運用何種具體方法與策

略，抑或是此些方法是否有效，卻對於此些方法如何形成改變、促使藥癮者轉變

之過程為何少有論述。此外，關於藥癮治療性社區之研究，於國內犯罪學領域實

不多見。據此，本研究試圖對藥癮者於藥癮治療性社區內之復元歷程進行建構，

訪談藥癮治療性社區之居民、已復元之前居民與工作人員，並融入正向犯罪學與

修復式正義之相關思考，將分析結果呈現於本研究之第五章，期能瞭解由居民與

工作人員共同組成之藥癮治療性社區如何作為藥癮者復元路上之推手，進而對藥

癮者如何改變與復元有更為深入之理解。 

第三節 名詞解釋 

壹、藥物 

藥物成癮或藥物使用之「藥物」，臺灣大多稱之為「毒品」或「管制藥品」

（邱獻輝，2010）。法律則對於「毒品」有其定義，依《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 2

條第 1 項之規定：「本條例所稱毒品，指具有成癮性、濫用性、對社會危害性之

麻醉藥品與其製品及影響精神物質與其製品。」；「管制藥品」則依《管制藥品管

理條例》第 3 條第 1 項之規定：「本條例所稱管制藥品，指下列藥品：一、成癮

性麻醉藥品。二、影響精神藥品。三、其他認為有加強管理必要之藥品。」有論

者認為「毒品」是對於非法藥物之另一種稱呼，法有明文始得稱為毒品（林山田

等，2020；駱宜安，2000b，2000c）；另有論者則認為毒品不僅是法律上之用語，

更是社會大眾秉於約定俗成而將其引用為日常用語（陳仟萬，2000）。不過，本

研究基於語言之使用須尊重且適當，故原則上不使用「毒品」一詞，已如前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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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本研究而言，所謂藥物泛指可能使人上癮之物質，除包含法律所規範之毒品與

管制藥品外，合法物質亦囊括在內，如屬於合法藥物之一的酒精（Hood，2011，

pp. xiii-xiv）。 

貳、藥癮治療性社區 

藥癮（drug addiction）是對於某種藥物之強烈渴求，導致失去控制，縱使面

臨對於自己與他人之傷害，仍會繼續使用之（Bahr & Hoffmann，2015，p. 198）。

傷害是藥癮之重要要素（Humphreys，2023）。若以浪漫式愛情（romantic love）

為例，雖然成癮與浪漫式愛情皆常常與渴求、失控等有關，一個人在愛情中可能

被迷得神魂顛倒，終日心神不寧，甚至不惜犧牲一切，但一般的浪漫式愛情並不

會造成嚴重的傷害（Sinnott-Armstrong & Pickard，2013）。Kuhar（2023）以及 Kuhn 

et al.（2019）亦認為成癮之特徵包含對於生活與健康造成不良影響。須注意者是，

於本研究之觀點下，藥癮者非全然失去控制，其仍有對於選擇與行動之控制，僅

是未有完全之控制，與非藥癮者之控制程度有別（Sinnott-Armstrong & Pickard，

2013）。 

藥癮治療性社區是對於藥癮之一種治療模式，以社區作為治療之主要方法，

使居民得以改變其認同與生活型態等，進而使居民得復歸社會（De Leon，2000）。

黃柏諭（2022）稱之為「藥酒癮治療性社區」，亦屬妥當，蓋藥物包含酒精，藥

癮治療性社區所欲協助之對象亦包含酒癮者。而本研究所稱之藥癮包含酒癮在

內，故以藥癮治療性社區稱之。 

參、本土個案復元歷程 

本土個案（case）乃指於我國藥癮治療性社區內嘗試戒除藥癮並邁向復元者

之案例。關於如何稱呼於藥癮治療性社區內邁向復元之藥癮者，並未統一。有使

用「居民」者，如朱詩馨（2023）、朱詩馨等（2023）、李宗憲（2010）、林春旭等

（2014）、黃耀興（2009，2013）、蒲品卉（2024）、薛瑞元（2007）；另有使用「住

民」者，如吳宗怡（2023）、林春旭等（2015）、馬祖平（2022）；陳怡青（2021）、

陳怡青等（2021）、陳玟如與鄭麗珍（2022）、陳政隆與徐森杰（2022）；亦有「居

民」與「住民」交替使用者，如白鎮福（2014）；使用「學員」者，如黃柏諭（2022）；



 

16 
 

使用「戒治學員」者，如周子敬（2006）、周子敬等（2007）；使用「成員」者，

如安赫辰（2003）。以上皆是指於藥癮治療性社區內居住並接受服務之藥癮者。

於本研究中，居民、住民、學員、案主等用語意義皆屬相同。 

至於所謂復元歷程（recovery process），與之相似者乃戒癮歷程，如郭俊旻

（2009）將戒癮歷程定義為「毒品施用者其接受過各式的戒治處遇方案，如：接

受監所、獨立戒治所或民間機構所提供之處遇服務，以及在家自行戒毒等，來戒

除其自身的身癮與心癮之歷程」（郭俊旻，2009，頁 5）；另較為類似者則是胡萃

玲（1997）研究中之藥癮歷程，其將藥癮歷程定義為「指個人所經歷的，包含了

藥物成癮、戒癮失敗、戒除藥癮、乃至維持穩定復元狀態而未再接觸或濫用任何

致癮藥物等，整體的藥癮過程及發展脈絡」（胡萃玲，1997，頁 5）。而本研究之

復元歷程，是指自不斷使用或上癮到維持戒除，並達成各方面成長與改變之持續

過程（De Leon，1995b，1997b；De Leon et al.，2001；Varma & Muehlbach，2023）。

因此，當藥癮者進入藥癮治療性社區，即已開始其於藥癮治療性社區之復元歷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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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文獻回顧 

曾幾何時，人們開始認為一旦使用藥物，則注定為終身藥癮者。然而，藥癮

治療性社區之出現幫助許多人克服藥癮，扭轉過去「一日藥癮者，終身藥癮者」

（“once an addict is always an addict”）之觀念（Perfas，2012，p. xxi），證明藥物

使用得以治癒（curable）（Rosenthal，1986，p. 24），可見藥癮治療性社區為重要

之治療模式。而對居民之復元歷程進行探究前，本章將先說明藥癮治療性社區之

基本概念，並對等級制度如何運行、同儕與工作人員扮演何種角色等與藥癮治療

性社區運作有關主題進行闡釋，再針對復元歷程之概念與相關研究進行回顧，最

後介紹藥癮治療性社區所面臨之困境與挑戰。透過本章之文獻回顧，期能對藥癮

治療性社區相關議題有基礎之認識，以利後續研究之開展。 

第一節 藥癮治療性社區之基本理解 

作為一種頗負盛名之藥癮治療模式，藥癮治療性社區有其特殊之運行方式，

以達協助藥癮者復元之目標。本節將先介紹藥癮治療性社區之治療模式，再闡明

藥癮治療性社區作為一種戒除（abstinence）5服務，其與減害概念之差異與整合，

最後再針對藥癮治療性社區之特殊治療方式「社區即方法」（community as 

method）進行說明，期能對藥癮治療性社區有初步之理解。 

壹、治療模式概說 

於藥癮治療領域中，藥癮治療性社區已成為居住型治療之代名詞（Wexler，

1995），其構想源於自助運動（self-help movement），與過去的藥癮治療截然不同

（Haug et al.，2005）。藥癮治療性社區是一種參與式（participatory）、長期居住

式且高度結構化（highly structured）之藥癮介入方法與治療模式（treatment 

modality），試圖克服用藥問題之藥癮者共同生活在有組織（organized）且結構化

之社區，於二十四小時無藥物之環境中，使藥癮者無從接觸影響其藥物使用之社

                                                      
5 有論者將之譯為「戒絕」，如白鎮福（2014）、安辰赫（2003）、李志恒等（2002，頁 350）、周

子敬（2006，頁 41）、張平吾等（2010，頁 201）、張祺（2018，頁 7）、楊靖文（2019，頁 37）、

顏銘漢等（2009，頁 134）；陳玟如（2018，頁 8）則譯為「戒癮」，並指出其與「完全戒癮」、

「停用」同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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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環境與人際（interpersonal）因素，以遠離誘惑並與用藥之同儕團體斷絕聯繫，

且長期與正向同儕團體共同於藥癮治療性社區中接受治療、相互提供支持，透過

自助與相互自助（mutual self-help）之過程，促使藥癮者得以改變其行為並獲得

社會技巧（social skills），以朝向無藥生活型態（drug-free lifestyle）轉變，達成戒

除藥癮之治療目標（Bahr，2011；Broekaert，2006；Broekaert et al.，1998；Carter 

& O'Connell，2016；De Leon，2000；Hall，2024；Kast & Avery，2019；Levinthal，

2023；Loftis，2018；Miller & Lopez，2022；Perfas，2019；Ritvo，2023；Scott & 

Gosling，2015；Yates et al.，2021；林健陽、柯雨瑞，2003a，2003b；林健陽、黃

啓賓，2002；林鴻海，2007；陳怡青，2021；陳玟如、鄭麗珍，2022；楊士隆、

李宗憲，2020）。簡言之，藥癮治療性社區是一種利用社區與團體動力（group 

dynamics）之藥癮治療方法（Perfas，2014，p. 9），提供以人為本（person-centred）

之全面干預，為社會中一些最為複雜且脆弱之成員提供強而有力的支持

（Gosling，2016a，p. 147；2016b，p. 521）。而藥癮治療性社區本身即是全控機

構（total institution）（Kaye，2013），所謂全控機構可見 Goffman（1961，p. xiii）

所提出之定義：「全控機構可被定義為一個居住與工作之場所（place），許多處境

相似（like-situated）者聚集於此，與整個社會隔絕（cut off）相當長的一段時間，

共同過著封閉、被嚴格管控之生活。」Sugarman（1970）在早期對於 Daytop Village

（美國的藥癮治療性社區）之研究中，亦指出其為全控機構6。藥癮者即於此全控

機構中，相互幫助以復元並保持戒除（Perfas，2003）。 

儘管未有固定之藥癮治療性社區模式，各種藥癮治療性社區存在不同差異，

但亦存在共同之特徵（Pealer，2017；Sack，1974），多數藥癮治療性社區與下表

2-1-1 所述之特徵相符。 

表 2-1-1  藥癮治療性社區之特徵 

特徵 說明 

⚫ 以戒除為目標 戒除意指藥癮者完全停止藥物之使用，藥癮治療

性社區大多以此為目標。 

 （續下頁） 

                                                      
6 關於全控機構的概念應用於藥癮治療性社區之論述，可見 Brito（2023，pp. 49-50，pp. 71-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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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徵 說明 

⚫ 自願進入 自願進入（voluntary entrance）意指藥癮者具某種

程度之動機參與藥癮治療性社區，未違背其自身

之意願。無論何時，藥癮治療性社區皆會將進入與

否、離開與否之選擇權留給藥癮者。縱使屬法院轉

介者，藥癮者本身仍得選擇是否利用此機會進行

改變，亦得於過程中隨時選擇離開，故屬自願進

入。監獄治療性社區亦是如此，選擇留在社區中並

不排除往後選擇離開社區以參與不同治療方案之

可能性。而儘管藥癮者進入社區之始往往動機低

落，但選擇進入者通常已決定戒除藥癮。 

⚫ 非正式治療環境 相較於大多數治療機構之正式環境，藥癮治療性

社區是具獨特且正向社區氛圍（ communal 

atmosphere）之非正式治療環境，大多為家庭式住

宅，具有身心安全之氛圍，縱使在監獄中之藥癮治

療性社區，亦無典型之監獄氛圍。 

⚫ 社區生活 社區生活（community life）是藥癮治療性社區之重

要要素，居民們集體生活，透過社區生活獲得社會

技巧，並得對其他成員表達關心（show concern）。 

⚫ 社會等級制度 藥癮治療性社區具金字塔式之社會等級制度

（social hierarchy），用以界定居民之地位、角色與

責任範圍，進而維持社區之運作。 

⚫ 日常結構 藥癮治療性社區具日常結構（daily structure），其

中包含促進社區維持與發展之方案活動（program 

activities），以及正式與非正式之治療性活動

（therapeutic activities）。 

⚫ 具既定規範、價值觀

與規則之安全環境 

藥癮治療性社區是具既定規範（norms）、價值觀與

規則（rules）之安全環境，安全是促進正向改變之

必要條件。藥癮治療性社區嚴格禁止用藥與暴力，

藥癮者於此環境中不再受到藥物、販藥者、犯罪者

等威脅，而此些規範、價值觀與規則界定了對於居

民之界線與期望。 

 （續下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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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徵 說明 

⚫ 跨科際之工作人員 藥癮治療性社區具跨科際（trans-disciplinary）之工

作人員，包含已復元之前居民（即前藥癮者、過來

人、已復元者）與專業工作者，前居民具用藥與接

受藥癮治療性社區治療之第一手經驗，專業工作

者則具醫學、社會科學等領域之知識背景，兩者相

得益彰。 

⚫ 同儕驅動治療 藥癮治療性社區是運用自助與相互自助過程之治

療，居民是其本身治療之主導者，其他居民則是促

進者，且互相作為榜樣，此亦可稱為「同儕驅動」

（peer-driven）治療。 

資料來源：整理自 Brochu et al.，2018，pp. 148-149；Broekaert，2001，pp. 33-35；

Broekaert et al.，2017，pp. 211-212；Deitch and Zweben，1984，p. 37；

Hammersley，2008，p. 225；Kooyman，1993，p. 26，pp. 43-45，pp. 

47-48；O'Brien and Perfas，2005，p. 612；Perfas，2004，p. 45；2012，

p. 17，p. 36；2014，p. 10，pp. 52-57；Vanderplasschen et al.，2014，

p. 18；Waldorf，1971，p. 31；Yablonsky，1989，pp. 9-10，p. 159；

Yates et al.，2021，p. 13，p. 25。 

 

於藥癮治療性社區之觀點下，藥物使用被視為是多元決定（overdetermined）

之行為（De Leon，1986b，1988d，1989c，1990b，1999b；De Leon & Rosenthal，

1989），亦可說是有多種決定因素（multiple determinants）之行為（De Leon，1994，

p. 18），此看法是將藥癮者置於居住性環境進行治療之原因。詳言之，藥癮者時

常經歷用藥渴求（drug carvings）7，縱使於藥癮治療性社區中亦同。用藥渴求是

關於用藥之想法、圖像（images）與感受，並可能導致實際之用藥行為，此等情

形常與社會線索（social cues，如人際壓力或關於藥物之談話）8、情緒線索

（emotional cues，如失望、受傷或挫折）、環境與物質線索（circumstantial and 

material cues，如接觸活躍之用藥者、目睹用藥器具）等藥物使用之線索有關（De 

Leon，1988d，1990b，2000）。黃俊能與賴擁連（2018）之研究發現，藥癮者回

                                                      
7 吳景寬（2010，頁 23）將「carving」譯為「渴藥」；林春旭等（2014，頁 22）、唐心北（2017，

頁 32）將之譯為「渴求感」；顏玉如等（2023，頁 152）則將之譯為「渴癮」。 
8 吳建昌（2020，頁 173）將「cue」譯為「提示事物」。 



 

21 
 

到用藥環境或人際生活圈者比比皆是，容易造成藥癮者復發而無法自拔；許春金

等（2013）之研究亦指出，若藥癮者重新接觸其他用藥者，或回到有利於接觸藥

物之環境，則可能導致復發。正因存有上述多種線索，若藥癮者再次回到原先之

生活圈，則可能因與各種線索接觸而重回過往之生活型態，故必須使藥癮者暫時

離開與藥物使用有關之環境，將藥癮者與此些環境隔絕之（De Leon，1988d，

1990b；DiClemente，2018）。胡萃玲（1997）之研究發現，晨曦會給予用藥者二

十四小時之生活保護，提供單純且足資用藥者復元與重建生活之環境，斷絕藥物

之來源與誘惑，此於戒癮初期尤為重要；黃亦凡（2022）訪談亞杜蘭關懷協會所

建立之戒治生活村中 2 位工作人員與 2 位學員，研究結果即指出，生活村不僅遠

離原先之生活環境，亦較遠離鬧區，而學員之吃住皆於村中，且較少接觸外界之

資訊以避免刺激學員，使居民得以習慣單純之生活。進入藥癮治療性社區代表除

去一切接觸藥物之機會（安辰赫，2003，頁 75），居民不僅要先脫離藥物本身之

影響，更要擺脫與用藥有關之人、事、物（De Leon，2000），以避免對於居民之

復元有不良影響（Brown，1990），安辰赫（2003，頁 102）即生動地比喻要求居

民待在社區中如同醫師要求病人住院，使病人於無病菌之醫院內接受完整之治療

服務。若自醫學之觀點而言，此種策略是透過隔絕接觸以停止藥物繼續刺激大腦

之慾望中樞（鄭若瑟等，2014）。 

隔絕之環境使偏差副文化（deviant subculture）於藥癮治療性社區中無從發

展（Bloor et al.，1988），從而提供足夠安全之空間以利改變（Haviv et al.，2024），

故有認為藥癮治療性社區是一「庇護型之場所」（陳冠樺，2022，頁 46），透過提

供庇護以達完全戒除（林健陽等，2007；潘昱萱，2020）。不過，此種物理隔絕

以避免與各種線索接觸，僅是治療之開端。蓋生活環境縱使暫時改變，仍無法改

變停止用藥後源源不絕之生活事件與壓力（林正昇等，2013）；況且，居民於離

開藥癮治療性社區後可能回到原來之環境，用藥之線索可能仍然存在（Best et al.，

2020），若後續與各種線索接觸，藥癮者即可能回到過去使用藥物之生活型態（林

正昇等，2013）。據此，藥癮治療性社區具有更為深遠之目標：「全人改變」（change 

the whole person）以及「無藥生活」（De Leon，2015；Jarvis et al.，2010；Ravndal，

2003），希望居民遠離藥物之束縛，並發展出無藥、利社會（prosocial）且更加成

功之生活型態（De Leon，1988a，1988b；Perfas，2003；Schuckit，2005；林健陽

等，2007）。詳言之，如同論者所指出，戒癮不應只單純著重於停止用藥，更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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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視整體生活態度之重建（江惠民，2007），藥癮治療性社區強調以團體力量作

為居民之改變機制（Best et al.，2020），透過團體之力量幫助居民發現並改變與

藥癮有關之行為與態度，藉由規律的生活安排破除用藥習慣與過往生活型態，並

建立健康生活型態與習慣，進而從根本上改變藥癮者（Broekaert et al.，2017；

Clinkinbeard，2008；De Leon，2000；Horowitz & Gowan，2023；林瑞欽，2006），

健康生活型態之實踐乃達成療癒效果所必要（Perfas，2004）。同時，在治療過程

中使藥癮者逐漸培養自我價值（self-worth）、責任感、生活技能與社交技能，以

實現長期戒除並再次就業（Yates et al.，2017），進而希望幫助藥癮者重新融入社

會，使其再次過上有意義之生活（Senjaya et al.，2022），甚至得以享受生活

（Kooyman，1993）。 

由於社會對於藥癮之反應，以及用藥者本身與其他用藥同儕間之連結，對於

用藥者而言，拋棄充斥著汙名之用藥者認同實屬不易（Best，2019）。因此，接觸

復元導向之社會網絡十分重要，藥癮治療性社區即屬之，其提供認識復元價值觀

之機會，並於此環境中培養不用藥之自我意識（sense of self），更使用藥者看見

復元之可能性，已復元之前居民亦願意在用藥者邁向復元之過程中提供支持，社

會支持與社會學習相互結合，進而形成充滿希望之環境（Best，2019）。Perfas

（2012，p. 122）指出，藥癮治療性社區的治療經驗之所以有助於促使居民追求

長期清醒，是透過使藥癮者：（1）參與個人發展（即更好的自我覺察、責任等）；

（2）獲得適當的社會技巧與健康的人際關係模式；（3）調整促使藥癮者用藥之

行為、情緒與認知模式。而李宗憲（2010）於其研究中訪談 2 位草屯療養院治療

性社區之居民，研究結果發現，藥癮治療性社區之治療提供居民自我管理、自律

生活、心靈沉澱之課程，刺激居民自我管理、自我思考、反省、內化，使居民內

在產生改變，進而影響外在之行為表現（李宗憲，2010，頁 158-159）。在藥癮治

療性社區中成長被描述為「迂迴曲折的人性回歸隧道」（circuitous and torturous 

tunnel back into humanity）（Yablonsky，1989，p. 163）。居民有可能穩定成長，亦

可能在復元路上跌跌撞撞，慢慢自過去的生活走回來，最後過上更為正向且快樂

之生活（Yablonsky，1989）。事實上，藥癮治療性社區就是個重新標籤團體

（relabeling group），居民以更為正向之態度接受其缺點，相信有能力改變用藥問

題，從而獲得自信、自我悅納（self-acceptance）與團體支持，並擺脫偏差之標籤

（Bartollas & Dinitz，19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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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上所述，藥癮治療性社區可說是明確的復元導向（recovery oriented）治療

方法，透過藥癮治療性社區之幫助，藥癮者之生活型態與認同等隨之改變，此些

改變具體包含戒除藥癮、消除偏差行為、實現就業力（employability）、養成利社

會態度、形成正向價值觀等，並增長個人技能，同時累積未來於藥癮治療性社區

外生活之社會資源與資本，使藥癮者得於離開社區後開始新的生活（Best，2014；

De Leon，1981，1985，1986a，1986b，1987，1988c，1988d，1989c，1989d，1990b，

1990c，1999a，2001b，2003b，2010c，2019；De Leon & Rosenthal，1989；De Leon 

& Unterrainer，2020；De Leon & Wexler，2009；Nielsen & Scarpitti，1997；Ottenberg，

1982；朱詩馨，2023）。居民透過藥癮治療性社區擺脫藥物，並徹底揮別過去圍

繞著藥物與犯罪之生活型態（Harvey，2023c；Vanderplasschen，Yates，et al.，

2017），對於藥癮治療性社區而言，治療成功代表藥癮者已從過去的用藥生活轉

變為新的生活型態（De Leon，1974）。 

雖然與藥癮者之生命相較，藥癮治療性社區之治療僅是暫時的參與、短暫的

經歷（Ottenberg，1982；Rosenthal，1989，1991），但此短暫參與所產生之影響，

必須克服先前之所有影響，並在未來維持於藥癮治療性社區中所形成之改變，亦

即，藥癮治療性社區之治療必須與治療前後之負面影響相互競爭（De Leon，1981，

1986b，1988d，1988e，1989c，1990b，2000；De Leon & Rosenthal，1989；Rosenthal，

1989，1991）。故藥癮治療性社區提供具備鼓勵與支持之類家庭（family-like）社

區，使居民得以遠離藥物（Rosenthal，1989，1991）；同時，於社區中不健康之

影響被降至最低，直至居民對於如何面對此些負面影響已做好準備（De Leon，

1981，1988e，1989c，2000）。陳碧珍（2011）訪談 3 位自福音戒毒機構復元且五

年內不再用藥之前居民（2 位來自晨曦會；1 位來自沐恩之家），結果發現研究參

與者皆認為戒癮機構是其另一個家，進入機構如同進入到另一個大家庭，於此家

庭中開始有正向之社會連結，並找回自己與生命之意義（陳碧珍，2011，頁 24，

頁 31）。無論治療有多重要，也僅是復元歷程中之一個要素。透過藥癮治療性社

區之治療，藥癮者將投入生活並繼續復元，而完成藥癮治療性社區之治療僅代表

復元歷程中一個階段的結束，於藥癮治療性社區中所改變之生活型態必須維持下

去（De Leon，2000）。 

於名稱上，藥癮治療性社區又可稱為「物質濫用者治療性社區」（TC for 

substance abusers）、「無藥治療性社區」（drug-free TC，蓋傳統上之藥癮治療性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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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並不使用美沙冬等替代藥物進行治療）、「等級治療性社區」（hierarchical TC，

蓋相較於民主治療性社區9，其具等級結構）、「概念治療性社區」（concept(-based) 

TC，CTC，蓋其蘊含一套關於藥癮本質及其治療之明確概念）、「自助治療性社

區」（self-help TC，蓋其運用自助方法）或「美國模式」（American Model，蓋其

概念源於美國）（Broekaert et al.，2000；De Leon，2000，2001b，2010a；Frye，

2004；Haigh，2015；Kooyman，1993；Manning，1989；Mold & Berridge，2010；

Perfas，2003，2004，2012，2014，2018；Stevens，2012；Vanderplasschen et al.，

2013；Vanderplasschen，Vandevelde，et al.，2017）。而 De Leon（2005a，p. 405）

則指出「藥癮治療性社區」（addiction TC）此一術語已逐漸取代無藥治療性社區、

概念治療性社區、等級治療性社區等早期用語，故本研究多以此用語稱之，併此

敘明。 

貳、戒除服務 

一、戒除之概念 

藥癮治療性社屬於戒除服務，此歸類亦可自 Deitch（1971，p. 133）使用「戒

除治療性社區計畫」（abstinence therapeutic community programs）一詞而得。文獻

上對於戒癮模式之分類有所不同，如李志恒等（2002，頁 350）、汪志皇（2005，

頁 268）、秦文鎮與蔡曉雯（2017，頁 36）、張平吾等（2010，頁 201）、趙雅芳

（2014，頁 20-21）以及蔡田木等（2013，頁 34）將藥癮治療模式分為「戒除」、

「維持療法」、「治療性社區」三大模式10，顏銘漢等（2009，頁 134）則在此三

種模式外增加「自助性團體」之模式；另一種分類則是將戒癮處遇分為「附條件

之緩起訴多元處遇模式」、「刑事司法處遇模式」、「治療性社區模式」三者（許福

生，2021，頁 287），或是分為「醫療體系」、「司法處遇」、「治療性社區」三者（蔡

坤衛，2016，頁 6）。上述分類方式皆將藥癮治療性社區之模式單獨列出，凸顯藥

癮治療性社區於藥癮戒治模式中之重要地位。而本研究則將戒癮模式分為「戒除

服務」與「減害服務」，於此分類下，藥癮治療性社區屬戒除服務。 

戒除是指完全停止藥物之使用，永遠不再用藥，且革除所有與藥物相關之觀

                                                      
9 關於民主治療性社區之介紹，詳見本研究第四章第二節。 
10 賴晴蕙（2018，頁 26）採取類似之分類方法，其將戒癮模式分為「完全戒絕」、「醫療戒治」、

「治療性社區」三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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念，藥癮治療性社區是以不依賴藥物與正向生活為基礎理念之長期居住式機構，

強調完全戒除（total abstinence）11，提供戒除導向之長期治療（Hammersley，2008；

Jarvis et al.，2010；Narasimha et al.，2022；Sorensen et al.，1984；Uchtenhagen，

2013；白鎮福，2014；朱日僑，2020c；周煌智等，2018；黃耀興，2009，2013）。

由於戒除藥癮並非易事，故藥癮治療性社區屬於高要求（high-demand）之方法，

並非適合所有藥癮者（De Leon，1999b；Tims et al.，1994）。須說明者是，縱使

被歸類為戒除服務，但藥癮治療性社區作為復元導向之計畫，戒除並非治療之終

極目標（Gosling，2016b），而是復元之必要條件（prerequisite）（De Leon，Staines，

Sacks，et al.，1997）。導致藥癮者使用藥物之根本問題只有在停止使用藥物後始

會顯現，並始能得到有效處理（Kooyman，1993），故復元需要戒除12，然不限於

此，戒除僅是復元歷程中之一部。 

二、減害之概念 

於過去四十年內，減害（harm reduction）對許多國家之藥物政策與服務產生

相當大的影響，其程度無可比擬（McKeganey，2011，2012）。減害是務實且充滿

關懷之公共衛生政策、方法與干預，目的在於盡可能減少與使用藥物有關之負面

傷害，將有害影響降至最低，不以戒除為必要，並幫助用藥者得以存活、維持健

康，而非將之忽視或給予譴責，亦不會給藥癮者貼上汙名化標籤（Drew，2015；

Lee et al.，2011；Marlatt et al.，2001；Marlatt & Witkiewitz，2010；Richert et al.，

2023；Stancliff et al.，2015；Tatarsky & Marlatt，2010；Zelvin & Davis，2001；

張伯宏，2007b）。簡言之，減害之目的在於減少與藥物使用相關之傷害，而非減

少整體用藥情形（Doucet & Porter，2023）。 

減害與鼓勵停止使用所有藥物之戒除截然不同，蔡佩真（2015，頁 132）亦

指出，從美沙冬替代療法至完全戒除藥癮，是處遇政策上之光譜兩端。減害採取

務實且人性之原則（李思賢，2008），認為完全戒除不切實際，故即使減害策略

承認戒除是預防傷害之有效途徑，然其亦認為戒除實難以實現與維持之（Dolan 

et al.，2007）。由於對許多人而言，戒除是不現實之目標，復元之可能性非常低，

                                                      
11 Dolan et al.（2007，p.2）使用「complete abstinence」指稱之，其意義相同。而束連文等（2014，

頁 154）將「total abstinence」譯為「完全禁絕」。 
12 並非所有觀點皆認為復元需要戒除，然於藥癮治療性社區之觀點下，戒除為復元之必要條件。

關於藥癮治療性社區之復元觀點以及其他不同見解，詳見本研究第四章第三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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藥物使用無可避免，故應著重於使藥癮者減少與繼續使用藥物有關之傷害，藥癮

者應可在受控制的、無風險的（risk-free）方法下使用藥物，於戒除前須採取其他

措施以保護藥癮者，使其免受傷害，並得保持健康，減少不良後果，而非僅設法

使藥癮者戒除藥癮或減少藥物使用（Broekaert，2006；Dolan et al.，2007；Kuhar，

2023；McKeganey，2012；McKeganey et al.，2004；Stancliff et al.，2015；Tatarsky 

& Marlatt，2010）。根基於上述想法，縱使藥癮者繼續用藥，減害服務仍會提供

幫助，若欲獲得服務者無須戒除藥癮（Lee et al.，2011）。而任何不要求戒除並尋

求減少傷害之方案或政策，皆屬減害干預（Marlatt & Witkiewitz，2010；Meyers，

2022）。 

採取減害方法之理由，包括許多用藥者不希望停止用藥、多樣化之用藥者需

求各有不同等（Tatarsky，2003）。具體之減害方案，包含針具計畫（needle syringe 

programs，NSPs，避免針具之重複使用，以減少血體液傳染病之傳播）、美沙冬

維持療法（metha done maintenance treatment，MMT，美沙冬有助於緩解戒斷症

狀，從而減少對於藥物之渴求）等（Ciaravino，2007；Kranitz & Cooney，2013；

Marlatt & Witkiewitz，2010；Tatarsky & Marlatt，2010；李思賢等，2020；廖育瑋，

2019），且始終為任何尋求治療者提供其他治療機會（Carroll，2009）。其中相當

重要者為美沙冬維持療法，其類似於欲戒菸者使用尼古丁貼片或口嚼錠，美沙冬

（美沙酮）為與海洛因具有類似藥理作用之長效藥物，每日僅需服用一次，使用

美沙冬得以逐步減量之方式改善戒斷症狀，故將其作為海洛因之替代藥物，以減

輕藥癮者對海洛因等藥物之依賴程度，改進藥癮者之生活功能，使其得正常投入

工作、回歸社會並維持較為穩定之生活（Stimmel，2009；許福生，2017b；陳泉

錫，2008；黃茂軒、楊凱鈞，2020；楊士隆、鄭凱寶，2011；廖定烈等，2013；

潘國仁，2012）。陳明志與蔡俊章（2004，頁 71，頁 87）認為維持療法是「以毒

易毒」之策略；簡俊生（2015，頁 2）則認為使用維持療法某種程度上是將藥癮

視為慢性疾病。而於用語上，李駿逸（2009，頁 6）認為字面上應翻譯為「美沙

冬持續療法」，然由於國內多使用「美沙冬替代療法」之用語（蓋美沙冬是用以

替代海洛因），故其採用「美沙冬替代療法」之用法。本研究認為，「美沙冬維持

療法」與「美沙冬替代療法」兩者皆屬適當，故於本研究中皆使用之13。而在我

                                                      
13 許春金等（2013，頁 6）則認為維持療法乃使用替代療法外，同時採取心理諮商合併治療以強

化替代療法成效者，有意將替代療法與維持療法進行區分，本研究認為亦屬適當。不過，本研

究論及替代療法或維持療法時，主要是討論藥癮治療性社區與美沙冬等替代藥物兩者之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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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除美沙冬維持療法外，《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 24 條附條件之緩起訴處分、

《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 21 條主動請求治療之免責規定等措施，皆蘊含減少傷

害之概念（李宗憲，2010）。 

至於減害所欲減少之傷害，常子薇（2022，頁 15-16，頁 160-169）指出可分

為個人、社會與國家三者：對於個人而言，減害政策透過減少個人藥物使用量或

減緩使用藥物效能，以減少自我之傷害；對於社會而言，減害政策透過減少傳染

疾病、加強教育或預防措施，以減少社會之間接傷害；對於國家而言，減害政策

透過除罪化等措施，以減少國家之間接傷害。另外，由於與藥物使用有關之傷害，

大多是因社會傾向以汙名化、貶低、懲罰等方式對待用藥者，負面態度於文化中

無所不在，甚至可能存在於治療者或用藥者本身，故去汙名化（de-stigmatize）是

大多數減害方法之重要價值（Tatarsky，2003）。 

縱使減害立意良善，然其本身於用語上頗具爭議。事實上，藥物之作用甚多，

此些作用可能因人對於藥物之知識與理解不同而於解釋與反應上有異（Becker，

1977）。藥癮者使用之藥物往往具有治療某些疾病之功能（吳耀宗，2010；周震

歐，1991），且藥物使用亦在整個人類歷史上常被作為達到特定目標之手段，例

如改善人際關係、應對壓力等，於大多數情形下，只有在導致嚴重負面後果時（如

造成自己與他人長期且嚴重之傷害），使用藥物始會成為問題（Pickard，2017，

2018a，2021，2024）。據此，犯罪學之和平建構理論（peacemaking theory）認為，

減害試圖將藥物對社區與藥物使用者所帶來之負面影響降至最低，固然是一種更

富有同情心之作法；然而，利用「傷害」此一術語（terminology）而很少承認藥

物使用可能的好處，反而建構了一個藥物使用之病態定義（pathological definition）

（Whiteacre & Pepinsky，2002）。Leshner（2008）亦反對使用「減害」此一術語，

認為該術語過於模糊，加上其已被扭曲為可能增加藥物使用之方案或政策（蓋此

術語已為主張施用毒品除罪化或合法化者廣泛採用），造成其他類型之減害策略

被貼上標籤，並阻礙相關策略之發展，故不應再使用此一術語。 

三、戒除與減害之爭 

減害與戒除概念下分別衍生之治療模式時常相互對立（Seddon & Stevens，

2023），藥癮治療性社區即是一例，其與減害之理念有明顯差異（Thurnell-Read & 

                                                      
有無採取心理諮商合併治療對於本研究所討論者並無影響，故本研究於用語上兩者兼採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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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naghan，2023）。正因如此，Kaplan and Broekaert（2003，p. 209）將減害運動

稱為治療性社區運動之「競爭者」（competitor）。然而，此種差異下將衍生相關問

題：若將完全戒除作為唯一目標，無法馬上開始戒除之藥癮者將拒絕參與治療或

退出治療（Marlatt & Witkiewitz，2010）；而過度專注於減少繼續使用藥物所帶來

之傷害，亦導致忽略藥癮者復元之問題，進而造成減害與復元於政策目標上出現

一道鴻溝，使減害與戒除漸行漸遠（McKeganey，2005）。 

如前所述，藥癮治療性社區與減害計畫（尤其是維持療法）通常被認為是治

療上之對立方法，其於治療哲學、場域、目標、方法上存在差異，甚至是衝突（De 

Leon，Staines，& Sacks，1997；黃耀興，2013）。詳言之，基於無藥之嚴格要求

（Mason et al.，2001），以及完全戒除作為復元必要條件之主張（Perfas，2004），

早期藥癮治療性社區不使用替代療法，而是使用團體與心理干預以幫助藥癮者實

現持續戒除，並學會以使用藥物之外的方式解決個人問題（Teesson et al.，2011）。

同時，早期藥癮治療性社區並不接受美沙冬作為一種可減害之藥物（De Leon，

2015），蓋其認為使用藥物以減輕戒斷痛苦等症狀，無助於長期戒除，反而擴大

藥癮者對於藥物之依賴，將藥癮延續下去（Perfas & Spross，2007）。相較減害，

以戒除為目標之優勢在於，若藥癮者可全然戒除藥癮，則可同時避免與藥物使用

有關之問題（Kranitz & Cooney，2013）。反之，減害之支持者則認為「美沙冬僅

是以一種成癮取代另一種成癮」之論述，應是過時之想像（Rigg，2023），並對

於藥癮治療性社區此種無藥治療之復元率持懷疑態度（De Leon，2015）14。陳怡

青等（2021）即指出此種理念上之不同是現今藥癮治療性社區所面臨之挑戰。 

四、從衝突到合作 

戒除與減害雖於理念上有所差異，然是否真為互斥之概念，容有疑問。有論

者認為減害即包括戒除，戒除僅是避免傷害的手段之一，減害本身並不限於此

（Tatarsky，2003；Zelvin & Davis，2001）。不過，亦有認為當藥癮者欲戒除時，

減害服務仍能提供支持，盡可能減少與藥物使用相關之傷害，對於戒除藥癮而言

仍具相當之作用（Neale et al.，2011），此種想法較接近認為減害為有助於戒除之

手段。Doucet and Porter（2023）另指出，若將上癮視為用藥的主要傷害之一，則

減害政策之終極目標應是使藥癮者戒除藥癮，而非更安全地用藥。 

                                                      
14 關於減害與戒除之爭論，亦可見 Zelvin and Davis（2001）之對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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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實上，大多戒除服務滿足了希望停止使用藥物者之需求，而減害服務則滿

足了尚未準備好停止使用藥物者之需求（Kellogg，2003），兩者各有其發揮作用

之對象。減害亦非對藥物使用者採取悲觀態度，認為其無法改變，而是提供一個

適度之目標，採取漸進之步驟，從而進行改變（Tatarsky，2003），亦能確實減少

或消除某些傷害（Doucet & Porter，2023）。甚至，有些用藥者於接受治療後，得

以非濫用（nonabusive）之方式飲酒或用藥（如吸食大麻），同時過上清醒且自我

實現（self-fulfilling）之生活（Carroll，1980）。簡言之，用藥之群體各有不同，

所有方法與干預皆是為了滿足不同群體之需求。戒除與減害兩者可能對不同群體

有效，或是對於同一人之不同生命階段有效（Seddon & Stevens，2023）。

McKeganey et al.（2004）使用結構化問卷對蘇格蘭（Scotland）1,007 位接受治療

之藥癮者進行訪談，該研究發現，將近六成（56.6%）之藥癮者表示戒除是其希

望達成之唯一目標，然而，很少藥癮者將減害結果作為希望達成之唯一目標（穩

定為 7.4%；減少使用為 7.1%；更為安全之使用為 0.7%）。但 McKeganey et al.

（2004）亦指出，此結果不能被簡化為建議提供戒除服務而非減害服務，蓋減害

於保護藥癮者本身與其家人方面是有利之措施，故縱使較少人將減害作為唯一目

標，仍應持續發展減害策略；況且，極少數藥癮者能馬上從使用藥物到實現戒除，

只要藥癮者尚繼續使用藥物，減害措施即有其存在之必要。原則上，戒除與減害

並不互斥，若將復元視為一個過程，那減害即得成為邁向復元之重要支持。 

或許最理想之做法是將減害服務與戒除服務連結成漸進式連續體（gradualist 

continuum），透過減害服務維護藥癮者之健康，幫助關係之建立，並透過漸進式

方法使其接受戒除導向之治療，以停止使用與治癒身心作為理想之終點，從而得

以回到無藥、健康之生活（Kellogg，2003）15。例如，透過使用美沙冬等替代藥

物，得減緩戒斷症狀之不適，從而降低於復元路上對意志力之要求，使其更容易

保持戒癮之決心（Pearce & Pickard，2010）。於此可借鑒 Marlatt and Witkiewitz

（2010，p. 592）之比喻：在日常生活中行經有紅綠燈之路口時，會遇到紅燈（停

止使用藥物），亦會遇到綠燈（繼續使用藥物），然除紅綠燈外尚有另一種燈號──

黃燈（減害），示意用路人放慢速度，謹慎行駛，並注意通過路口之相關危害。

因此，應避免對特定立場之僵化運用，減害與戒除應是得以相輔相成之作法。 

於同樣是戒除導向之方法中，有論者指出十二步驟與減害之間存在合作潛

                                                      
15 類似看法，見 Marlatt et al.（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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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此種合作得為藥癮者提供更多選擇（Lee et al.，2011）。至於在藥癮治療性社

區之領域中，於近二、三十年亦逐漸接受將使用維持療法之藥癮者納入其中（De 

Leon，Staines，Sacks，et al.，1997；Kellogg，2003）。美沙冬維持療法與藥癮治

療性社區擁有相同之服務人群，兩者之功能得以相互配合：美沙冬維持療法得吸

引較多藥癮者接受治療，並於健康狀況、生活品質與藥物使用方面發揮其效果；

藥癮治療性社區則是著重於戒除、社會包容、重新融入社會等長遠面向（Sorensen 

et al.，1984；Vanderplasschen & Vandevelde，2018；Vanderplasschen et al.，2014）。

藥癮治療性社區並非將必須戒除之概念奉為圭臬，而是更進一步看見藥癮者各有

需求，為欲戒除藥癮者提供治療資源。據此，縱使藥物輔助治療（medication-

assisted treatment，MAT）與藥癮治療性社區間顯而易見之分離（segregation）有

其歷史根源，但將維持療法與藥癮治療性社區進行比較事實上是偽二分法（false 

dichotomy），蓋兩者並不互斥（Kast & Avery，2019；Tuck & Stossel，2019）。與

其爭辯戒除服務與減害服務孰優孰劣，不如專注於如何妥善利用此兩種模式

（Uchtenhagen，2013），使表面上似有所齟齬之兩者得以相互補充，共同協助藥

癮者邁向復元。 

參、社區即方法 

「社區即方法」（community as method，CAM），有譯為「以社群為方法」（薛

瑞元，2007，頁 52），另有以「community as therapy」（社區即治療）（Frye，2004，

p. 269）或「community as therapist」（社區即治療師）（Perfas et al.，2023，p. 71）

稱之，屬藥癮治療性社區之最高原則，亦是各種概念之基礎，指有目的地利用（同

儕）社區，來教導個人透過社區改變自己，以促進其自身社會與心理之改變（De 

Leon，1994，1995a，1995b，1997b，1999b，2002，2010b，2010c，2013，2014，

2019，2022；De Leon et al.，2021；De Leon & Unterrainer，2020；Perfas，2003，

2014，2018）。藥癮治療性社區藉此獨特之社會心理（social psychological）治療

方法應對全人之改變（De Leon，2010c，p. 71），而此亦為與其他治療模式所不

同者（De Leon，1997b，2002）。 

社區是藥癮治療性社區之主要特色（Broekaert et al.，2017；丁誼萱，2024），

其本身即提供藥癮者建立關係與進行活動之日常環境，以幫助藥癮者復元與學習

（De Leon，2010b，2014，2022；De Leon et al.，2021；Yates et al.，2021）。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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癮治療性社區之環境鼓勵居民傾聽他人想法、誠實地表達感受、於衝突中和平且

理性地溝通、信任他人、肯定他人、關心他人、為他人付出、表達感謝等，藉此

使居民得建立更為健康的關係（Harvey，2023c）；同時，透過工作人員與居民們

相互間之互動，有目的地使居民社會化（socialization）（Clinkinbeard，2008）。 

居民於社區中之正向行為或負向行為影響所及者不只其本身，而是整個社區

（Deitch & Zweben，1976），故於社區中所發生的每個事件皆為學習機會，居民

可藉此獲得對於行為之洞察力（insight）（Carter & O'Connell，2016），即對於行

為有新的認識或瞭解（De Leon，1988d，1990b）。藥癮治療性社區以同儕團體之

力量帶來改變（Brook，2007），此種方法重視居民為改變自己所參與之團體動力

（group dynamic）（Vinais et al.，2023）。社區中之每個人皆共同努力，以形成具

凝聚力之支持性網絡（Stinchcomb，2011），而由於改變之主要媒介是社區本身，

故 Maisto et al.（2021）將此種方法稱為「環境治療」（milieu treatment）；楊士隆

（2023，頁 123）則將藥癮治療性社區稱為「社區治療法」。 

若自文化人類學（cultural anthropology）之角度而言，藥癮治療性社區與其

他社區（如村莊、鄰里、監獄、醫院、公司等）有相似之處，皆有其目的、組織

結構、正式規則與非正式共享規範，以及特定文化之價值觀、信念與習俗（mores）

（De Leon，1994，2000），然於本質上卻有所不同（O'Brien & Perfas，2005）。詳

言之，藥癮治療性社區之目的與理論基礎（rationale）為有別於其他社區之處，

藥癮治療性社區是有目的地利用同儕團體，其具體目標除治療藥癮外，更是要改

變生活型態與認同，故藥癮治療性社區將社區作為一種方法，用以幫助藥癮者改

變自己，社區之結構、人員與日常活動，皆是作為促進居民之治療、學習與改變

之用（De Leon，1999b，2000，2001b，2003b）。簡言之，藥癮治療性社區之理念

為「生活即治療」（周煌智等，2018，頁 176；黃耀興，2009，頁 2；2013，頁 17），

其將於社區生活作為治療之方法，治療之工具即為社區（周煌智等，2018；黃耀

興，2013）。 

於藥癮治療性社區中，主要的「治療師」（therapist）與「教師」即是由同儕

與工作人員組成之社區本身（Carter & O'Connell，2016；De Leon，1986b，1988d，

1989c，1990b，1994，1995b，1999a，1999b，2010b，2010c，2014；De Leon & 

Rosenthal，1989），社區環境、同儕、工作人員皆是居民步向改變成功之榜樣，

於居民復元歷程中具導引之作用（De Leon，1986b，1988d，1989c，1990b，19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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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5b，1999a，1999b，2010c），透過同儕與社區帶來之成長，以處理居民存有的

各種問題（Best，2014），並藉由與同儕社區之持續互動，使居民瞭解自己以及其

與社會之關係（Scott & Gosling，2016）。此反映出治療性社區運動中的一句座右

銘：「只有你能完成，但你無法獨自完成。」（“Only you can do it, but you can’t do 

it alone.”）（Tims et al.，1994，p. 3），即藥癮治療性社區之治療歷程包含社區與

個人，缺一不可。同時，此一座右銘亦展現出藥癮治療性社區是以成員為中心

（member-centered）之社區（Ottenberg，1982）。居民於藥癮治療性社區中可能

有雙重角色：在接受他人支持與幫助以解決問題行為或當前困境時，是接受服務

之角色；在對另一位居民給予幫助或支持時，則是治療師之角色（Perfas，2003）。

於此種充滿利社會榜樣之社區當中，當反社會思考型態（antisocial thinking 

pattern）與反社會行為出現時，居民與居民之間將相互糾正（correct）（Hiller，

2023），並以公開且誠實之方式相互合作，鼓勵公開對話與正向行為（Gramling & 

Johnson，2022）。社區即方法假設當藥癮者參與並學習使用社區之活動與要素，

以之作為自我改變之工具時，將獲得最大的治療性與教育性（educational）影響

（De Leon，2013，2014，2022；De Leon et al.，2021）。社區不僅是產生改變的

環境，同時亦是促進改變的方法（De Leon，1994，p. 18；1995b，p. 1606；1999a，

p. 398；2010c，p. 71）。 

第二節 藥癮治療性社區之運作 

每個藥癮治療性社區間存有相當之差異（McCarthy et al.，2000），皆具各自

之理念與組織架構，其中一些要素可能相同，亦可能不同，就如同人與人間之性

格（personality）差異，藥癮治療性社區間之「性格」亦大不相同（Ottenberg，

1982）。本節將針對藥癮治療性社區共同具備之運作要素進行說明，先介紹傳統

藥癮治療性社區之運作模式，再闡述同儕、工作人員以及家庭於藥癮治療性社區

運作中所扮演之角色與具備之作用。 

壹、藥癮治療性社區之組織與運作 

一、等級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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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藥癮治療性社區內設有等級制度（進階制度、階級制度），此種等級制度

於 Synanon16時即存在。藥癮者透過團體會議、工作職務（work duties）、日常生

活任務等活動，進入一個提供結構化等級制度之社會系統（social system）17，於

社會系統中，透過良好的行為與態度、於該階段所產生之改變、對於社區之承諾，

以及展現出學習下一等級基本任務之能力等因素，居民可進階至下一等級，於此

過程中逐漸學會承擔更多責任，最終達到最高等級（Brown，1990；Deitch & Drago，

2019；Gramling & Johnson，2022；Kooyman，1993；Perfas，2014，2018）。新參

與者進入了向上流動（upward mobility）之環境（De Leon，1981，1986b，1988d，

1989c，1990b，1999b，2014；De Leon & Deitch，1985；De Leon & Rosenthal，

1989；Yablonsky，1986，1989，1997，2000），所有居民皆被鼓勵向上流動，付

出努力以提升等級（Yablonsky，1989；丁誼萱，2024），此舉被視為是自我成長

與邁向無藥之正向因子（Yablonsky，1989）。此種等級制度給予居民證明自己的

機會，透過己身之才能與努力，以證明自己於社區運作中值得被信任且能夠擔負

責任（Perfas，2014），亦即，藉由對居民之要求與期待，進而挑戰居民達成進一

步之改變（白鎮福，2014，頁 115）。簡言之，居民本身之成功與地位是於社區中

勇於承擔責任而得（Brown，1990）。 

二、工作與活動 

於藥癮治療性社區中，工作（work）與日常活動之參與是復元歷程中之重要

部分（Blume & Resor，2008；Perfas，2003，2012）。事實上，不只是在藥癮治療

性社區中，工作本身作為一種有意義之活動，對於大多數藥癮者之復元格外重要。

Veseth et al.（2022）訪談 30 位具復元經驗之物質使用疾患者，該研究指出，若

研究參與者欲進行有意義之活動（如工作），則須對日常生活做出重大改變，故

進行有意義之活動對其安排生活有重要幫助。另外，許多研究參與者於用藥生活

型態中感到社交孤立，而有意義之活動提供了連結與歸屬之重要場域。據此，該

研究認為，雖然從事有意義之活動或許與戒除藥癮無直接相關，卻為實現此種目

標提供了必要基礎，於復元歷程中扮演著重要角色。於 Dekkers et al.（2020）之

研究亦可見類似之發現。 

                                                      
16 關於 Synanon 之介紹，詳見本研究第四章第二節。 
17 關於藥癮治療性社區作為一個社會系統，詳見 Perfas（2018，pp. 74-121）之論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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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藥癮治療性社區中，社區本身之日常運作是居民的任務，居民們於工作人

員之監督下一起工作（De Leon，1981，1986b，1988d，1989c，1994，1999b，

2010b，2013，2014，2022；De Leon et al.，2021；De Leon & Rosenthal，1989；

Yablonsky，1989）。每個成員皆有明確之角色與責任，各司其職以維持藥癮治療

性社區之正常運作，居民於進入社區時即承諾將遵守與維護既定之社區規範，並

於社區中承擔起執行之責任（Kooyman，1993；Perfas，2003；Waldorf，1971；

Yablonsky，2000；朱詩馨，2023；朱詩馨等，2023）。居民所做的每一件事皆為

學習之過程，其任務與所承擔之責任會隨時間而更為複雜、沉重（Deitch & Solit，

1993）。成功地完成社區之工作或任務，將使居民獲得自我價值感（Carroll，1992）。 

藥癮治療性社區內進行之所有工作與活動皆為治療（De Leon，1986b，1995b；

Kooyman，1993；周煌智等，2018；黃耀興，2009，2013），而活動往往充實且多

樣，每天都是高度結構化的一天，使居民得充分參與之（De Leon，1985，1986b，

1987，1988d，1988e，1989c，1990b，1990c，1999b，2010b；De Leon & Jainchill，

1991；De Leon & Rosenthal，1989；Jainchill，2006；Stohr，2020）。各種活動皆

有其意義與目標，如藥癮治療性社區中有體育活動，將使居民有健康之身體，此

有助於產生健康之心理，並藉此傳達藥癮治療性正向且健康之理念（Stohr，

2020）。藥癮治療性社區提供曾經身處混亂環境者一個有序的環境，並透過日常

活動之安排，使居民不會感到無聊，進而分散對於用藥相關想法之注意力，並藉

此習得如何規畫生活、達成生活目標之能力，同時使居民得藉由完成日常任務而

得到滿足（De Leon，1981，1986b，1988d，1988e，1989c，1990b，1994，1999b；

De Leon & Deitch，1985；Rosenthal，1984，1989；1991；楊士隆、蔡德輝等，

2008）。關鍵在於結構化、規律之生活（Perfas，2012），居民於此種生活中之工

作與活動經歷微小的成功，以建立戒癮之信心，進而於此基礎上構築其復元歷程

（Perfas，2012；郭俊旻，2009）。 

三、會議 

會議為藥癮治療性社區內部營運與治療之核心，透過會議希望解決行為問

題、教導社區規範、促使藥癮者融入社區，並強化社區之凝聚力，其形式包含晨

會（morning meeting）、研討會（seminar）、晚會（evening meeting）、全體住民大

會（general meeting）等（De Leon，1986b，1994，1999b，2010b，2013，2022；

De Leon et al.，2021；De Leon & Rosenthal，1989；Perfas，2014；Wexler，19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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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然形式有所不同，然所有會議之共同目標皆是促進藥癮者與社區之同化

（assimilation）（De Leon，2014，p. 517；2022，p. 160）。 

事實上，會議於 Synanon 時期即有跡可循。在 Synanon 中，藥癮者必須參加

「小 synanon’s」（small-s synanon’s），即可自由發言之會談（sessions），數落、質

問甚至是敵意攻擊（hostile attack）等行為皆被允許，透過不斷施加殘酷（brutal）、

坦率的斥責（denunciation），以剝去成員對其行為之合理化，使其承認並解決問

題（Schur，1965b；Volkman & Cressey，1963）。Synanon 會談之目的有三：（1）

幫助藥癮者解決用藥需求背後之情緒問題；（2）使藥癮者相信存在其他模式可以

解決困難；（3）強化與支持藥癮者之信念，追求常規（conventional）的適應模式

（Sternberg，1963）。 

晨會18通常於早餐後進行，時長約三十分鐘至六十分鐘，是每天第一個主要

的社區活動，目的是於一日之始灌輸正向態度、營造正向氣氛、激勵居民、提升

士氣、建立情誼（camaraderie）並強化團結；研討會19是於下午舉行，時長約六

十分鐘，由居民或工作人員主持，所有居民將聚在一起，討論主題多與藥癮治療

性社區對於復元或正確生活之看法有關，亦有可能包含特別的主題，或與藥癮知

識有關的主題，每個人皆可自由表達觀點；晚會20則於晚餐後舉行，時長約三十

分鐘至六十分鐘，由資深居民協調，目的在處理社區事務，於此會議中，將透過

公開承認正向與負向行為，妥善運用社會壓力（social pressure），以促進個人改

變；至於全體住民大會21僅於必要時召開，時長不限，由工作人員主持，用以解

決社區內之負向行為、態度或事件，所有居民與工作人員將聚在一起解決問題

（De Leon，1986b，1999b，2000，2002，2010b，2013，2014，2022；De Leon et 

al.，2021；De Leon & Rosenthal，1989；Deitch & Drago，2019；Kooyman，1993；

Perfas，2003，2012；Sacks et al.，1997）。居民們將於會議中相互提供支持，並

理性地分析正在復元中之居民所遇到的各種問題（Yablonsky，1989），且透過各

種會議，使居民獲得對其本身問題之洞察力，並嘗試解決之（White，1990）。 

                                                      
18 關於晨會之詳細內容，可見 De Leon（2000，pp. 251-256）、Perfas（2003，pp. 51-57；2012，

pp. 52-57）。 
19 關於研討會之詳細內容，可見 De Leon（2000，pp. 259-264）、Perfas（2003，pp. 84-87；2012，

pp. 94-96）。 
20 關於晚會之詳細內容，可見 De Leon（2000，pp. 256-259）。 
21 關於全體住民大會之詳細內容，可見 De Leon（2000，pp. 264-268）、Perfas（2003，pp. 65-68；

2012，pp. 69-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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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同儕、工作人員與家庭之角色 

一、同儕與工作人員之角色 

藥癮治療性社區居民之作用與工作人員相當（Anderson & Harrison，2004），

是改變歷程中最為重要之媒介（朱詩馨等，2023，頁 18）。有論者指出用藥者往

往因藥物使用而被拒於社會之外，故強調社會支持於復元之初之重要性

（Coghlan，2024），藥癮治療性社區即為支持之來源，社區中之居民與充滿關懷

之工作人員一起生活，且居民們經驗相似，進而促進彼此間之信任（Broekaert，

2001）。以研究幫派（gang）聞名的 Lewis Yablonsky 闡述了對於幫派與藥癮治療

性社區之觀察，其指出加入幫派是為了尋求地位、尊重與歸屬感，在幫派中是以

毀滅性之方式滿足此些需求；相較於此，藥癮治療性社區則是透過正向之方式而

使此些需求得到滿足（Yablonsky，1997，p. 150）。於藥癮治療性社區中，居民本

身得產生多種正向效果，當有新居民加入時，其他居民將透過作為新居民之榜樣

與模範，強化其正向行為（Kooyman，1993；朱詩馨等，2023），而若有居民展現

出有違社區價值觀之態度與行為，同儕將直面此些居民並試圖說服其改變行為

（Brochu et al.，2018）。若居民不參與他人之復元挑戰，亦不提供支持與反饋，

則藥癮治療性社區即無法發揮作用（Davidson et al.，2023）。另外，友誼鍵

（friendship bonds）往往得於藥癮治療性社區中建立，且持續一生（Yablonsky，

1989，p. 162）。居民可能對藥癮治療性社區內之同儕與工作人員產生深刻之人際

聯繫，進而將其視為家人，與之建立緊密的關係，故黃柏諭（2022，頁 80）以「擬

似性的家庭關係」稱之。李安軒（2013）之研究支持此種論述，其於趕路的雁進

行參與觀察，並訪談 3 位因酒癮前去求助之學員，該研究發現，趕路的雁之共生

環境使居民產生家庭的感覺，透過信仰營造出溫暖之氛圍，形成讓人感受到舒適、

被接納之大家庭（李安軒，2013，頁 98-99）。 

相關研究呈現同儕所帶來之正向效果。如 Gueta et al.（2021）之研究訪談 16

位參與藥癮治療性社區之藥癮者，即發現此些藥癮者大多將其得以維持長期復元

之原因部分歸功於同儕支持；周子敬（2006）訪談 5 位接受晨曦會戒治兩次以上，

且曾接受過強制戒治之學員，研究發現於晨曦會中，學員相互幫助戒癮，人際相

處互動良好，進而對戒癮較有自信與把握（周子敬，2006，頁 94）；陳玥華（2019）

訪談 10 位於晨曦會戒癮超過三個月之男性成員，結果發現成員於共同生活期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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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互產生正向影響，自同儕身上發現各自之改變與優點，並學會考量他人之感受；

謝美慧（2015）訪談晨曦會 10 位曾使用第一級毒品或第二級毒品且具戒癮經驗

者，結果發現成員於團契中相互幫助，不再透過藥物與他人建立關係，並承當彼

此之重擔；劉家瑜（2022）進入藥癮治療性社區執行生涯團體，並於團體後與 2

位青少年居民進行訪談，發現社區中之同儕不同於社區外之朋友，同儕間皆有相

同之限制與約束，亦會相互牽制與扶持，存有深厚且真切之情感（劉家瑜，2022，

頁 94）；朱群芳等（2019）使用問卷調查法對法務部矯正署兩處戒治所與晨曦會

五座戒毒村之男性學員進行研究，每位學員接受三次調查，該研究發現，同儕支

持對於個人正向成長具顯著影響，且晨曦會組別同儕支持之效果顯著大於戒治所

組別，該研究據此推論，應是由於戒毒村學員互相陪伴與照顧，同儕間之連結性

較強，更願意與同儕相互討論生活中之大小事或困境，學員間關係較為緊密，由

同儕身上獲得之支持感較高，故取得較為顯著之同儕支持效果（朱群芳等，2019，

頁 95）。由此可見藥癮治療性社區相當強調同儕支持，並透過同儕之相互協助進

而產生正向影響。 

除同儕所帶來之正向影響外，充滿關懷的工作人員對於居民之改變發揮重要

作用，如 Harvey（2023c）訪談 25 位（包含 16 位男性與 9 位女性）曾完成俄亥

俄州（Ohio）之矯正治療性社區計畫並出監至少三年者，結果發現工作人員對於

研究參與者之影響甚大，並出現「蝴蝶效應」（butterfly effect），研究參與者可以

記住來自工作人員簡單的肯定以及與工作人員面對面之互動，可能是輕拍研究參

與者的背、一句真誠的鼓勵，而正是此些微小的動作促使研究參與者改變自己；

此外，工作人員亦使研究參與者瞭解他們仍值得被愛，且有能力在一段重要的關

係中保持誠實並為之負責。我國之研究亦展現工作人員對於居民產生之正向作

用，鄒國儀（2022）訪談 6 位於藥癮治療性社區服務之社會工作者，結果發現社

會工作者與居民之關係建立、相處與互動，可促使居民認識人際規範及界線，並

學習與他人分享情緒，對居民而言為相當重要之學習歷程（鄒國儀，2022，頁 72）。

於柯俞安（2023，頁 63）之研究中，研究參與者則認為，其於成長過程中少有人

如工作人員般關心自己，工作人員彌補過往不曾於家人與朋友身上感受到之關

懷；另外，工作人員對待研究參與者之方式，亦提供正向人際關係之示範，使研

究參與者感受不同人際關係之區別，進而於後續遭遇過往朋友邀約時，更可果斷

回絕（柯俞安，2023，頁 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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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實上，完成治療之居民有可能留在藥癮治療性社區內進一步成為工作人

員。早期藥癮治療性社區之工作人員大多由已復元之前居民組成，偶爾始有受過

專業訓練之人士協助（De Leon，2005b；Glaser，1981；Kooyman，1993；McCarthy 

et al.，2000；Mold & Berridge，2010），而專業工作者之運用亦隨著藥癮治療性

社區之演進而逐漸增加，透過專業工作者之協助以應對居民日益複雜之治療需求

（Jainchill，2006；Yablonsky，1989）22。目前藥癮治療性社區之工作人員多由專

業工作者與已復元之前居民共同組成，尤其是為特定人群服務之藥癮治療性社

區，往往更為依賴專業工作者（Anderson & Harrison，2004）。由於當代之藥癮治

療性社區並不希望居民永久留在社區內，故工作人員之任務是協助居民以無藥、

無犯罪、負責任、高效且自我滿足（self-satisfying）之方式生活，進而使居民得

順利回到外部社會（Carroll，1992）。 

已復元之前居民是「經驗治療師」（experience therapist）（Yablonsky，2000，

p. 519），蓋其經歷過用藥所帶來之短暫快樂，對於藥物所帶來之痛苦與衝突亦有

所知悉，「也有過」（“been there”）那樣的經驗，故具備成為治療師之能力；其亦

於藥癮治療性社區中經歷過改變自己行為之複雜過程，學會如何遠離犯罪、藥物

與幫派，進而成為負責任之公民（Yablonsky，1989，1997，2008）。簡言之，作

為曾經之藥癮者，由於兼備上癮及復元兩種經歷，於幫助其他藥癮者時具有特別

作用（Johnson et al.，2016），如對於藥癮者而言更具說服力、更能夠看穿藥癮者

之藉口等（Mold & Berridge，2010）。同時，已復元之前居民亦是「負傷治癒者」

（wounded healer）23（Elisha，2023；O'Brien et al.，2011）。負傷治癒者之概念源

於希臘神話中最有智慧的半人馬凱隆（Chiron），其精通醫術，然由於意外使凱隆

受了無法治癒的傷，卻因是不死之身而無法死去，被迫長期承受痛苦與苦難。能

夠治癒他人卻無法治癒自己的凱隆，最終選擇代替普羅米修斯（Prometheus）進

入冥府（Hades）犧牲自己，從而擺脫痛苦的折磨（Conti-O'Hare，1998，pp. 71-

72）。已復元之前居民作為負傷治癒者，必須認識自身之傷痛，從而得以治癒他

人之傷痛（Deitch，1997；O'Brien et al.，2011），加上擁有更多的經驗與知識，

使之成為其他藥癮者的榜樣與希望之源（source of hope）（Elisha，2023）。根基

於上述之經歷，已復元之前居民較熟稔藥癮者之感受、行為方式與思考模式

                                                      
22 已復元之前居民與專業工作者之早期論述，可見 Deitch（1971，pp. 134-140）。 
23 蔡佩真（2017，頁 197）將之譯為「負傷的療癒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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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erfas，2003，2012），亦較容易獲得居民之尊重，不易受到居民之欺騙

（Yablonsky，1989，2008）。此些經驗可用以教導其他居民邁向復元（De Leon，

1981，1988d，1988e，1990b；De Leon & Deitch，1985），並得藉此建立融洽的關

係（rapport）（Yablonsky，1997）。 

據此，已復元前居民之言行往往對他人而言具有相當之影響力（De Leon，

1989a），是可見的榜樣、活生生的復元案例，展現出更好的、無藥的生活具實現

可能，並印證人得以成功改變之事實（Carroll，1992；De Leon，1981，1988d，

1988e，1990b；De Leon & Deitch，1985），為希望之化身（Perfas，2003，2012）。

陳碧珍（2013）訪談 3 位透過晨曦會復元五年以上之前居民，即有研究參與者指

出，看見晨曦會中過來人之成功，對其具有鼓勵作用。周政達（2021）訪談 4 位

於晨曦會戒毒村待滿兩年以上，具司法、強制戒治、自願戒治之完整經驗者，研

究結果發現，研究參與者透過與過來人之互動，建構未來自己作為過來人之樣貌，

同時累積不被看輕的感受、欽佩與感動，進而成為復元之助力（周政達，2021，

頁 134）。於黃柏諭（2022，頁 58-59）之研究中，其研究參與者表示，身為過來

人之工作人員成為研究參與者仿效與認同之對象，親眼看見不再用藥之過來人，

使研究參與者相信不用藥尚屬可能。黃亦凡（2022，頁 56）之研究指出，戒癮成

功之工作人員是最好之見證，使居民對於藥癮治療性社區之戒癮模式保持信心，

並得以繼續下去。安辰赫（2003，頁 85）之研究亦指出，已復元之前居民幫助他

人復元是藥癮治療性社區最為核心之部分，蓋其關係建立迅速且容易，同理與接

納亦較為深入，過來人之現身說法與作為榜樣具最大的療效，新居民得藉此獲得

復元之希望與達成復元之具體方法。王伯頎（2015）則對於 6 位晨曦會受戒治者

進行結構式訪談，研究結果指出，受戒治者透過看見過來人之經歷，不僅希望自

己得以改變，亦希望可以幫助他人。藥癮治療性社區承認「經驗專業知識」

（expertise by experience）之有效性（Best & Hamer，2021），而此種以已復元者

之個人知識與經驗幫助同儕自藥癮中復元之方式，Elisha（2023）將之稱為「犯

罪者療法」（convict therapy），犯罪者療法涵蓋一系列方法與模式，強調曾犯罪者

之優勢與能力，其願意依本身之知識與（生活）經驗，自願或有償擔任同儕支持

之角色（Elisha，2023；Elisha & Shachaf-Friedman，2023）。 

已復元之前居民擔任工作人員對其本身亦有正向影響。Elisha and Shachaf-

Friedman（2023）對於以色列 23 位已復元者進行半結構式訪談，研究參與者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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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用藥史，並曾因各種犯罪而入獄，且曾在如藥癮治療性社區等藥癮治療場域中

擔任協調者（coordinators）等工作，以幫助其他藥癮者復元。該研究發現，投入

此類工作對於其本身好處甚多，包括：透過幫助他人而獲得新的生活意義與目標；

獲得自豪感、自信感、滿足感、自我價值感、受到尊重之感受；增強對於復元之

承諾；改善家庭關係與社會關係等。於藥癮治療性社區中，藥癮者將遇見與其經

歷相似者，並得到理解與愛戴，當其偏離目標時，其他人將拉他一把（Yablonsky，

1986）。 

無論背景如何，於藥癮治療性社區中，人人皆是潛在的榜樣（Perfas，2003，

p. 18）。藥癮治療性社區運用「同儕作為榜樣」（peers as role models）以及「工作

人員作為理性權威」（staff members as rational authorities）之方式：「同儕作為榜

樣」是指表現符合期待並反映社區之價值觀與社區指引者，將被視為社區之榜樣，

藉此確保社會學習效果之傳播，藥癮治療性社區期待居民承擔新角色，並為其他

居民樹立適當行為之典範，且除同儕支持外，藥癮治療性社區亦著重於同儕壓力

（pressure）；而「工作人員作為理性權威」則是工作人員人道地（humane）、有

建設性地行使權力，以教導、引導、矯正居民，而非對之懲罰或剝削（exploit），

透過管理以及作為榜樣與理性權威，促進居民之自助學習過程（Borkman et al.，

2007；Clinkinbeard，2008；De Leon，1986b，1988d，1988e，1989c，1990b，1994，

1995b，1999b，2010b，2010c，2012，2013，2014，2022；De Leon et al.，2021；

De Leon & Rosenthal，1989；Perfas，2004，2012，2014，2018，2019；Woodhams，

2001）。簡言之，藥癮治療性社區著重於多重榜樣之運用，無論是居民或工作人

員，皆須成為他人之榜樣。而居民成為榜樣尤為重要，此具雙重目的：一是使居

民認識到其本身具改變之可能；另一則是使居民向他人證明其他居民亦具改變之

可能（Whealdon et al.，2023，p. 133）。 

綜上所述，藥癮治療性社區仰賴清醒社群（sober community）之社會支持，

以及已復元前居民之豐富知識，以促進居民之改變與復元（Császár et al.，2024），

證明了同儕為本干預之重要性（Best & Hamer，2021）。同時，無論工作人員之專

業背景如何，所有工作人員既是社區之一員，同時亦是社區即方法之促進者

（facilitator），而非單純的治療提供者（De Leon，2005b，2019；De Leon et al.，

2002）。不過，工作人員必須在干預與自由放任之方法間取得平衡：若工作人員

未持續監控與關懷導致居民歸屬感（belongingness）下降，有效性可能將因此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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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影響；相反地，若工作人員過於活躍，則可能減損同儕支持（Pearce & Pickard，

2012）。 

二、家庭之角色 

家人關係是藥癮者脫離藥物與犯罪循環之關鍵，亦是主動尋求戒癮之重要動

機（林佳璋，2007，2009），復元需要家人之情感支持（黃宣瑄，2023），負向家

庭互動反而是藥癮者復發之危險因素（黎士鳴等，2024）。據此，若使家庭成為

藥癮者之支持力量，藥癮者重回家庭時將不再受影響，亦不再彼此傷害（傅仲民，

1995）。相關研究亦展現家庭對於藥癮者復元之重要性，如陳鳴敏（2018）訪談

已復元之 4 位女性藥癮者，結果發現當研究參與者願意修復與家人之關係時，家

人之支持即會轉化為正向力量，而此力量為復元歷程中必備之因子；劉俊良

（2021）訪談 2 位已持續戒癮五年以上之已復元者，結果發現重新建構良好之家

庭關係是使其復元之強大力量；陳冠樺（2022）訪談 8 位已復元之酒癮者，結果

發現家人之支持與鼓勵、想好好陪伴家人之念頭、對於家人之愧疚感，此三者為

維持戒癮狀態之重要因子；龍紀萱等（2006）訪談 50 位用藥者，結果發現用藥

者成功地持續戒除之經驗，與家人有密切關係，家人亦是最強的支持力量來源，

故建議於戒治或治療時可多納入家庭參與功能，使其成為協同之力量以幫助藥癮

者（龍紀萱等，2006，頁 64）。 

於藥癮治療性社區中，同樣重視居民之家庭支持；然而，藥癮治療性社區並

非自發展之始即認同家庭支持之重要性。過往 Synanon 認為應避免、切斷所有家

庭關係（Volkman & Cressey，1963），加上家庭成員之接觸或參與有時適得其反，

如有父母會偷偷將注射器與藥物帶入社區中給居民使用（Deitch，1997）24，故早

期美國之藥癮治療性社區認為家庭對於復元並不重要，家庭甚至被貼上是用藥問

題其中一環的標籤（Soyez & Broekaert，2005），進而將家庭成員排除於治療之

外。不過，隨著觀念改變，藥癮治療性社區逐漸認可家庭應作為治療過程之一部

（Yablonsky，1989），故家庭成員於近二、三十年逐漸被運用在藥癮治療性社區

中，作為對藥癮者的支持。詳言之，由於早期認為與家人之接觸會對治療產生負

面影響，故藥癮治療性社區對於家庭參與（family involvement）之看法本是「完

全排除」（total exclusion），而後因相關觀念之轉變，如發現家庭往往是唯一有意

                                                      
24 另可見 Yablonsky（1989，pp. 49-50，pp. 69-76）所舉之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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義之支持來源、居民離開藥癮治療性社區後將回到其原生家庭等，現在則是「部

分包容」（partial inclusion），對於居民與家人交流之限制大多於藥癮者進入社區

之初，通常僅持續兩週至一個月，是為了讓居民適應社區而不受外界之影響，此

期間過後大多數之藥癮治療性社區會讓家庭參與居民之計畫，使家庭成為藥癮治

療性社區運作不可或缺之「整合要素」（integrated element）（Broekaert et al.，2006；

Goethals，Soyez，et al.，2011；Kooyman，1993；Mullen & Naya，2017；Ottenberg，

1982；Perfas，2014），甚至於治療過程中融入家族治療（family therapy）（Varma 

& Muehlbach，2023）。家庭參與對於青少年居民尤為重要，蓋家庭往往是與青少

年居民最為親近者，通常亦為情緒支持與經濟支持之唯一來源，且青少年於治療

後終將回歸家庭（Perfas，2012，2014），因此使之與家庭重建關係有其必要。而

不同文化對於家庭之著重程度亦有所不同，如相較於美國之藥癮治療性社區，歐

洲之藥癮治療性社區更加強調家庭於治療中之作用（Goethals et al.，2015）。另

外，於制定後續照護計畫時，與居民之家人充分合作，將有助於居民離開藥癮治

療性社區後對其生活進行調整（Carroll，1992）。 

藥癮治療性社區之家庭支持模式應值得持續發展。有論者即呼籲，由於家人

對用藥者之支持與互動是戒癮動力之一，故應強化家屬間聯繫工作，擴大家庭參

與藥癮治療性社區內之戒癮活動（周子敬等，2007），相關實踐如朝露治療性社

區定期辦理之家庭關係培力營或相關課程（陳政隆、徐森杰，2022），以及晨曦

會辦理之家屬支持團體（家庭團契）（蔡佩真，2017）。陳政隆與徐森杰（2022）

亦指出，家屬扮演著陪伴者、關懷者、支持者之角色，於居民有需要時適度提供

幫助；且藥癮治療性社區透過創造對話之機會，使居民較能正向看待家人之關懷，

從而幫助居民邁向復元。另外，家屬與家屬之間亦能藉由此些活動創造連結並相

互幫助。蔡佩真（2017）訪談 10 位參與晨曦會家屬支持團體之藥癮者父母（包

含 2 位父親、8 位母親），以瞭解其對於家屬團體之態度與參與經驗，該研究發

現，家屬支持團體除提供有關藥癮之正確訊息與觀念外，亦使家屬們得以相互理

解，不再感到孤單，喚起其希望感，並得藉此宣洩情緒、相互支持。綜上所述，

藥癮治療性社區應與居民之家人協調聯繫，共同協助居民，並給予關懷與心理支

持，以強化居民持續戒除之動力（朱群芳，2015），同時使家庭與藥癮者一起改

變與成長（蔡佩真，2017）。故如何協助家庭修復與建構家庭支持，為藥癮治療

性社區發展下相當重要之課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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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藥癮治療性社區居民之復元歷程 

藥癮者之復元乃藥癮治療性社區之重要任務，居民之復元歷程即為本研究所

欲探究者。本節將先闡明復元之概念，再介紹藥癮治療性社區之治療階段，最後

則針對我國關於藥癮治療性社區居民復元歷程之相關研究進行回顧與整理，期能

於資料蒐集前對復元歷程之概念與相關研究具充分之理解。 

壹、復元之概念 

從藥癮中復元是條漫長且艱難之道路。在許多人之印象中，藥物成癮是一條

單行道，一旦上癮便沒有回頭路，終將邁向死亡（McIntosh & McKeganey，2000）。

然而，事實並非如此。雖然用藥確實可能造成不良後果，然並非所有用藥者皆會

上癮，亦非所有藥癮者皆一沉淪而不復返（McIntosh & McKeganey，2000）。許

多研究及證據表明，縱使擁有漫長的成癮生涯，且多認為成癮是慢性容易復發之

疾患，然而，復元仍有可能且並不少見（Best & Lubman，2012；Vanderplasschen 

& Best，2021），尤其當藥癮者得於前幾個月保持戒除，並持續參與促進清醒、預

防復發之活動時，藥癮者或得自此長期復元（Salas-Wright et al.，2016）。 

復元一詞除運用於藥癮領域外，亦運用於心理健康（mental health）領域

（Best，2012），如於創傷後壓力症候群（post-traumatic stress disorder，PTSD）

之相關研究中可見此種用法（Flint & Ronel，2023，2024）。而於藥癮領域中，對

於復元之定義莫衷一是。有認為復元是指治療後之生活型態，通常包含持續的支

持，以及藥癮者對於自己與藥癮看法之改變（Carter & O'Connell，2016，p. 556）。

亦有認為，復元是指從不斷使用或上癮到維持戒除之持續過程（De Leon，1995b，

1997b；De Leon et al.，2001）。另外，克服藥癮之人常常將其狀態（status）稱為

復元，他們會說「我在復元中」（“I’m in recovery”）或「作為一個復元的人」（“As 

a recovery person”）（Carter & O'Connell，2016，p. 556）。Brooks and McHenry（2023，

p. 51）則認為復元是個案之成長歷程，始於戒除，並接續認知、情緒、行為與靈

性（spiritual）態度之改變。而 White（2007，p. 236）將復元定義為一種經歷

（experience）、過程與持續性（sustained）之狀態：承認復元是一種經歷強調復

元之個人化；承認復元是過程，代表解決嚴重的藥物與酒精使用問題不僅是單一

時點之決定，同時需要長期且持續之努力；承認復元是持續性之狀態則證明了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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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之認同得以改變。於 McIntosh and McKeganey（2000，p. 1503）之研究中，則

使用「正復元中藥癮者」（recovering addict）而非「已復元藥癮者」（recovered addict）

或「前藥癮者」（ex-addict），蓋「正復元中藥癮者」一詞表示復元是個過程而非

穩固狀態（fixed state）。 

復元作為一種動態的過程可在諸多研究中得到印證。例如 Dekkers et al.

（2020）透過住院機構與門診機構招募研究參與者，並進行九個焦點團體訪談（六

個針對已復元者，三個則是家庭成員），以瞭解復元對於研究參與者之意義。該

研究之研究參與者（已復元者）指出，復元感覺就像是一場持續的戰鬥，需要持

續保持警覺，而隨著時間推移，此種警覺會逐漸刻入骨子裡。Costello et al.（2020）

進行五個焦點團體、一個對偶訪談（dyadic interview）以及個別訪談（包含 26 位

研究參與者），所有研究參與者皆認為復元像是終生且持續進行之過程或旅程，

且大多研究參與者並未看見復元有明確的終點。另外，研究參與者亦指出復元歷

程之非線性（non-linear）本質，許多研究參與者描述復元路上往往起起落落、迂

迴曲折，未有直接通往成功之途徑。 

雖然關於復元之定義眾說紛紜，但得確定者是，復元與各方面之成長及改變

有關，不可僅簡化為戒除（Collinson & Best，2022；Hall，2024；Laudet，2008；

Martinelli et al.，2020；Martinelli et al.，2023；Pettersen et al.，2023）。陳政隆與

徐森杰（2022，頁 259）亦持相同觀點，其指出復元不只強調緩解對於藥物之依

賴，更強調身心靈社全面之發展，修復個體所遭遇之多重交織困境，使其有足夠

能力面對生活。因此，戒除是達到目標之重要手段，但並非目標本身，亦即，復

元是「成為一個更好的人」而不僅是戒除（el-Guebaly，2012），屬成長導向（蔡

佩真，2019b，頁 80）。復元之理念並非否定（negate）、否認（deny）藥癮者之經

歷，而是讓其學會與過去以及己身之不完美（imperfections）共存，並找到適合

其往正向邁進之步驟（Drew，2015，pp. 22-23）。蔡佩真（2019b，頁 59）更進一

步指出，社會復歸為復元之具體展現，若藥癮者回歸社區後能獲得家庭與社會之

理解及接納，恢復與社會之連結，即可能進一步得到機會以發展其良善本質與自

我價值，復元歷程即得由此形成正向循環。附帶說明者是，維持戒除是積極延續

改變之動態過程，而非靜止狀態（龍紀萱等，2006，頁 57），因此無論是復元或

戒除，皆為動態、持續之過程。 

於犯罪學上，與復元相近之概念是犯罪終止（desistance），其是發展與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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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程犯罪學（developmental and life-course criminology，DLC）中之核心概念。發

展與生命歷程犯罪學於 1980 年代後期成為犯罪學之主力，在犯罪學研究中之重

要性正迅速增加當中（McGee & Farrington，2016；McGee et al.，2015），並為犯

罪學領域中之關鍵問題帶來全新的視角，這些問題包括年齡與犯罪、犯罪之持續

與終止、犯罪之軌跡、生命歷程之轉捩點（turning points）等（Laub & Sampson，

2020）。Cullen（2011）於其榮獲 2010 年美國犯罪學會蘇哲蘭獎之演講中表明，

必須承認「生命歷程犯罪學即是犯罪學」（life-course criminology is criminology），

其並非與其他犯罪學理論相互競爭之觀點，而是取代限於青少年期犯罪學

（adolescence-limited criminology），進而成為研究犯罪因果關係之組織框架。與

緊張理論（strain theory）、社會學習理論、控制理論、社會解組理論（social 

disorganization theory）等經典的犯罪學理論有所不同，發展與生命歷程犯罪學不

一定是一種特定之理論或框架（Piquero，2023）。而所謂終止，是指曾參與持續

犯罪模式者，其長期戒除犯罪（Maruna，2001，p. 26）25。復元與終止皆為逐漸

遠離犯罪行為／成癮行為之流動（fluid）歷程（Hall，2024，p. 1），亦代表生活

型態之轉變（Coghlan，2024），且兩者皆非個人得以簡單達成，而是需要他人之

參與、協助及支持（Best，2019）。詳言之，人能促使自己改變、於逆境中扭轉生

活，其本身意義非凡，然僅靠一己之力達成者少之又少，得持續、穩定回歸社會

並不單純是個人之決定或選擇，而是複雜之過程，涉及付諸行動之個人、家庭、

友伴等，甚至是立法、政策、文化等結構性因素（Best，2019）。兩者之比較如下

表 2-3-1 所示。 

表 2-3-1  終止與復元之內涵與比較 

 終止 復元 

相同 ⚫ 皆是隨著時間推移發生之動態、漸進過程 

⚫ 大多非個人即得簡單達成，需要他人之參與、協助及支持 

⚫ 通常與認同之改變、希望感、意義感、增能感（sense of empowerment）

等有關 

（續下頁） 

                                                      
25 關於終止定義之探討，詳見 Maruna（2001，pp. 22-27）、Maruna et al.（2004，pp. 17-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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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終止 復元 

⚫ 汙名將對於犯罪終止／復元形成阻礙 

⚫ 終止犯罪者與復元者除須改變、克服自己之行為外，亦須使朋友、

家人、甚至是社會相信其已真正地改變 

相異 ⚫ 概念源於犯罪學學科 ⚫ 概念源於心理健康學科 

⚫ 多應用於犯罪學與刑事司法

領域 

⚫ 多應用於藥癮問題與酒癮問

題領域 

⚫ 假設人終將不再犯罪，並探討

犯罪生涯（criminal career）、年

齡－犯罪曲線（ age-crime 

curve）26等議題 

⚫ 並未假設人終將停止使用藥

物，但認為存在可能性 

⚫ 目標在於社會所期望之結果，

如不使用非法藥物、不犯罪、

就業 

⚫ 目標可能隨著對於復元之不同

定義而有異 

資料來源：整理自 Best，2019，pp. 8-9，p. 22；Best et al.，2017，p. 2，p. 5；Colman 

and Best，2020，p. 3；Colman and Vander Laenen，2012，p. 6；Hall，

2024，p. 1；Ronel and Elisha，2022，p. 1007；White，2007，p. 236。 

 

當然，終止與復元亦可能發生於同一人身上。Colman and Vander Laenen

（2012）對於 40 位已終止用藥之用藥犯罪者（drug-using offenders）進行訪談，

此些研究參與者皆曾用藥（一週至少三次）且犯罪（五年內至少有五次犯罪），

並已復元且終止犯罪。其中有五分之四的研究參與者認為，其所為之犯罪行為與

藥物使用有關，而犯罪行為通常是侵犯財產犯罪（acquisitive offense），如透過竊

取他人財物以獲得足夠之金錢購買藥物，故此些研究參與者偏向將自己看作是用

藥者而非犯罪者，認為犯罪之終止從屬（subordinate）於復元，亦即首要目標是

復元，用藥之終止將使其不再犯罪。對此些研究參與者而言，犯罪終止並非有意

                                                      
26  有論者自生命歷程之角度探討藥癮，並闡述所謂「藥物濫用與反社會行為曲線」（drug-abuse 

and antisocial-behavior curve），詳見 Salas-Wright et al.（2016，pp. 160-1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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識選擇改變之過程，而是新生活型態（即無藥生活）之結果。附帶說明者是，本

研究將犯罪終止與復元二者進行概念上之區分，另有論者則以終止概念描述停止

藥物使用之歷程，如齊沛瑜等（2018，頁 207）指出終止是持續停止藥物濫用之

歷程，具動態性而不僅是某個時間點，呈現正向過程之概念。 

貳、藥癮治療性社區之治療階段 

一、治療階段之概說 

藥癮者之復元是一發展過程，傳統之藥癮治療性社區包含三個主要的治療階

段：「引入期」（orientation-induction）（又稱為「初始期」（initial））、「主要治療期」

（primary treatment）與「復歸社會期」（reentry），並可能包含額外之階段（De 

Leon，1994，1995b，2010b，2013，2014，2022；De Leon & Jainchill，1991；De 

Leon et al.，2021；Vanderplasschen & Vandevelde，2018）。引入期約在進入藥癮

治療性社區之第一天至第六十天，主要治療期約在進入藥癮治療性社區之第二個

月至第十二個月，復歸社會期約在進入藥癮治療性社區之第十三個月至第二十四

個月，故總時長約二十四個月，而治療計畫較短之藥癮治療性社區則將對每個階

段的時間進行相應之調整，每個階段皆是為下一階段之學習而做準備（De Leon，

1981，1986a，1986b，1988d，1988e，1989c，1990b，1994，1995b，1997b；De 

Leon & Deitch，1985；De Leon et al.，2021；Perfas，2012）。對於經歷多年用藥

生活者而言，幾個月的時間通常不足以帶來顯著之改變（Yablonsky，1989，p. 

155），蓋成癮與戒癮皆非一朝一夕所形成之結果，故傳統之藥癮治療性社區有較

長之治療時間。同時，每個階段之學習亦促成下一階段之改變，而每個改變皆代

表著居民逐漸邁向復元目標（De Leon，1986b，1994，1995b，1999b，2010b，

2010c，2013，2014，2022；De Leon et al.，2021；De Leon & Rosenthal，1989）。

居民透過此三個階段之進展，進而產生關於藥物依賴以及與他人關係之改變

（Janeiro et al.，2018）。 

對於此三個階段，於文獻上有類似之分類。如吳宗怡（2023，頁 12）將之分

為「前期」、「中期」、「後期」；Perfas（2012，pp. 98-100；2014，pp. 43-45）所提

出之分類則在復歸社會期前有「復歸社會前」（pre-reentry）之階段，以及在復歸

社會期後有「後續照護期」（aftercare）之階段，故共有五個階段：引入期（約兩



 

48 
 

週至四週）、主要治療期（約三個月至六個月）、復歸社會前（約兩個月至三個月）、

復歸社會期（約兩個月至六個月）、後續照護期（約六個月至十二個月）。然其內

涵與上述三個階段大致相同，僅為更細緻之分類。 

須注意者是，雖有此些階段之區分，然居民之復元歷程絕非線性之發展，吳

宗怡（2023，頁 12）即正確地指出，雖不同復元時期之切分得增加理解上之清晰

度，然藥癮治療性社區中之復元歷程並非線性、單向地發展，而是在反覆來回退

進中逐漸前進。Császár et al.（2024）對於 10 位於藥癮治療性社區接受治療之新

興影響精神物質（novel psychoactive substances，NPSs）使用者進行訪談，該研

究亦指出復元之旅獨一無二，無從僅被描述為不同階段之線性移動。黃柏諭

（2022，頁 6）則更進一步認為治療階段不等同復元歷程，而是社區用以界定藥

癮者狀態之概念架構。 

二、引入期 

引入期主要是藥癮治療性社區對於藥癮者進行觀察與評估，以瞭解具體治療

需求，以及適應上之個別問題；同時，藥癮治療性社區亦會努力確保藥癮者瞭解

社區之目的、規範、運作方式等，使藥癮治療性社區與藥癮者本身皆得衡量此種

治療模式是否適合藥癮者。藥癮者將於此時期充分參與社區活動以融入社區，建

立起與其他居民及工作人員間之信任感，增加對於藥癮本質之瞭解，並強化繼續

下去之動機（Clinkinbeard，2008；De Leon，1981，1986b，1988d，1989c，1990b，

1994，1995b，1997b，2010b，2013，2014；De Leon & Rosenthal，1989；Mason 

et al.，2001；National Institute on Drug Abuse [NIDA]，2020；Ottenberg，1982；

Perfas，2014；李宗憲，2010；楊士隆、蔡德輝等，2008）。而引入期亦是藥癮者

最容易退出藥癮治療性社區之階段（De Leon，2014）。 

於歐洲某些藥癮治療性社區則引入所謂「歡迎之家」（Welcomes house，WH），

其大約持續四週至八週，主要是為了讓所有新成員對治療計畫做好準備

（Gosling，2016a；Tompkins et al.，2017）。Tompkins et al.（2017）對英國兩個

藥癮治療性社區歡迎之家的 13 位工作人員、13 位現任成員以及 9 位前成員進行

訪談，其研究結論認為，歡迎之家不應成為藥癮治療性社區之強制階段，蓋並非

每個成員皆有此需求，應將每個人對於觀迎之家的需求納入評估程序中，進而將

之提供予可從中受益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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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主要治療期 

主要治療期將透過所有的治療性活動與社區活動促使居民改變，以社會化、

個人成長等改變為目標（De Leon，1988d，1989c；De Leon & Rosenthal，1989）。

通常於此時期將進行循證行為治療（evidence-based behavioral treatments），包含

認知行為治療（cognitive behavioral therapy，CBT）27、動機式晤談（motivational 

interviewing，MI）等，以促使改變並強化「社區即方法」，主要關注藥癮者之心

理目標與社會目標，同時欲滿足藥癮者之社會、教育、職業、家庭與心理需求（De 

Leon，1995b；NIDA，2020；Perfas，2014）。  

居民於此階段之進展可以體現於三個層面：「社區地位」（community status）、

「發展改變」（developmental change）以及「心理改變」（psychological change）

（De Leon，1986b，1988d，1989c，1990b，2013）。社區地位意指居民成為榜樣

之程度；發展改變是指居民於行為、態度等方面改變之程度，代表居民內化

（internalize）藥癮治療性社區觀點之程度，以及對於無藥生活型態之承諾；心理

改變則指居民於自尊、洞察力、自我覺察、情緒自我管理等方面所展現之成長程

度（De Leon，1986b，1988d，1989c，1990b）。 

四、復歸社會期 

藥癮治療性社區將重新融入社會（social reintegration）作為治療之一部份

（Zafiridis，2020），若不強調復歸社會，而是使居民永遠留在藥癮治療性社區中，

那僅是以另一種依賴取代對於藥物之依賴（McCarthy et al.，2000），進而可能步

上 Synanon 之後塵。於復歸社會期，居民必須強化自主決策（autonomous decision 

making）之技巧，鞏固自我管理之能力，並減少對於居住結構、理性權威或無處

不在之同儕網絡的依賴（De Leon，1988d，1989c，1990b，2010b，2012，2013），

從而逐漸脫離藥癮治療性社區，有更多時間接觸現實世界（Perfas，2003）。 

復歸社會期主要包含兩個階段：早期（early）與晚期（late）。早期階段（第

十三個月至第十八個月）之主要目標，是為了讓居民與藥癮治療性社區之分離做

好準備，居民大多仍住在社區內，可能於社區之內部或外部從事工作，但仍須承

擔某些社區責任，居民於此時期亦會為長期之心理、教育、職業等目標制定計畫；

                                                      
27 關於認知行為治療與藥癮治療性社區，詳見 Perfas（2014，pp. 113-120；2018，pp. 46-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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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期階段（第十九個月至第二十四個月）之主要目標則是發展社區內外其他同儕

網絡，並強化生活技能，從而成功地讓居民與其他居民分離，此一階段是居住之

結束，但非藥癮治療性社區計畫之結束，居民將外出居住，從事全職工作或成為

全職學生，與藥癮治療性社區之聯絡逐漸減少，並參與後續照護服務（aftercare 

services），以幫助居民維持於治療期間所形成之改變（De Leon，1986b，1988d，

1989c，1990b，1991a，1994，1995b，1997b，2010b，2012，2013，2014；De Leon 

& Rosenthal，1989；NIDA，2020）。藥癮治療性社區之後續支持方案相當重要，

蓋後續支持得預防復發（Vanderplasschen et al.，2013），且由於資金壓力縮短了

藥癮治療性社區之治療時間，更凸顯後續照護資源之重要性（De Leon，2010b，

2013）28。 

藥癮治療性社區被視為是微觀社會（microsociety），即每個藥癮治療性社區

皆各自形成微型社會（miniature society），並透過前述之治療歷程，使居民為在

真實世界此等宏觀社會（macrosociety）中成功地生活做好準備（De Leon，1988d，

1990b，2000；Gosling，2018a），居民亦透過參與此微觀社會而不再因其藥癮者

身分被孤立（Kooyman，1993）。藥癮治療性社區之經驗將促成橫跨一生之改變

過程，於治療中所獲得者，是導引居民邁向持續改變道路上之工具，故完成藥癮

治療性社區之治療並非結束，而僅僅是個開始（De Leon，1986b，2010b，2013，

2014，2022；De Leon et al.，2021；De Leon & Rosenthal，1989）。 

參、藥癮治療性社區之復元歷程 

藥癮治療性社區運用各種活動與要素等，促進藥癮者於社區內之復元歷程。

在對於復元之概念與藥癮治療性社區之治療階段具有基礎理解下，本研究將以研

究場域是否為宗教戒癮（我國多使用福音戒毒）之藥癮治療性社區作為探討復元

歷程相關研究之區分基礎，雖然非宗教戒癮之藥癮治療性社區內亦可能有宗教活

動，然戒癮過程中是否以宗教為主要方法，對於復元歷程之影響與影響程度可能

有所不同，故以下區分為福音戒毒之藥癮治療性社區29以及非宗教戒癮之藥癮治

療性社區兩者進行說明。 

                                                      
28 關於藥癮治療性社區之後續照護，詳見 De Leon（1991a）。 
29 龍紀萱等（2015，頁 7）直接稱之為「福音戒毒治療社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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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福音戒毒之藥癮治療性社區 

以「福音戒毒」為戒癮方法之藥癮治療性社區，如晨曦會、主愛之家、沐恩

之家等藥癮治療性社區為研究場域，乃復元歷程相關研究之大宗。例如，黃柏諭

（2022）訪談 3 位主愛之家的居民，並以現象學為分析方法。該研究指出，居民

之經驗可被整合入「經驗的背景」、「經驗的對照」、「成癮者在治療性社區（主愛

之家）中的經驗」、「經驗的開展」四者，貫穿此四者之軸線是時間，此四者構成

「成癮者在藥酒癮治療性社區中的經驗」之基本結構（黃柏諭，2022，頁 83）。

其自研究參與者之經驗所得出普遍成癮者之經驗結構如下圖 2-3-1 所示。在經驗

的背景中，普遍成癮者可能會認為進入主愛之家前之生活不能說是生活，可能包

含「在不安穩的生活中嘗試毒品」與「遁入毒品世界以從現實解脫」兩個階段，

以及「對自己之負向看法」此種經驗主題（黃柏諭，2022，頁 72-73）。在經驗的

對照中，可能包含「不信任感與無意義感」（不信任醫療機構與認為監獄生活無

意義）、「無助感」（反覆出入機構並感到無助）、「懷疑感與頓悟交織」（對於改變

之懷疑與頓悟）此三種經驗主題（黃柏諭，2022，頁 74-75）。在主愛之家（藥癮

治療性社區）中的經驗得區分為三個心理階段：於第一個心理階段，普遍的成癮

者可能有「空間所帶來的『安』的經驗」，以及「由工作人員促成的自我轉化：

模仿與認同」、「由同儕促成的自我轉化：增進自我覺察」、「由他者促成的自我轉

化：他者映照出理想與現實的落差」等經驗；於第二個心理階段，可能有「在面

對挑戰中意識到持續改變的需要」、「在參與課程與活動中建立了時間感與得到非

認知的新體驗」、「藉由工作建立自我認同」等經驗；於第三個心理階段，則可能

有「自我的改變」、「修復原有的或建立擬似性的家庭關係」、「把主愛之家視為提

供人際聯繫與情感支持的場所」、「對基督教的看法改變」之經驗（黃柏諭，2022，

頁 76-80）。最後，於經驗的開展中，戒毒可能作為持續的行動與穩定自我之過程，

並於離開主愛之家後，可能選擇持續保持與主愛之家的聯繫（黃柏諭，2022，頁

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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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3-1  黃柏諭（2022）研究中普遍成癮者之經驗結構 

（資料來源：改編自黃柏諭，2022，頁 82，圖 4） 

 

有論者亦採現象學方法進行分析。賴思璇（2017）訪談晨曦會 6 位已復元之

女性藥癮者、4 位輔導員與 2 位藥癮戒治專家，該研究發現，女性個案復元之歷

程，是由起始轉捩點接觸福音戒毒，接著進入內在修復與自我調適階段，並與家

人之關係修復好轉，後續出現相關後遺症，面對生活是以正向思考且知足滿意之

心態，最後虔誠信仰並忠於服侍上帝（賴思璇，2017，頁 251）。戒癮成功之因

素，包括信仰之支持，以及重要他人之影響（賴思璇，2017，頁 266-267）。而福

音戒毒使女性藥癮者擁有正向之思維與生活態度，與家人之關係亦逐漸修復（賴

思璇，2017，頁 269-271）。 

另有論者欲探討晨曦會中男性藥癮者之復元歷程，以及其所經驗之改變因

子。安辰赫（2003）訪談 11 位晨曦會苗栗戒毒村之居民，並以扎根理論作為研

究之方法論。該研究發現三十六個復元成功之改變因子，支持藥癮治療性社區注

重藥癮者本身之改變機制（安辰赫，2003，頁 123）。晨曦會之戒癮模式，是藉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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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境之塑造，使藥癮者產生關係之更新，並逐漸以正向關係取代過去藥物依賴之

負向關係，藥癮者於此過程中逐漸戒除藥癮而達到復元，即自藥物依賴之全人違

常逐漸轉變為身、心、靈皆復元之全人復元狀態（安辰赫，2003，頁 138）。該研

究發現可將藥癮治療性社區之復元歷程分為「排毒期」、「戒毒期」、「維持期」三

者，並將其研究所得之核心類別「關係的更新」下之三個次核心類別（即「更新

與自己的關係」、「更新與他人的關係」、「更新與神的關係」），以及另一核心類別

「環境的塑造」，以此四者為單位納入三十六個改變因子，並對應至改變因子出

現之類別與時期，以此呈現改變因子於復元歷程三個時期中出現之順序與脈絡

（安辰赫，2003，頁 103，頁 106），所得之復元歷程如下圖 2-3-2 所示。 

 

圖 2-3-2  安辰赫（2003）研究中復元歷程之改變因子出現脈絡 

（資料來源：改編自安辰赫，2003，頁 108，圖 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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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樣以晨曦會為研究對象者，萬淑民（2022）以質性方法探討用藥更生人於

社會復歸中之轉化學習歷程30，其訪談於晨曦會戒毒村完成戒癮且十年不再犯之

6 位男性學員、2 位女性學員。研究結果發現，對於家人之愧疚感與痛苦、自身

之反思、重要他人之陪伴是進入晨曦會之動機（萬淑民，2022，頁 126-129）。而

於戒癮過程中，基督文化為研究參與者帶來新的觀點，在生命之目的、處理人事

物之標準等各種層面上，因信仰耶穌而有了許多意義；行為舉止亦因信仰而有所

不同，其開始反思與覺察，逐漸自救的觀點解放，並依循新的觀點採取行動（萬

淑民，2022，頁 132-138）。研究參與者所產生之改變包括：擁有踏實感、脫離自

我中心之價值觀、找到生活目標與生命意義、學會和睦相處，以及懂得知恩、感

恩與報恩（萬淑民，2022，頁 138-141）。 

二、非宗教戒癮之藥癮治療性社區 

非以宗教戒癮為主之藥癮治療性社區，如茄荖山莊、利伯他茲治療性社區等，

對其居民復元歷程之相關研究亦屬有之。趙雅芳（2014）試圖理解藥癮治療性社

區居民之改變歷程、心中之想法與感受等，其訪談 1 位參與茄荖山莊之藥癮者，

以及 1 位參與美沙冬維持治療者，兩位皆參與一年以上且一年內未復發，並採取

敘事研究法進行研究。其中關於參與藥癮治療性社區之藥癮者部分，研究結果發

現，於藥癮治療性社區中，社區之會議使研究參與者重新學習如何規劃生活，透

過與其他居民完成各種活動，感受分享之力量，並於社區中擔任不同角色，學習

承擔責任與義務（趙雅芳，2014，頁 78-80）。研究參與者亦感受到許多人之幫助，

透過自願參與非結構之日常活動，逐漸學習幫助他人，並於社區生活中學習生活

自理與感受表達，與其他居民互相檢視並分享感受及行為，分擔彼此之責任，進

而共同創造情緒安全之社區環境（趙雅芳，2014，頁 80-83）。研究參與者指出，

每個治療階段皆有其意義，親身經歷過者會傳承經驗，對於尚未經歷者有社會學

習之教育與模仿作用（趙雅芳，2014，頁 84-85）。另外，研究參與者認為於社區

生活時可在犯錯後被理解與包容，是一種同理心之訓練，並得藉此累積經驗，自

錯誤中學習，且於社區中慢慢體驗人與人之界線（趙雅芳，2014，頁 85-86）。趙

雅芳（2014，頁 123）指出，研究參與者是從社區生活之活動與規範中，重新學

                                                      
30  該研究雖以探討更生人於晨曦會戒毒村完成戒毒並重返社會後，在晨曦會擔任各項職務或在

其他地方工作之社會復歸的轉化學習歷程為研究主要內容，然該研究亦對其研究參與者於晨

曦會戒毒村中之復元歷程有所描述，故本研究將該研究納入此處復元歷程之回顧與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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習各項生活技能，覺察新習慣與舊習慣之差異，並於社區中培養新的生活規範，

而後將藥癮戒除。 

另有自修復式正義與控制理論（control theory）之角度論述居民之復元歷程。

白鎮福（2014）採取現象學與詮釋學之方法論，訪談茄荖山莊 1 位居民與 3 位曾

接受該藥癮治療性社區治療且已復歸社會一年以上之前居民，並輔以參與觀察

法。該研究發現，當藥癮者初入藥癮治療性社區接受治療修復時，將先在較高度

之正式社會控制情境下（如環境之限制、社區內之規範等），逐漸地學習與接受

非正式社會控制之約束（如醫療管理人員、同儕居民與原生家庭之關愛等）；當

非正式社會控制到達某些程度後，亦開始發展內在自我控制；隨著治療時間越久，

對於正式社會控制之需要越發減少，受到非正式社會控制與內在自我控制之約束

則越發增加（白鎮福，2014，頁 130）。 

最後，有論者自心理學角度檢視藥癮治療性社區居民於復元歷程中之心理需

求。吳宗怡（2023）對於某都會型藥癮治療性社區進行敘事研究，其訪談 3 位已

自藥癮治療性社區畢業復歸社會之藥癮者。該研究發現，由於居民於進入社區初

期，多處於關係動盪之狀態，故欲尋求連結感，包含身心安全感、被接納、自我

連結此三需求，對於此三需求，藥癮治療性社區透過不同方式回應之。詳言之，

藥癮治療性社區透過規律穩定之生活環境、規範及相關課程，以回應居民身心安

全感之需求；透過來自社區工作者、其他居民與家人真誠的關懷、尊重、非評價

性之態度與行動，以回應居民被接納之需求；透過包容性環境、戒癮復元與心理

相關知能及介入，居民得與疏離已久之自己再次展開對話並重建關係，逐漸發展

自我反思與瞭解，進而於反思中堅定戒癮意志，回應居民自我連結之需求（吳宗

怡，2023，頁 49-61）。再者，當居民感到自己受支持且安全，並更加瞭解個人狀

態時，由於居民本身攜帶過去積累之挫敗與失控經驗，將欲尋求能力感，而有自

我效能感之需求31，對此，藥癮治療性社區則透過社區與同儕之肯定，以及社區

之多元任務，達成居民自我效能感之重建與積累（吳宗怡，2023，頁 64-69）。此

外，隨著居民走入戒癮歷程，其欲尋求價值感，包含貢獻感、意義與價值感之需

求。隨著連結感與能力感之積累，居民逐漸能關注外在環境及他人，貢獻感之需

求逐漸浮現，藥癮治療性社區透過對於居民連結感與能力感之回應，使居民累積

                                                      
31 該研究之自我效能感需求，是指居民渴望感知到自己「能夠做到些什麼」，發揮功能而有效地

完成某些事，無論是生活事務、人際關係，甚至是復元之任務（吳宗怡，2023，頁 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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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受自己歸屬社區等正向經驗，增長貢獻之動力，並透過社區所重視之互助利他

價值，使其於貢獻中獲得支持與肯定之正向回饋，進而回應居民之貢獻感需求；

居民亦因開始正視過往生命經歷，並走過一段時間之戒癮歷程，對於其生命意義

與價值之疑問容易浮現，藥癮治療性社區則使居民於經歷挫敗後獲得修復性回

應，以及使其積累貢獻經驗，以回應意義與價值感之需求（吳宗怡，2023，頁 69-

75）。最後，於戒癮之路上，居民面臨復歸社會之任務，害怕因而浮現，有其看

見自我韌力32之需求，藥癮治療性社區則透過使居民增長自我瞭解與肯認、積累

正向克服經驗、增長方向感與希望感，以回應看見自我韌力之需求（吳宗怡，2023，

頁 75-81）。 

第四節 藥癮治療性社區之挑戰 

藥癮治療性社區於當代面臨有效性、高成本、留存率不佳等挑戰，此些挑戰

屬藥癮治療性社區發展上之重要課題，不容忽視，亦與居民之復元歷程有其關聯。

本節將針對較為重要之議題，即有效性、高成本、留存率此三者進行討論，透過

回顧國內外之相關研究，期能大致理解藥癮治療性社區之當代困境。 

壹、對於藥癮治療性社區有效性之質疑 

由於缺乏隨機對照試驗（randomized controlled trial，RCT），因此藥癮治療性

社區不時被質疑是否為對於藥癮之循證治療（De Leon，2010a，2015；

Vanderplasschen et al.，2013）；是否能在離開藥癮治療性社區後仍能保持不用藥

（White，1990），亦有疑問。誠然，此類批評並非空穴來風，然藥癮治療性社區

之治療確實有效（Carroll，1992），甚至及於藥癮者本身之犯罪行為。如 Šefránek 

and Miovský（2017）對捷克共和國（Czech Republic）四個藥癮治療性社區中 176

位居民進行調查，其中在離開藥癮治療性社區一年後接受結構式訪談者有 137 位

（77.8%），研究結果指出，於離開社區一年後，居民對於甲基安非他命

（methamphetamine，該國藥癮者主要使用之藥物）、鴉片類藥物、苯二氮平類

（benzodiazepines）等藥物之使用相較於進入藥癮治療性社區前顯著減少，犯罪

行為亦顯著降低。 

                                                      
32 該研究之看見自我韌力，是指擁有帶著害怕鼓勵自己往前走之能量（吳宗怡，2023，頁 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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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lland（1978）對位於美國伊利諾州之藥癮治療性社區 Gateway Houses 進

行研究，研究參與者為自 1968 年 7 月至 1974 年 6 月曾參與過 Gateway Houses

者，其自 1,420 位居民中隨機抽樣 193 位居民，並分為三組：第一組有 89 位，

於前九個月即退出治療；第二組有 70 位，雖治療九個月以上，但被工作人員認

為是過早退出者；第三組有 34 位，屬完成治療者。該研究發現，此三組居民在

進入 Gateway Houses 前一年，逮捕率未有顯著差異，然於離開或完成治療後一

年則有顯著差異：第一組之逮捕率幾乎未有變化；第二組之逮捕率減少 81%；第

三組之逮捕率減少 97%。該研究指出，根據其所分析之資料表明，於 Gateway 

Houses 進行九個月以上之治療者，不問居民之性別、種族或年齡，其犯罪行為皆

有所減少。 

然而，居民是否於各層面皆有所改善，我國研究呈現較為分歧之結果。黃耀

興（2013）對某藥癮治療性社區居住三個月以上之 70 位海洛因使用者進行事後

回溯研究，發現海洛因使用者進入藥癮治療性社區三個月後，除家庭支持度無顯

著改善外，物質依賴嚴重度、拒絕海洛因自我效能、衝動控制以及憂鬱程度四者

皆獲得顯著改善（黃耀興，2013，頁 115，頁 149）。蒲品卉（2024）則對某藥癮

治療性社區 2010 年至 2021 年間之 39 位非鴉片類藥物使用者進行研究，探究其

於初次評估、第三個月、第六個月、第九個月之物質依賴嚴重度等復元因子之差

異，以瞭解治療介入後之改變。研究結果發現，藥癮治療性社區居民之物質依賴

嚴重度平均分數不減反增（蒲品卉，2024，頁 48，頁 52），不過居民之憂鬱傾向

於全人結構性之藥癮醫療介入下，有明顯之改善（蒲品卉，2024，頁 54，頁 60）。 

Vanderplasschen et al.（2013）指出，若藥癮者於藥癮治療性社區內停留足夠

時間，且參與後續照護，則藥癮治療性社區得於藥癮者之復元中發揮重要作用。

Bunt et al.（2008）甚至指出，在以社區為基礎之環境中，藥癮治療性社區可能是

唯一經證實為臨床有效（clinically effective）且具有成本效益（cost-effective）之

行為治療模式。目前研究之證據仍足以支持藥癮治療性社區之有效性

（effectiveness）（De Leon et al.，2021；NIDA，2020），至少是對某些藥癮者有效

且具成本效益之方法，特別是重度藥癮者（De Leon，2004，2010a，2010c，2013，

2019；De Leon & Unterrainer，2020），蓋藥癮治療性社區提供全面之照顧，於較

高藥物依賴情形下更為適合（蒲品卉，2024，頁 64）。 

時間因素為決定藥癮治療性社區是否有效之關鍵。Dekel et al.（2004）對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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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列三個藥癮治療性社區之 167 位海洛因成癮者進行研究，探討其離開藥癮治療

性社區十五個月後之情形。此些研究參與者於藥癮治療性社區停留一個禮拜至一

百個禮拜不等，且有約四分之三（76.6%）之研究參與者於完成為期十三個月之

治療前即已退出。該研究發現，約有半數（49.7%）之研究參與者未再使用藥物；

且在完成治療之研究參與者中，有 94.9%未再使用藥物，退出治療之研究參與者

卻只有 35.9%未再使用藥物。此外，與十五個月後再使用藥物之研究參與者相比，

十五個月後未再使用藥物之研究參與者於藥癮治療性社區接受治療之時間更長；

而在該研究中，只要研究參與者於藥癮治療性社區停留半年以上，停留時間越久，

即越有可能於十五個月後未再使用藥物，如下圖 2-4-1 所示。 

 

圖 2-4-1  Dekel et al.（2004）研究中藥物使用與治療時間之關係 

（資料來源：改編自 Dekel et al.，2004，p. 1836，Figure 1） 

我國之研究亦呈現類似結果。朱詩馨（2023）以及朱詩馨等（2023）對茄荖

山莊治療天數滿三十天之男性居民（104 位）進行回溯型世代研究，以探討人口

學、心理社會因子與治療後一年內復發之相關性。該研究發現，再次使用藥物者

有 42 位（40.4%），而相較於再使用藥物組，未再使用藥物組居住天數較高，居

住天數越高未再次使用藥物之比例較高，且居住天數與再次使用藥物具有顯著關

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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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之影響不僅止於此，除居民於藥癮治療性社區內之長短會影響其治療成

效外，藥癮治療性社區計畫本身之長短亦會有其影響。Bleiberg et al.（1994）研

究美國華盛頓哥倫比亞特區退伍軍人管理局醫學中心（Veterans Administration 

Medical Center）中之藥癮治療性社區，該藥癮治療性社區治療時長原為六個月，

後於 1986 年調整為一個月，其餘方面大致上未進行調整。該研究選擇 22 位完成

六個月計畫者（六個月組）與 22 位完成一個月計畫者（一個月組），並於研究中

進行結構式訪談。44 位總共有 19 位拒絕或無法接受訪談：六個月組有 6 位，但

透過詢問或其他資料得知其中 4 位是否（因藥物而）被監禁或重新用藥（4 位有

2 位被監禁，2 位重新用藥）；一個月組有 13 位，但透過詢問或其他資料得知其

中 8 位是否被監禁或重新用藥（8 位有 2 位被監禁，5 位重新用藥，1 位死於用

藥過量）。研究結果發現六個月組有 10 位治療成功，10 位治療失敗（重新用藥

或被監禁），有 50%之成功率；一個月組則只有 4 位治療成功，13 位治療失敗，

僅有 24%之成功率。據此，Bleiberg et al.（1994）指出，治療時間較多者有較高

成功率之可能原因，包括：使居民有更多時間獲得洞察力，達成情緒與行為之改

變，且對於行為形成更強之控制；與工作人員之接觸時間更多，因而有更多機會

與正向榜樣接觸；環境使得居民對於舊有之支持系統產生足夠的心理距離

（psychological distance），且更得抗拒誘惑等。 

修正型治療性社區（modified therapeutic community）亦有其有效性。於 Sacks 

et al.（2010）之研究中，其對有關修正型治療性社區（收治有精神障礙藥癮者）

之三項研究進行統合分析（meta-analysis），研究結果支持修正型治療性社區對於

有精神障礙藥癮者之有效性。而不僅是藥癮本身，修正型治療性社區對於藥癮者

後續是否再次犯罪亦有影響。Whitten et al.（2023）對於澳洲之「青少年生活管

理計畫」（Program for Adolescent Life Management，PALM）進行研究，該計畫是

提供給 13 歲至 18 歲有酒精或用藥問題青少年之修正型治療性社區，採用全方位

（holistic）方法，著重於酒精或用藥以外更為廣泛之問題，並為每位青少年量身

訂作個人行動計畫。該研究發現，藥癮治療性社區之治療對於具酒精或用藥問題

與刑事定罪（criminal convictions）之青少年幫助甚大，減少了青少年藥癮者後續

再次犯罪，蓋此種模式提供全方位之支持，並解決多層面之需求。藥癮治療性社

區提供了重要的干預途徑，將青少年轉移出刑事司法體系，為其提供服務與支持，

從而改變未來之生活軌跡（trajectories）（Whitten et al.，2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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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監獄治療性社區（In-prison therapeutic community）之研究表明，雖然其

他類型之治療（如藥物輔助治療、諮商等）分別於減少再犯或減少復發之部分，

單方面勝過監獄治療性社區，但監獄治療性社區是既可有效減少再犯，亦可有效

減少復發之干預措施（Tuck & Stossel，2019）。Aslan（2018）針對 2007 年至 2017

年之相關研究進行回顧，發現監獄治療性社區於受監禁藥癮者之復元方面，優於

其他藥癮治療。而 Weinrath et al.（2021）對加拿大草原省（Prairie Provinces）之

監獄治療性社區進行量化與質化之混合研究，發現接受監獄治療性社區治療之受

監禁藥癮者，於再犯率上顯著低於未接受者。Weinrath et al.（2021）之研究亦發

現，參與監獄治療性社區之受監禁藥癮者大多持正面評價與感受，監獄治療性社

區為之帶來截然不同的體驗，研究參與者表示學到新技能，並認為監獄治療性社

區計畫為其提供改變之機會。同樣於加拿大之研究中，Weinrath et al.（2024）將

監獄治療性社區與其他安全風險分數相當之單位進行比較，研究結果表示監獄治

療性社區擁有較低之違規行為率（misconduct rate），於監獄治療性社區之受監禁

藥癮者似在相處上較為融洽，其所表現出之行為與其他單位有所差異。Vinais et 

al.（2023）則對法國監獄治療性社區進行先導研究（pilot study），將監獄治療性

社區模式與其他方案進行比較，該研究發現，相較於其他傳統方案，監獄治療性

社區對於藥癮本身有更為明顯之改善，且其不只關注藥癮本身，亦關注社會復歸，

同時顯著改善包含藥癮者自尊在內之其他特徵。 

於亞洲國家之研究亦顯示藥癮治療性社區對於被監禁藥癮者之益處。Lee et 

al.（2014）分別將南韓兩所監獄中 48 位因藥物使用相關犯罪而被判刑之藥癮者，

隨機分配至實驗組（24 位）與對照組（24 位），實驗組接受藥癮治療性社區之治

療，對照組則依其需求提供支持性諮商（supportive counselling）。該研究發現，

實驗組在自我效能部分，於接受藥癮治療性社區干預後顯著提高，問題解決能力

（problem-solving skills）之部分亦是如此，代表其於解決問題時表現出更強的問

題解決信心與面對問題之傾向；至於對照組在自我效能與問題解決能力之部分，

皆未顯著提高。 

貳、藥癮治療性社區之高成本問題 

民主治療性社區存在運作成本相當高之問題（Newton-Howes & Mulder，

2020），同樣問題亦出現於藥癮治療性社區（陳怡青等，2021）。縱使藥癮治療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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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區得到廣泛地認可，然世界各國之藥癮治療性社區皆面臨資金不足的問題

（Bunt et al.，2008；Gosling，2023；NIDA，2020）。詳言之，治療時間雖是藥癮

治療性社區之治療得否有效的關鍵之一（Anderson & Harrison，2004），但由於傳

統藥癮治療性社區方法所需時間通常為十二個月至二十四個月（Kast & Avery，

2019），此種長時間之治療造成資金上之壓力，導致藥癮治療性社區被迫縮短治

療時間，甚至降至得產生正面效果所需時間以下，造成成本效益上之破壞；甚至

由此認為藥癮治療性社區無法達到治療效果，最終導致藥癮治療性社區之消失

（De Leon，2019；De Leon et al.，2021；Perfas，2014，2019；Yates，2017a，

2017b）。 

監獄治療性社區亦面臨此一挑戰，雖然相較於一般之藥癮治療性社區，於監

獄中設置藥癮治療性社區所增加之成本有限（Boyum et al.，2011），蓋藥癮治療

性社區主要支出之部分──住房，已由監獄提供（Tuck & Stossel，2019）。然而，

經濟蕭條造成美國各地嚴重缺乏預算，進而阻礙包含監獄治療性社區在內的監獄

藥癮治療計畫之推行，且導致許多原有之監獄藥癮治療計畫被迫停止（Wexler & 

Prendergast，2010）。如美國加利福尼亞州目前已無監獄治療性社區，僅有些計畫

中仍保留些許藥癮治療性社區之元素（Mullen et al.，2019）。 

相較於美國，歐洲之藥癮治療性社區資金問題更為嚴重，蓋歐洲之藥癮治療

性社區多採用專業人員，而美國因較具自助性質，故專業人員之成本較低

（Broekaert，2006）。對於茄荖山莊之研究亦指出，由於茄荖山莊之運作需要專

業資歷較高的工作人員，因而產生高額之人事費用（白鎮福，2014）。據此，縱

使具有成本效益，但資金與成本之壓力對於藥癮治療性社區之推動與經營亦是一

大挑戰。 

參、藥癮治療性社區之留存率問題 

如何提高藥癮治療性社區之留存率（retention rates）是一大挑戰。詳言之，

大多數參與計畫者很快就退出（dropout）藥癮治療性社區（尤其是於進入治療之

初）33，此亦是藥癮治療性社區經常招致批評之處（Anglin & Hser，1990；McCarthy 

et al.，2000；Yates et al.，2010），蓋藥癮者可能不願意或無法承受嚴格的管理、

                                                      
33 事實上，退出是所有治療模式之常態（De Leon，1991b，1999a）。早期相關研究整理，可見 De 

Leon（1991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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乏味的任務等，然此些是治療之基本要素（McCarthy et al.，2000）。Jones（1984）

認為，強烈的團體認同可能是藥癮治療性社區得以戒除藥癮之主要因子，然而，

藥癮治療性社區之高治療強度對於藥癮者而言或許過於沉重，故於藥癮治療性社

區初期即退出者之數量往往居高不下。而 Burnett（2001）訪談於英格蘭東北部的

藥癮治療性社區 Phoenix House Tyneside 中之 18 位居民，結果發現大部分居民皆

曾考慮離開藥癮治療性社區，原因在於進入之初較難適應高要求之生活規則。陳

重叡（2024）對於利伯他茲治療性社區之研究中，發現 2020 年至 2023 年 6 月共

有 124 位學員離區，包含 74 位消極結案（原因包括無法適應、重大違規等）與

50 位積極結案（原因包括就業、返家等），其中消極結案之原因以無法適應占最

大比例（占消極結案之 77%），亦在整體離區原因中占將近半數（46%）。可見對

於藥癮者而言，欲適應藥癮治療性社區之生活與規範有其困難。 

Chen et al.（2016）對以色列的藥癮治療性社區 Retorno 進行研究，訪談 11

位已退出之青少年居民（包含 5 位女性、6 位男性），探究其對於退出藥癮治療

性社區之看法。該研究發現，青少年居民退出藥癮治療性社區之原因有三：（1）

情緒需求未被滿足，大多數退出之居民指出，其對於工作人員有情緒支持方面之

期望，然工作人員未滿足之；（2）缺乏改變之動機與渴望，有些退出之居民認為

自己欠缺真正改變之渴望，亦有認為其有強烈的改變動機，然卻欠缺留在藥癮治

療性社區之動機，因而決定離開；（3）對於治療計畫之不滿意，有些退出之居民

對於藥癮治療性社區之治療計畫提出批評，如認為十二步驟計畫未被正確運用，

或是某些具懲罰性質之方法未見其效，反而造成負向影響。不過，該研究亦指出，

退出不代表於復元上之失敗，有些研究參與者在藥癮治療性社區認識其未被滿足

之需求後，繼續尋求其他適當資源以滿足其需求，最終達成生活型態之改變並戒

除藥癮。 

Haviv et al.（2024）對 2010 年至 2015 年進入以色列的 Hartuv 居住式治療性

社區參與為期十二個月治療計畫之所有男性居民進行分析，該期間有 193 位居民

（57%）是以該藥癮治療性社區作為監禁之替代性措施（alternatives to detention），

其餘 146 位居民（43%）則是自願進入社區。該研究發現，此二群體於婚姻狀況、

國籍、用藥史、年齡、子女數量等變項上皆未有顯著差異。所有居民有 203 位

（60%）未完成治療計畫，其中自願進入者有 109 位（退出率 74.6%），平均留在

Hartuv 居住式治療性社區之時間為 5.54 個月；而以 Hartuv 居住式治療性社區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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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監禁之替代性措施者則有 94 位未完成治療計畫（退出率 48.7%），平均留在該

藥癮治療性社區之時間為 8.18 個月。自願進入者於進入 Hartuv 居住式治療性社

區四個月後已有 50%退出，然以該藥癮治療性社區作為監禁之替代性措施者於

進入社區四個月後仍有約 70%。Haviv et al.（2024）自理性選擇理論（rational choice 

theory）之角度解釋兩者之治療決定，理性選擇理論認為，包括犯罪者在內，人

皆會出於損益考量而極大化個人利益並减少損失。由於以 Hartuv 居住式治療性

社區作為監禁之替代性措施者若退出之，即可能遭到逮捕或監禁，於該藥癮治療

性社區所獲得之相對自由將遭剝奪；相較於此，自願進入者若退出該藥癮治療性

社區，則可能只是回到社區或重新用藥，故根據理性選擇理論，兩者之損益考量

截然不同，由此或可解釋自願進入者為何更容易退出。另外，此研究亦自社區氛

圍之角度出發，由於以 Hartuv 居住式治療性社區作為監禁之替代性措施者人數

較多，自願進入者則較少，此種人數上之優勢可能會在該藥癮治療性社區中營造

出類似矯正機構之氛圍，導致自願進入者感覺不屬於此處，進而退出該藥癮治療

性社區。 

由於退出治療者之比率較高，藥癮治療性社區常被批評影響有限。誠然，成

功完成計畫之人數不應作為判斷計畫是否成功之標準（Goodman & Nolan，2001），

然仍應嘗試使居民留在藥癮治療性社區當中，蓋居民必須在藥癮治療性社區中停

留足夠長久之時間，始能讓干預發揮作用，展現出治療效果。故如何使大部分居

民得持續留在藥癮治療性社區內，是必須關注之重要議題（Yates et al.，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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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研究設計與實施 

本研究之主要目的，在於瞭解藥癮治療性社區中居民之復元歷程。研究方法

之選擇上，Goethals et al.（2015）指出，目前關於藥癮治療性社區治療歷程之研

究中，多以量化研究為主，且因其本身治療歷程之複雜性以及概念化此歷程之困

難，故建議於治療歷程之研究中納入更多質性方法；國內之研究亦指出，過去國

內對於藥物使用議題之研究，以毒品犯罪刑事政策探討為大宗，於研究法上亦以

量化研究為主，且團體、方案部分之研究甚少，多以個體或檔案資料為主（施宇

峰、范兆興，2010），故本研究採取質性研究作為研究方法，以補足藥癮治療性

社區研究中質性研究之不足，並藉此更深入地瞭解居民之復元歷程。至於質性研

究之方法論上，Gosling（2023）指出，面對藥癮治療性社區此種複雜環境，若研

究者欲瞭解當中錯綜複雜之運作，扎根理論是適合之方法論；另有論者建議，研

究上可透過扎根理論建構出特定藥物使用族群之用藥機制與歷程（邱獻輝，2017，

頁 96），對此，本研究認為，除用藥機制與歷程外，藥癮者之復元機制與歷程亦

值得透過扎根理論形成實質理論，故本研究採用建構主義式扎根理論作為研究之

方法論。綜上所述，本研究選擇以質性研究作為研究方法，並以建構主義式扎根

理論作為質性研究之方法論，嘗試對藥癮治療性社區之復元歷程進行建構。本章

分別針對本研究之本體論、知識論與方法論、資料蒐集方法與研究流程、研究工

具、資料分析、研究倫理、研究品質進行說明。 

第一節 研究之本體論、知識論與方法論 

壹、扎根理論之基礎概念 

扎根理論是質性研究的方法論之一，無論何種派別，扎根理論並非僅是一種

資料分析方法，而應是方法論之層次（Flick，2018a；潘淑滿，2022），所有研究

進行階段皆為扎根理論邏輯影響所及之處（Charmaz，2020a）。同時，扎根理論

為理解研究者所研究世界之途徑，亦是發展理論以理解世界之方法（Charmaz，

2014a）。扎根理論包括有系統同時不失彈性之準則（guidelines）與策略，用以蒐

集與分析質性資料，藉此建構出「扎根」（grounded）、植基於資料上之理論（Birk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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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ills，2023；Charmaz，2006，2008d，2014a，2017a；Charmaz & Belgrave，

2012，2013；張宏政，2021；陳昺麟，2001；藍佩嘉，2015）。理論之發展來自於

諸多不同片段資料，蒐集彼此交互關聯之證據而得（王文科、王智弘，2020，頁

398），其始於歸納（inductive）資料，並借助來回穿梭於資料與分析間之反覆

（iterative）策略、使用比較方法，且讓研究者與資料、新出現之分析保持互動及

參與（Bryant，2020；Charmaz，2008b，2009，2012b，2014a，2014b，2017a，

2017c，2020a；Charmaz & Belgrave，2012，2019；Thornberg et al.，2014）。而由

一位研究者進行質性研究所建立之理論是一種「資料中呈現的理論」、「暫時的理

論」，適合解釋特定情境下之特定社會現象（張芬芬，2021，頁 148），此種暫時

的理論得基於資料變動等原因而有所修正（徐宗國，2008）。 

資料是理論之基礎，研究者對於資料之分析產出研究者所建構之概念

（Charmaz，2014a），理論必須自資料中產生始具生命力（陳向明，2002，頁 445）。

扎根理論家試圖瞭解研究情境中發生了什麼、研究參與者過著怎樣的生活、研究

參與者如何解釋其所言與所為，同時，研究者反問自己能從研究參與者身上獲得

如何之分析性意義（analytic sense）（Charmaz，2014a），且不同於大多數之質性

研究，除「什麼」（what）與「如何」（how）之問題外，扎根理論亦使研究者得

探究「為何」（why）之問題（Charmaz，2017a），建構主義式扎根理論尤其如此

（Charmaz，2008c，2017b）。至於分析之過程，扎根理論是透過質性編碼（coding）

將研究初期資料分割、分類並整合（synthesize），以便與後續其他資料進行比較

（Charmaz，2006，2014a），並直接從資料中建立抽象之層次，接著蒐集更多資

料以檢查與完善所浮現之分析性範疇（analytic categories）34（Charmaz，2014a）。

於整個研究過程中，扎根理論家將資料與資料、資料與符碼（codes）、符碼與符

碼、符碼與範疇、範疇與範疇等不斷進行比較（Charmaz，2005，2008b，2012a，

2017c），此種策略被稱為「持續比較法」（constant comparative method）（Charmaz，

2017c）。 

Charmaz（2014a）提醒，研究者必須以開放之心態看待資料，始能理解所研

究之人與世界。扎根理論是貫穿整個研究之互動方法（interactive method）

（Charmaz，2017c），作為扎根理論家，是以資料為起點，透過觀察、互動並蒐

                                                      
34 陳昺麟（2001，頁 332）、張芬芬（2021，頁 129）將「category」譯為「類目」；方偉達（2018，

頁 317）、朱美娟（2021，頁 9）則譯為「類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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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相關材料，以建構所欲分析之資料，並使資料與所浮現之想法保持互動

（Charmaz，2014a，2020a）。相較於其他質性研究，扎根理論有一特別之優勢──

具有明確之準則，告訴研究者如何進行研究，包含資料之蒐集與分析（Charmaz，

2014a；Charmaz & Thornberg，2021）。而無論是下述哪一派別，所有扎根理論皆

提供關於蒐集、管理、分析質性資料之策略（Charmaz，2014a）。 

附帶說明者是，於中文文獻中，大多以「紮根理論」作為中文譯名（採取此

用法者，如王文科、王智弘，2020；王守玉等，2012；朱美娟，2021；林本炫，

2005；林淑馨，2010；徐宗國，2008；張宏政，2021；張芬芬，2021；陳向明，

2002；陳昺麟，2001；黃秀文，2016；萬文隆，2004；賽明成、陳建維，2010；

藍佩嘉，2015），強調理論是紮紮實實地把根紮在資料之基礎上（藍佩嘉，2015，

頁 66）。然而，按照教育部之《重編國語辭典修訂本》，「扎根」意指植物根部往

土裡生長，或用於比喻深入底層，打下基礎（中華民國教育部，2021a）；而「紮」

一字除意指軍隊屯駐或作為量詞使用外，另有纏束之意（中華民國教育部，

2021b）。畢恆達（2020，頁 137，註 30）指出，使用「紮根」變成是將根部綁起

來之意，故其採用「扎根理論」之譯名。本研究出於相同理由亦採取此譯名（採

取相同用法者，如方偉達，2018；鈕文英，2024；潘淑滿，2022），以較貼近其

植基於資料之意義。另外，扎根理論一詞除可指稱此一方法論外，亦可指稱透過

此方法論所產出之研究成果（Bryant，2020；Charmaz，2008a，2008d，2012a）。

於本章中，扎根理論一詞大多用以指稱方法論，然亦有某些地方用以指稱透過扎

根理論方法論所產出之研究成果，故必須結合論述脈絡而為判斷（Bryant，2020），

併此敘明。 

貳、扎根理論之派別 

一、古典扎根理論與 Straussian 扎根理論 

扎根理論是由 Barney G. Glaser 與 Anselm L. Strauss 研究醫院中之臨終狀態

（dying）發展而來。Glaser and Strauss（1965）所撰之《Awareness of Dying》是

歷史上第一個發表之扎根理論研究，而後其又撰寫《The Discovery of Grounded 

Theory: Strategies for Qualitative Research》一書（Glaser & Strauss，1967），詳述

此種新興研究方法，並呼籲用扎根於資料上之研究以發展理論，而非從既有理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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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繹出可測試之假說（testable hypotheses），古典扎根理論（classic grounded theory）

由此而生。 

兩位扎根理論始祖 Glaser 與 Strauss 分別來自不同領域，Glaser 來自以實證

主義為主之哥倫比亞大學（Columbia University），其接受 Paul Lazarsfeld 嚴格的

量化訓練，進而於扎根理論中融入實證主義之邏輯與系統性方法；Strauss 則來自

以實用主義與田野研究為主之芝加哥社會學派（Chicago School of Sociology），

其將民族誌研究與符號互動論（ symbolic interactionism）帶入扎根理論中

（Charmaz，1996，2008d，2009，2012a，2014a，2020a；Flick，2018b；Thornberg 

& Charmaz，2014；藍佩嘉，2015）。Glaser 與 Strauss 對於當時社會學研究之主

流頗有微詞，其反對多數研究之目的在於對現有理論進行實徵（empirically）檢

驗，而非發展新理論；同時，其亦認為當時的民族誌（ethnography）主要是對情

境、田野、制度等進行描述，卻未解釋或分析其原因與結果（Flick，2018b）。 

然而，Glaser 和 Strauss 後續由於看法有異，因此於扎根理論之路線上分道

揚鑣。Glaser（1978）自撰寫《Theoretical Sensitivity》一書以來，始終堅持扎根

理論是一種「發現」（discovery）之方法，範疇是從資料浮現而來，並強調理論建

構（Charmaz，2014a，2020a）。而 Strauss 則是與 Juliet M. Corbin 一起將扎根理

論視為一種可驗證（verification）之方法（Corbin & Strauss，1990；Strauss & Corbin，

1990），另形成所謂 Straussian 扎根理論（Charmaz，2014a）。 

二、建構主義式扎根理論 

於 1960 年代，Glaser 與 Strauss 試圖與當時具主導地位、採實證主義觀點之

量化研究競爭；但諷刺的是，直至 1990 年，扎根理論不僅因嚴謹與實用而聞名，

同時亦因其實證主義之假設而廣為人知，且時至今日，扎根理論已於混合研究法

中獲得量化研究者之肯定與採用。因此，自 1990 年代開始，有學者逐漸使扎根

理論脫離實證主義之觀點，下述之建構主義式扎根理論（constructivist grounded 

theory）即為代表之一（Charmaz，2014a）。 

建構主義式扎根理論作為當代扎根理論之一種修正（Charmaz，2009，2017a），

已遠離實證主義之根源（Charmaz，2012a，2017c），其採用 Glaser and Strauss（1967）

最初主張之歸納、比較、浮現與開放（open-ended）之方法，同時強調方法之靈

活性以及整個研究過程中之互動，反對機械性之運用（Belgrave & Charmaz，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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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rmaz，2008c，2009，2014a，2017c，2020a）。於本體論（ontology）與知識論

（epistemology）之立場上，建構主義式扎根理論有別於古典扎根理論與

Straussian 扎根理論（Charmaz，2009；van Veggel et al.，2024）。本體論是關於真

實本質（the nature of reality）之理論，涉及如何理解何謂真實；認識論則是關於

知識（knowledge）之理論，涉及研究者如何認定知識（Hampson & McKinley，

2023；蕭瑞麟，2020）。建構主義式扎根理論之本體論採取相對主義（relativism），

認為真實是多重而非單一，不存在客觀真實；至於知識論上，則認為知識根基於

社會建構（social constructions）之上，知識或理解是透過將真實之共同知覺構築

在一起所主動建構而成（Charmaz，2008c，2009；van Veggel et al.，2024）。據此，

於建構主義式扎根理論之立場下，研究者與研究參與者共同建構知識，透過所探

索社會過程之不同視角共同構築理解（van Veggel et al.，2024）。 

Kathy Charmaz 選擇「建構主義式」（constructivist）一詞，是承認主觀性

（subjectivity）以及研究者對於資料之建構與詮釋（Charmaz，2014a）。不同於古

典扎根理論認為要與科學觀察者（scientific observer）分離始能從資料之浮現中

發現理論，建構主義式扎根理論認為無論是資料或是理論，皆非被「發現」，而

是被「建構」，以此促進研究者對於其行為與決定之反身性（reflexivity）（Belgrave 

& Charmaz，2014；Bryant，2021；Charmaz，2005，2006，2009，2014a，2017c；

Charmaz & Belgrave，2019），「中立且被動之研究者發現資料與理論」僅屬幻想

（mirage）（Charmaz，2008d，p. 471）。所謂反身性，是指記錄與反思研究者個人

之信念、價值觀、是怎樣的人（如性別、年齡等特徵）等，包括研究者和研究參

與者之共同經歷如何影響研究者和研究參與者於研究中之互動（Nathan et al.，

2019，p. 407），建構主義式扎根理論促使研究者對其本身與研究之關係進行檢視，

同時對研究者如何使用扎根理論策略以及如何於研究發現上提出主張保持反思

（Charmaz，2008a，2020b）。而研究者本身即是所研究世界之一部分，亦是資料

蒐集之一部分，藉由與過去及現在不同的人、視角與研究實踐之互動及參與，始

能「建構」出屬於研究者自己的扎根理論（Charmaz，2006，2014a，2020b）。因

此，研究者不必試圖消除（erase）其對於分析可能存在的影響（如研究者先入為

主之偏見），而只需檢驗（examine）之，建構主義之觀點挑戰、甚至粉碎了中立

觀察者之概念（Charmaz，2006，2008d，2014a，2020a）。 

如同 Charmaz（2009）之比喻，扎根理論是一把傘，涵蓋數種派別、重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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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向以及看待資料之方式。而面對派別之選擇，Flick（2022b，p. 426）指出，應

瞭解每種方法所建議分析材料之工具，藉此知道哪種扎根理論是最適合材料以及

自己對於材料之態度。朱美娟（2021，頁 14-15）則指出研究者於選擇派別之前，

應先瞭解各派別於本體論、認識論上之差異。而本研究認同建構主義式扎根理論

所採之本體論與認識論，認為具有多元真實而無客觀真實，知識是由研究者與研

究參與者共同建構，資料、分析與理論亦皆是被建構而來，研究者本身則會影響

資料與理論之建構，故本研究採取建構主義式扎根理論之方法論。附帶說明者是，

關於「constructivist」一詞，於中文文獻中有不同之譯名，如有譯為「建構主義」

（朱美娟，2021）、「建構論者」（鈕文英，2024）、「建構論」（潘淑滿，2022）、

「建構主義的」（藍佩嘉，2015）、「建構主義式的」（賽明成、陳建維，2010），

而本研究則譯為「建構主義式」。 

第二節 資料蒐集方法與研究流程 

壹、扎根理論與資料蒐集 

扎根理論若要結實（strong），有賴於豐富之資料（Charmaz，2006，2014a）。

蒐集豐富之資料將會給予堅實之材料（solid material），以供建構有意義的分析之

用。豐富之資料是詳盡（detailed）、有焦點（focused）且完整（full）的資料，同

時能顯現出研究參與者之觀點、感受、意圖、行動與其生活之脈絡（contexts）及

結構（Charmaz，2006，2014a，2020a）。而基於本研究採取建構主義式扎根理論

之方法論，本研究採用「研究參與者」（research participants）而非「被研究者」

或「研究對象」之用語，凸顯資料是研究者與研究參與者之互動所建構而成，研

究參與者並非僅是研究者所欲探究或挖掘資料之客體或對象。 

扎根理論得增進研究者蒐集資料時之靈活性，蓋其促使研究者跟進正在發生

的事，使研究者得以跟著浮現走（Charmaz，2014a）；此外，扎根理論亦使研究

者得以更為聚焦，蓋研究者自資料蒐集之初即開始對資料進行編碼與範疇化

（categorize），以利接下來資料蒐集所針對之面向更為集中，避免累積大量籠統

且未有重點之資料，進而完善分析（Charmaz，1996，2005，2014a）。資料蒐集

過程具自我修正（self-correction）之本質（Ndame，2023），若運用得當，扎根理

論將使研究者得以快速地於資料中獲得清晰之焦點，同時亦不會犧牲研究現場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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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細節（Charmaz，2006，2014a）。透過扎根理論，研究者可形塑（shape）與

重塑（reshape）資料蒐集、完善蒐集而得之資料，並增進研究者之知識（Charmaz，

2014a）。 

至於研究者對於研究議題之理解，或許有利於研究者關注經驗世界

（empirical world）之某些現象，然亦有可能因此忽略其他面向，據此，研究者固

然可以從有既有之專業知識開始進行研究，但必須時時對於所見所聞保持開放態

度（Charmaz，2006，2008b，2014a）。原有之觀點、概念或理論知識僅是研究上

之出發點，用以形成訪談問題、利於端詳研究資料、助於傾聽研究參與者心聲，

並藉以對資料進行分析性思考，簡言之，其應是幫助而非限制研究者發展想法

（Charmaz，2004，2006，2014a）。對於原先之概念與觀點，研究者必須進行嚴

謹的經驗性與分析性審查（scrutiny），並可能將其從研究中篩除（Charmaz，

2014a），而不應將先入為主之想法與理論強加於資料之上（Charmaz，2006，2008b，

2014a）。 

Charmaz（2006，2014a）建議，研究者或許得透過幾個問題檢驗是否已蒐集

豐富且充足之資料：關於人物之背景、過程與環境等資料，是否足以使研究者回

想、理解與描繪（portray）研究之整體脈絡？研究者是否已獲得研究參與者觀點

與行動之詳細描述？資料是否使埋藏於表面下者顯露而出？資料是否足以顯現

隨時間推移而產生之變化？研究者是否獲得對於研究參與者行動之多重觀點？

所蒐集之資料是否足以使研究者發展分析性範疇？研究者得以於資料間進行何

種比較，以及此些比較如何產生與提供想法？等。此些建議本研究於研究過程中

時時注意之。 

貳、文獻回顧法 

於現有知識之基礎上進行研究，並將研究所得之結果與現有知識進行連結，

是所有學術研究者之重要任務（Snyder，2019）。文獻回顧（literature review）所

得帶來之貢獻遠超想像，透過整合許多研究之發現與觀點，進而得解決研究問題

（Snyder，2019，2023）。本研究採用文獻回顧法作為研究方法之一，蓋藥癮治療

性社區作為自外國傳入我國之治療模式，於國外發展已久，相關研究汗牛充棟，

當前中文文獻較少對此治療模式進行深入之介紹，於政府著手推展此種治療模式

之情形下，實有必要整理與回顧相關文獻論述，供學術研究者與實務工作者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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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本研究除於第二章進行初步之文獻回顧以利訪談資料蒐集與分析外，第四章更

對藥癮治療性社區之相關概念進行詳盡論述，於豐富之文獻中梳理相關脈絡，並

納入近年之研究發現，以充實現有之知識，亦可作為未來推展藥癮治療性社區此

種治療模式之參考。 

至於扎根理論與文獻回顧之關係，於扎根理論領域中，有論者主張應避免先

行閱讀關於研究主題之相關研究與理論文獻，若可避免於資料蒐集前閱讀文獻，

則得以帶著全新的思維而非先入之見進入研究領域（Charmaz，1990）。然而，對

於現今大多數研究者而言，若事先不瞭解其研究領域之學術成果，即無法開始進

行研究（Charmaz，2014a；Thornberg，2012），若採取避免閱讀文獻之立場，於

未對所研究領域有一定瞭解之情形下，研究者難以主張其所研究者具新穎性

（novelty）或正當性（Bryant，2020，2021）。簡言之，任何人皆無法如同一片白

紙進入研究（Urquhart，2023），且文獻探討應貫穿整個研究過程（朱美娟，2021）。

因此，本研究之研究者將閱讀關於研究主題之相關文獻，以開放、批判且分析之

眼光看待現有概念與理論（Charmaz & Thornberg，2021），並於資料蒐集與分析

過程持續補充之。 

參、深度訪談法 

訪談既是一門藝術，亦是一門科學（Nathan et al.，2019），是以人為本之研

究取向，試圖進入研究參與者之角度，並以之詮釋所欲研究之行為或現象等

（Patton，2014；范麗娟，2004）。訪談透過研究者與研究參與者間之互動而進行，

本質上是一種對話與交談，研究參與者得暢所欲言，亦有決定回答與否之空間

（Babbie，2020；Yin，2016；萬文隆，2004）。而深度訪談（in-depth interview）

為質性資料蒐集之有效方法，使研究參與者談論其於研究主題上之個人經歷、感

受、意見、態度等（Charmaz，2014a；Milena et al.，2008；林淑馨，2010；陳向

明，2002），以尋求獲得深厚（deep）之資訊與理解（Johnson & Rowlands，2012）。

深度訪談創造互動之空間與情境，研究參與者得於此種空間與情境講述其經驗

（Charmaz，2014a；Flick，2022a），而研究者應以獲得詳盡之回答為目標，挑選

具親身（first-hand）經驗者作為研究參與者，並透過開放式問題對於研究參與者

之經驗與情境進行深度探索（Charmaz，2014a；Charmaz & Belgrave，2012）。而

訪談者應持真正之開放態度，傾聽並敏感地觀察，同時鼓勵研究參與者對於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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予以回應（Charmaz，2006，2014a；Nathan et al.，2019）。 

深度訪談之重點在於研究參與者對於其經歷之陳述，包括其如何描繪此種經

驗，以及此種經驗對於研究參與者所隱含之意義（Charmaz，2014a；Charmaz & 

Belgrave，2012），研究者所提出之問題將要求研究參與者描述與反思其經驗

（Charmaz，2006，2014a）。透過深度訪談，討論之主題將更為聚焦，同時提供

互動的時間與空間，使研究參與者之觀點與洞見得以浮現（Charmaz，2014a）。

人運用論述（discourses）以主張、解釋、澄清、維持、承認、擴張、限制或否認

其觀點與行動，並瞭解及定義世界所發生之一切（Charmaz，2014a，2020b）；然

而，此些論述可能多重、零散、矛盾，亦可能連貫且一致，深度訪談之靈活性使

研究者得以發現論述，並立即追問訪談中所浮現之想法與問題，研究者得透過訪

談以尋找、拼湊或重構論述，進而瞭解研究參與者之情境（Charmaz，2014a）。

據此，研究者應透過分析型問題（analytic questions）導引資料蒐集（Charmaz，

2007），藉此引出研究參與者對於特定用語、情境、事件之定義，以及其假設或

背後隱含之意義（Charmaz，2014a）。此外，研究者應創造允許研究參與者主導

對話之環境，並充當良好的傾聽者（Flick，2022a）。 

若自訪談之結構進行區分，訪談可區分為結構式（structured）訪談35、半結

構式（semistructured）訪談以及無結構式（unstructured）訪談（Brinkmann，2020；

林淑馨，2010；黃秀文，2016），本研究採取半結構式深度訪談。半結構式訪談

介於結構式訪談與無結構式訪談之間：於結構式訪談中，研究者嚴格按照特定順

序提出一系列問題，而相較於結構式訪談，半結構式訪談於問題之回答上更有彈

性，得依研究參與者之回應而對問題予以調整，更妥善地利用對話產生知識之潛

力，為研究參與者認為重要之角度與議題提供回答及澄清之空間，研究者亦不會

躲在訪談指南之後，而是於訪談中成為知識生產之參與者；於無結構式訪談中，

研究者得根據研究最終目的選擇任何相關問題，而相較於無結構式訪談，研究者

透過半結構式訪談更可關注其認為與研究相關之重要議題（Brinkmann，2020；

Flick，2022a；McCrady et al.，2010；吳嘉苓，2015；林金定等，2005）。維持訪

談問題之彈性對於扎根理論尤為重要，蓋難以透過結構式訪談激發研究參與者更

為深入之想法，進而無從獲得豐富之資訊（王守玉等，2012）。可補充者是，此

處所言之結構式與無結構式皆為相對，不存在完全結構式或完全無結構式之訪

                                                      
35 結構式訪談又可稱為「標準式訪談」（standardized interview）（Flick，2022a，p. 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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談，縱使是結構最不嚴謹之生命史（life history）訪談，僅事先準備一個問題，仍

是根據特定之對話規範以確定對話之架構（Brinkmann，2020，pp. 435-436）。 

於本研究中，研究者預先擬定訪談之大概方向，問題橫跨一系列之主題，並

允許新主題之出現，進而根據研究參與者或訪談情境，彈性調整溝通類型、訪談

問題之內容與順序等（Nathan et al.，2019；鈕文英，2024），對每位研究參與者

進行至少一次之半結構式深度訪談，視情形增加訪談次數，並使用半結構式之訪

談大綱，該訪談大綱僅作為提示，實際訪談時針對訪談情形進行調整，使研究參

與者得以自由發揮、暢所欲言，並使訪談內容更貼近於研究主題。 

肆、研究參與者與研究流程 

本研究之研究場域，為財團法人利伯他茲教育基金會之治療性社區（樂芙之

家）。財團法人利伯他茲教育基金會秉持著「一個都不放棄」之理念，堅持「如

果能救一個靈魂，不只他整個家庭蒙受其利，充滿希望，也能讓更多無辜家庭免

於受害，社會上多了一份力量」之精神，穿梭於監獄與校園（生命雜誌編輯部，

2017，頁 59），其工作任務之內容，是協助成人和青少年藥癮者及更生人復歸社

會（生命雜誌編輯部，2017，頁 61）。當前之服務項目，包含治療性社區示範中

心、藥癮成人中途之家、嘉義縣女性藥癮者中途之家「蛻變驛園」、更生受保護

人就業輔導、臺北市少年緊急短期安置庇護家園服務（選擇家園）等，並開辦社

會企業，包含七品聚圓夢餐廳、心聚點人文咖啡小棧、九個菓子銷售工作坊、心

聚點烘焙工作坊、五餅二魚古早味，以藥酒癮更生人及司法少年為主要服務對象，

透過正職人員與專業課程培訓，輔導個案考取證照，使其習得工作態度與技能，

並增加自信（財團法人利伯他茲教育基金會，2024a）。 

利伯他茲治療性社區收治 18 歲以上自願進入（可能由相關機構轉介）之男

性藥物使用者，以及司法單位轉介之 18 歲以下青少年非法藥物使用者，治療期

程基本為十二個月，期間提供包括醫療、心理、社會、職業等各層面之介入措施

或方案，希望藉由長期、穩定、安全之環境，以及基於自助與互助之生活哲學，

使藥癮者停止用藥，全面性地促成其復元（財團法人利伯他茲教育基金會，

2024b）。此外，根據研究參與者 Jennifer（專業工作者）之描述，利伯他茲治療

性社區於設立時雖參考其他藥癮治療性社區之模式，然較為特別者是，其位於都

市當中，是所謂都市型治療性社區，此與其他藥癮治療性社區較為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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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的所謂治療性社區，呃，在臺灣啦齁，就是比較偏遠的地方，

然後在山裡面啊……我們等於是在都會裡面，所以我們想要做一個

這樣的嘗試……我們也有一個機會，讓我們可以到紐約去看一看，

在紐約的，紐約比較，比較，比較也不是山區，就是比較是都市裡

面的社區，治療性社區，我們去參訪，然後就發現，誒，其實是可

能的，可以做的，然後我們就回來就逐步的形成，在這裡的一些模

式，當然會參考，因為我們不會是，我們不是，一定也會參考一些

其他前輩，包括他們，包括茄荖，他們已經，它是一個比較，所謂

的公部門唯一的一家，所以比較，會有一些參考他們已經既定的一

些，呃，運作的一些方式，我們，我們都有也一併參考。（Jennifer） 

本研究之研究參與者，為利伯他茲治療性社區內之工作人員、居民以及已復

元之前居民，研究參與者之數量隨資料蒐集過程而滾動調整。其中，若研究參與

者為工作人員，其於利伯他茲治療性社區之工作年資應至少一年以上；若研究參

與者為居民，須年滿 18 歲以上，並至少須於利伯他茲治療性社區中進行六個月

以上之治療；若研究參與者為已復元之前居民，須年滿 18 歲以上，並至少須曾

於利伯他茲治療性社區中進行六個月以上之治療，且其離開利伯他茲治療性社區

時，是經工作人員評估認定已達成處遇目標者，而非因無法適應或重大違規等情

形離開者。 

如文獻回顧所述，無論是藥癮治療性社區之居民，抑或是工作人員，皆於居

民本身與其他居民之復元歷程中扮演重要角色，Smiley-McDonald and Leukefeld

（2005）亦建議可從個案與工作人員兩者之角度瞭解治療歷程，且國內較少研究

納入工作人員之觀點，故本研究選擇工作人員與（前）居民作為訪談對象。同時，

鑒於復元程度之不同，居民與已復元之前居民可能有不同之經驗與感受，故本研

究對於居民與已復元之前居民進行抽樣時，盡可能涵蓋現尚於利伯他茲治療性社

區進行治療之居民、治療後於社區中擔任工作人員幫助他人之前居民、完成治療

已離開利伯他茲治療性社區且開展自己生活之前居民，此三群體對於參與藥癮治

療性社區之經驗，皆可能因其當前之角色而有不同之理解。 

本研究之資料蒐集流程，是先對利伯他茲治療性社區之工作人員發出訪談邀

請，進而訪談願意接受本研究訪談之工作人員，每次訪談約六十分鐘至一百二十

分鐘左右。如此除得先行瞭解利伯他茲治療性社區之具體運作方法外，亦得藉此

調整對於居民或已復元前居民之訪談大綱，避免對其造成傷害。而後請工作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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介紹適合接受訪談且符合條件之其他工作人員、居民以及前居民，並對之提出訪

談邀請，徵求其同意，進而訪談願意接受本研究訪談之工作人員、居民以及前居

民，每次訪談約六十分鐘至一百二十分鐘左右。具體之訪談時間、訪談地點由研

究參與者決定，研究者則配合之。於訪談前，研究者會先說明研究目的、訪談預

計進行方式、研究參與者相關權益等資訊，待取得研究參與者同意後才會開始進

行訪談。此外，本研究於蒐集訪談資料之同時，亦持續蒐集、閱讀與整理大量文

獻，以形成系統性之論述。本研究整體研究流程如下圖 3-2-1 所示。 

 

圖 3-2-1  研究流程圖 

最終，本研究訪談 10 位研究參與者，訪談進行時間自 2024 年 4 月中旬至

2024 年 5 月中旬，歷時約一個月，訪談地點皆於利伯他茲治療性社區之辦公室，

每場訪談所花費時間平均約七十八分鐘。基於研究倫理，研究者以隨機英文名字

作為研究參與者之代稱，此些英文名字皆未與研究參與者現實之英文名字對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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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受本研究訪談之 10 位研究參與者中，其中 5 位為工作人員，包含 Jennifer、

Jessica、Elizabeth、Michael、Daniel。鑒於一一列出工作人員之工作職稱，恐不

易維持匿名性，故以下僅列出基本資料，包含服務年資（截至 2024 年 5 月）、背

景（專業工作者或已復元者）以及約略之工作內容，相關資訊如下表 3-2-1 所示。

須注意者是，此處之已復元者 Michael 與 Daniel 是曾具藥癮經歷且已復元者，然

兩者皆非於利伯他茲治療性社區完成治療者。 

表 3-2-1  接受訪談之工作人員基本資料 

 
於藥癮治療性社區之 

服務年資 
背景 工作內容 

Jennifer  四年以上 專業工作者 藥癮治療性社區之 

發起、規劃、督導 

Jessica 四年以上 專業工作者 居民之直接服務 

Elizabeth  四年以上 專業工作者 居民之直接服務 

Michael 四年以上 已復元者 居民之生活輔導 

Daniel 一年以上，兩年未滿 已復元者 居民之生活輔導 

另外，本研究訪談利伯他茲治療性社區之居民 3 位，包含 John、William、

James；並訪談已完成利伯他茲治療性社區之治療且開展自己生活之前居民 2 位，

包含 Robert 與 Andrew。而本研究原欲訪談之研究參與者，包含完成治療後於社

區中繼續擔任工作人員幫助他人之前居民，然研究者進行訪談後發現，由於利伯

他茲治療性社區成立於 2019 年，根據研究參與者 Elizabeth（專業工作者）之說

法，時至今日僅曾有 1 位於完成治療後擔任利伯他茲治療性社區之工作人員，然

其後該工作人員復發，因此再度入住利伯他茲治療性社區。本研究進行訪談之當

下（2024 年 4 月至 5 月間）則未有完成利伯他茲治療性社區治療之前居民專門

於社區內擔任工作人員，此與美國大量運用已復元前居民之情形不甚相同。 

我們之前有一個學員就是他待了第二年的時候，對他就是，呃，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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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比較穩定了，他也很熟悉我們的社區規範，所以那時候我們就是，

呃，他就變成像是助理的管理員或者是助理這樣子。……後來他就

又回來重新申請我們的服務，所以又成為我們的學員，對對對，過

去曾經有一個是這樣。不過，……因為我們 108 年才開始啦，所

以你說到現在大概四年多五年，我們真的就是很穩定的學員，然後

再回來我們這邊工作的相對少啦。（Elizabeth） 

雖至目前為止，利伯他茲治療性社區較少運用自該社區中完成治療之前居民

作為工作人員。不過，工作人員 Michael 與 Daniel 本身是已復元者，具有復元經

歷，類似於自藥癮治療性社區完成治療之前居民作為工作人員，或可提供其復元

經歷如何影響居民邁向復元之洞見，因此本研究邀請 Michael 與 Daniel 成為本研

究之研究參與者。同時，本研究亦邀請 Elizabeth 所提及之學員成為本研究之研

究參與者（即居民 William），蓋其雖是第二次入住，已回歸居民之身分，然其曾

擔任工作人員以及復發之經歷亦值深入瞭解。針對接受訪談之 5 位居民與前居

民，所列出之基本資料包含其身分(居民或前居民)、年齡、用藥齡、先前曾使用

之藥物種類、於進入利伯他茲治療性社區前曾待過之機構或曾接受之其他處遇、

(曾)於藥癮治療性社區內之時長（截至 2024 年 5 月）六者，相關資訊如下表 3-

2-2 所示 

表 3-2-2  接受訪談之居民與前居民基本資料 

 身分 年齡 用藥齡 

先前曾使用 

之 

藥物種類 

機構或 

其他處遇 

（曾）於社

區內之時長 

Robert 前

居

民 

31 歲 

至 

35 歲 

一年 

以上 

五年 

未滿 

搖頭丸、K

他命、（甲

基）安非他

命 

強制住院、

其他藥癮治

療性社區 

約九個月 

Andrew 前

居

民 

46 歲 

至 

50 歲 

二十年 

以上 

搖頭丸、K

他命、安非

他命 

監獄，無其

他與戒癮相

關處遇 

約一年 

 
 

 
 

 

 

 

 
 （續下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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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身分 年齡 用藥齡 

先前曾使用 

之 

藥物種類 

機構或 

其他處遇 

（曾）於社

區內之時長 

John 居

民 

31 歲 

至 

35 歲 

十年 

以上 

十五年 

未滿 

安非他命、

搖頭丸、K

他命、神仙

水、RUSH 

戒癮門診、

減害團體、

中途之家、

其他藥癮治

療性社區 

約一年半 

William 居

民 

41 歲 

至 

45 歲 

十年 

以上 

十五年 

未滿 

海洛因、搖

頭丸、K 他

命、安非他

命、大麻 

監獄、其他

藥癮治療性

社區 

第一次約兩

年十個月；

第二次約一

年一個月 

James 居

民 

41 歲 

至 

45 歲 

二十年 

以上 

安非他命 強制住院，

無其他與戒

癮相關處遇 

約一年 

一個月 

第三節 研究工具 

壹、研究者 

研究者是研究工具之一（范麗娟，2004；黃秀文，2016），更是研究之一部

分（Charmaz，2006，2014a），蓋研究者與研究參與者之互動會影響資料蒐集之

完整度，以及訪談內容之理解與呈現。研究者為國立臺北大學犯罪學研究所三年

級之碩士生，對於藥物使用與藥癮治療性社區相關議題有基礎之認識。於進行訪

談前，研究者已閱讀相關文獻，包含藥癮治療性社區、藥癮復元、正向犯罪學、

修復式正義等相關之國內外著作與期刊論文，以確立研究方向與擬定訪談問題，

並藉由深入瞭解藥癮者之處境，避免研究過程造成傷害。研究者於犯罪學研究所

曾修習「毒品問題與對策」、「社會科學研究法」、「質性研究」、「被害者學」、「刑

事司法體系研究」等課程，以增加對於藥物成癮議題之理解，並具備進行質性研

究所需之基本能力。另外，研究者亦接受並通過法務部舉辦之「修復促進者培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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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溝通技巧、如何採取正向與尊重之表達方式有基礎理解，得避免於訪談過程

中可能產生之傷害。 

貳、訪談大綱（訪談指南） 

若要開始扎根理論研究，需要設計一些廣泛、開放之訪談問題，在訪談時可

集中於此些訪談問題，邀請研究參與者詳細討論之。透過開放式之問題設計，可

能會浮現出意料之外的陳述與故事（Charmaz，2014a）。而深度訪談是用以探索

（explore）而非訊問（interrogate）（Charmaz，1991），因此 Charmaz（2014a）建

議，訪談指南（guide）36本身應是靈活的工具，應擬定訪談指南，以利思考得以

幫助研究者實現研究目標之各類問題，同時避免尷尬、具攻擊性之問題。設計訪

談指南尚有其他益處，如建構訪談問題得避免具誘導性之問題，亦有助於研究者

覺察存於己身的先入之見（Charmaz，2020a）。此外，於訪談過程中，研究者得

透過訪談指南界定所欲探討之議題，縱使研究參與者不同，亦能更為全面且有系

統性地圍繞於研究議題之上，並得於訪談情境中妥適分配時間（Patton，2014）。 

並非所有研究皆須使用十分詳盡之訪談指南（Charmaz & Belgrave，2012）。

然而，當研究者努力創造、修改、微調訪談問題時，研究者即得更好地掌握於特

定時機下，如何提出此些問題，縱使訪談時可能不會全然按照指南之問題進行訪

談，甚至棄之不顧，但研究者將透過訪談指南設計與修改之過程，牢記精心設計

之問題如何形成（Charmaz，2014a）。據此，訪談指南僅是提醒、提示，無須拘

泥於訪談指南中問題之順序與所使用之語言（林淑馨，2010；陳向明，2002）。

同時，研究者須不斷反思訪談問題，以及此些問題是否適合研究參與者與扎根理

論之建構（Charmaz，2014a），隨資料蒐集與分析而修改、調整之（Charmaz，2014a；

林淑馨，2010；陳向明，2002），以新增欲探究之問題，並刪除不相干之問題

（Charmaz，2020a）。若研究者在心中存有問題，有助於研究者在研究參與者提

到某個重要問題的答案時，順勢回到該話題上（Charmaz，2014a）。 

針對訪談問題，Hermanowicz（2002）指出訪談問題本身不宜過於籠統，但

於訪談進行前難以判斷問題是否過於籠統，故研究者於訪談時若發現問題只能得

到籠統的回答時，則須進一步提出更具體之問題。另外，Davidson et al.（2023）

                                                      
36 林金定等（2005，頁 124）譯為「訪談指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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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為於訪談結束前可加上類似「您還想分享什麼想法？」此種開放式問題，而非

「您還有沒有想分享的事物？」此種封閉式問題，蓋此種封閉式問題往往會得到

「沒有」的答案，而開放式問題則或許可得到意想不到之觀點。因此本研究於訪

談大綱最後加入類似此種開放式問題。 

本研究設計之訪談大綱如附錄一所示，針對訪談藥癮治療性社區之工作人員

以及訪談藥癮治療性社區之居民或已復元前居民而有不同設計。同時，研究者依

照每次訪談所獲得之資料與訪談當下之情形，進行訪談大綱之發展與調整。 

參、訪談筆記 

對於進行深度訪談之研究者，必須於訪談當下進行相關記錄，並於訪談後檢

閱訪談筆記（Babbie，2020；Nathan et al.，2019），除可找出特別有效與應問而

未問之問題，於下次訪談時即可提出此些問題外（Babbie，2020），亦有助於事後

之分析與研究之嚴謹性（Nathan et al.，2019）。Braun and Clarke（2022）則鼓勵

研究者於整個研究過程中撰寫反思筆記（reflexive journal）37，以記錄研究者之反

思與洞見，同時將寫作之實踐作為深化反身性之工具。 

訪談筆記可讓研究者察覺研究方法傾向或個人傾向，並幫助研究者更清楚訪

談之情境與脈絡，進而得使研究者清楚構思如何分析資料，亦得作為日後進行訪

談之參考與檢討基礎（Yin，2016）。Nathan et al.（2019，p. 407）指出反思之面

向可包括對自己作為訪談者之反思，如：訪談進行得如何？哪些環節有待改進？

所發生之事是否有不同之處理方式？研究參與者是否提出於本研究中未曾考慮

過之問題或觀點？等；亦包括對於研究參與者以及訪談環境之紀錄，如：訪談環

境是嘈雜繁忙或安靜舒適？是否有技術性問題有待解決？等。謝秀芳（2002，頁

51）則指出可記錄訪談之時間、地點、事物、研究參與者之表情與動作等，以補

充訪談過程中之主觀印象與親身感受。本研究依循前述之建議，於每次進行訪談

結束後之當天或隔天撰寫訪談筆記進行記錄，以利對訪談過程進行反思與改進。

訪談筆記之格式如附錄二所示。 

                                                      
37 黃秀文（2016，頁 152）譯為「省思札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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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資料分析 

壹、扎根理論之編碼 

分析（analysis）是研究者為形成解釋與賦予意義，對於所蒐集資料進行主動

詮釋之過程（Earl Rinehart，2021）。「說故事」（telling a story）與「行論證」（make 

an argument）於質性資料分析中尤其重要，所蒐集之質性資料並非不言而喻，必

須論證什麼資料重要，以及此些資料代表之意義為何（Braun et al.，2022），故如

何分析資料實屬重要。扎根理論具有系統性之分析策略，以編碼作為主要方式，

兼備明確性與靈活性（Charmaz，2008b）。所謂編碼，是指用標籤以命名分段後

之資料，如此可同時範疇化、總結並解釋每筆資料（Charmaz，2006，2014a，2017c，

2020a）。研究者透過編碼定義資料中所發生者，並開始探究其中之意義（Charmaz，

2005，2006，2014a，2020a，2021；Tweed & Charmaz，2012）。Charmaz（2017c）

認為，編碼是種啟發式手段（heuristic device），屬研究者定義資料、拓展視野、

提出問題之方式，符碼則反映出研究者於特定時間點所定義者，而非固有真理

（inherent truths），可能有所改變。於扎根理論中，資料蒐集與資料分析兩者相輔

相成（Thornberg et al.，2014），Charmaz（2014a）建議於研究初期即對所有資料

進行編碼，進而繼續蒐集資料，早期之符碼將有助於迅速確定聚焦符碼，並影響

資料蒐集之方向。以下將介紹建構主義式扎根理論之編碼階段，此些階段雖於程

序上有其先後，然非線性進程，而是來回進行（Charmaz，2014a，2020a；藍佩

嘉，2015）。 

附帶說明者是，有論者認為若非透過轉錄工具而是親自進行轉錄，則有機會

提升對於資料理解上之深度（depth）與廣度（breadth），因此應盡量親自轉錄內

容；縱使使用相關轉錄工具，仍應再次聆聽錄音以檢查準確性，並可同時對於感

興趣之部分進行註記（Thompson，2022）38。Charmaz（2006，2014a）亦指出，

透過仔細聆聽訪談之錄音，將有助於探究研究參與者之情感與觀點。同時，訪談

逐字稿須逐字謄寫，以忠於研究參與者之原意（萬文隆，2004，頁 21）。詳盡確

實之逐字稿不僅可使資料分析接近原貌，更得以瞭解研究參與者意念之來龍去脈

（林金定等，2005，頁 132）。 

                                                      
38 類似建議，可見范麗娟（2004，頁 98-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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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每次訪談後，即先透過軟體 WhisperDesktop 轉錄初步之訪談逐字稿，

再親自聆聽訪談之錄音，以盡可能完整逐字稿之內容。完成每一場逐字稿之內容

後，本研究馬上進行初步編碼，並依訪談情形與初步編碼結果修改訪談大綱，由

此調整下一次訪談之資料蒐集方向。另外，本研究使用質性資料分析軟體

MAXQDA2020，以協助研究者進行編碼與備忘錄之撰寫。須注意者是，軟體僅

是用於減輕分析之負擔、減少分析過程所需之時間，無法代替研究者思考，閱讀、

編碼、再次閱讀、撰寫備忘錄、再次編碼等仍是研究者須親自進行之工作

（Charmaz & Belgrave，2012）。 

貳、初步編碼 

初步編碼（initial coding）為建構主義式扎根理論編碼之首要階段。於初步編

碼時，須仔細閱讀資料（Bryant，2020；Charmaz，2006，2014a；Thornberg et al.，

2014），目標是在過程中對於所有可能之理論方向保持開放態度，以探索資料中

任何理論可能性（Charmaz，2006，2014a）。初步編碼應緊貼資料，試著理解每

個資料片段中之行動，而非將既有範疇應用於資料之上（Charmaz，2006，2014a；

Thornberg et al.，2014）。初步符碼是暫時性（provisional）、可比較且以資料為基

礎，研究者須對其他分析可能性持開放態度，必要時改寫符碼以更適切於資料，

試圖創造最適合於資料之符碼，並持續蒐集資料以探索與豐富符碼（Charmaz，

2006，2014a；Thornberg & Charmaz，2014）。於初步編碼時，本研究將先進行逐

行編碼（line-by-line coding），並持續進行比較，逐行編碼將使研究者以新的方法

思考蒐集而得之材料，幫助研究者看見日常生活中未被探索之模式、拆解事件並

分析之，以深入至現象當中，且此有助於於後續訪談時更為聚焦（Charmaz，1996，

2005，2008b，2008d，2012a，2012b，2014a，2020a；Charmaz & Thornberg，2021）。

本研究節錄部分研究者與研究參與者 William 之訪談內容，以及研究者之初步編

碼，作為初步編碼之範例，如下表 3-4-1 所示，本研究採取逐行編碼之方式，並

盡可能使符碼貼近於訪談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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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4-1  初步編碼範例 

訪談內容 初步編碼 

研究者：  那中間有想過要斷了這個？  

William： 從來沒有。 年少未曾想過戒除 

研究者：  怎麼說？   

William： 因為我不覺得它是毒品，那時候我危機

意識沒有那麼高，因為我想說我既不販

賣，我只是吸食而已，我也不會一次拿

很多東西，那我用自己的錢花，買自己

想要用的東西，不是，不是什麼很大的

問題啦，是不是。這就是問題所在，因

為我都給，都給自己吸毒合理化，所以

那個時候就想，反正就是，就是不斷地

使用、不斷地使用，因為我那時候女朋

友有很多，我有非常多女朋友，對啊，

然後就滿，滿，也滿風流的啊，對啊，

也是因為使用藥物在，在，在那樣的事

上會覺得很興奮，非常興奮。 

對藥物未有認知 

危機意識較低 

認為自己適量使用 

自掏腰包購買藥物 

認為買藥非問題 

現在始意識到問題 

對用藥合理化 

不斷用藥 

擁有許多女朋友 

擁有許多女朋友 

當時處處留情 

藥物對性行為帶來興

奮感 

參、聚焦編碼 

聚焦編碼（focused coding）是第二個主要階段，用以確定（pinpoint）與發展

顯著（salient）之符碼，此些符碼於初步符碼中出現頻率較高，或較其他初步符

碼重要（Charmaz，2008b，2014a，2020a；Charmaz & Belgrave，2012；Charmaz 

& Thornberg，2021；Thornberg & Charmaz，2014）。研究者透過處理初步符碼並

揀選出聚焦符碼，將其作為分析初期之核心，並暫時移除多餘之內容，研究者進

而得使用其對大量資料進行篩選（sift）、分類、綜整與分析（Charmaz，2014a）。

於此階段須決定哪些初步符碼最具分析性意義，使研究者得對資料進行清晰且完

整之範疇化，可能包括對初步符碼進行編碼（Charmaz，2014a；藍佩嘉，2015）。

聚焦編碼並非簡單地選擇並使用研究者感興趣之符碼，反而是要更加投入瞭解初

步符碼所欲表達者，以及進行初步符碼間、初步符碼與資料間之比較，進而構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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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澄清範疇，看見範疇間之關係與模式（Charmaz，2014a，2020a）。與初步編碼

相同，聚焦編碼亦是浮現之過程，意想不到之想法會於比較之過程中不斷浮現，

兩者皆非將預設之解釋或架構強加於資料之上（Charmaz，2006，2008b，2014a；

Thornberg et al.，2014；朱美娟，2021）。本研究再以表 3-4-1 所節錄與研究參與

者 William 之訪談內容為例，William 當時用藥是認為藥物是一種可購買與使用

之商品，使用此種商品更能於性行為上帶來快感，即 William 當時購買藥物是為

以藥助性。對於此處之內容，本研究認為似未有初步符碼相較其他初步符碼重要，

故本研究決定對初步符碼進行編碼，以「用藥之價值」作為聚焦符碼，蓋 William

用藥之目的是以藥助性，此種價值之存在使 William 願意以金錢換取藥物，並導

致其認為用藥並非問題，故「用藥之價值」較能展現初步符碼所欲表達者。聚焦

編碼之範例如下表 3-4-2 所示。 

表 3-4-2  聚焦編碼範例 

訪談內容 聚焦編碼 

研究者：  那中間有想過要斷了這個？  

William： 從來沒有。  

研究者：  怎麼說？   

William： 因為我不覺得它是毒品，那時候我危機

意識沒有那麼高，因為我想說我既不販

賣，我只是吸食而已，我也不會一次拿

很多東西，那我用自己的錢花，買自己

想要用的東西，不是，不是什麼很大的

問題啦，是不是。這就是問題所在，因

為我都給，都給自己吸毒合理化，所以

那個時候就想，反正就是，就是不斷地

使用、不斷地使用，因為我那時候女朋

友有很多，我有非常多女朋友，對啊，

然後就滿，滿，也滿風流的啊，對啊，

也是因為使用藥物在，在，在那樣的事

上會覺得很興奮，非常興奮。 

用藥之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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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理論編碼 

理論編碼（theoretical coding）是於聚焦編碼後精密複雜（sophisticated）之編

碼層次（Charmaz，2006，2014a）。使用理論符碼之目的在於將資料與聚焦符碼

理論化（theorize）（Charmaz，2014a），其將有助於研究者之分析連貫且易懂

（Charmaz，2006，2014a）。至於應以何者作為理論符碼，未見定論。Charmaz

（2014a）指出，扎根理論家傾向採用各自學科（discipline）內之概念作為理論符

碼，或是於學科內無此類概念時借用其他學科之概念。其亦提醒，研究者固可使

用理論符碼幫助澄清與加強分析，然應避免以理論符碼強加框架於資料之上

（Charmaz，2014a）。 

伍、備忘錄之撰寫 

撰寫備忘錄（memo-writing）於完善範疇與分析上扮演重要角色（Charmaz & 

Belgrave，2012；Flick，2018a）。備忘錄之撰寫應是自然而然（spontaneous），而

非透過機械性操作產出之（Charmaz，2006，2014a），研究者將於備忘錄中寫下

符碼、浮現之範疇、範疇間之連結、研究中出現之問題與思考等（Charmaz，2017c；

Thornberg & Charmaz，2014；Tweed & Charmaz，2012），使研究者得對資料、符

碼以及浮現之範疇進行檢驗、比較、分析與反思（Belgrave & Charmaz，2014；

Charmaz，2006，2012b，2014a，2020a；Charmaz & Thornberg，2021；Thornberg 

et al.，2014），並得將資料與研究者之原始詮釋進行連結，以避免將資料套入現

有之理論（Charmaz & Belgrave，2012）。備忘錄將反映出符碼間與範疇間之細微

差異、研究者之推論等（Saldaña，2020），扎根理論家得透過備忘錄對分析之過

程進行闡釋，完善本身之想法，為論文提供撰寫之基礎（Charmaz，2014a；Charmaz 

& Belgrave，2012），且得避免被成堆未經消化之資料淹沒（Charmaz & Belgrave，

2012）。本研究於分析之始即撰寫備忘錄，以利後續資料蒐集與分析之進行。 

第五節 研究倫理 

壹、研究倫理概說 

質性研究中存在倫理問題，包含有易受傷害之研究參與者、研究議題本身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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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之敏感性、使用對情緒造成負擔之訪談問題等（Potthoff et al.，2023），故研究

倫理之恪守對於質性研究而言實屬重要。與犯罪學相關之質性研究，亦須考量倫

理之相關議題，更屬毋庸置疑，蓋犯罪學研究常圍繞在敏感行為，且研究參與者

通常較為弱勢（Faria，2023）。而本研究以鈕文英（2024，頁 123-145）所整理對

於研究參與者之倫理原則為論述架構，所遵守之研究倫理如下所示。須注意者是，

有論者反對制式化倫理原則之適用，Wiles（2013）即指出，將知情同意、匿名等

視為所有研究中必須遵守之基本原則，事實上扼殺了研究者於其研究脈絡下，以

滿足研究參與者需求之方式進行研究的可能。據此，本研究雖採用此架構，然所

採之研究倫理，皆為本研究之研究脈絡下所必要者，併此敘明。 

貳、以誠實且尊重之態度對待研究參與者 

研究者須保持誠實的態度公開自己之身分與目的（鈕文英，2024，頁 124），

除非出於正當原因，否則不得對研究參與者說謊（Kraska et al.，2020）。於本研

究中，研究者於訪談前皆向研究參與者公開研究者之身分、研究目的、訪談之方

向等，對於研究參與者保持誠實之態度。 

研究者亦須尊重研究參與者之權益與差異性，並信守對其所為之承諾（鈕文

英，2024，頁 125）。尊重是一種禮貌，亦代表承認研究參與者之尊嚴，無論研究

參與者之表達是否與研究者之價值觀相悖，研究者均應尊重研究參與者

（Hermanowicz，2002）。由於研究者之目的在於瞭解研究參與者之思考、重視其

感受，故應尊重其對於行為或現象之詮釋，而非強加研究者自身之觀點於研究參

與者之上（Charmaz，2004；范麗娟，2004）；同時，研究者之訪談方法、問題、

所運用之詞彙，以及訪談中之互動風格，皆應尊重研究參與者之傳統與情境

（Charmaz，2014a）。於本研究中，研究者對於研究參與者採取開放之心態進行

訪談，並尊重研究參與者之任何價值觀與想法，而非以鄙視、傲慢之心態進行評

價，且遵守如寄送逐字稿之承諾。 

參、尊重研究參與者之隱私及注意保密與匿名原則 

研究者須尊重研究參與者之隱私（Flick，2018a；Kraska et al.，2020；林淑

馨，2010；陳向明，2002；鈕文英，2024；潘淑滿，2022），非出於正當目的不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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侵犯其隱私（Kraska et al.，2020）。研究參與者有控制他人獲得哪些與其本身相

關資訊之權利（畢恆達，2015a），尤其是於訪談問題上，研究者不應針對不必要

之問題進行過多之詢問（Flick，2022a）。於本研究中，研究者於深度訪談時，盡

可能尊重研究參與者之表達意願，並於每次訪談前強調其有選擇表露或不表露想

法之自由，且於訪談過程中不過問不必要之問題。 

研究者亦須注意保密（confidentiality）與匿名（anonymity）之原則（Flick，

2018a，2022a；Goodwin et al.，2019；Miller et al.，2010；Wiles，2013；林淑馨，

2010；陳向明，2002；鈕文英，2024；潘淑滿，2022），此二原則貫穿整個研究

過程，並及於其他研究參與者（Clapp et al.，2023）。與前述隱私不同者是，隱私

所涉及之對象是人，而保密與匿名涉及之對象則是資料（畢恆達，2015a）。由於

本研究之研究參與者除工作人員外，亦包含曾經用藥者，故匿名即屬相當重要之

措施。Maxfield and Babbie（2017）提及，研究者必須認識到，若研究參與者被

要求揭露較為敏感或汙名之行為（如本研究之用藥行為即屬之），其可能因此感

到不安。事實上，由於藥物之汙名化加上刑罰之威脅，使得用藥者被邊緣化，以

致於大多數用藥者不願說出自己的故事（Whiteacre & Pepinsky，2002）。Taylor

（2015）亦指出，於透露敏感資訊或非法行為時可能造成傷害，尤其是易受傷害

之研究參與者，而匿名則可避免此種情形。因此，於本研究中，研究者以英文名

字作為代稱之方式於論文中呈現研究參與者之資料，此些英文名字是由研究者隨

機命名，非研究參與者現實之英文名字。至於資料之部分，研究者將訪談之原始

資料（錄音、逐字稿等）妥善保存，且訪談逐字稿之轉錄、訪談內容之分析等，

均由研究者本人親自進行，以避免相關資料外洩。 

「內部保密性」（internal confidentiality）（Wiles，2013，p. 47）亦是本研究

所注重者，若研究參與者可能相互認識，則於研究中應盡可能保護研究參與者不

被他人認出（Flick，2018a）。據此，研究者未向利伯他茲治療性社區內之其他人

透漏訪談所得之內容，如研究者未向工作人員說明自居民、前居民或其他工作人

員之處所得之訪談內容，亦未向居民表示自工作人員或其他居民、前居民之處所

得之訪談內容。此外，於資料分析上，若涉及對利伯他茲治療性社區或他人之負

面評價，則改以英文字母作為代稱，透過英文名字與英文字母分離之方式，使其

他研究參與者無法猜測其身分，同時維持資料之完整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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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避免研究參與者受傷害並使其受惠 

研究者應盡可能避免研究參與者受到傷害，此為進行任何研究最為重要之倫

理考量（Faria，2023；Flick，2018a，2022b；Miller et al.，2010；Orb et al.，2001；

Traianou，2020；林淑馨，2010；畢恆達，2015a，2015b；鈕文英，2024）。應遵

從「不傷害」（do no harm）原則，減少任何可能對其造成傷害之風險（Clapp et 

al.，2023；Faria，2023），以確保研究參與者之安全與福祉（Sperling，2022），無

論如何皆不得不顧及其安全與福祉或犧牲之（Faria，2023）。當然，此並不代表

因有受傷害之可能即得剝奪成為研究參與者之機會，蓋此家長式（paternalistic）

之做法反而否定研究參與者之自主權與選擇自由（Orb et al.，2001），更可能於無

形之中透過研究將邊緣群體排除於外（Pickering，2018）。以本研究為例，若因預

設藥癮治療性社區之居民過於脆弱而決定不予訪談，未予其機會自己為決定，使

其自身經驗無法被知悉，乃變相剝奪其自主權與選擇自由。須補充者是，雖然有

些研究倫理要求應完全避免傷害，然潛在傷害之類型範圍與嚴重程度各有不同，

完全避免傷害應無可能（Traianou，2020，p. 87）。因此，本研究表明盡可能避免

之，是出於對避免傷害有其極限之認識。 

於本研究中，當研究者要求研究參與者透露其內在想法與行動時，可能使其

暴露於某種程度之痛苦當中（Babbie，2020）；或是研究者於研究過程中，可能問

及使研究參與者困窘尷尬、悲傷痛苦之問題（Charmaz，2014a；黃秀文，2016）。

此時，研究參與者之舒適度應較研究者所能獲得之資料多寡重要（Charmaz，

2006，2014a；Charmaz & Belgrave，2012）。雖然於 Sikweyiya and Jewkes（2013）

之研究中發現，研究參與者可能因回答較為敏感之問題而感到不適與痛苦，但並

不代表已對其造成心理傷害（psychological harm）。然而，訪談問及用藥相關問

題，仍可能使研究參與者感到困擾或痛苦（Allan，2019；Sperling，2022），故研

究者應注意研究參與者表達痛苦之不同形式，包括流淚、聲音顫抖、目光呆滯等

（Allan，2019）。因此，於本研究中，研究者時時注意之，使研究者本身對此等

情形有所覺察，並適時提醒研究參與者，可以選擇不予回答。另外，工作人員是

有效之守門人（gatekeepers），得保護居民免於傷害（Allan，2019）。據此，本研

究採取先訪談工作人員之方式，再透過工作人員之引薦，介紹適合接受訪談之居

民或前居民，使居民或前居民得透過工作人員之把關免於可能之傷害。研究者亦

於研究中尊重研究參與者之想法，例如研究參與者認為某些描述、陳述不適合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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錄（錄音、手寫筆記等），或認為不適合呈現於研究結果之書面當中，則研究者

會中斷錄音、不予記錄，亦不會將該內容呈現於書面當中。同時，研究者在研究

參與者之同意下，將訪談逐字稿寄予研究參與者，使研究參與者得以確認研究者

所欲分析之內容是否會造成其傷害，或是否有應修正之處。 

此外，研究者應使研究參與者直接或間接受惠（鈕文英，2024，頁 131）。於

本研究中，若研究參與者是利伯他茲治療性社區之工作人員或已復元之前居民，

研究者予以新臺幣六百元之金錢回饋，以感謝其貢獻，並告知本研究預期之學術

與實用價值。須澄清者是，或有認為不應給予藥癮者金錢回饋，否則有使其得以

購買藥物而再次用藥之虞，然似無研究證實此種預設之風險終將實現，此想法應

屬杞人憂天，反而諸多藥癮者將參與研究視為工作；況且，藥癮者本即有權按己

之意願花費參與研究所取得之費用，斷然不給予金錢回饋，是一家長式且不切實

際之作法（Pickering，2018）。簡言之，藥癮者應如同其他研究參與者般，因付出

勞力與心力參與研究而受惠（Miller et al.，2010）。本研究認為，給予金錢回饋得

作為對於藥癮者知識之認可、時間成本之補償，甚至作為其工作形式之一，縱使

給予之回饋為金錢，亦應無不妥之處。此外，研究者與工作人員進行討論後，工

作人員認為此種形式尚屬妥適。因此，若研究參與者為仍於利伯他茲治療性社區

內之居民，本研究亦給予新臺幣六百元之金錢回饋，以感謝其對於研究之貢獻。 

伍、取得研究參與者之知情同意 

研究者於開始進行訪談前須取得研究參與者之知情同意（informed consent）

（Clapp et al.，2023；Flick，2018a，2022a，2022b；Kraska et al.，2020；鈕文英，

2024）。知情同意之立論根基是出於對自主（autonomy）之尊重，即研究者應尊

重人對其生活為決定之能力與權利（Traianou，2020）。而所謂知情同意，是指應

使研究參與者充分被告知參與研究之意義、完整之研究資訊、參與之風險與權益、

所蒐集資料之保存與應用等（潘淑滿，2022，頁 405），在未有任何強制、脅迫或

不當利誘之情形下（Miller et al.，2010），基於此些資訊而為參與研究之自願同意

（Flick，2022b；Goodwin et al.，2019）。換言之，須使研究參與者瞭解：為何要

進行研究與所欲達成之目標（研究動機與目的）、研究與何者有關（研究內容）、

研究將如何進行（研究步驟）、參與研究所需之時間、研究將如何利用與公開、

參與研究之風險與好處、如何處理匿名與保密之問題等（Miller et al.，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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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tton，2014；Wiles，2013；余漢儀，2015；畢恆達，2015a，2015b；潘淑滿，

2022），進而使其於瞭解充分資訊之情形下，擁有同意或拒絕參與研究之權利與

機會（Flick，2018a；畢恆達，2015b）。此不僅關乎研究倫理，亦將影響資料蒐

集之品質（余漢儀，2015）。Sikweyiya and Jewkes（2013，p. 1006）建議，研究

者應利用此過程提醒研究參與者本研究之目的，並藉此澄清參與研究可能會與不

會產生之結果，包括可能獲得之好處與風險。尤其是於藥癮相關研究中，應於知

情同意書中告知造成痛苦之可能性（Allan，2019）。當然，研究者與研究參與者

皆不一定能事先知曉研究過程中可能出現之所有問題（Wiles，2013），然研究者

仍應盡其可能，使其本身對於可能造成研究參與者或其他人之傷害或風險有所認

識（Faria，2023）。 

研究參與者於任何時候皆得撤銷同意並退出研究是知情同意之一部（Wiles，

2013；余漢儀，2015；潘淑滿，2022），代表研究者須確保研究參與者對於參與

研究之持續（ongoing）同意，並使研究者本身得敏感地認識到研究參與者所表達

退出研究之意願（Wiles，2013）。Calman et al.（2013）於其對癌症患者之縱貫性

（longitudinal）質性研究中，即強調同意是持續之過程，其於第一次訪談前以書

面取得研究參與者之同意，並於後續訪談前皆以口頭確認是否同意進行訪談，且

提醒研究參與者錄音可隨時中斷，訪談亦可隨時終止。因此，並非於研究之初獲

得同意即一勞永逸（Goodwin et al.，2019），而是自始至終皆須得之。 

於本研究中，研究者清楚地告知研究參與者研究之目的、研究之過程（如深

度訪談之次數）、如何處理與呈現研究發現、可能存在之風險（如某些訪談問題

較為敏感，可能使研究參與者感到困擾或痛苦）等，並強調同意是持續之過程，

於研究過程中可隨時暫停、甚至完全終止訪談。而知情同意往往是透過研究參與

者簽署知情同意書進行認定（林淑馨，2010），故本研究準備知情同意書，於告

知前述事項、獲得其同意並簽署知情同意書後始進行研究。此外，於簽署知情同

意書時，研究參與者得就其同意添加具體條件，如要求定期獲知訪談資料處理之

進度等39。本研究綜合研究倫理之各種面向，並參考 Flick（2018a，p. 88）列出

之建議以及 Flick（2022a，pp. 150-151）提供之範本，所設計之知情同意書格式

如附錄三所示。 

                                                      
39 此部分是參考 Sperling（2022）於其研究中之作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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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確保研究參與者擁有資料及獲知結果之權利 

研究者應確保研究參與者擁有資料及獲知結果之權利（鈕文英，2024，頁

142）。蓋研究參與者有取得研究資料、得知研究資料之用途、如何處理與保存、

檢視所呈現之結果等權利，研究者亦應向研究參與者解釋所呈現之結果，以避免

誤解（鈕文英，2024）。而透過此種方式，亦可使研究參與者發現並改正錯誤或

不一致之處（Mero-Jaffe，2011），使其更好地表達經歷、感受等，從而建立更為

準確之資料以供詮釋（Erdmann & Potthoff，2023）。於本研究中，研究者於訪談

前皆詢問研究參與者是否願意收到訪談逐字稿或發表前之論文以供檢視，若願意

收到訪談逐字稿或發表前之論文，研究者則會進一步詢問以何種方式進行寄送

（如實體郵件、電子郵件、通訊軟體等）。訪談後盡速整理逐字稿，於整理完成

後將深度訪談之逐字稿寄予願意收到訪談逐字稿之研究參與者，並於論文完成

後，先寄予有意願收到發表前論文之研究參與者，提供其檢視研究結果之機會。

若研究參與者發現並反映研究結果有誤或對其不利時，研究者會立即更正，告知

研究參與者研究者將如何處理，且消除可能之影響。 

柒、適當處理和研究參與者間之關係 

於研究過程中，研究者應與研究參與者建立融洽之關係，並覺察與研究參與

者信任關係之程度，以保持適當之行為；同時，研究者應建立適當之界線，釐清

於研究過程中所扮演之角色，盡量避免角色過於複雜化，並避免透過其角色影響

研究參與者之選擇或信念（Sperling，2022；鈕文英，2024）。於本研究中，研究

者本身並非利伯他茲治療性社區本身之工作者，對於接受訪談之工作人員較無基

於同事情誼而難以拒絕訪談或終止訪談之考量，對於接受訪談之居民或前居民亦

無影響服務關係之考量。另外，研究者於訪談進行前對研究參與者進行相關說明，

使研究參與者瞭解其可隨時退出訪談，並使其瞭解退出不會造成研究者之困擾或

關係上之不利益。 

第六節 研究品質 

壹、研究品質指標概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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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品質是所有研究的關鍵之一（Cypress，2017），故對於研究品質指標

（criteria）之理解尤為重要。然而，由於質性研究之方法存在多樣性，故無普遍

之標準以評估質性研究之研究品質（Charmaz & Thornberg，2021；Hayashi Jr et 

al.，2019），且量化研究所使用之品質指標，亦不適合直接用以作為質性研究之

品質指標（Korstjens & Moser，2018），故質性研究者採取不同指標以探討研究品

質之問題（王文科、王智弘，2010）。其中，最著名之指標是由 Lincoln and Guba

（1985）所提出之四個標準。根據 Lincoln and Guba（1985）之看法，研究之「信

實度」（trustworthiness）是質性研究研究品質問題之核心，即研究是「值得信賴

的」（張芬芬，2021，頁 61），並提出「可信性」（credibility）、「可遷移性」

（transferability）、「可依賴性」（dependability）、「可確認性」（confirmability）四

個具體指標（Lincoln & Guba，1985）。質性研究者必須於研究設計與研究實施之

過程中納入提高信實度之策略（Noble & Smith，2015）。然而，建構主義式扎根

理論所採之指標則有別於此，Charmaz 提出四個指標，即「可信性」（credibility）、

「原創性」（originality）、「共鳴感」（resonance）、「實用性」（usefulness）四者，

並提出相關問題以供參考（Charmaz，2005，2006，2014a；Charmaz & Thornberg，

2021），以下分別對此四指標進行說明。 

貳、可信性 

可信性此一指標，代表研究者必須蒐集充足之資料，以利對資料提出精闢的

問題，並於整個研究過程中進行系統性之比較，進而形成縝密之分析；同時，研

究者必須於整個研究過程中具備反身性（Charmaz & Thornberg，2021）。Charmaz

對此提出數個問題供研究者參考，包括：研究者是否熟悉所研究之環境或主題？

資料是否足以支持研究者之主張？研究者是否於範疇間進行系統性之比較？所

蒐集而得之資料以及研究者之論點與分析是否存有強大的邏輯性連結？研究是

否為研究者之主張提供充足之證據，使讀者得形成獨立之評斷並同意研究者之主

張？等（Charmaz，2005，2006，2014a）。 

參、原創性 

原創性此一指標，包含不同之形式，如提供新的見解，為公認之問題提供新

的概念化（conceptualization），並建立分析之重要性（Charmaz & Thornberg，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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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rmaz 對此提出數個問題供研究者參考，包括：範疇是否新穎？範疇是否提供

新的洞見？分析是否為資料提供新的概念性詮釋？研究之理論性意義為何？研

究者之扎根理論如何挑戰、擴展或精煉（refine）當代之想法、概念與實踐？等

（Charmaz，2005，2006，2014a）。 

肆、共鳴感 

共鳴感此一標準，代表研究者所建構之概念不僅應表明研究參與者之經驗，

同時亦為他人提供洞見（Charmaz & Thornberg，2021）。Charmaz 對此提出數個

問題供研究者參考，包括：範疇是否描繪研究經驗之豐富性？研究者之扎根理論

對於研究參與者或與研究參與者具相同情況者是否有意義？分析是否提供研究

參與者或與研究參與者具相同情況者對其生活或世界更深入之洞見？等

（Charmaz，2005，2006，2014a）。 

伍、實用性 

實用性此一標準，囊括研究所欲達成之多種目標，如澄清研究參與者對其日

常生活之瞭解、形成政策與實務應用之基礎、有助於創造新的研究方向等

（Charmaz & Thornberg，2021）。Charmaz 對此提出數個問題供研究者參考，包

括：研究是否提供人們可用於日常世界之詮釋？分析是否能激發其他實質領域之

進一步研究？研究對於知識有何貢獻？研究對於打造更美好的社會與世界有何

貢獻？等（Charmaz，2005，2006，2014a）。 

建構主義式扎根理論家之目標，是透過一個兼具可信性、原創性、共鳴感、

實用性之理論，對經驗現象獲得詮釋性理解（Charmaz，2009）。而每個學科、領

域對於研究品質之要求可能有所不同，此四指標將帶給研究者呈現資料、建構理

論上之啟發（Charmaz，2014a）。本研究以此四指標作為參考，以提升本研究之

研究品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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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藥癮治療性社區之概念 

藥癮治療性社區於藥癮治療領域中歷史悠久，國外犯罪學領域中不乏自犯罪

學視角對藥癮治療性社區進行相關研究。本研究第二章已針對藥癮治療性社區之

治療模式、運作方法、復元歷程之相關研究，以及當代藥癮治療性社區所面臨之

挑戰進行初步說明。然於我國研究中，較少自犯罪學之角度討論此種治療模式，

治療性社區之發展歷程、藥癮治療性社區之觀點與類型亦少有系統性之論述。故

本研究自正向犯罪學與修復式正義之視角出發，並針對藥癮治療性社區之發展歷

程、觀點、類型部分詳加闡明，期能充實國內文獻之論述，並對藥癮治療性社區

有更為全面之理解40。 

第一節 正向犯罪學、修復式正義與治療性社區 

正向犯罪學（positive criminology）41的概念是以 Natti Ronel 為主之學者所提

出（Ronel，2015a；Ronel & Elisha，2011），自不同視角切入看待犯罪者與藥癮

者，為犯罪學領域之新興觀點，使社會重新看見犯罪者與藥癮者本身存有之改變

潛力與希望。而修復式正義（restorative justice，RJ），亦有譯為修復式司法（如

黃富源等，2023）42、修復正義（侯崇文，2020）、修復性司法（王正嘉，2004）、

恢復性司法（周愫嫻，2021a）、復歸式正義（陳祖輝，2003a）、回復性司法（莊

忠進，2003）等43，已成為國內外近十年來犯罪學與刑事司法領域討論之熱門議

題44。正向犯罪學與修復式正義兩者皆著重正向之資源與機會（Ronel & Elisha，

2022），以充滿希望之角度看待人與偏差行為，為犯罪學領域中之重要觀點。然

而，國內過去之研究較少自正向犯罪學與修復式正義之角度探究藥癮相關處遇，

遑論以此兩者之視角探討藥癮治療性社區此一治療模式；且相較於修復式正義之

                                                      
40  本章之部分內容曾以簡報方式於銘傳大學社會科學院犯罪防治學系以及銘傳大學比較刑事司

法研究中心主辦之「2024 銘傳大學 AI 與刑事司法國際學術研討會」進行發表（石嘉程，2024），

感謝主持人黃蘭媖副教授、與談人韋愛梅副教授以及與會先進們提供諸多想法與建議。 
41 不同於「positivistic criminology」（實證犯罪學）。 
42 黃蘭媖與陳怡成（2024，頁 241）指出修復式司法是在刑事司法領域所採行之修復式實踐。有

論者則認為修復式正義應與司法之名脫鉤，不宜稱修復式司法，詳見劉育偉（2023，頁 72-73）。 
43 「修復式正義」此用語之檢討，可見 Christie（2013）之論述與 Maruna（2013）、Walgrave（2013）

之回應。 
44 修復式司法於國內之發展，可見 Huang et al.（2022）之論述與評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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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國內正向犯罪學之相關研究與討論仍位於起步階段。據此，本研究於犯罪

學領域中選定正向犯罪學與修復式正義，以此兩者對藥癮治療性社區進行深入探

討。本節除對兩者之源起及觀點予以介紹，藉此充實國內之文獻外，將更進一步

闡明兩者與藥癮治療性社區之關係。附帶說明者是，雖修復式正義被囊括於正向

犯罪學之框架中，然由於近年討論修復式正義之研究眾多，實有單獨說明之必要，

故承接於正向犯罪學後討論之。 

壹、正向犯罪學與藥癮治療性社區 

一、正向犯罪學之源起 

犯罪被大多數人理解為傷害、不正義（injustice）與痛苦的負面事件，也確實

如此（Ronel & Segev，2015）；刑事司法於本質上似乎亦是全然的負面取向

（Maruna，2004）。Yablonsky（2008，p. 16）即表示，目前之司法與監獄體系將

存在於不幸之人身上的潛能破壞殆盡；然其亦認為，縱使是行為惡劣之社會病態

者（sociopath），若使其有機會經歷人本（humanistic）之司法過程，則存於其身

上之正向花火（spark）仍能燃起邁向守法生活型態之熊熊烈火。事實上，人皆有

潛在之改變可能性（周震歐，2016），然過往之犯罪學過於著重理解造成偏差或

犯罪行為之負向因子，關注犯罪者與非犯罪者間之差異，抑或是個人、團體與社

會走向犯罪或偏差之歷程，卻較少從另一方向瞭解使其遠離犯罪之因素，亦未將

重心放在探究人如何停止犯罪並長期保持無犯罪之生活（Ronel & Elisha，2011）。

此種僅關注負向層面之思考，難以使他人瞭解人有改變之可能與希望，或許亦造

成大眾不時冀望動用重刑，以此解決社會所認為的犯罪問題。如同論者所質疑：

「為什麼生命的意義不能是正面取向而必須是負面取向？」（黃榮堅，2003，頁

74）。一個致力於減少苦難與犯罪之社會，有責任為包容（inclusion）創造機會

（Amitay & Ronel，2023）。正向犯罪學作為犯罪學之新興領域，即致力於填補對

於正向層面關注之空缺，解決主流論述過度強調處理負向方面與「失敗」（failure）

案例之問題（Ronel & Elisha，2011），蓋過於強調偏差行為成因之負向方面與其

影響，除將導致無法更為廣闊地、平衡地看待犯罪者之經驗外，亦忽視長期成功

避免犯罪之高風險群體案例（Ronel & Elisha，2022）。正向犯罪學之想法源自於

Natti Ronel 等人早期所進行之研究，如 Ronel 曾探究以色列戒毒無名會（Narcotics 

Anonymous，NA）成員所經歷之改變（Ronel，1998a，1998b）。根基於此些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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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onel 等人開始著重於探索所謂「覺察的正向核心」（a positive kernel of 

awareness），人在某些情境下，往往會出現犯罪、暴力或成癮行為，而「覺察的

正向核心」此種內在的聲音則可能讓一個人於如此情境下做出不同的選擇（Elisha 

& Ronel，2023）。 

事實上，正向犯罪學之發展與所謂正向心理學（positive psychology）息息相

關，受正向心理學轉移關注重心之啟發，Ronel 等人借鑑正向心理學一詞，汲取

相關想法，進而開展正向犯罪學之概念（Elisha & Ronel，2023；Ohayon & Ronel，

2023；Ronel & Elisha，2022；Ronel & Segev，2014；Ronel & Toren，2012）。正

向心理學屬於心理學之一部，此種觀點是為了平衡過去心理學只關注病理學

（pathology）之做法，蓋心理學之任務除治療精神疾病外，更應讓所有人的生活

變得更好，故正向心理學著重於如何提高快樂（happiness）與幸福（well-being）

等，並試圖理解為何、如何與在怎樣之條件下，正向情緒與正向特質得以發展

（Elisha & Ronel，2023；Seligman，1999，2002；Seligman & Csikszentmihalyi，

2000）。正向心理學與正向犯罪學之基本前提與目標有其共同之處，皆試圖將學

科視角從單純地調查與控制偏差之原因及相關因素，並給予治療，轉向瞭解發展

與維持人類優勢力（human strength）、社會資本（social capital）與幸福感之條件，

並予以提升；同時，正向心理學之觀點亦影響著正向犯罪學之發展（Elisha & 

Ronel，2023；Olson，2023；Ronel，2013）。兩者之關係如下圖 4-1-1 所示。 

 

圖 4-1-1  正向犯罪學與正向心理學之關係 

（資料來源：改編自 Elisha and Ronel，2023，p. 13，Figure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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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正向犯罪學與正向心理學仍存有不同。本研究以表 4-1-1 整理關於正

向犯罪學與正向心理學之異同。附帶說明者是，並非所有學者皆滿意正向犯罪學

之稱呼，Walgrave（2016）即指出「正向」兩字或許過於模糊，應找到更有意義

之術語，如「信任犯罪學」（criminology of trust）45，蓋正向犯罪學方法是以對他

人之信任為根基。不過，由於正向犯罪學是借鑑於正向心理學之名稱，且 Ronel

等人尚未改變對於正向犯罪學之稱呼，故本研究仍以正向犯罪學稱之。 

表 4-1-1  正向犯罪學與正向心理學之比較 

 正向犯罪學 正向心理學 

相同 ⚫ 於犯罪學／心理學領域為較新之發展 

⚫ 過往之犯罪學／心理學較著重於負向層面，而正向犯罪學／正向心

理學之目的不在於取代先前之研究與方法，而是平衡、補充犯罪學

／心理學領域之現有知識，試圖為現有之行為科學帶來不同聲音與

視角 

⚫ 強調將正向部分納入論述、研究與處遇當中，包含鼓勵、愛、同情、

寬恕、社會接納（social acceptance），而非僅關注傷痛等消極層面 

⚫ 試圖利用人類優勢力（如感恩、幽默、希望、寬恕等）與正向層面，

以改善生活品質，並增進身心健康與福祉 

相異 ⚫ 補充之對象為「傳統犯罪學」

（traditional criminology）。傳

統犯罪學領域關注犯罪之原

因與分布，各種計畫是用以減

少犯罪行為與再犯，旨在消除

負向特質（negative attributes）

與風險因子 

⚫ 補充之對象為「傳統心理學」

（traditional psychology）。傳

統心理 學領域 關 注人性

（humanity）之負向層面，如

精神疾病、脆弱、受苦、傷害、

壓力事件（stressful events）所

帶來之不良影響等 

⚫ 將目標置於有犯罪風險者、希

望重新融入一般社會之犯罪

者或犯罪事件之被害者 

⚫ 目標可能是所有人 

 （續下頁） 

                                                      
45 關於信任犯罪學，可見 Walgrave et al.（2021）之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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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向犯罪學 正向心理學 

⚫ 憑 藉 其 跨 領 域

（interdisciplinary）之本質，融

合心理學、社會學、法律、教

育、政治等領域之知識 

⚫ 以心理學知識為主 

⚫ 採倫理（ethical）觀點，並要求

絕對道德（absolute morality），

故犯罪、暴力、成癮、造成傷

害大多不可取，因此目標是預

防與終止此些行為 

⚫ 通常不採取道德立場 

資料來源：整理自 Elisha and Ronel，2023，pp. 8-10，pp. 12-14；Ronel，2013，

p. 341；Ronel and Elisha，2011，pp. 305-306，p. 314；2022，p. 999，

p. 1013；Ronel and Segev，2014，p. 1390，p. 1393；2015，pp. 5-6。 

二、正向犯罪學之意義與觀點 

正向犯罪學是一包含犯罪學、刑事司法、心理學、社會學等學科中現有理論

與模式之觀點，對於犯罪者具更為廣泛且樂觀之看法，不被侷限於對危險因子與

風險因子之關注，同時認為犯罪者於適當條件下得以改變與復歸（rehabilitate）

（Elisha & Ronel，2023；Ronel & Elisha，2022）。透過整合與合一（unifying）之

力量，以增進「善」（the good），從而促成犯罪者之終止與福祉，以及被害者之

療癒（healing）（Ronel & Segev，2015）。正向犯罪學強調人與人間之互動，並著

重包容、對話、接納（acceptance）、尊重、整合（integration）46以及行善（doing 

good）（Ronel，2013；Ronel & Segev，2014；陳祖輝，2019）。同時亦強調優勢

力之運用，人的優勢力包含樂觀、希望、信仰、勇氣、誠實、面對挑戰之堅持不

懈（perseverance）等（Seligman & Csikszentmihalyi，2000），透過發展犯罪者之

優勢力，得幫助其於面對具挑戰性之生活時，能夠建立改變之動力並維持之

（Ronel & Segev，2014）。Ronel（2015a）堅信善的潛力，因此不斷尋求在面對

犯罪者與被害者時，有別於現行著重負面取向之其他選擇。而正向犯罪學相關實

踐之基本原理，包括：提供親密感（closeness）（支持／接納）、給予利社會模式、

                                                      
46 許春金（2022，頁 492）則譯為「融合」。 



 

100 
 

展現對於個人前程（prospect）之樂觀與希望、辨別與培養人的優勢與才能、確認

與導引通往社會整合之路、提供走出自我中心（self-centeredness）之經驗、促使

挑戰與成功等（Ronel & Elisha，2022，p. 1005）。 

對於人為何會犯罪之問題，正向犯罪學認為，威脅感與渴望感是人必須得到

滿足之基本需求，人可能因此犯罪；自我中心則被認為與多數犯罪行為有關，代

表著一種意識狀態（a state of consciousness），個人只關注自己的利益、欲望、風

險、憤怒、恐懼、情緒、認知等，而全然地忽視他人。於此種意識狀態下，人會

經歷疏離（alienation）感或分離（separation）感，他人因此被視為「類客體」（object-

like）。人不免自私，但在自我中心階段（phase）會形成一種強化的狀態，此時自

我中心會佔據整個意識，並成為（犯罪）行為之主導動機（Ronel，2011，2013；

Ronel，Frid，et al.，2013；Ronel & Segev，2014）。因此，正向犯罪學試圖透過

正向經驗帶來改變，包括提升擺脫自我中心之能力，並減少滿足需求之急迫性

（urgency），以促進個人正向發展、強化個人產生轉變、鼓勵個人終止犯罪（Ronel，

2013；Ronel，Frid，et al.，2013；Ronel & Segev，2014）。透過正向經驗之培養，

將有助於減少負向情緒、行為與態度，亦有助於減少再犯（Ronel & Segev，2014）。

當然，正向經驗本身之解釋可能因個人、時間與文化有所不同，不同個人或群體

會以不同方式思考何謂正向經驗，例如，對一個人來說有些經驗是正向經驗，但

同時可能會對其本身造成傷害（如用藥），抑或是對他人造成傷害（如性虐待）。

正向經驗皆為相對，故終止犯罪與避免犯罪行為僅是正向經驗所帶來之理想結果

（Ronel，2015a，2015b；Ronel，Frid，et al.，2013）。 

簡言之，正向犯罪學有三個核心：（1）強調自我／個人（intrapersonal）47、

社會／人際（interpersonal）、靈性（spiritual）三個層面之全方位整合；（2）透過

正向力量與效果實現此種整合；（3）相信此些力量與效果得幫助個人或群體避免、

停止犯罪或偏差行為（Chen，2024b；Ronel & Elisha，2022；Ronel & Segev，2015；

Ronel & Toren，2012）。正向犯罪學為犯罪學與刑事司法研究開啟一嶄新觀點與

領域，堪稱是犯罪學與刑事司法之綠洲（許春金，2022，頁 492）。必須強調者

是，正向犯罪學並非一種理論，而是包含不同觀點、假設、模式與理論之廣泛視

角（Elisha et al.，2013；Ronel，2015a；Ronel & Elisha，2011）。正向犯罪學試圖

為和平建構犯罪學、修復式正義、再整合性羞恥（reintegrative shaming）、犯罪終

                                                      
47 陳碧珍（2011，頁 8）將之譯為「內在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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止、治療性司法（therapeutic jurisprudence）、美好生活模式（Good Lives Model，

GLM）48、正向被害者學（positive victimology）等提供一個整體概念，豐富現有

知識，進一步發展以犯罪者、被害者與社區為主體之有效干預、預防及矯治方案

（Elisha & Ronel，2023；Ronel，2013；Ronel & Elisha，2011，2022；Ronel & 

Segev，2015；Ronel & Toren，2012）。此些模式與理論等皆著重於：（1）整合與

優勢力；（2）有助於犯罪者繼續復元、融入規範性社會（normative society）之各

種影響（Ronel & Elisha，2022）。過往犯罪學研究非無正向之理論與方法，然正

向犯罪學提供一個全面性之定義，為學術研究者與實務工作者創造一種共同的語

言（Ronel & Elisha，2011）。同時，學術研究者與實務工作者可透過正向犯罪學

之角度，確定人所存有之各種潛力、資源與優勢力（Ohayon & Ronel，2023）。須

注意者是，正向犯罪學並非傳統犯罪學之替代品，目標不在於否定並取代傳統犯

罪學之知識，而是以補充性觀點，共同創造犯罪學與被害者學之全方位科學

（Ronel，2015a）。 

三、正向犯罪學與藥癮治療性社區之關係 

藥癮治療性社區著重於社會融合（social inclusion），與正向犯罪學之框架相

符（Abdel-Salam et al.，2023），然兩者具體之關係，有待闡明。Ronel et al.（2015）

對以色列的藥癮治療性社區 Retorno 進行研究，探討正向犯罪學原則如何運用於

居民之復元歷程中。Retorno 經營兩個獨立的藥癮治療性社區：其一針對 18 歲以

上之成年人，治療平均時間為九個月至十二個月；另一則是針對 14 歲至 18 歲之

青少年，治療平均時間為十二個月至十八個月（Chen et al.，2013，2016；Ronel 

et al.，2015），皆為針對成癮者之猶太（Jewish）治療性社區，主要治療對象為成

癮之猶太人（Jews），而靈性成長是 Retorno 復元歷程中之重要要素，雖非每個居

民皆有宗教信仰，但所有居民皆須參加靈性活動，例如團體祈禱（group prayer）、

冥想（meditation）等（Chen et al.，2013，2016；Ronel et al.，2015；Ronel，Elisha，

et al.，2013）。研究參與者為成人藥癮治療性社區中 9 位男性居民與 1 位女性居

民，共 10 位居民，於藥癮治療性社區中已有七個月至九個月，該研究對之進行

半結構式深度訪談（Ronel et al.，2015）。研究結果發現三個主題，代表研究參與

者整合（integration）的三個層面：自我、社會、靈性（Ronel et al.，2015，p. 128）。

                                                      
48 朱群芳等（2020，頁 60）將之譯為「優活生活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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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三層面之整合有助於改變藥癮者之分離感、孤獨感與疏離感（Chen & Gueta，

2015）。本研究將以 Ronel et al.（2015）對此三層面之討論作為主要論述架構，

說明正向犯罪學相關概念與觀點於藥癮治療性社區之應用。 

（一）自我整合 

於 Ronel et al.（2015）之研究中，研究參與者指出進入藥癮治療性社區前最

有問題者為心智狀態（mental state），此進而導致其上癮。因此，Ronel et al.（2015）

認為自我不斷整合對於居民而言有其意義，而自我整合反映在「生命凝聚感」

（sense of coherence，SOC）、「幸福感」（sense of well-being）、「情緒成熟」（emotional 

maturity）三者之上，此三者增加研究參與者之適應力（adaptability），並推進其

復元歷程。 

生命凝聚感是指人有深入（pervasive）、持久且動態之自信感受，認為所處之

內在與外在環境可被預測，且事情很可能按照合理之預期順利發展（Antonovsky，

1979，p. 123）。生命凝聚感所強調者乃個人之優勢，以及成功調適生活壓力之能

力（Chen，2024a）。Ronel et al.（2015）研究中之研究參與者指出，於復元歷程

中，其慢慢承認個人問題，並利用 Retorno 所提供之不同方法認真解決之。研究

參與者逐漸不再感到迷茫，內心有一絲平靜，生命凝聚感則隨著復元之進展而越

發強烈。 

幸福感之增加亦是正向犯罪學所關注者。Ronel et al.（2015）研究中一些研

究參與者指出，正向感受與正向知覺之發展（包含對於自己與他人，如感覺良好、

快樂、有希望、感激等）增加其幸福感，其認為此是源於在 Retorno 所經歷溫暖、

接納與不指責（nonjudgmental）之方法，從而使之發展出正向態度。 

最後則是情緒成熟。正向犯罪學試圖為個人提供正向經驗，以改變對於自己

與他人之理解，並提高面對問題與制定解決方案之能力（Ronel & Segev，2014）。

Retorno 之居民認為由於其他居民的廣大支持（包括無條件之接納、關懷、認同

等），使其得以有效處理治療歷程中之強烈情緒（Ronel，Elisha，et al.，2013）。

居民經歷了情緒上之改變，得對自己與他人有更深入之瞭解，並願意對生活承擔

責任與自我悅納（self-acceptance），此些皆為情緒成熟之表現（Ronel et al.，2015；

Ronel，Elisha，et al.，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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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社會整合 

於 Ronel et al.（2015）之研究中，研究參與者改變之另一重要層面是與同儕

以及家庭成員之社會整合。社會整合可反映於「與他人建立連結」（connecting with 

others）與「修復親屬關係」（repairing relationships with relatives）兩者之上。 

與他人建立連結是在藥癮治療性社區中相當重要之部分。於 Dekkers et al.

（2020）之研究中，曾參與藥癮治療性社區之研究參與者指出，於藥癮治療性社

區中使其感到建立真正友誼之可能，蓋居民彼此相當熟悉，具有共同之經歷與類

似之背景，此些友誼能持續終生，且對復元有所助益。Ronel et al.（2015）研究

中之研究參與者亦表示，由於居民與居民間相互支持與接納，進而建立真正的友

誼，此與其過去之人際關係大相逕庭，蓋過去之關係充斥著自利（self-interest）

與負向情緒。與同儕建立連結並建立有意義社會鍵（meaningful social bonds）之

能力，是避免犯罪與促進復元歷程之途徑（Ronel et al.，2015）。 

修復親屬關係則受到前述真正友誼建立之影響。Ronel et al.（2015）之研究

指出，研究參與者與同儕、工作人員之友好關係，將對其與父母、配偶、兄弟姊

妹等親屬之關係產生正向影響。親屬關係之正向改變表現在更常使用分享、感恩、

寬恕等正向要素，而此些正向要素亦有助於親屬關係之修復，可說是正向之飛輪

效應（flywheel effect）：親屬關係越好，所使用之正向要素即會越來越多；所使

用之正向要素越多，親屬關係即會越來越好。除受到與他人建立連結之影響外，

情緒成熟亦對於親屬關係之修復有所影響，Chen et al.（2013）對於 Retorno 青少

年治療性社區居民之父母進行訪談，研究參與者指出，居民對於父母以及整個世

界之態度發生大幅改變，包括更有責任感、更親切友好、更善於分享，並認為此

種改變源於居民之情緒成熟。其他研究亦發現親屬關係之正向改變，如陳碧珍

（2005）訪談 3 位於晨曦會與沐恩之家成功復元且五年內未復發者，結果發現有

研究參與者透過信仰看見自己須達成之改變，亦透過實際行動與家人修復關係，

如改變說話與對待之方式（陳碧珍，2005，頁 82-83）；陳玥華（2019，頁 59-60）

之研究則發現，於戒除藥癮之過程中，晨曦會成員發自內心之想法改變，將影響

家人之感受，進而得以修補與家人之關係，或強化家人間之聯絡程度。 

（三）靈性整合 

於 Ronel et al.（2015）之研究中，無論是否有宗教背景，有些參與者指出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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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覺醒（spiritual awakening）之經驗，該研究認為此種靈性轉化（transformation）

源於宗教與 Retorno 治療中之十二步驟計畫，反映在「靈性信念之發展」（spiritual 

faith development）以及「減少自我中心」（decreasing self-centeredness）之上。 

關於靈性信念之發展，Ronel et al.（2015）研究中之研究參與者聲稱，其於

Retorno 內透過宗教與十二步驟計畫獲得新的靈性工具（如道德價值觀、感恩、

謙遜等），進而喚起其靈性信念。Ronel et al.（2015）認為此是研究參與者與靈性

實體之合一（unification with a spiritual entity），此靈性實體可能是「更崇高的力

量」（higher power）或「上帝」（God）49，透過居民與靈性實體之整合，靈性價

值觀將逐漸取代先前之成癮或犯罪規範。國內之研究亦有類似發現，如蔡佩真

（2015）對 23 位曾使用海洛因者進行訪談，研究參與者皆曾進入戒毒村進行戒

癮並已穩定復元，該研究發現，研究參與者戒癮之內在力量來自於靈性之覺醒，

改變之動能是由內在靈性乃至外在改變，以此支撐戒癮之持久與穩定（蔡佩真，

2015，頁 124）；安辰赫（2003，頁 126）之研究指出，戒毒村之居民得感受到「神

與自己同在」之安定感，而在藥癮治療性社區中或離開後，此為隨時獲得安慰與

幫助而保持穩定戒癮之力量；陳碧珍（2011，頁 21，頁 29）之研究中，則發現

當研究參與者接觸信仰後，其於讀聖經與禱告之經歷中，皆看見自己之不是，並

放下自己，向上與上帝締結關係，生命開始逐漸改變，於此歷程中，其在信仰上

經歷靈性之重整，除價值觀改變外，亦找到一個力量抗拒藥癮。 

減少自我中心於正向犯罪學之觀點中相當重要，蓋自我中心與多數犯罪行為

有關，藥癮者本身亦展現自我中心之特質，如蔡佩真（2015）研究中之研究參與

者即指出，過去因自我意識太強、不願求助、不願承認無法控制等，造成其戒癮

失敗；萬淑民（2022）研究中之研究參與者指出，用藥使其只想到自己與藥物，

完全只有用藥之慾望，且用藥時常常推卸責任，將用藥怪罪於他人之上；陳玥華

（2019）之研究則發現晨曦會之男性成員於先前用藥時，無視他人之眼光，亦不

願接受來自他人之協助。藥癮治療性社區則有助於居民減少其自我中心，如 Ronel 

et al.（2015）研究中有些研究參與者即表示，十二步驟計畫中之靈性治療要素或

猶太教價值觀幫助其克服自我中心，更好地與他人建立連結，而與過去感到與他

                                                      
49 陳碧珍（2011，頁 8）將「higher power」譯為「至高者」；蔡佩真（2015，頁 110）則將「God」

譯為「至高者」。為避免翻譯上之混淆，本研究分別將「higher power」與「God」譯為「更崇

高的力量」與「上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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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分離、僅著重自我、自怨自艾（self-pity）等可能加深藥癮之傾向形成鮮明對

比，此種改變使研究參與者得與他人建立更好且更為健康之關係；萬淑民（2022，

頁 139）之研究亦發現，晨曦會之學員於進入晨曦會後，產生了價值觀之轉變，

逐漸開始以神為主，與過往自私自利、凡事以自我為中心有所不同；陳玥華（2019）

之研究則發現，晨曦會之男性成員於戒癮過程中拋卻先前之自怨自艾，開始認真

思考自我行為與他人感受間之關係，從尊重他人與愛護自我之立場，對過往偏差

觀念與行為進行修正，同時其同理心亦增加，瞭解仍有人會懷著善意與其相處，

並學會站在他人立場做出更多角度之深入考量，而非不計後果地放任偏差行為反

覆出現（陳玥華，2019，頁 65-66）。 

貳、修復式正義與藥癮治療性社區 

一、修復式正義之源起 

刑事司法之首要任務，應是盡可能修復犯罪所造成之傷害、痛苦與社會動盪

（social unrest）（Walgrave，2013）。然而，於當代社會中，施加懲罰與實現正義

被劃上了等號（黃蘭媖、陳怡成，2024），人們往往理所當然地認為，懲罰應對

犯罪行為負責者始為面對犯罪問題之正道（Johnstone，2017）。傳統刑事司法體

系建立於犯罪必須受到懲罰之前提上，此種對立（adversarial）性質鼓勵加害者

否認或中立化對於犯罪之責任，蓋加害者會將重點置於如何避免更為嚴厲之懲

罰，而非瞭解犯罪對於被害者之影響；且傳統刑事司法體系相當注重國家與犯罪

者之關係，只對加害者進行懲罰，使被害者被邊緣化，僅能被動接受國家之決定，

進而造成無法充分解決受到犯罪影響者之情感或關係需求，加劇加害者與被害者

間之衝突。來自懲罰之威脅使人們無法針對所發生之衝突進行交流，無能為力之

感受亦造成社會大眾對於犯罪處理之冷漠態度。在刑罰制度過度擴張之脈絡下，

修復式正義之相關討論與模式便於 1970 年代以來逐漸興起（Christie，2007，2009；

McCold & Wachtel，2003；Suzuki & Hayes，2016；Umbreit & Armour，2010；

Umbreit & Carey，1995；Umbreit et al.，2005；Walgrave，2011；Zehr，1990；2015；

黃榮堅，2007；黃蘭媖、陳怡成，2024）50，甚至被視為對於刑事司法典範根本

上之挑戰（Walgrave，2008）。 

                                                      
50 修復式正義興起之背後因素，可見 Christie（2007，pp. 368-373；2009，p. 196）之論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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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修復式正義之意義與觀點 

我們皆曾傷害他人，也曾為他人所傷（Maruna，2003，p. 254），而修復式正

義展現了對於修復傷害之關注。所謂修復式正義，是一種刑事司法之新方式，亦

是犯罪發生後實踐正義（doing justice）之一種選擇，非如同過往以懲罰加害者及

對於犯罪行為進行應報作為回應犯罪之手段，而是允許傷害他人者透過對於行為

之補償而修復關係，側重於修復加害者對「人」與「關係」（relationships）所造

成之傷害，犯罪被視為傷害人與關係之行為，而正義則要盡可能治癒犯罪所造成

之傷害，包含被害者、加害者甚至是社區所受之傷害，此些傷害皆為修復式正義

所關注之重心（Johnstone，2017；Johnstone & Van Ness，2006；Kirkwood，2022；

Maruna，2013，2016；McCold，2000，2004；McCold & Wachtel，2003；Walgrave，

2008，2011；Wheeldon，2009；Zehr，1990；王正嘉，2015；許春金，2002a，2022；

許春金等，2006；許福生，2018b；黃富源等，2023；黃蘭媖、許春金，2005）。

相較於現今大多刑事司法體系認為犯罪是針對國家而來，國家擁有衝突如何解決

之決定權，修復式正義則不再將國家視為主要之被害者，而是認為犯罪所針對之

對象是個人與社區（Umbreit & Armour，2010；Umbreit et al.，2005；Umbreit & 

Zehr，1996），其較著重人民與人民間之合作過程而非國家之強制干預（Walgrave，

2016），透過被害者與社區之重新納入，進而將衝突解決方案交還其所有者

（Christie，1977）；同時，國家仍保有干預之可能性或監督之責（許春金，2018，

2022）。尤其於刑事司法領域中，一改過去將提升被告人權與落實被害者保護兩

者視為涇渭分明、甚至是相衝突之看法，而試圖平衡與整合犯罪預防、被害者保

護、犯罪者矯治及更生等目標，使司法制度成為對所有人之正義（黃蘭媖，2017；

黃蘭媖等，2011）。 

簡言之，修復式正義旨在修復傷害、促進療癒與重建關係（Sapp，2024），

強調加害者、被害者、社區三者之共同解決、決定與回復（周耿生、陳學德，2022；

許春金等，2017），以尊重且有利於當事人及利害關係人之方法面對傷害（Van 

Ness et al.，2022），更能滿足被害者、加害者與社區之需求（Walgrave et al.，2013）。

林鳳師（2017）訪談 5 位修復促進者，該研究即發現，修復會議可使當事人在探

索自我、情感交流、滿足需求、關係修復之層面上達到相當之療癒功能。修復式

正義除提供處理衝突之新興視角外（黃蘭媖，2007），更啟動了人本之良性循環

（許福生，2018b，頁 13）。之所以稱之為「修復式」正義，主要是因其關注於「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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復」（restoration），包含被害者之修復、加害者守法生活（law-abiding life）之修

復以及對社區所造成損害之修復（Marshall，1999），而修復一詞帶有「改變」、

「朝向未來」之意，故修復式正義雖始於打破加害者侵害被害者原有之平衡關係，

然結束時卻遠不止於此（許春金，2002a，2002b）。 

修復式正義強調需要為那些受犯罪影響者提供參與修復式程序之平等機會，

幫助所有人認識已發生之錯誤，重新界定需求與義務，使犯罪者理解被害者遭受

之損失、傷害與痛苦，並以負責任之態度親自面對、盡力承擔犯罪行為所造成之

影響，對之進行補償、修復與採取行動（Bazemore & Maruna，2009；Braithwaite，

2006；Johnstone，2017；McCold，2000；Roach，2000；Shenk & Zehr，2001；

Umbreit，1994；Umbreit & Armour，2010，2011；Umbreit et al.，2005；許春金，

2002a；許春金等，2011；陳慧女，2022；黃蘭媖，2013）。詳言之，修復式正義

將人們聚在一起，透過增能（empowerment）共同解決、修復犯罪所造成之影響

與傷害（Johnstone & Van Ness，2006；Umbreit & Armour，2010；Umbreit et al.，

2004），並努力探尋具建設性之解決方案（Walgrave，2011；Walgrave et al.，2013），

使犯罪者深入瞭解行為之後果並為其選擇負責（Lanni，2021；Sapp，2024），過

程中允許所有與衝突相關者參與之，使參與者有發言權，並尊重參與者與集體決

策（collective decision）（Shapland，2013），修復式正義可以說是賦予被害者、加

害者以及其他利害相關者權利講述自身故事之機制（mechanism）（Rossner，

2023）。專業人士亦於過程中佔有一席之地，上述進程將由中立之促進者或調解

者推動程序進行（Rossner，2023；Shapland，2013）。而承認錯誤並積極參與對於

傷害之補償，被認為是治癒所有受該犯罪影響者之最直接方式，只有修復始能有

效抵銷犯罪所帶來之影響（McCold，2000，2004）。修復式正義期望自加害者身

上看到真心誠意的懊悔（remorse）與懺悔（contrition），並使受傷害者得到發自

內心的道歉與賠償（Maruna，2014），透過認識與理解犯罪所造成之傷害，從而

減少加害者之自我中心（Ronel & Segev，2014）。 

須強調者是，修復式正義並非「對」（to）加害者進行，或是「為」（for）加

害者進行，而是必須「與」（with）加害者共同進行（McCold，2000），修復式正

義需要給予參與及討論之平等機會（Shapland，2013）。此外，雖然修復式正義確

實傾向於減少再犯，但減少再犯並非實行修復式正義之主要原因，而是因為被害

者之需求必須滿足、加害者應被鼓勵承擔責任、受犯罪影響者應被納入，此為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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佳之方法以實踐正義，減少再犯充其量僅為附帶之效果（Lanni，2021；Zehr，

2015），或是在滿足利益相關者（尤其是被害者）需求之前提下，減少再犯可以

作為修復式正義之附屬目標（secondary goal）（Choi et al.，2012）。 

三、修復式正義之模式與實務 

修復式正義於定義上仍存有爭議。有採取所謂「純粹模式」（Purist Model），

如 Tony Marshall 所言：「修復式正義是一個過程，於該過程中，與犯罪有利害關

係的所有當事人聚在一起，共同商討如何解決犯罪帶來的後果以及其對於未來的

意涵（implications）」（Marshall，1996，p. 37；1999，p. 5）。該定義強調「合作」

作為修復式正義之界線（boundary）（McCold，2000），認為「合作參與」是修復

式正義之關鍵要素（McCold & Wachtel，2003），若要對任何一方皆具修復性，則

利害關係人之直接參與須出於自願，自願之程序是修復式正義的實務基礎，若有

人被迫參與，其過程即非修復式（Kirkwood，2022；Marshall，1999；McCold，

2000；許春金，2003）。Tony Marshall 之定義亦彰顯出，只有走過修復式過程

（restorative process）始能產生修復式結果（restorative outcome）（Shapland，2013）。

「極大化模式」（Maximalist Model）則採取更為廣泛之定義，當事人之自願參與

並非必要條件，只要某個措施或制度是以修復犯罪傷害為目的，且實際上亦達成

修復之效果，即可稱之為修復式正義。修復是目標，而自願程序僅是工具之一。

採取此種定義之目的是希望盡可能將所有修復犯罪傷害之活動皆網羅至修復式

正義之範疇內，以加速擴大修復式正義之影響力，避免因強調自願而造成範圍上

之過度限縮（Bazemore & Mara，2004；Bazemore & Walgrave，1999；Walgrave，

2011；許春金等，2011；謝如媛，2005）。若將兩者進行比較，純粹模式著重修復

式正義之「過程」，即所有關係人能共同、自願地參與並充分討論；而最大化模

式則認為修復式正義是一種「選擇」，著重其實質內容，即是否能達成修復之效

果（Wood & Suzuki，2016；許春金，2022；謝如媛，2005，2018）。尚有許多對

於修復式正義之定義與看法，簡言之，修復式正義是關於在傷害行為發生後應如

何處理之爭論（Maruna，2016）。 

相較於近幾十年才開始闡明修復式正義之典範（paradigm），修復式正義之實

務（practices）早已存在，其歷史甚至比國家之司法還要古老（McCold，2000）。

同時，由於修復式正義之定義廣泛，故實務上可有多種方式，本身即具有靈活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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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rshall，1999）。關於修復式實務（restorative practices），包括家庭團體會議

（family group conference，FGC）、被害者－加害者調解（victim-offender mediation，

VOM）、社區會議（community conferencing）、和平圈（peace circle）、對話圈

（restorative dialogue）等作法（Doerner & Lab，2021；Maschi et al.，2014；Umbreit 

& Zehr，1996；王正嘉，2015；佘青樺，2011；周愫嫻，2021a；許春金，2002a，

2003，2018，2022；許春金等，2006）。而我國目前修復式實務之應用場域主要

在地檢署與學校，並偏重加害者與被害者對話之修復形式（黃蘭媖，2017）。 

四、修復式正義與藥癮治療性社區之關係 

（一）藥癮與修復式正義 

過去關於修復式正義之論述往往以被害者為重，Braithwaite（1996，1998）

即指出，修復式正義代表被害者之修復，形成一個更加以被害者為中心之刑事司

法體系；Umbreit and Armour（2010，p. 4）亦指出，修復式正義是以被害者為中

心之過程，不但將被害者所經歷之傷害置於修復式正義之中心，同時亦提高被害

者於決定其修復所需方面之地位。過往刑事司法體系大多剝奪被害者之權利，修

復式正義則減少了被害者之恐懼、憤怒等，相較於加害者，對於被害者而言能有

更大之助益，同時亦使被害者之聲音得以被聽見，提升被害者於法庭上之地位，

而非僅能成為案件之證人（Braithwaite，2014；Winslade，2019）。最高法院 109

年度台上字第 343 號刑事判決亦指出：「『修復式司法』或稱『修復式正義』，旨

在藉由有建設性之參與及對話，在尊重、理解及溝通的氛圍下，尋求彌補被害人

的損害、痛苦及不安，以真正滿足被害人的需要，並修復因衝突而破裂的社會關

係。」上述之論點可見修復式正義與被害者似乎密不可分。基於對被害者之重視，

有論者即主張修復式正義之推行應以修復被害者為優先（黃曉芬、張耀中，2012），

或於司法程序中發展以被害者為中心之修復式正義（van Dijk，2013）。 

然而，修復式正義對於被害者地位之強調，反而產生藥癮之相關處遇是否為

修復式式實務之疑慮。藥物使用常被視為無被害者犯罪（Chandra，2019；

Rosenblatt & Adamson，2023；束連文等，2014；周愫嫻，2013，2021b；林順昌，

2009；張平吾等，2010；張淑慧、張文賢，2019；程又強，2013；楊士隆、蔡德

輝等，2008；蔡德輝、楊士隆，2023），蓋其並無如同暴力犯罪、財產犯罪般擁

有明確可識別之被害者，難以將加害者與被害者聚集在一起解決已造成之傷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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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ine & Wong，2021；Lanni，2021），故此種行為更有可能被認為屬無害行為

（Edwards，2021）。有論者即指出，若過度強調被害者之參與，於藥物使用上可

能難以運用修復式正義方案進行處理（林順昌，2009）。此種缺少明確被害者之

問題，造成界定某些處遇是否為修復式實務之困擾。而Paul McCold與Ted Wachtel

（McCold，2000；McCold & Wachtel，2002，2003）所提出之修復式實務類型學

（Restorative Practice Typology）或可解決此種問題。 

McCold 與 Wachtel 認為，「被害者補償」（victim for reparation）、「加害者責

任」（offenders for responsibility）以及「關係和解與重新融入之關懷社區」（the 

communities of care for relational reconciliation and reintegration）此三大需求是修

復式實務之三大支柱。據此，其將修復式正義之相關方案分為三類，包含「完全

／全方位修復方案」（fully/holistic restorative programs）、「大部分修復方案」

（mostly restorative programs）與「部分修復方案」（partly restorative programs）

（McCold，2000；McCold & Wachtel，2002，2003）。 

    完全／全方位修復方案是修復式正義之理想模式，其解決被害者、加害者以

及社區之三大需求；大部分修復方案解決其中兩組需求；部分修復方案則僅解決

其中一組需求（McCold，2000，2004；McCold & Wachtel，2002，2003）。另外，

尚有聲稱屬於修復式實務，卻無法滿足被害者、加害者或社區真正需求之「假性

修復式正義」（pseudo-restorative justice），無論在其他方面有多大幫助，皆不具有

修復性（McCold，2000，2004）。根據此種分類方式，可將修復式實務建構出如

表 4-1-2 之類型。 

表 4-1-2  修復式實務之類型 

種類 需求組合 實務類型 

完全／ 

全方位 

被害者 

＋ 

加害者 

＋ 

社區 

⚫ 家庭團體會議（family group conference） 

⚫ 和平圈（peace circle）（即審判圈，sentencing circle） 

⚫ 社區會議（community conferencing） 

 

（續下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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種類 需求組合 實務類型 

大部分 被害者 

＋ 

加害者 

⚫ 被害者賠償（victim restitution） 

⚫ 被害者－加害者調解（victim-offender mediation） 

⚫ 真 相 與 和 解 委 員 會 （ truth and reconciliation 

commissions） 

被害者 

＋ 

社區 

⚫ 被害者扶持圈（victim support circles） 

加害者 

＋ 

社區 

⚫ 治療性社區（therapeutic communities） 

⚫ 被害者除外會議（victimless conference） 

⚫ 正向管束（positive discipline） 

部分 被害者 ⚫ 被害者服務（victim service） 

⚫ 犯罪補償（crime compensation） 

加害者 ⚫ 相關之社區服務（related community service） 

⚫ 修復委員會（reparative boards） 

⚫ 青年援助小組討論會（youth aid panels） 

⚫ 被害者警覺性訓練（victim sensitivity training） 

社區 ⚫ 加害者家庭服務（offender family services） 

⚫ 以家庭為中心（family-centered）之社會工作 

資料來源：整理自 McCold，2000，pp. 400-404；McCold and Wachtel，2002，p. 

116。 

 

由 McCold 與 Wachtel 之分類可知，修復式實務相當多元。如下圖 4-1-2 所

示，修復式正義應是一個從非修復性（not restorative）至完全修復性（fully 

restorative）之連續體（continuum），而非應報式正義（retributive justice）與修復

式正義的簡單二分（Suzuki & Hayes，2016）。亦即，方案之修復性應是連續性，

而非絕對（許春金，2002a，2002b，2022）。此些方案將繼續於修復式正義之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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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發揮作用，並朝向更全面之修復式實務發展。McCold 與 Wachtel 之類型區隔，

實有助於區分修復式方案與非修復式方案，具概念澄清之效果（許春金，2022）。 

 

圖 4-1-2  修復式實務之修復性程度 

（資料來源：改編自 Zehr，2015，p. 55） 

綜上所述，修復式實務並非「是否」、「全有全無」之問題，亦非「非黑即白」

之選擇，而是「符合程度」之問題，修復式正義得有不同程度上之實踐。修復式

實務不應侷限於某些方案或技術（Rosenblatt & Adamson，2023），並無「唯一」

之修復式實務，只有各種符合程度不等、組成元素不同者（Van Ness，2002；

Walgrave，2011；周愫嫻，2021a）。因此，縱使未有明顯之被害者，修復式正義

仍能幫助犯罪者瞭解其所造成之傷害與受犯罪行為影響者之需求，並覺察修補傷

害之機會（Rosenblatt & Adamson，2023，p. 106）。 

（二）藥癮治療性社區作為修復式實務 

藥癮者可能是傷害之製造者，但其本身亦應得到幫助與關懷（Pickard & 

Pearce，2013）。修復式正義有助於藥癮之治療，蓋其傳遞愛與關懷以促使藥癮者

對生活進行全方位之改變（Braithwaite，2001），而旨在減少藥癮並為藥癮者提供

治療之干預措施，可能是一種修復式實務，當干預本質是復元並將藥癮者留在社

區時，更是如此（Fulkerson，2009），藥癮治療性社區即是此類型之干預。若根

據上述 McCold 與 Wachtel 之修復式實務類型學，藥癮治療性社區被歸類為「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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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修復方案」，其作為一種修復式實務，解決了加害者責任以及關懷社區此二

方面之需求，以修復受損之關係。例如，藥癮者之用藥將傷害其與伴侶、孩子、

朋友之關係（Griffiths，2005），尤其會對家庭造成極大傷害（張淑慧、張文賢，

2019）。如李安軒（2013）之研究發現，研究參與者酒癮期間之失控與脫序，造

成其與家人間親密關係莫大之傷害（李安軒，2013，頁 65），而修復此些關係即

為藥癮治療性社區之目標，將家庭納入治療當中，除使家庭成為藥癮者復元路上

之支持者外，更可修復過往受損之關係，藥癮者與家庭將於充滿關懷之環境中共

同成長。當受到藥癮影響者積極參與，以找到強調治癒、和解與團隊合作之最佳

方案時，正義始得實現（Warsino et al.，2020）。雖非純粹（pure）之修復式正義，

但藥癮治療性社區亦是於無被害者之狀況下具可行性之修復方案（McCold，

2000）。 

同採自助方法之戒酒無名會亦屬修復式實務，Fallon（2014）即指出戒酒無

名會與修復式正義之關係。例如，戒酒無名會要求成員對於曾被其傷害者做出直

接之補償，透過會議之方式，受到傷害者發自內心地表達看法，解釋酒癮者如何

影響其生活，以此方式直接瞭解行為之後果，而此種形式與修復式實務中之「被

害者－加害者調解」存在相似之處，蓋兩者皆鼓勵酒癮者／加害者不僅要看見苦

難之真實樣貌（real face），亦要聽見苦難背後之真實故事（Fallon，2014，p. 111）。

於修復式正義之脈絡下，每位參與者之看法應被傾聽，讓其有機會說出發生什麼、

受到什麼影響、需要什麼、願意做什麼讓事情變得更好（Wilcox，2008），於藥癮

治療性社區中亦有類似之機制。有論者指出，當藥癮治療性社區內發生偏差行為，

甚至有居民再次用藥時，便會邀請所有受到事件傷害之利害關係人聚在一起，陳

述所受之影響及共同思考如何修復，並預防類似事件再次發生（白鎮福，2014，

頁 73-74；許春金、白鎮福，2015，頁 38），此即為藥癮治療性社區內實踐修復式

正義的方式之一。簡言之，藥癮治療性社區利用各種具修復意義之治療活動，幫

助居民改變負面的想法、偏差的價值觀與生活型態（白鎮福，2014，頁 74；許春

金、白鎮福，2015，頁 39），即不僅藥癮治療性社區本身是修復式實務，社區內

各種課程與活動亦具修復性。 

於其他層面亦可見藥癮治療性社區存有修復式正義之要素。例如，藥癮治療

性社區強調自願，此自 Synanon 時即是如此（Sabath，1967）。Sternberg（1963）

指出，與被國家定罪而被監禁之犯罪者不同，居民進入 Synanon 時是出於自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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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願是 Synanon 有效之關鍵。藥癮治療性社區亦是如此，縱使是監獄治療性社

區，亦尊重藥癮者進入與退出之意願，而此要素與修復式正義強調當事人之自願

參與（許春金，2002a，2018，2022）並無不同。再者，於人性面上，藥癮治療性

社區認為自我本善（De Leon，2000），而修復式正義亦認為人性本善，人可以理

解其行為於道德上之對錯（Kirkwood，2022）。另外，Fulkerson（2009）指出，

毒品法庭（drug court）之目標是中斷成癮與相關犯罪，使人回歸無藥物與無犯罪

之生活，幫助藥癮者為自己之行為承擔責任，並回到家人身邊，使社會更為安全，

同時修復用藥所造成之傷害。藥癮治療性社區有與毒品法庭相同之目標，而此些

亦是修復式正義之目標。 

有論者則強調藥癮並非無被害者犯罪，認為於修復式正義之架構下，藥癮者

本身為自我被害之被害者（self-victimizing victims），同時亦是加害者（Febriana 

et al.，2019；Sonjaya，2020）。類似之看法，如王方濂（1987）與常子薇（2022）

皆認為用藥是自傷行為；呂淑妤（1998）更進一步指出目前施用毒品者於國內兼

具犯者與患者雙重身分，然藥癮者亦可被視為是藥物之被害者。因此，作為被害

者之藥癮者需要修復式正義，必須透過醫療與社會協助藥癮者復歸，否則其只會

陷入藥癮之循環，甚至進一步成為販藥者（Febriana et al.，2019）。林健陽與裘雅

恬（2009，頁 7）亦指出用藥者本身具有加害者與被害者之特質：若自加害者之

觀點，其必須承認錯誤、盡可能減少用藥帶來之傷害；若自被害者之觀點，則必

須瞭解自身所帶來之實質傷害，回復至未被傷害前之狀態，並尋求復歸所需之社

區資源。除藥癮者本身為被害者外，另有論者認為家庭亦是被害者，如蔡佩真

（1990）以及蔡田木等（2013）之研究皆指出，用藥者之家庭為實質被害者之一。

據此，或可認為用藥行為並非全然之無被害者犯罪。 

於藥癮者本身既是加害者、亦是被害者之觀點下，有論者提出特別之看法，

其認為藥癮治療性社區內之藥癮者本身即是加害者、被害者、促進者之「三位一

體」。如下圖 4-1-3 所示，藥癮者之內在得存在加害者、被害者與促進者三個角色

（白鎮福，2014，頁 89；許春金、白鎮福，2015，頁 41）。據此，藥癮治療性社

區是一修復平台，運用各種具修復意義之治療活動，促使藥癮者對本身加害者與

被害者經驗之洞察力，並激發內在良好之羞恥感與自尊心，以扮演自己之促進者，

進而面對用藥所造成之損害，並承諾修復損害與終止用藥（白鎮福，2014，頁 84；

許春金、白鎮福，2015，頁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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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1-3  藥癮者之三位一體 
（資料來源：白鎮福，2014，頁 84，圖 4-3-3； 

許春金、白鎮福，2015，頁 41，圖 8） 

第二節 治療性社區之發展歷程 

藥癮治療性社區發軔於 1960 年代之美國，但事實上「治療性社區」並非一

個新的名詞（Rosenthal，1991），由於歷史上之巧合，使用「治療性社區」一詞

者，包含針對精神疾患者予以治療之治療性社區（Kennard & Haigh，2012）51。

文獻上依治療性社區發展之時間，將其區分為第一代、第二代、第三代之治療性

社區，第一代治療性社區為民主治療性社區（democratic TC，DTC）；第二代、

第三代治療性社區則為藥癮治療性社區。本研究依循此一脈絡，將其發展歷程區

分為此三者分別介紹之。 

壹、第一代治療性社區 

第一代治療性社區可追溯至二戰時期之英國，源於由 Wilfred  Bion 與 John 

Rickman 以及 Michael Foulkes、Harold Bridger、Tom Main 在 Northfield（於英國

伯明罕）的 Hollymoor 醫院所進行之兩次實驗，又稱作「Northfield 實驗」，Wilfred  

                                                      
51 不過，在名稱之使用上或許並非巧合。在一次訪談中，David Deitch 指出原本使用「人性化社

區」（“Humanizing Community”）以指稱藥癮治療性社區，但後來接受曾受過民主治療性社區

培訓之 Efren Raimirez 博士建議，改使用治療性社區一詞（White，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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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ion 等人所進行者為第一次實驗，Michael Foulkes 等人所進行者則為第二次實

驗；以及約同一時間 Maxwell Jones 開發於精神病院中之治療性社區（Broekaert 

et al.，2000；Broekaert et al.，2006；Campling，2001；Haigh，2015；Vanderplasschen，

Vandevelde，et al.，2017）。此些治療單位大多是為了從第二次世界大戰歸來之男

性士兵而設立，因其有戰爭壓力反應、創傷後壓力症候、炮彈震撼症（shell-shock 

syndrome）等，從而表現出問題行為，對於此些因戰爭而產生問題行為者，Maxwell 

Jones 等人並未使用傳統之醫療模式，而是提供有別於傳統精神病院（mental 

hospital）之環境，使生活於治療性社區內之居民得以瞭解目前的問題與病因

（Akerman，2019；Newton-Howes & Mulder，2020；Perfas，2003，2014），以解

決其存有之創傷（Willmot，2023）。 

第一代治療性社區設立之目標，不僅是要改善症狀，更希望士兵於治療後得

重回部隊繼續投入戰場，而後順利回歸社會，故強調繼續維持士兵之功能，於治

療性社區內之訓練是全人的訓練，並以民主開放之精神運作，允許所有成員高度

參與決策過程（如關於社區的每個決定應與社區每個居民討論之），資訊亦是高

度共享（Kooyman，1993，2001；Raimo，2001；劉盈君等，2014）。在第一代治

療性社區中，治療之責任不僅限於訓練有素之醫護人員，尚包含其他社區成員

（Jones，1956），病人亦將在決定治療活動時發揮積極作用（Perfas & Spross，

2007）。國內採此模式者，為臺北榮民總醫院玉里分院（前身為玉里榮民醫院）

（Lin et al.，2009；黃嬡齡，2008）。此種治療性社區，又稱為「民主治療性社區」、

「精神治療性社區」（psychiatric TC）、「精神分析治療性社區」（psychoanalytical 

TC）、「環境治療性社區」（environmental TC）、「Maxwell Jones 治療性社區」或

「英國模式」（British Model）（Akerman，2019；Broekaert et al.，2006；De Leon 

et al.，2002；Haigh，2015；Perfas，2012；Richardson & Zini，2021；Stevens，

2012；Vanderplasschen，Vandevelde，et al.，2017）。 

貳、第二代治療性社區 

關於藥癮治療性社區之起源，文獻上多認為此種模式源於 1958 年由 Charles 

Dederich 所發起之 Synanon 計畫52。Bloor et al.（1988，p. 2）、Blume（2002，p. 

                                                      
52 車煒堅將之稱為「反犯罪的社會組織」（車煒堅，1981，頁 29）、「Synanon 犯罪矯治會社」（車

煒堅，1986，頁 70）與「Synanon 反犯罪會社」（車煒堅，1986，頁 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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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5）、Deitch and Solit（1993，p. 305）、Yablonsky（1989，p. 17；2000，p. 492）

與丁誼萱（2024，頁 28）皆指出 Synanon 是首個藥癮治療性社區。1950 年代末

期之美國，欲尋求治療之藥癮者往往求助無門，醫院與監獄亦無濟於事，Charles 

Dederich 借助其參與戒酒無名會（Alcoholics Anonymous，AA）53之經驗，於美

國加州成立 Synanon，開創了全新的生活型態，於當時社會普遍認為藥癮無從治

癒之觀點下，Synanon 之出現帶來一線希望。Synanon 是一針對海洛因使用者之

治療模式，居民們共同生活在一起，並具備相當嚴格之等級結構，新加入之居民

必須逐步向上。而由於 1960 年代之美國正處於海洛因危機（heroin crisis）當中，

海洛因之使用不斷擴大（尤其是在美國的城市），因此產生不少犯罪問題，隨著

犯罪率上升，大眾對於嚴厲之反毒措施未能帶來改變而感到失望；對於毒品犯罪

之最低刑期越來越長，其他方法亦未能帶來戒除之效果，進而催生出包含美沙冬

維持療法在內之數種治療模式，受 Synanon 啟發之藥癮治療性社區因此嶄露頭

角，迅速傳布至當時的美國各地，如成立於紐約之 Daytop Village 與 Phoenix 

House、芝加哥之 Gateway House、佛羅里達州之 Concept House、舊金山之 Walden 

House 以及亞利桑那州之 Amity Foundation 等。此時期之治療性社區即為第二代

治療性社區，其保留 Synanon 大部分之治療方法，透過調整藥癮者之生活型態、

人際關係甚至個性，專注於社會復歸（rehabilitation）54和持續復元（sustained 

recovery）（Batiste & Yablonsky，1971；Bloor et al.，1988；Davis，2008；De Leon，

1995b，2000，2001a，2019；Deitch & Drago，2019；Glaser，1974，1981；Haigh，

2015；Henninger & Sung，2014；Hunt & Xiao Dong Sun，1998；Jones，1979；

Kooyman，1993；Mullen & Naya，2017；O'Brien & Halpern，1989；Ottenberg，

1982；Perfas，2014，2018；Ravndal，2003；Richardson & Zini，2021；Vanderplasschen，

Vandevelde，et al.，2017；Varma & Muehlbach，2023；Wexler，1995；車煒堅，

1981，1986，1990）。附帶說明者是，有論者將此時之治療性社區稱為第一代治

療性社區，如 Brown et al.（1996）、Perfas（2019）、周煌智等（2018），是對於藥

癮治療性社區而言；Kaye（2019）更進一步認為，以藥癮治療性社區而言，Synanon

是唯一的第一代治療性社區。 

                                                      
53 朱群芳等（2020，頁 59，頁 61）將之譯為「匿名戒酒會」；陳碧珍（2013，頁 75）將之譯為

「匿名戒酒協會」；周子敬（2006，頁 24）、胡萃玲（1997，頁 3）、楊靖文（2019，頁 41）譯

為「戒酒匿名會」；陳玟如與鄭麗珍（2022，頁 275，頁 282）則將之譯為「戒酒匿名協會」與

「戒酒無名協會」。 
54 周震歐（1993，頁 8；2016，頁 1）將之譯為「復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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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0 年代初期，時任美國參議員 Thomas Dodd 參訪了 Synanon，並將此開

創性之藥癮治療模式稱為「海灘上的奇蹟」（miracle on the beach）（Deitch et al.，

2002，p. 129）。Synanon 之名稱源自於該組織早期一位新加入之藥癮者，當其試

圖說出「symposium」與「seminar」兩個詞彙時，不小心脫口而出「synanon」，

「Synanon」之名稱就此誕生（Yablonsky，1971，1989，2002）。作為當代藥癮治

療性社區之雛形，Synanon 提供一個安全的環境，旨在使藥癮者有機會處在致力

於消除「犯罪藥癮者」（criminal addict）之行為模式與價值模式中，藥癮者須遵

守 Synanon 之規範（絕對禁止藥物與肢體暴力），並學習與使用新的態度及行為

規範；同時，藥癮者於 Synanon 內之日常生活相當規律，與前藥癮者一起生活與

工作，進而得到此些擁有類似生活經歷者之理解與愛戴（affection），共同擺脫藥

癮與不斷成長（Batiste & Yablonsky，1971；Carroll，1992；Cherkas，1965；Schur，

1965b；Sternberg，1963；Yablonsky，1971；1989；車煒堅，1981，1986，1990）。

藥癮者們找到其可認同之社區，亦找到可以表達內心情緒之對象（Haskell & 

Yablonsky，1983）。此外，Synanon 並不依賴精神醫療專業人員，而是透過自助

方式幫助藥癮者，由藥癮者承擔治療責任（Jones，1984；Sack，1974；車煒堅，

1981，1986，1990）。簡言之，Synanon 為藥癮者提供了一種部落社會（tribal society）

（MacIver，1966，p. 186），具備溫暖、支持、嚴格且具體的程序，以及許多經歷

相似的前藥癮者之陪伴（Sabath，1967），展現出團體之治療性力量（Harvey，

2023a）。Charles Dederich 認為，Synanon 並非治療服務，而是人們學習「正確地

生活」（live right）之學校（Yates，2014，p. 100）。而 Yablonsky（1962）甚至指

出 Synanon 有適用於藥癮問題外其他犯罪之可能性55。 

除心理學、社會學等領域外，Synanon 同樣引起犯罪學家之研究興趣，如美

國社會學家與犯罪學家 Donald Cressey 即在《Delinquency, Crime and Differential 

Association》一書中對於 Synanon 有所討論（Cressey，1964），並指出隨著待在

Synanon 之時間越久，藥癮者離開 Synanon 並重新用藥比率即越低之現象，傾向

於印證差別接觸理論（theory of differential association）之概念（Cressey，1964；

Volkman & Cressey，1963）。作為 Synanon 之倡議者，Donald Cressey 被 Charles 

Dederich 表揚（procliam）為 Synanon 第一個「榮譽藥癮者」（honarary dopefiend）

（Janzen，2001，p. 24；Kaplan & Broekaert，2003，p. 204）。美國社會學家與犯

                                                      
55 Rosenthal（1989）對於藥癮治療性社區亦持類似之看法。 



 

119 
 

罪學家 Lewis Yablonsky 亦於 1960 年自 Donald Cressey 聽聞 Synanon 此一計畫，

並自 1961 年至 1967 年間投入大量時間參與 Synanon（Yablonsky，1989，1997，

2000，2002，2010）。Lewis Yablonsky 將其前五年於 Synanon 之研究成果發表在

《The Tunnel Back: Synanon》一書，該書描述 Synanon 作為反犯罪社會

（anticriminal society）之結構，以及治療藥癮者過程中之突破（Yablonsky，1965）。 

事實上，藥癮治療性社區之雛形由來已久，相當古老56，存於所有形式之社

區治療與支持當中，如原始部落之治療儀式、戒酒無名會等（De Leon，1985，

1986b，1987，1988e，1995b，1999b，2005a，2005b，2013，2014；De Leon & 

Rosenthal，1979，1989；Rosenthal，1986）。不過，Synanon 確實是許多藥癮治療

性社區之原型（Carroll，1992；Glaser，1974；Jones，1979；Ottenberg，1982），

最終卻與藥癮治療性社區分道揚鑣。早期之 Synanon 確實希望成員回到社會並保

持聯繫，但後期轉變為鼓勵成員居住於 Synanon 中，以終生參與為目標，大多數

成功戒癮者將 Synanon 視為畢生事業（life's work），仍自願留在組織內，無論是

工作或是住所皆然，而未回到原本之社會，蓋 Synanon 使其獲得滿意之社會角

色，亦得以幫助他人。如此固然得使成員遠離藥物，卻忽略於治療完成後使其重

新融入社會，Synanon 進而成為保護性社會（a protective society），此與以使藥癮

者重新融入社會為最終目標之藥癮治療性社區大不相同，亦代表 Synanon 於解決

藥癮問題上有其極限，蓋 Synanon 使成員繼續留在團體之內，進而造成其用藥者

形象仍繼續存在；藥癮治療性社區則使戒癮成功者重新投入社會，進而得消除用

藥者形象。而後 Synanon 走向邪教（cult）一途，亦因其對於成員之嚴格控制而

聲名狼藉，最終於 1991 年解散（Batiste & Yablonsky，1971；Borkman et al.，2007；

Broekaert et al.，2000；Broekaert et al.，2006；Ciaravino，2007；Davis，2008；

Deitch & Drago，2019；Deitch & Zweben，1984；Goethals，Yates，et al.，2011；

Kooyman，2001；Perfas，2014，2019；Sack，1974；Schur，1965a，1965b；Sternberg，

1963；Vanderplasschen，Vandevelde，et al.，2017；Yablonsky，1971；1989；車

煒堅，1990）。《TIME》於 1977 年之報導即指出 Synanon 內發生之種種行為，例

如：1975 年 Synanon 內之女性開始剃光頭，拒絕者會遭到排擠；1976 年除 Charles 

Dederich 外，所有男性被迫接受輸精管切除術（vasectomy）；甚至於 1977 年開始

進行換妻（wife swapping）（"Nation: Life at Synanon Is Swinging—A once respected 

                                                      
56 藥癮治療性社區更為古老之歷史，可見 Deitch and Drago（2019，pp. 648-6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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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rug program turns into a kooky cult"，1977）。綜觀 Synanon 之歷史，其從最初受

戒酒無名會影響之藥酒癮者團體（1958 年 1 月至同年 9 月），至建立成居住式之

治療性社區，著重於戒除藥癮（1958 年 9 月至 1968 年），接著擴張成自我宣稱

（self-declared）之社會運動，試圖創造一理想社會（1969 年至 1975 年）57，最

終發展為具有爭議性之宗教（1976 年至 1991 年）（Clark，2017；Janzen，2001）

58，曾經備受讚揚之組織就此畫下句點。此種演變或許導因於 Synanon 成為過於

依賴魅力型領袖（charismatic leader）之封閉系統（Deitch & Zweben，1984）。然

而，無法否認其所使用之方法論為藥癮者之治療帶來長遠且深入之影響（Brown，

1990；Goethals，Yates，et al.，2011），Synanon 之出現亦改變 1950 年代認為藥

癮者無可救藥之觀點（Perfas，2003）。須注意者是，許多藥癮治療性社區都有魅

力型領袖，為居民與工作人員之榜樣，然魅力型領袖並非形成改變之主要力量來

源（Deitch & Zweben，1984）。 

Maxwell Jones（1979）分別將民主治療性社區與藥癮治療性社區稱為「舊治

療性社區」（old TCs）與「新治療性社區」（new TCs）59，代表出現時序之不同。

然而，儘管同樣使用「therapeutic community」，兩者仍於許多方面存在差異，無

證據表明民主治療性社區對於藥癮治療性社區之起源與發展有任何直接影響，亦

即，歐洲針對精神疾病患者之治療性社區，對於美國以藥癮為重點之治療性社區

有何影響，並不清楚（De Leon，1995b，1999a，1999b，2000，2005a，2005b；

De Leon & Unterrainer，2020；Perfas，2012，2014；Rawlings & Yates，2001；

Rosenthal，1991）。Jones（1979）甚至指出，藥癮治療性社區出現時幾乎不知道

民主治療性社區之存在。 

民主治療性社區與藥癮治療性社區相同之處，在於皆採用自助方法（Mold & 

Berridge，2010），以鼓勵居民對自己與他人負責作為行為改變之主要機制

（Campling，2001），並運用同儕團體之力量（Jones，1979），工作人員與居民相

互合作，成為居民自己、其他居民乃至整個社區改變之參與者（Glaser，1981）。

社區居民將負責社區之日常運作，並接受挑戰與支持（Pickard，2011；Pickard & 

                                                      
57 此時對象為對大社會之生活感到不甚滿意的各種人們，Synanon 旨在為其提供另一種生活型態

（Yablonsky，1972）。 
58 關於 Synanon 之興衰起落，可見 Clark（2017）、Janzen（2001）、Morantz（2015）以及 Ottenberg

（1982）之論述。 
59 相同用法，可見 De Leon（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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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earce，2013），且皆有定期之會議分享資訊，居民亦能接受或給予反饋（Frye，

2004）。但相較於民主治療性社區，藥癮治療性社區所著重者乃藥癮而非人格違

常（personality disorder）或精神疾患（Raimo，2001；Stevens，2012），進而更加

注重藥物使用之管理，以及幫助藥癮者忍受挫折（tolerate frustration）或延遲滿

足（delay gratification）（Akerman，2019）。另外，民主治療性社區之工作人員皆

為專業人士，傳統之藥癮治療性社區則多為已復元之前居民（Perfas，2018；

Raimo，2001），且由於民主治療性社區將居民作為病人對待，縱使居民有意願，

亦無法於日後成為工作人員（Kooyman，1993），此與藥癮治療性社區之居民於

復元後可留在社區內擔任工作人員之運作方式有所不同。兩個性質相似之治療性

社區各自獨立發展（Kooyman，1993；Perfas，2003），後續歐洲亦出現融合兩者

之治療性社區。 

參、第三代治療性社區 

第三代治療性社區是指 1960 年代至 1980 年代中期於歐洲發展之藥癮治療

性社區。1960 年代大麻、安非他命等於歐洲之流行，以及 1970 年代歐洲新出現

之海洛因問題，使美國之藥癮治療性社區模式迅速傳播至歐洲大多國家，包括民

主治療性社區之起源地英國，進而適應歐洲文化，融合各地傳統60。隨著最後一

批歐洲治療性社區之先驅（pioneer）於芬蘭與希臘建立，第三代治療性社區隨之

告終，而後藥癮治療性社區逐漸成熟並與其他治療方式整合（Broekaert et al.，

2006；De Leon et al.，2021；Kooyman，2001；Ravndal，2003）。根據 Vanderplasschen 

et al.（2014）之調查，歐洲共有一千兩百多個藥癮治療性社區，其中約三分之二

位於義大利，僅土耳其未將藥癮治療性社區作為一種治療方法。大多數歐洲國家

之藥癮治療性社區少於五個，於南歐與部分東歐國家則有多於五個藥癮治療性社

區計畫，如義大利、希臘、西班牙、葡萄牙、立陶宛（Lithuania）、匈牙利（Hungary）、

波蘭等。附帶說明者是，雖然藥癮治療性社區於英國有其發展，然相較之下，民

主治療性社區仍較為常見（Dawson & Zandvoort，2010）。 

綜上所述，第一代治療性社區是指二戰時期於英國發展之民主治療性社區；

第二代治療性社區是指於 1960 年代美國盛行之藥癮治療性社區；第三代治療性

                                                      
60 藥癮治療性社區於歐洲之發展，可見 Vanderplasschen et al.（2014，pp. 21-22）、Yates et al.（2021，

pp. 16-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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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區則指於歐洲發展，承襲美國模式並適應歐洲文化之藥癮治療性社區。隨著各

國對於藥癮問題之重視，藥癮治療性社區遍地開花，目前此種治療模式已布及全

球（包含歐洲、澳洲、拉丁美洲、亞洲等），為具藥癮之不同人群提供服務（De 

Leon et al.，2021；Kaloterakis，2019；Perfas，2014）；而藥癮治療性社區亦由最

初治療海洛因成癮者，擴張至處理其他形式之藥物使用，如酒癮、多重藥物使用

等（De Leon，2003a，2003b；Glaser，1981）。治療性社區之發展歷程如下表 4-

2-1 所示。 

表 4-2-1  治療性社區之發展歷程 

歷程 第一代 第二代 第三代 

類型 民主 

（環境、精神治療、

精神分析） 

藥癮 

（物質濫用者、無藥、等級、概念、自助） 

起源 二戰時期士兵所需 Synanon 美國治療性社區模式 

地區 英國 美國 歐洲 

資料來源：整理自 Broekaert et al.，2006，pp. 1-2；Vanderplasschen，Vandevelde，

et al.，2017，pp. 181-182。 

第三節 藥癮治療性社區之觀點 

每種藥癮治療模式皆有各自對於藥癮之觀點，並透過不同方法對藥癮者產生

影響（De Leon，1981，1985，1986b，1988c，1988d，1989c，1989d，1990b）。

例如，美沙冬維持療法認為，鴉片類藥物成癮是反覆發作（recurring）之疾病，

戒除並非其主要目標（De Leon，1981，1989d，1990c）。而關於藥癮治療性社區

對於藥癮之觀點，心理學家 George De Leon 博士對之有相當詳盡之論述。George 

De Leon 為藥癮治療性社區研究領域國際公認之權威（Carroll et al.，2013），對於

藥癮治療性社區之發展貢獻良多，相關研究亦是不勝枚舉，故獲得其他藥癮領域

專家學者之肯定。如 Vanderplasschen and Vandevelde（2018，p. 6）指出 De Leon

是國際治療性社區運動的倡議者之一；White（2010，p. 38）表示，De Leon 於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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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涯中不斷發表關於藥癮治療性社區之科學研究，並用這些研究導引國際治療性

社區運動之演進；Yates（2014，pp. 100-101）則認為，De Leon 堪謂是藥癮治療

性社區領域中最重要的評估者（evaluator）之一，亦無疑是最重要的編年史家

（chronicler）。此外，其所撰之《The Therapeutic Community: Theory, Model, and 

Method》（2000）一書61，更針對藥癮治療性社區之各方面進行介紹與剖析，Varma 

and Muehlbach（2023，p. 158）即指出該書是對藥癮治療性社區之治療方法、基

本原則與實踐探討最為深入者。因此，本節關於藥癮治療性社區之觀點部分，是

採納 De Leon 之看法，其認為藥癮治療性社區是透過「違常」（disorder）、「人」

（person）、「復元」（recovery）以及「正確生活」（right living）四種相互關聯

（interrelated）之觀點作為指導（De Leon，1988e，1989c，1995b，1997b，1999a，

1999b，2000，2002，2010b，2010c，2013，2014，2022；De Leon et al.，2021；

Tims et al.，1994；Yates et al.，2017）62，本研究以此作為論述架構，並輔以其他

文獻闡明相關概念，以下即針對此四種觀點進行說明。 

壹、關於「違常」之觀點 

一、人而非藥物：強調「全人違常」之概念 

藥癮或所謂物質使用疾患（substance use disorder，SUD）乃困擾居民之問題，

於藥癮治療性社區之觀點下，此非疾病或執法（law enforcement）問題，而是被

視為各種面向（dimension）之「全人違常」（a disorder of the whole person）63，

反映了行為、態度、價值觀、情緒管理等方面之問題，如藥癮者本身不僅有明顯

的行為或情緒上之問題，亦可能出現毫無章法或不切實際（unrealistic）之想法，

並存在混亂或反社會之價值觀，且經常表現出語言、閱讀等方面之缺陷，此些問

題將導致作為偏差（deviant）行為與自我毀滅（self-destructive）行為之藥物使用，

進而多方面地對一個人產生負面影響，影響所及者包括藥癮者大部分甚至全部功

                                                      
61 有時因其書皮而被稱為「紅皮書」（The Red Book）（Harvey，2023b；Kaye，2019）。 
62 此四種相互關聯之觀點雖是 De Leon 之主張，不過在其早期之著作中，正確生活之觀點似乎

未被強調，可見 De Leon（1986b，pp. 6-9）。另外，Perfas（2004，pp. 19-25）亦主張大致相同

之四種觀點，然第四種觀點並非「正確生活」，而是「用於復元之方法」（the method employed 

for recovery）。 
63 少數文獻使用「a disorder of the entire person」，如 Morgen（2016，p. 94）；亦有使用「a disease 

of the whole person」，如 O'Connell et al.（2007，p. 1095），然其意義應屬相同。關於全人內涵

之探討，詳見白鎮福（2022，頁 135-1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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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Dawson & Zandvoort，2010；De Leon，1981，1985，1986b，1987，1988d，

1988e，1989a，1989b，1989c，1989d，1990b，1990c，1994，1995b，1996a，1997b，

1999a，1999b，2000，2001b，2003b，2005a，2005b，2010b，2010c，2013，2014，

2022；De Leon & Deitch，1985；De Leon & Jainchill，1991；De Leon et al.，2021；

De Leon & Rosenthal，1989；De Leon et al.，1993；De Leon & Unterrainer，2020；

Farrell，2000；Jayamaha et al.，2022；Melnick & De Leon，1999；Perfas，2003，

2004，2012，2014；Rickel & Becker-Lausen，1994；Rosenthal，1991；Whitten et 

al.，2022；Yates et al.，2017；洪瑩慧，2014）。藥癮治療性社區所強調全人違常

之概念，若將其分別解析之，全人之「全」本身有「系統」與「整體」之意涵（白

鎮福，2022，頁 135）；而違常是對於秩序之背離（divergence），蘊含心理與行為

規範的偏離（deviation）之意（Pickard，2022a，2022b）。此種觀點承認藥癮之產

生與維持是由個人特質之多種面向構成（黃柏諭，2022，頁 3），並將使用藥物視

為更大且更為深層（underlying）違常的一種展現形式（manifestation）（Mitchell，

2024；蔡佩真，2019a）。據此，藥癮治療性社區不著眼於藥物本身，而是主張從

藥癮者身上找尋問題之根源（Perfas，2014），藥癮者之行為、態度、價值觀、情

緒管理等方面之問題始為導致用藥之核心與根本（Nielsen & Scarpitti，1997），故

於藥癮治療性社區中，行為、態度、價值觀、情緒管理等皆為改變之對象（O'Brien 

et al.，2011）。 

藥癮治療性社區中之居民大多曾使用多種藥物，尤其酒精往往是主要的入門

（gateway）藥物（Carroll，1992），且藥物常被居民視為處理情緒不適（emotional 

discomfort）或壓力之手段（Rosenthal，1984，1991）。此外，身為藥癮者之居民，

進入藥癮治療性社區前往往具有相當多潛在問題（Anderson & Harrison，2004；

趙星光，1998），例如：（1）自我否定；（2）有反社會行為；（3）社會技巧不足；

（4）缺乏解決問題之知識；（5）對自己與他人之破壞性行為（destructive 

behaviors），如家庭暴力（domestic violence）、對他人施暴、企圖自殺（suicide 

attempts）、忽視健康等行為，此與經常使用藥物有關；（6）有問題之家庭關係；

（7）教育程度低；（8）遠離主流社會化（mainstream socialization）；（9）無法維

持人際關係；（10）多種工作問題，如工作經驗缺乏、曠職、工作表現下降64、失

業、常換工作等（De Leon，2000；Ritvo，2023；Rosenthal，1984；林健陽、黃

                                                      
64 葉碧翠等（2023）訪談 10 位成年持續犯，研究參與者即指出，藥物之副作用使其無心力正常

工作，行為判斷能力亦受藥效影響而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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啓賓，2002；趙星光，1998）。藥癮治療性社區認為，使用藥物行為僅是此些問

題之顯現，藥癮者需要充滿關懷（caring）之社區，在鼓勵與支持下克服此些問

題（O'Brien et al.，2011）。 

對於部分用藥者而言，生理（physiological）因素可能相當重要；然對於大多

數居民而言，主要問題仍在於既存之社會與心理問題，以及持續用藥所積累之行

為缺陷（deficit），故藥癮治療性社區強調必須從個人心理狀態與生活型態之脈絡

下看待生理成癮或依賴性（De Leon，1981，1986b，1988d，1988e，1989c，1990b，

1994，1995b，1999b，2010c）。基本上，藥癮治療性社區所強調者乃藥癮者之社

會化不足（undersocialization），或可說是涂爾幹（Durkheim）所稱之「亂迷」

（anomie），而成癮是形成反社會模式之過程，導致藥物使用以及更為廣泛之亂

迷（Kaye，2019）。因此，無論使用何種藥物以及用藥之模式有何不同，各種程

度之多重功能障礙（multiple dysfunction）往往體現於藥癮治療性社區之居民身

上，此代表需要治療之問題並非藥物，而是「全人」；同時，不同程度之功能障

礙亦將影響居民接受治療之程度（De Leon，2000；Deitch et al.，2002；Perfas，

2014）。相較於個人使用何種藥物或其用藥模式為何，藥癮治療性社區更為重視

藥癮者本身之行為、態度、價值觀、情緒管理與生活型態，欲透過居民與社區的

持續互動而改變之（De Leon，1988d，1989a，1990b，2000，2012；Rosenthal，

1984，1991），同時試圖打破居民與藥物間的鍵（bond），而引導居民建立與社區

的鍵（De Leon & Unterrainer，2020）。 

綜上，藥癮治療性社區強調「人而非藥物」（the person not the drug）（De Leon，

1986b，1990c，2000，2010c；De Leon & Rosenthal，1989）。亦即，問題並非出

於「藥物」本身，而是在於不成熟（immature）、相對未社會化之藥癮者「個人」，

其行為、態度與價值觀才是根本之問題，藥癮僅是違常、更深層個人問題之症狀

（symptom）而非本質（essence）（De Leon，1981，1985，1986b，1988d，1988e，

1989c，1990b，1990c，1994，1995b，1999a，1999b，2000，2010b，2010c，2012，

2013，2014，2022；De Leon & Deitch，1985；De Leon et al.，2021；De Leon & 

Rosenthal，1989；De Leon & Unterrainer，2020；Farrell，2000；Kooyman，1993；

McCarthy et al.，2000；O'Brien & Halpern，1989；O'Connell et al.，2007；Perfas，

2012，2014）。一言以蔽之，用藥僅是一種表象與症狀，藥癮者本身始為問題之

核心（Woodhams，2001；蔡佩真，19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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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與其他成癮模式之互動 

儘管存在豐富的討論，然於當代成癮仍是一個難以掌握的概念（Thurnell-

Read & Monaghan，2023）。關於成癮行為與動機之理論，目前仍爭論不休，尚無

放諸四海皆準之答案，大抵上是由兩大陣營所組成：一是認為成癮是道德失敗，

成癮者理應為其選擇負起責任；另一則是認為成癮是特殊的腦部疾病，成癮者無

從選擇與控制（Pickard et al.，2015；Wakefield，2017a）。因此，於成癮相關研究

上，多集中於探討成癮究竟是一個選擇問題而事關意志力（willpower）與自我控

制（ self-control），還是一種疾病而屬無法抗拒之病態強迫（ pathological 

compulsion）（Frank & Nagel，2017）。以下將概述此兩大陣營對於成癮之觀點與

相對應之批評，再說明藥癮治療性社區如何看待成癮。 

（一）道德模式 

成癮之道德模式（moral model）根基於古典（classical）思想，古典思想認

為人從事任何行為（包含用藥、賭博等）皆關乎個人選擇（choice），個人選擇則

立基於早期古典理論家貝加利亞（Cesare Beccaria）與邊沁（Jeremy Bentham）之

理性（rationality）概念（Clark，2011）。道德模式可自兩層次觀之：第一層次是

認為成癮是一種選擇，即使是對已上癮者亦是如此；第二層次則是對於此種選擇

之道德非難（／道德譴責，moral condemnation），其採取批判性之道德立場，認

為成癮者是意志薄弱、性格頑劣之人，過著享樂主義（hedonism）之生活，不惜

代價地追求快樂與逃避（Pickard，2017，2020，2021）。附帶說明者是，部分文

獻將「選擇模式」（choice model，CM）作為腦部疾病模式之另一陣營（如 Goldberg，

2020），另有認為道德模式等同選擇模式者（吳建昌，2020，頁 167）；本研究則

認為，上述道德模式第一層次之主張是選擇模式之主要論點，然選擇模式不盡然

採取道德非難之態度，即選擇模式不完全等同於道德模式。 

道德模式並不相信成癮是一種疾病，而是將用藥定性為道德問題或罪行

（sin）（Brooks & McHenry，2023），也因成癮存有此種道德性格，故有論者認為

用藥是一種「惡習」（蔡墩銘，1975，頁 103；1979，頁 105），於犯罪學文獻上

亦有將藥物使用歸類為道德性犯罪行為（許春金，1987，2017）。而部分文獻即

採取道德模式之觀點，如有論者認為用藥是用藥者本身不顧傳統的仁義道德，進

而形成不良示範（駱宜安，2000b）。我國早期對於用藥者施以嚴刑厲罰，亦是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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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模式思考下之產物（吳建昌，2020；許春金等，2013），蓋將成癮視為道德失

敗，將導致以懲罰作為應對方法，而非預防與治療之（呂興軍、陳政智，2024）。

然而，認為藥癮者道德觀念薄弱，於治療方面並無助益（周震歐，1977），且道

德模式往往會增加藥癮者之羞恥、罪惡感與汙名感（Marlatt & Witkiewitz，2010），

故有論者認為對於用藥問題，處理上不宜強調道德，而應基於務實態度預防或限

制使用藥物之風險及危害（吳秀貞、林珊汝，2007）。 

（二）腦部疾病模式 

成癮腦部疾病模式（brain disease model of addiction，BDMA）是目前廣為接

受（orthodox）之概念（Pickard，2016a，2016b，2018a），主張該模式者認為，

若自神經生物學（neurobiological）之角度出發，藥癮是一種慢性的腦部疾病，且

就如同高血壓（hypertension）、糖尿病（diabetes）等慢性疾病一樣需要治療65（Bahr，

2011；Kuhar，2023）。與其他慢性疾病相同，治療成功之合理標準是「管理」而

非「治癒」（cure）（Leshner，1997），成癮可被成功地控制（吳景寬，2010）。於

此觀點下，一個淺顯易懂的比喻是：藥癮「劫持」（hijack）了大腦66，因此藥癮

者對於藥物之渴求無從抗拒，使其不計任何後果持續用藥，亦無任何選擇之可能

性（Pickard，2018a，2021）。一開始用藥可能出於自願，然而，一旦上癮，即無

法控制自己的用藥行為（Bahr，2011），藥癮者無法不用藥，故無須對用藥行為負

責（Pickard，2022b）。腦部疾病模式將藥癮視為強迫性（compulsion）之神經生

物疾病，事實上是拒絕接受前述道德模式之第一層面，蓋強迫性是選擇之對立面

（Pickard，2020，2021）。至於腦部疾病模式之道德非難，則是針對藥物以及從

藥物中獲得之愉悅（pleasure），而非藥癮者本身（Pickard，2020）。支持腦部疾病

之看法者，不勝其數（如 Cheron & Kerchove d'Exaerde，2021；Kuhar，2010，

2023；Segal，2022；Volkow，2020；Volkow & Morales，2015；吳佳儀等，2021；

吳景寬，2010；束連文，2016；束連文等，2014；秦文鎮，2018），然對於成癮機

制等議題，腦部疾病論者間仍存有歧見。附帶說明者是，仍有腦部疾病論者認為

藥癮者須對自己之行為負責（Kuhar，2010），且有尋求幫助與持續接受治療之個

人責任（Chandler et al.，2009）；白鎮福（2014，頁 8）亦指出，縱使採取藥癮是

一種疾病之概念，亦無法免除藥癮者對其成癮之責任。 

                                                      
65 藥癮與慢性疾病之比較，可見束連文等（2014，頁 136）之表格整理。 
66 如此比喻者，如 Salas-Wright et al.（2016，p. 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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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論者指出，將成癮視為一種腦部疾病，對於治療具有三項重要意涵。首先，

若個人患有其無法控制之疾病，則其需要者是治療，而非刑事制裁（criminal 

sanctions）。許多藥癮者雖然希望停止使用藥物，卻又無法做到，此無關乎態度之

改變，蓋成癮是長期使用藥物所引起之大腦變化，用藥對藥癮者而言不再是一個

選擇問題（a matter of choice）。其次，要將重點從「治癒」疾病轉向「管理」疾

病，蓋慢性疾病無法透過治療而痊癒。第三，若成癮是一種改變大腦功能（alter 

brain functions）的疾病，則治療可能需要用於改變大腦功能之藥物（Bahr，2011；

Bahr et al.，2012）。 

腦部疾病模式將藥癮視為疾病而非不道德（immoral），故於處理藥癮問題時

是以病人之角度予以協助，而使藥癮者獲得更好的治療，以醫療逐步取代監禁

（Carroll，1975；潘俊宏、楊添圍，2022），且縱使藥癮者再次用藥，亦無可厚非，

蓋病人再次生病尚屬合理（張智雄、柯雨瑞，2005；賴擁連，2000）。然而，腦

部疾病論者勢必面臨一些質疑與挑戰。首先，若真如腦部疾病模式所言，使用藥

物、尋求藥物之行為是神經生物疾病之直接後果，則復元、主動戒除藥癮應屬相

當罕見；然而，藥癮者復元、主動戒除藥癮不僅可能，亦屬常見，即使對於用藥

之渴望相當強烈，但非全然不可抗拒，人仍有可能選擇戒除藥癮（Humphreys，

2023；Peele，2012；Pickard，2012，2024；Reinarman & Granfield，2014）。如 Day 

et al.（2024）調查英國有問題的酒精或藥物使用之復元情形，以知悉於英國人口

中解決此問題之盛行率以及有此問題者如何解決，研究結果發現，在曾有酒精或

藥物使用問題，然目前已無之研究參與者中，約有一半之研究參與者（49.9%）

曾接受過協助，可見有相當比例者是在未使用治療服務下解決其酒精或藥物問

題。慢性疾病之觀點往往低估人改變生命之可能（Heim & Monk，2022），亦與

許多藥癮者之經驗有所分歧，蓋其可能認為未曾生病或已然痊癒（Lewis，2017）。

縱使藥癮者聲稱其無法拒卻藥物，但或許非完全不能，而是有其難處，蓋放棄用

藥可能成本極大，且用藥仍有其益處（Pickard，2016a），而須注意者是，此一觀

點並不否認戒除藥癮對於藥癮者而言是困難重重且必須付出一定代價。 

若單採腦部疾病模式，則有兩種途徑解決藥癮問題：一是透過政策與執法將

藥物自社會中完全剷除，打造無藥社會；另一則是僅關注藥癮者之大腦問題

（Grifell & Hart，2018；Hart，2017）。然而，前者似乎不切實際，毒品戰爭下對

於藥物之嚴厲執法不見成效。後者之效果如何則有爭議，有論者認為以目前之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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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而言，無法斷言藥癮即是腦部疾病，亦無法完全區別藥癮者與非藥癮者之大腦

（Hart，2017）。神經可塑性（neuroplasticity）67為常態而非例外（Lewis，2017），

人的大腦本就不斷改變、適應與學習，每個經驗皆會改變大腦（如學習新語言）

（Goldberg，2020；Satel & Lilienfeld，2014），縱使是極端的大腦改變，亦不代

表大腦出了問題（Lewis，2017），倘若改變大腦的活動皆可被稱為成癮，顯屬荒

謬，將腦科學之發現解釋為腦部疾病，似是過於直接之推論（Goldberg，2020）。

Grifell and Hart（2018）亦指出，目前並未有資料表明成癮是如同巴金森症

（Parkinson's disease）或漢丁頓症（Huntington's disease）般的腦部疾病，以當前

之證據而言，應重新評估此一假設。Davies（2018）即認為，腦部疾病模式看似

強而有力，僅是因為人們喜歡科學的解釋，並對科學本身有所誤解。縱使認為藥

癮是腦部疾病，治療方式之一應為開發用於改變大腦功能之藥物，但藥癮似較難

單以藥物進行治療，藥癮並不像是肺炎（pneumonia），以肺炎而言，縱使病人處

於昏迷狀態，抗生素（antibiotic）之使用仍得見效；然而，改變藥癮則需要藥癮

者努力改變其思考模式與行為模式（Satel & Lilienfeld，2014）。附帶說明者是，

Goldberg（2020）雖然提到對於腦部疾病模式之質疑觀點，但其主張對藥癮者採

凸顯不同途徑之分類法（taxonomy）可能較為適合，蓋某些藥癮者可能較符合選

擇模式提出之觀點，另一些藥癮者則符合腦部疾病之觀點，故在解釋取徑上或許

類似於 Moffitt（1993）對反社會行為發展之雙途徑理論。 

此外，腦部疾病模式聲稱將藥癮視為慢性且容易復發之疾病，得減緩對於藥

癮者之汙名（Leshner，1997），蓋大量研究指出，成癮汙名是根基於「成癮是個

人選擇，展現了意志力缺乏與道德失敗」此等信念之上（McGinty & Barry，2020；

Van Olphen et al.，2009；Volkow，2020）。去除成癮汙名確實有其重要性，腦部

疾病模式論者認為應去除汙名之主張尚屬正確（Pickard，2022a），但縱使將藥癮

視為一種疾病，或許仍無可避免對於藥癮之汙名化，蓋許多疾病（如愛滋病）被

高度汙名，該汙名化與其本身之疾病標籤息息相關（Hammer et al.，2013；Pickard，

2020），如此可說是以一種汙名取代另一種汙名（Lewis，2018，2022），故無從由

此推論採取腦部疾病之看法即得減緩汙名。 

採取腦部疾病模式是否即與道德模式脫鉤，亦值懷疑。對於是否因上癮而存

在道德缺失之問題，無法直接自腦部疾病模式導出是或否之答案（Wakefield，

                                                      
67 秦文鎮（2018，頁 39）將之譯為「神經再塑」；吳景寬（2010，頁 23）則譯為「神經整塑」。 



 

130 
 

2017b），即有無道德缺失與腦部疾病之論述無必然關聯。腦部疾病模式不一定會

使大眾對於成癮之態度趨於溫和（Heather，2017），對於藥癮者之道德非難並未

因成癮被認為是腦部疾病後隨之消失（Frank & Nagel，2017）。亦即，儘管腦病

模式處於主導地位，但在人們心中並未否定關於藥癮之道德想法，於許多人內心

深處，可能仍認為無論藥癮是否為一種疾病，用藥者（無論上癮與否）皆不值得

被照顧（Pickard，2020）。有時政策之嚴厲性亦未因將成癮定調為一種疾病而趨

於緩和，蓋政策制定者常常強調成癮作為一種疾病的恐怖之處，以正當化懲罰非

法藥物使用者之合理性，然此種政策往往將用藥者推入偏差副文化當中，進而加

劇用藥問題（Reinarman & Granfield，2014）。Pickard（2022a，2022b）即認為，

應可直接打擊與藥物有關之道德主義，而非將消除藥癮汙名之希望寄託於腦部疾

病標籤之上。 

（三）藥癮治療性社區之成癮觀點 

藥癮治療性社區對於成癮之觀點，與道德模式以及腦部疾病模式不盡相同。

Kooyman（1993，p. 13）、O'Brien et al.（2011，p. 543）以及 Best et al.（2020，

p. 91）皆指出，藥癮治療性社區認為成癮本身並非一種（慢性）疾病。此觀點是

藥癮治療性社區與美沙冬維持療法的區別之一：藥癮治療性社區將用藥視為「違

常」（disorder），美沙冬維持療法則將用藥視為「疾病」（disease）（Brown，1990，

pp. 53-54）。對此，De Leon 進一步指出，雖然於醫療領域中，藥癮被定義為一種

疾病；然而，藥癮治療性社區並未將藥癮視為一種疾病，縱使於復元歷程中常常

復發，亦不認為藥癮是一種需要不斷接受治療之慢性疾病。藥癮治療性社區對於

藥癮是腦部疾病等生物醫學上之發展表達尊重，卻也保持距離，此些發展並未改

變藥癮治療性社區對於藥癮之基本看法。與糖尿病、高血壓等慢性疾病不同，藥

癮可能得以長期復元（如往後三十年不使用藥物），但糖尿病、高血壓則未有此

種現象。將藥癮視為慢性健康問題之觀點將產生誤導，且只是「一日藥癮者，終

身藥癮者」較為婉轉之說法。De Leon 指出，較為精準之用語應是「脆弱性」

（vulnerability）一詞，藥癮者重新用藥之風險較高，但並不代表藥癮即是慢性疾

病，人可以從持續、反覆之用藥中復元，只是較為脆弱，有較高之復發風險。如

此之看法不僅較為精確，亦更加充滿希望。雖然生物因素於理解藥癮方面佔有一

席之地，但若將藥癮歸因於特定之生物、遺傳、社會或心理病理

（psychopathological）因素，則對於藥癮僅能獲得有限的理解，同時亦弱化藥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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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對其本身復元之責任（De Leon，1989a，2000，2004）。值得一提者是，在結合

十二步驟計畫之藥癮治療性社區中可能會認為成癮是一種疾病，如以色列之藥癮

治療性社區 Retorno（Chen et al.，2013，p. 1430）。而部分文獻直接將藥癮視為腦

部疾病，並與藥癮治療性社區連結討論，或許不夠精確，忽略了傳統藥癮治療性

社區並不採腦部疾病模式之觀點。 

如同 Satel and Lilienfeld（2014）所指，若僅瞭解藥癮者之大腦，則對於為何

上癮與如何復元無法有全盤理解。Carroll（1978，p. 330）提出深刻之評論，指出

將成癮完全設想為「疾病」，就如同將一隻狗稱為「尾巴」，只因為狗剛好有一條

尾巴，雖然 Carroll（2016）在後期之論述上有使用疾病一詞，但仍反對過度著重

於生物醫學層面。事實上，有關成癮之解釋，通常並不是非此即彼，例如支持選

擇模式者並不否定關於藥物對於大腦影響之大量研究，但亦未完全接受腦部疾病

模式強迫性之觀點，Lewis（2018）即指出，否定神經生物學之相關發現，既無必

要，亦不合理68。腦病模式論者亦非完全否定其他因素之影響，Leshner（1997，

p. 46）即提到：「成癮不單是腦部疾病。」（“Addiction is not just a brain disease. ”），

此種表述代表腦病模式論者仍承認有其他影響因素存在，僅其他影響因素非其論

點之核心（Goldberg，2020），即當代之腦部疾病觀點並未否認社會、環境、發展

過程等影響（Heilig et al.，2021）。Heilig et al.（2021）正確地表示，選擇模式與

腦部疾病模式之概念尤如一枚硬幣的兩面，此兩種觀點皆提供豐富的資訊，並且

兩者互補。本研究認為藥癮治療性社區得採類似之看法，於神經生物學之相關證

據下，實無須完全拒斥生物學之相關觀點，洪瑩慧（2014，頁 33）亦指出確實無

從忽略生理上因用藥所帶來之影響。生物學之觀點與研究固然相當重要，但並非

全部，於成癮是否為腦部疾病之問題上，或可如同 Pickard（2022a）採取不可知

論（agnostic），認為無從斷言之，然仍應關注相關之論述與研究；而縱使認同成

癮是腦部疾病，此亦僅是藥癮的一個特徵、狀態或階段69，不影響藥癮者得以選

擇，而非全然地被迫用藥。對於藥癮者而言，或許控制不去用藥有其困難，但復

元仍屬可能（Pearce & Pickard，2010）。無論藥癮是受到大腦或社會之影響，其

本質上即是一種苦難的形式（Clark，2017），與道德模式不盡相同，藥癮治療性

                                                      
68 更為詳細之討論，可見 Goldberg（2020）。 
69 Snoek（2017）認為有些成癮會經歷「類強迫階段」（duress-like stage），此階段得透過多次嘗

試而逐步克服之，其並主張用此一概念以取代疾病概念與選擇概念。本研究於此借鑑此一主

張，但不否定選擇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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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區偏向將成癮視為缺點、缺陷，而非犯罪或罪惡，藥癮者得選擇走向復元之路。

此種看法或許呼應了 Pickard（2017，2020）對於成癮之看法：用藥是一種選擇

（同意道德模式之第一層次），但不代表必須對此立於道德立場進行批判（不同

意道德模式之第二層次）。 

貳、關於「人」之觀點 

一、承擔責任 

對於藥癮治療性社區而言，每個人皆有發展、改變與克服藥癮之潛力，以及

正確生活之能力，改變與復元之責任在於藥癮者本身（Broekaert，2006；De Leon 

& Deitch，1985；Perfas，2012，2018；Rickel & Becker-Lausen，1994；Soyez & 

Broekaert，2005；白鎮福，2014）。藥癮治療性社區之觀點認為藥癮主要源自社

會與心理因素，亦認為藥癮者常用各種理由或藉口以合理化（rationalize）其對於

藥物之持續使用（De Leon，2000）。於藥癮者的種種感受與理由之下，所存在者

其實是被尋藥（drug seeking）與用藥控制之人生，藥癮者不僅否認對於用藥問題

之責任，亦未充分認識其於解決用藥問題方面之潛力（De Leon，2000）。 

成癮的根本原因之一，是藥癮者本身未能對其決定與行動負責。或許藥癮者

無須對用藥之生理傾向（predisposition）負責，亦或許藥癮者無須對其無法控制

之社會與心理影響負責；然而，藥癮者須對其行動與選擇負責，特別是在用藥方

面，最初選擇用藥是藥癮者之責任（De Leon，2000）。此種看法類似於 Pickard

（2017）之「無責難之責任」（responsibility without blame），其承認選擇本身於

藥癮中之重要性，從而構成責任之前提，即藥癮者選擇使用藥物，故必須負起責

任。關於責任與責難之界分，簡言之，責任與他人有關，他人在符合某些條件下

始對其行動負責；責難70則與我們選擇如何回應他人有關，包含對於那些應就傷

害或錯誤負責者之情緒、評斷和行動（Pickard，2014）。與責難有關之情緒，包

括憎恨、憤怒、怨懟、厭惡、蔑視；與責難有關之評斷，通常是對一個人的性格

形成負面看法、長期汙名，或譴責其為壞人、無價值者；與責難有關之行為，則

是以各種方式表達前述之情緒與評斷，猛烈抨擊、故意冷落等皆屬之（Pickard，

2014，2018b）。我們可以相信藥癮者對於自己的行為有選擇與一定程度之控制，

                                                      
70 責難之概念與層次，詳見 Pickard（2011，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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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為負責之必要條件，進而使藥癮者負責（Pickard，2011，2014）；然而，不能

使責難影響我們對藥癮者之情緒、評斷與行動，此即為「無責難之責任」意義所

在（Pickard，2014），蓋責難對於治療關係具破壞性，當藥癮者被責難圍繞時，

即無法對其保持正向關注與關懷（Pickard，2018b）。 

「承擔責任」（assume responsibility）代表著藥癮者「自願停止使用藥物」，

此亦是復元之必要條件。詳言之，無論藥癮者上癮之成因（etiology）為何，亦無

論是何種力量促使其做出停止用藥之決定，復元始終是個人之責任，必須是藥癮

者自願承擔此種責任，復元始能發生並持續，如此之看法是自助戒除方法（如十

二步驟、藥癮治療性社區）之根本，藥癮治療性社區將幫助居民學會對自己負責

（De Leon，1989a，2000；Kooyman，1993；Ottenberg，1982；Perfas，2014）。

於藥癮治療性社區之框架下，居民為發生於己之事負起責任，而其他人（無論有

無類似遭遇）則充當治癒性之力量（healing force）（Deitch & Solit，1993）。為自

己的態度與行為承擔責任是改變之關鍵（De Leon，1999b），對於藥癮治療性社

區而言，當居民願意對自己的行為負責時，復元之歷程就此展開（De Leon，2000）。 

附帶說明者是，根據道德模式，藥癮者有選擇用藥與否之餘地，其本身不僅

要承擔上癮之責任，同時亦須受到責難，蓋藥癮者具有反社會價值觀且性格惡劣

（bad character）；而根據腦部疾病模式，藥癮者既無須承擔責任，亦無須受到責

難，由於上癮是疾病之結果，而非其得選擇者，故用藥所生之負面後果並非任何

人的錯，應受責難者是疾病本身（Pickard，2017）。然而，責任與責難非如道德

模式認為的全有，或是腦部疾病模式認為的全無，對於藥癮治療性社區而言，居

民必須對其行為負責，然不應對之加諸責難。責任概念之採用並非要對藥癮者過

去的行為進行道德評價與非難，而是展望未來，承認藥癮者本身的選擇力

（agency）並與之合作，幫助藥癮者做出不同的選擇（Pickard，2017）。必須以關

心、尊重之態度使藥癮者負起責任，不應採取汙名化態度，亦須避免將其完全視

為疾病下之無助被害者，進而鼓勵藥癮者打破用藥之循環（Pickard，2017）。當

藥癮治療性社區之居民對於過去行為產生的後果負起責任，並在無藥狀態下生活

一段時間後，始能更清楚其所處之情境，並發現在生活中仍有其他選擇（De Leon，

2000；Perfas，2003）。 

另外，藥癮治療性社區稱其中之居民為「成員」（members）、「參與者」

（participants）或「案主」（clients），而不會稱為「病人」（patients）（Broekae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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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1；De Leon，2000；De Leon et al.，2002；Kennard & Haigh，2012）71。居民

並非病人，而是社區的一份子（De Leon，2005b），亦藉此強調藥癮者於社區中

積極地改變自己，避免藉由「病」以正當化不負責任之行為（De Leon，2000）。

不同於傳統之戒癮機構是由上而下進行管理，藥癮治療性社區則是由藥癮者與工

作人員共同維護之（陳重叡，2024）。由此可見，藥癮治療性社區之出現大大地

改變過往於傳統機構中區分「我們」與「他們」之類種姓（caste-like）模式，如

在監獄中區分「矯治人員」與「受刑人」，或醫院中區分「醫師」與「病人」（Haskell 

& Yablonsky，1983；Yablonsky，1986，1989，1997，2000）。簡言之，藥癮治療

性社區的工作人員與居民之間，不存在如同監獄、精神病院中對於此兩者之二分

法（Perfas，2004；Sugarman，1970）。 

二、共同之特徵 

藥癮治療性社區所服務之對象，大多有長期之用藥史、多重藥物使用、一系

列之犯罪行為，並缺乏社會支持系統等（Deitch et al.，2002）；且除藥物使用外，

亦經常出現複雜之社會與心理問題（De Leon，2000）。大多數進入藥癮治療性社

區者有其共同之臨床特徵（clinical characteristics），包含情緒管理不佳、不負責

任、學習能力與溝通能力不足等，於藥癮治療性社區之觀點下，此些特徵之正向

改變將影響藥癮者能否穩定復元（stable recovery）（De Leon，1989b，1995b，

2010b，2010c，2013，2014，2022；De Leon et al.，2021）。藥癮治療性社區認為

藥癮者具有「認知」（cognitive）、「行為」（behavioral）、「知覺」（perceptual）、「情

緒」（emotional）、「社會」（social）五個相互關聯之特徵，此些特徵源於不同之生

物心理社會（biopsychosocial）因素，且為多數居民所共有（De Leon，2000），以

下即針對此五種特徵進行說明。 

附帶說明者是成癮人格（addictive personality）之概念，目前之研究對此尚未

取得共識，仍待探討，且被認為容易用藥之人格類型亦隨時代改變（Kuhn et al.，

2019；楊添圍，2016）。藥癮治療性社區雖然描繪了居民之典型特徵，並不等同

於成癮人格（De Leon，1989b，1994，1995b，2000）；不過，亦不完全排除成癮

人格之概念（De Leon，1989b，2000）。成癮人格之概念仍有待澄清，然對於藥

                                                      
71 但有早期文獻於提及藥癮治療性社區之居民時使用「病人」一詞，如 Anglin and Hser（1990，

p. 4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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癮治療性社區而言，下述之典型特徵代表著居民若欲穩定復元必須做出何種改變

（De Leon，1994，1995b，2000）。 

（一）認知特徵 

藥癮治療性社區之居民往往表現出與藥物使用及生活型態問題有關之認知

特徵，通常包含缺乏覺察（awareness）、決策困難、判斷力差、缺乏洞察力與欠

缺解決問題之能力。例如，居民往往未意識或未考慮到其行為如何影響他人，或

他人之行為如何影響自己（即缺乏覺察）；居民在解決問題、形成決策與評估後

果之部分，往往會判斷錯誤；居民無法看見或理解其經歷與該經歷之原因、影響

或決定因素間之關係（即缺乏洞察力）；居民不願意面對日常生活中之問題，並

傾向於在其思維與行為中逃避此些問題，難以區分感受與事實，亦難以區分欲望

與需求（即對現實的認知低落（poor reality testing））（De Leon，1988d，1990b，

1994，1995b，2000，2010b，2010c，2013，2014）。上述之認知特徵相互關聯，

例如，覺察是判斷力與洞察力之必要條件，故訓練居民覺察到自我、他人與環境

是藥癮治療性社區方法之核心（De Leon，2000）。 

（二）行為特徵 

許多藥癮治療性社區之居民缺乏教育、職業（vocational）、社會、人際

（interpersonal）、溝通等技巧；縱使具有這些技巧或能力，亦會受到藥物之阻礙

（De Leon，2000，2005a，2005b，2013，2022）。此外，居民往往否認其藥癮問

題，不僅可能對他人說謊，亦會自我欺騙（self-deception）（Yablonsky，1989），

而由於否認是拒絕現實之方式，故藥癮者可能並非有意說謊，而是真心認為其所

言為真（Brooks & McHenry，2023；Twerski，1997）。並非所有藥癮者皆缺乏上

述之技巧或能力，某些藥癮者會展現出有效之能力，但主要是在追求用藥生活型

態之上。如於確保獲得藥物、使用藥物、銷售藥物等方面，明顯需要計畫、判斷

力等能力。然而，此些能力終究會因用藥產生之疲倦（fatigue）與恐懼（fears）

而弱化，故於藥癮治療性社區中，藥癮者必須經歷社會化之過程，使其技巧與能

力重新導向社會可接受（socially acceptable）之目標（De Leon，2000）。 

（三）知覺特徵 

藥癮治療性社區認為，居民於如何看待自己的自我價值與如何看待其作為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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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成員之方面存在問題，主要包含低自尊（low self-esteem）與負向認同（negative 

identity）（De Leon，2000）。 

於低自尊方面，居民往往展現出較少之自我尊重（self-respect），且在道德行

為與家庭關係方面顯現出較差之自我知覺（self-perception）（De Leon，2000）。

事實上，在居民長期用藥前，大多已存在低自尊之情形（如受到童年經歷之影響）

（De Leon，2000）。居民之反社會行為與其低自尊密不可分，而低自尊亦與居民

長期用藥且無法發展高效生活型態（productive lifestyle）有關。居民難以喜歡或

重視自己，蓋其認為自身之自我控制差，同時亦受到他人眼光之影響（De Leon，

2000）。蔡佩真（1990）訪談 35 位晨曦會與主愛之家的居民，研究結果即發現常

遭遇挫折困擾之居民具有較自卑、敏感等特質，此些特質曾使居民開始用藥，亦

使居民有復發之危險（蔡佩真，1990，頁 89）。 

於負向認同方面，居民如何標籤（label）、感知（perceive）與接受自我，來

自其本身之藥物使用史。居民之個人認同（personal identity）並不穩定，許多居

民不瞭解自己是誰，亦不瞭解自己的真實感受、想法、目標與價值觀（De Leon，

2000）。至於其社會認同（social identity）則可能是由內化負面公眾形象而來，此

些公眾形象通常是社會偏差者（social deviant）與生活被害者（life victim）（可能

是受到個人傷害，即因虐待等所形成之問題兒童；抑或是受到社會傷害，因其缺

乏社會機會），他人之看法與反應具鏡射效應（mirror effect），逐漸融入藥癮者之

自我概念（self-concept），並強化其作為藥癮者之自我形象（self-image）與認同

（De Leon，2000；Yablonsky，1989）。 

（四）情緒特徵 

藥癮治療性社區之居民於處理感受上有其困難，具有諸多情緒特徵，包含無

法容忍不適感（intolerance of discomfort）、具罪惡感（guilt）、敵意與憤怒（hostility 

and anger）、情緒不安（dysphoria）與感受喪失等（De Leon，1989b，2000，2005a，

2005b，2010b）。 

首先，居民之情緒特徵是無法或難以容忍不適感，且衝動控制不良。例如，

於感覺到被拒絕、不耐煩、情緒激動或被挑釁時，居民往往難以克制某些形式之

負向行為，蓋其無法容忍此些感受，使用藥物便成為有效減少或避免此些不適感

之主要管道。藥癮治療性社區認為，無法容忍挫折（frustration）與不適感是情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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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emotional management）之根本問題，故教會居民「容忍」是學習延遲滿

足、衝動控制與有效情緒管理之核心（De Leon，1988d，1990b，1994，1995b，

2000，2010b，2010c，2013，2014，2022；De Leon et al.，2021）。 

其次，居民往往因各種罪惡感而感到困擾，且罪惡感可能是所有情緒中最具

破壞性者（De Leon，2000；De Leon & Unterrainer，2020）。負向行為或負向思考

會引發罪惡感，使人做出更多負向行為以逃避此些感受，負向行為又會產生更多

罪惡感，最終只能透過用藥以解消之（De Leon，1988e，2000；De Leon & Deitch，

1985），故藥癮治療性社區常用「罪惡感殺人」（guilt kills）以形容此一惡性循環

（De Leon，1988e，p. 546；De Leon & Deitch，1985，p. 223）。 

罪惡感之來源可能有四：（1）對於自我之罪惡感，居民承受著違反個人道德

與社會行為規範之痛苦，以及未能實現其抱負（aspirations）與生活目標之痛苦；

（2）對於重要他人（significant others）之罪惡感，如居民之家人常因居民竊盜

與虐待（如肢體虐待、言語虐待和性虐待）而受到直接傷害，同時亦因居民之法

律問題與健康問題而受到間接傷害，更為不明顯者則是居民對於家人之怨恨與蔑

視等，除此些傷害外，居民之行為亦有可能使親人失望，以及使孩子無法獲得照

顧與教養；（3）對於社會之罪惡感，如因暴力、竊盜、搶奪等犯罪行為，進而造

成陌生人之傷害；（4）對於藥癮治療性社區之罪惡感，如居民於藥癮治療性社區

內之違規行為，或是違反社區對於態度或行為之期許（De Leon，1988e，2000；

De Leon & Deitch，1985）。上述之行為與造成之傷害，皆有可能使居民產生罪惡

感。由於居民會使用藥物以解消罪惡感，故於藥癮治療性社區中，對於罪惡感之

自我管理（self-management）是復元之關鍵。當居民得識別（identify）與區分其

所擁有之各種罪惡感、罪惡感產生之條件與哪些行為可改善罪惡感時，居民將學

會更有效地管理與處理罪惡感，故教會居民處理罪惡感之方法是藥癮治療性社區

的目標之一（De Leon，2000）。通常面對罪惡感的最後一步，是承認不可改變之

過去，並承諾即將改變之未來（De Leon，1988e；De Leon & Deitch，1985）。 

再者是憤怒與敵意，其為用藥者之共同特徵（De Leon，1994，1995b，2000，

2005a，2005b，2010c，2013，2014；De Leon & Unterrainer，2020）。對於許多居

民而言，憤怒與敵意是情感表達之唯一形式，使其無須面對或經歷其他可能更令

人不快或不適之情緒，如恐懼、失望、悲傷等（De Leon，2000）。於藥癮治療性

社區中，作為防禦性因應（defensive coping）之敵意必須與作為真實情緒表達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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憤怒有所區隔，居民必須學會以有效之方法表達這兩種情緒（De Leon，2000）。 

另外，情緒不安與感受喪失亦是重度用藥者常見之情感狀態（affective 

states）。居民缺乏身體福祉（well-being）與情緒福祉，而藥癮者較高之自殺意念

（suicidal ideation）與自殺企圖可能與情緒不安及憂鬱症有關（De Leon，2000）。

居民亦可能有失樂症（anhedonia），該症會使居民喪失感受快樂之能力，不再期

待曾經讓其快樂之事物（De Leon，2000）。 

藥癮治療性社區認為居民難以管理其感受（De Leon，2010c，2022），而只

有在居民能理解與用藥行為及其他問題有關之感受，並學會好好地、有建設性地

（constructively）表達此些感受時，復元始能穩定（De Leon，2000）。Dekkers et 

al.（2020）之研究即印證此一主張，該研究之研究參與者（已復元者）指出，於

復元之過程中，改變處理感受之方式相當重要，不僅是要認識且真正感受情緒，

更要以適當方法表達之，為達此一目標，研究參與者認為需要直面情緒，而非透

過用藥壓抑之。故藥癮治療性社區教導居民如何處理其感受，於此些感受導致用

藥行為前，使居民學會適當地表達、管理之（De Leon，1988d，1990b）。前提是

居民須在保持戒除、不受藥物影響之情形下體驗所有感受，於不用藥之狀態下，

將能以一種新的方式體驗情緒與情感（De Leon，2000）。 

（五）社會特徵 

藥癮治療性社區認為，居民之問題行為與問題態度將打亂與他人，甚至是與

世界之社會關係（social relationships）。其中典型之社會特徵包含應得權益感

（sense of entitlement）、不負責任（irresponsibility）以及缺乏信任（lack of trust）

（De Leon，2000）。 

應得權益感是指居民對於其需求與欲望有不現實之期待，常因需求未被滿足

所感知到之不公而表現出憤慨（indignation）或退縮（withdrawal）。居民會抱怨

未獲得其認為應有且值得擁有者，例如其會抱怨為何必須等待、為何未得到其應

得之物、為何於藥癮治療性社區中必須自最低層做起等（De Leon，2000）。應得

權益感展現出藥癮者難以區分立即欲求（immediate wants）與真正需求，並無法

於等待滿足時管理不耐煩（impatience）與挫折感（frustration），而藥癮者將因應

得權益感而難以自力更生（self-reliance）（De Leon，2000）。然而，藥癮者應擁有

改變自己之機會，即藥癮治療性社區應提供居民幫助，使其以合法且道德之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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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善生活並追求欲望（De Leon，2000）。 

不負責任亦是居民的社會特徵之一（De Leon，1989b，1994，1995b，2000，

2005a，2005b，2010b，2010c，2013，2014，2022；De Leon et al.，2021）。詳言

之，藥癮治療性社區之居民往往於負責（responsibility）、一致性（consistency）

與當責（accountability）方面有其問題（De Leon，2000；De Leon & Unterrainer，

2020）。負責表示在對自己與對他人之義務（obligations）上做出適當之反應，而

由於居民之用藥行為，會逐漸變得不負責。當然，其於用藥方面可能是「負責的」，

例如投入時間與心力，只為確保獲得藥物，此展現居民雖有能力負責，卻對於與

藥物無關之其他義務並不負責（De Leon，2000）。一致性代表於履行對自己與對

他人之義務時可靠（reliable）或可預測，而居民常常於履行對自己或對他人之義

務時，會以失敗收場。長久以來居民做事虎頭蛇尾、有始無終，小至家務，大至

工作上之任務，且不斷打破對自己與他人之承諾（De Leon，2000）。至於當責，

則意味著向自己和他人詳實記錄與履行義務相關之活動，強調個人誠信（personal 

honesty）與社會誠信（social honesty）之要素。用藥者經常想方設法繞過履行義

務之必要步驟，投機取巧，未能向他人如實陳述其所花費之時間與精力，故學習

當責，即對於自己的行為絕對誠實，為復元之必要條件（De Leon，2000）。於負

責、一致性、當責方面之問題既是用藥之原因，亦是用藥之結果，此種不負責任

之模式代表對於履行義務之訓練不足，或父母早期之過度縱容，而用藥亦使此種

模式得以長存（De Leon，2000）。於藥癮治療性社區中，學習負責、一致性與當

責代表個人之成長，應使居民習得完成任務之能力、獲得支持履行義務之價值觀

（如相信把事情做好、幫助同儕之重要性）、習慣於誠實交代自己，以及願意順

應（conform）他人（如積極考量他人之期望），以承擔與滿足個人之角色或義務

（De Leon，2000）。 

最後則是缺乏信任。居民之信任問題多源於家暴史、負向之同儕社會化（peer 

socialization）等社會與心理影響（De Leon，2000）。對居民而言，信任問題存於

多方，其本身既不信任關係與權威，家庭、子女、朋友、雇主等亦對其不甚信任

（De Leon，2000）。甚且，問題不僅在對於他人或外在世界之不信任，尚包含自

我信任（self-trust）之問題，居民無法信任本身之感受、想法或行為，蓋其衝動

且糟糕之判斷一再造成不良後果；同時，其感受、想法或行為亦不斷地被藥物所

改變，而變得不值得信任（De Leon，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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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關於「復元」之觀點 

一、復元不僅止於戒除 

居民與居民之間存有社會與心理狀況之個體差異，藥癮治療性社區亦會據此

修訂具體之治療計畫，然而，復元之目標一致且全面（global）（De Leon，1986b，

1988d，1988e，1989c，1990b，1994，1995b，2000，2010b，2010c，2014；De 

Leon & Rosenthal，1989）。於藥癮治療性社區之觀點下，復元不僅限於藥癮者從

無法克制用藥與不斷否認問題，轉變為穩定戒除與致力維持無藥狀態，更進一步

包含生活型態與認同等之全面改變，如此根本性的改變是復元之必要條件（Bunt 

et al.，2008；De Leon，1996a，1999b，2000，2003b，2010a，2013，2022；De 

Leon et al.，2021；De Leon & Unterrainer，2020）。張祺（2018）訪談 9 位使用安

非他命之成年男性，研究結果即發現，研究參與者往往具有紊亂之生活型態，若

維持原先之生活型態，後續仍會復發，然若願意重新建構健康之生活型態，則會

走向終止（張祺，2018，頁 60，頁 73）。因此，藥癮者並非透過不使用藥物即能

達成復元，而必須創造新的生活型態，使其更容易不用藥，若不改變生活型態，

遲早會被那些使其上癮之因素追上（Melemis，2015）。於 Dekkers et al.（2020）

之研究中，研究參與者（已復元者）亦指出停止用藥可能是復元之第一步，然絕

非全部。此理念亦可見於我國之藥癮治療性社區，如莊慧秋（1988，頁 61）指出

主愛之家的生活課程不僅是要藥癮者不用藥，更希望整個人徹底改變。簡言之，

藥癮治療性設區所強調者，乃改變生活型態與個人成長（Krisberg et al.，2019）。

而解毒（detoxification）僅是進入藥癮治療性社區之條件，並非治療之目標（De 

Leon，1988d，1988e，1989c，1990b，2010c；Perfas，2018）。 

附帶說明者是，於不同脈絡下，「復元」一詞之意義將隨之改變（Humphreys，

2023），如是否需要完全且持久之戒除始能稱為復元，存有爭議：戒毒無名會

（Narcotics Anonymous，NA）將復元定義為戒除藥癮；但亦有將復元界定為「問

題解決」而非不使用藥物，如有認為當藥物使用不再造成個人生活上之問題時即

是復元（Hall，2024；White，2007）。近期亦有研究指出，復元或許不需要完全

停止藥物使用，繼續使用藥物者亦可復元，並於多個生活領域（如工作、健康、

關係等）得到改善，因此戒除並不足以作為復元與否之單一基準（Martinelli et al.，

2020）。至於藥癮治療性社區之觀點，較偏向認為復元需要完全且持久之戒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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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藥癮治療性社區之復元目標 

復元往往包含藥癮者之行為、態度、情緒與價值觀之全面改變，由藥癮者承

擔其復元之責任（De Leon，1985，1987，1990c，2000，2012）。復元所追求之目

標有二，分別為心理目標（psychological goal）與社會目標（social goal）：心理目

標方面，其所追求者是改變導致藥物使用之負向行為模式、思維（thinking）與感

受；社會目標方面，其所追求者是培養與無藥生活型態相關之技能、態度與價值

觀，使居民發展出負責任且無藥之生活型態，於離開藥癮治療性社區後得以穩定

且自主地生活。穩定復元取決於心理目標與社會目標之成功整合，必須整合行為、

情感、技能、態度與價值觀，藉此確保生活型態之持久改變，以及正向之個人與

社會認同（De Leon，1981，1986b，1988d，1988e，1989b，1989c，1990b，1994，

1995b，1999b，2005a，2005b，2010b，2010c，2013，2014，2022；De Leon et al.，

2021；De Leon & Rosenthal，1989；De Leon & Unterrainer，2020；Ottenberg，

1982）。由於藥癮治療性社區認為穩定復元取決於心理目標與社會目標之成功整

合，且治療重點在於全人，以改變居民之生活型態與認同等為目標，而非僅僅戒

除藥癮，故需要多面向（multidimensional）之影響與訓練，此種影響與訓練大多

得於二十四小時全天候之居住式環境中，透過長期、密集、自助與相互自助之過

程而達成（De Leon，1986b，1988c，1988d，1989b，1989c，1989d，1990b，1999a，

2003a，2003b，2005a，2010b；De Leon & Rosenthal，1989；De Leon et al.，1993；

De Leon & Wexler，2009；Frye，1984；Melnick & De Leon，1999），居民亦因而

被認為「沉浸」（immersed）於社區當中（Mason et al.，2001）。參與藥癮治療性

社區將使藥癮者之復元資本（recovery capital）有所增長，同時減少過去認同所

帶來之影響（Best & Aston，2015）。 

須注意者是，與十二步驟團體之復元有所不同，藥癮治療性社區認為完成藥

癮治療性社區之治療者，已然是無須再持續待在藥癮治療性社區內或繼續參與十

二步驟計畫之「前藥癮者」；十二步驟團體（尤其是戒酒無名會）則認為復元僅

始於戒除之後，且必須終生投入十二步驟計畫（Best et al.，2017）。亦即，理想

上居民於離開藥癮治療性社區後將不再依賴藥物，同時不需要其他關於藥癮之治

療或專業幫助（Kooyman，1993，p. 47）。此亦代表藥癮治療性社區與慢性腦部

疾病觀點之距離：若認為藥癮是慢性疾病，則治療或干預（如投入十二步驟計畫）

似是終生之事（Carroll，2016）；然而，藥癮治療性社區透過對於居民生活型態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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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同等之改變，使其後續無須透過治療或干預以保持清醒。不過，若以十二步驟

團體等干預作為後續照護之一部，對於已完成治療之前居民而言，似是預防復發

之可行方法。 

三、自助與相互自助 

自 Synanon 時起即認為，居民之間日復一日地強化彼此戒除藥癮之意志

（will）與意圖，是 Synanon 最為重要之工具（Sternberg，1963）。藥癮治療性社

區所強調者，乃居民本身之自助與相互自助。自助代表居民本身於改變過程中之

重要性，即居民對於復元肩負起主要之責任，並對改變過程做出主要貢獻，透過

對自己的問題負責，居民可以控制自己的處境，並培養新的自尊心與能力感，且

藥癮治療性社區內各種治療要素是否有效亦取決於居民本身；而相互自助則指每

個居民亦能於同儕之復元歷程中擔負起部分責任，縱使復元是居民本身之責任，

然其他居民於促進改變上亦不可或缺，在社區中居民們相互提供支持與幫助，給

予鼓勵與同理，每個人皆有助於他人的改變（Ali，2023；Brown et al.，2001；Bunt 

et al.，2008；De Leon，1994，1995b，2000，2010b，2010c，2013，2014；De Leon 

et al.，2021；Ritvo，2023；Trujillo，2023；Wexler，1995；Yates，2011；白鎮福，

2014；李宗憲，2010；陳怡青，2021；楊士隆、蔡德輝等，2008）。簡言之，自助

代表居民主動尋求治療，對自身改變過程做出主要貢獻；相互自助則代表於改變

過程中，每個居民皆會對其他人的改變作出貢獻（De Leon，1999b；Perfas，2018）。 

於藥癮治療性社區之治療過程中，改變自己時，亦是在改變他人；幫助自己

時，亦是在幫助他人（O'Brien & Perfas，2005；O'Brien et al.，2011）。藥癮治療

性社區與十二步驟模式皆認為，當居民致力於幫助他人時，亦會增強自己復元可

能之信念（Perfas，2014）。於復元歷程中，同理（empathize）與分擔（share）之

能力不可或缺，如分擔他人之痛苦或失敗，並伸出援助之手（Perfas，2012）。因

此，藥癮治療性社區強調互相學習，居民於互動中調整與用藥有關的態度、知覺、

行為與價值觀（Ritvo，2023；周煌智等，2018），並由此產生顯著之改變（Einat 

& Shoshan，2023），居民亦於此過程中相互提供情緒支持（Perfas，2014）。 

居民將作為主動的貢獻者（contributors）而非被動的接受者（recipients）（De 

Leon，1988e，p. 544；De Leon & Deitch，1985，p. 220），「給予」（giving）業已

成為許多居民之習慣（Perfas，2012）。不斷強調所有成員之積極參與，並強調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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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具有應對復元擔負起主要責任之義務，展現出藥癮治療性社區之自助本質

（Ottenberg，1982，p. 157）。而相互自助不僅是復元之必要條件（De Leon，2004），

也確實帶來益處，如 Warren et al.（2013）之研究即發現，藥癮治療性社區內同

儕間之監督與反饋（feedback），有效地鼓勵居民參與利社會行為與助人行為。 

四、復元之動機、準備與承諾 

自助與相互自助強調是由「社區影響」（如同儕、社會學習環境）與「居民

本身」兩者之互動下邁向復元，而於復元歷程中，治療之影響取決於「動機」

（motivation）、「準備」（readiness）以及「承諾」（commitment），此三者是特別

重要且相互關聯之個人因子（De Leon，1981，1988d，1990b，2000）。 

復元需要改變之壓力，而居民進入藥癮治療性社區尋求幫助之原因各異，可

分為外部壓力（external pressures）與內部壓力（internal pressures）。外部壓力包

括無家可歸、家庭壓力、害怕入監、雇主之要求、對疾病之恐懼、懸而未決之法

律問題等；內部壓力則包括認識到用藥導致生活型態惡化（deterioration）、改變

生活之渴望、對於用藥生活型態之厭倦、希望可以成為更好的人等（De Leon，

1981，1985，1989c，1994，1995b，2000，2010b，2013；De Leon & Jainchill，

1986a，1986b；De Leon et al.，2001；De Leon & Unterrainer，2020；Rosenthal，

1984，1991）72。Perfas（2014，p. 44）指出，藥癮者往往是因外部壓力而接受治

療，並非真正渴望於其問題上獲得幫助或戒除藥癮。而此種動機亦可被稱作負向

動機（negative motivation）（Kooyman，1993，p. 23，p. 101）。基於外部壓力而來

之動機，固然可促使藥癮者進入藥癮治療性社區中尋求治療，但治療可能無法長

久，蓋於外部壓力緩解且未形成更多內部壓力之情形下，居民往往選擇離開。故

無論最初為何踏上復元之路，若欲使居民長期投入復元，必須透過內在動機予以

維持。亦即，外在動機無法取代內在動機，故治療應對居民接受治療之內在動機

產生影響，必須透過居民對藥癮生活之痛苦，以及美好未來之期望，進而使其願

意留在社區繼續治療（De Leon，1994，1995b，1998，2000，2013，2014；De Leon 

et al.，2001；De Leon & Unterrainer，2020）。類似之觀點可見 Colman and Vander 

Laenen（2012）之研究，其指出外部因素固然可發揮一定效果，然多數研究參與

                                                      
72  有文獻將動機限縮於因內部壓力而形成者，因外部壓力而形成者則歸類於環境

（circumstances），如 De Leon（1986c，p. 34；1994，pp. 33-34；1997b，p. 11）、De Leon and 

Jainchill（1986a，p. 203；1986b，p. 53）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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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亦認為，促使復元者應是內在動機而非外在動機，復元之責任在於己，其終止

用藥真正的轉捩點應是出於自我之決定與動機。於黃亦凡（2022，頁 88-89）之

研究中亦提及，相較於被迫戒除藥癮，自發地追求健康生活而遠離藥物，其效果

更易維持。不過，無論居民是因外部壓力或內部壓力而進入並留在藥癮治療性社

區，若欲使居民持續接受治療，則需要源源不絕之改變動機，故如何維持改變動

機始終是治療過程中之重要目標與課題（De Leon，1986b，1988d，1988e，1990b，

1994，1995b，1999b，2010b，2010c，2013；De Leon & Rosenthal，1989）。 

準備亦是藥癮者復元之關鍵，是指居民積極參與改變過程之意願（De Leon，

2000；Perfas，2004）。準備可被區分為兩種類型，一是「準備改變」（readiness for 

change），包含採取行動之意願；另一則是「準備治療」（readiness for treatment），

特別是指為達成個人改變而知覺到治療為必要（De Leon，1986c；De Leon & 

Jainchill，1986a，1986b；De Leon et al.，2001）。De Leon et al.（2001，p. 159）

指出，許多文獻未能明確區分此兩種類型：準備改變意指可能選擇治療以外之多

種策略者；準備治療則意指選擇治療作為主要改變策略者。居民可能準備改變，

傾向於選擇非治療之策略，如透過朋友、宗教等途徑獲得幫助；其亦可能擁有改

變動機，然於改變過程中看不到治療之必要性（De Leon & Jainchill，1986a，

1986b）。而當居民選擇長期留在藥癮治療性社區中，並放棄或拒絕其他選項時，

即展現其已準備治療（De Leon，2000）。 

做出承諾與遵守承諾是居民於改變過程中之重要目標（De Leon，2000；

Perfas，2018）。承諾是指居民決心或允諾採取某種行為、履行某項義務、執行某

項建議、完成某項任務，或是居民接受藥癮治療性社區之指引（teachings）（De 

Leon，2000）。居民做出承諾展現出對於改變之動機與準備就緒，並代表其接受

藥癮治療性社區之期望與改變方法；同時，做出承諾亦是維持動機之一種方式

（De Leon，2000）。而承諾有程度之分，從居民願意參加藥癮治療性社區之治療、

完全肯認藥癮治療性社區之目標，直至不斷承諾願意留在改變過程當中，其程度

各有不同（De Leon，2000）。完成藥癮治療性社區之治療，即代表居民於學習遵

守承諾部分有一大進展（De Leon，2000）。另外，同儕間之相互自助，是用以提

醒居民過去所失去者、現在所獲得者與未來之可能性，蓋唯有保持對於過去、現

在、未來之認知，居民始能維持其承諾（De Leon，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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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不斷發展之多面向學習 

（一）復元是多面向學習 

於藥癮治療性社區中，居民必須重塑（reinvent）自己，除放棄用藥外，尚須

忘卻過去與藥癮生活有關之習慣或方式（Perfas，2004，2018），並重新學習與無

藥生活有關之必要技巧等（Ciaravino，2007；Levinthal，2023；Perfas，2004，2014）。

而復元是多面向學習（multidimensional learning），此與藥癮治療性社區之全人觀

點相符（De Leon，2000），蓋負向行為模式、態度與角色並非單一因素造成，若

欲改變之，亦無法透過單一因素達成（De Leon，1981，1988d，1988e，1989c，

1990b，1999b，2010b，2010c，2013；Rosenthal，1984）。 

學習包含「行為學習」（behavioral learning）、「認知學習」（cognitive learning）

以及「情緒學習」（emotional learning）。行為學習是指消除居民之無社會行為

（asocial behavior）與反社會行為，並使其獲得正向之社會技巧與人際技巧，培

養正向行為舉止，促進利社會行為；認知學習是指認識思維中之錯誤與謬誤，並

獲得新的思考方式、決策技能與問題解決能力；情緒學習則是指獲得管理與溝通

感受所需之技能（Anderson & Harrison，2004；De Leon，2000；Deitch et al.，

2002）。藥癮治療性社區必須將行為、認知與情緒三方之改變加以整合，以作為

居民復元之基礎（De Leon，2000）。而由於居民於藥癮治療性社區內不斷地學習，

故有認為藥癮治療性社區更像是一所特殊之學校（Yates et al.，2021）。 

多面向學習是透過不斷地試錯（trial and error）而進行，因此於藥癮治療性

社區中，「錯誤」並不等於「失敗」，對於居民而言，嘗試即是改變，而失敗是指

那些根本不嘗試或直接放棄之行為（De Leon，2000）。藥癮治療性社區強調「教

導」（teaching）、「幫助」而非「懲罰」（punishing）（Perfas，2003；Scott & Gosling，

2016），其將於社區內發生之事件視為自我瞭解之機會，而改變之種子亦就此埋

下（Perfas，2003）。 

於充滿關懷之環境中，大多數居民將逐漸學會控制自己的行為，遵從社區之

規範與期望（Carroll，1992）。居民之價值觀會更加地利社會，且學會如何穩妥解

決人際問題，從而成為有能力解決日常生活問題者（Anderson & Harrison，2004）。

蔡坤衛（2016）訪談 4 位曾居住於晨曦會愛輔村中之愛滋感染者，研究結果發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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藥癮治療性社區內之團體生活有其規定與人際互動，居民皆將其本身之生活習

慣、脾氣、個性進行調整與改變，從而避免繼續違規或發生人際摩擦（蔡坤衛，

2016，頁 183-184）。居民將在人與關係之支持下形成認同與生活型態等之改變

（De Leon，2010c），縱使完成藥癮治療性社區之治療後，居民不見得會成功地

復元，但於社區中之所學將使其走向清醒的道路（Perfas，2014）。 

除學習本身之外，復元亦涉及主觀改變，居民必須經歷與行為、認知、情緒

相關之經驗（experiences）與知覺（perceptions），經驗與知覺是行為改變之主觀

層面（De Leon，1994，1997b，2000）73。詳言之，居民不僅要主動參與所欲改

變之行為與態度，亦必須體悟到相關之感受，並瞭解改變之意義與價值（De Leon，

1995b，1997b）。此些經驗與知覺會在密切之社區生活中，透過各式各樣的日常

互動而產生，對於復元而言至關重要（De Leon，2000）。當居民能有效地

（effectively）行為、有建設地思考以及擁有新的社會經驗時，即會以不同之角度

看待自己與他人，甚至是世界（Anderson & Harrison，2004；De Leon，2000）。 

（二）復元是發展性過程 

復元除了是多面向學習外，亦是一發展性過程（developmental process），即

復元是經歷各個階段之漸進式（incremental）學習（De Leon，1988d，1990b，

1991a，1994，1995a，1995b，1997b，1999a，1999b，2000，2001b，2002，2010b，

2010c，2012；Jainchill，2006；Perfas，2018），藉此穩定地改變行為、態度、價

值觀等（De Leon，1991a，2002）。De Leon（2000，p. 71）以身體發育為例，指

出人類於學會站立前必須先學會爬行，學會走路前必須先學會站立，跑步則是此

些技巧之積累。於藥癮治療性社區中亦是如此，每個階段之學習皆是以前階段所

習得者為基礎（De Leon，2000）。居民常將其復元描述為人類之「成長」（growing 

up）：於嬰兒時期進入藥癮治療性社區，直至成年後離開（De Leon，2000）。透

過藥癮治療性社區之治療經驗，居民能達到一定程度之情緒成熟（emotional 

maturity）（Perfas，2014）。 

 

                                                      
73 知覺是指居民如何瞭解其所見所聞，或如何對之賦予意義；經驗則是更為複雜之主觀事件，包

括感受、知覺以及行為改變（De Leon，1994，p. 50；1995b，p. 1639）。關於居民之經驗與知

覺，詳見 De Leon（1994，pp. 34-42；1995b，pp. 1619-16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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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民必須認識用藥之誘因（triggers）或線索，以及引發渴求之人事時地物；

同時，居民亦須認識引發渴求、尋藥以及其他自我挫敗（self-defeating）行為與

自我毀滅（self-destructive）行為之想法、知覺與感受（De Leon，2000）。簡言之，

居民對於其用藥之外部影響與內部影響必須有所認識，若認識行為背後之影響，

則有助於學習如何控制行為，從而強化自我效能感（De Leon，2000）。而居民亦

須覺察過去之記憶與經驗，此些記憶與經驗形塑了當前之感受、態度、行為與自

我知覺。在過去之歷史脈絡下瞭解自己，不僅為其違常之生活與思維提供了些許

的理性秩序（rational order），亦有助於減輕其自責、羞恥與罪惡感（De Leon，

2000）。 

De Leon（1996a）以藥癮治療性社區相關之經驗與研究為基礎，勾勒出復元

階段典範（paradigm）74。其中包含十個階段：否認（Denial）75、矛盾（Ambivalence）、

外在動機（Extrinsic Motivation）、內在動機（Intrinsic Motivation）、準備改變

（Readiness for Change）、準備治療（Readiness for Treatment）、脫癮（Deaddiction）、

戒除（Abstinence）、持續（Continuance）、整合與認同改變（Integration and Identity 

Change）。否認、矛盾、外在動機、內在動機、準備改變、準備治療是治療前之

階段；脫癮、戒除、持續、整合與認同改變則是與治療相關之階段，每個階段之

持續時間因人而異（De Leon，1996a）。該十階段之內涵如下表 4-3-1 所示。 

表 4-3-1  復元十階段 

階段 內涵 

⚫ 否認 於此階段，藥癮者對於其用藥問題並無認識或認識不足，例

如：根本不承認有任何用藥行為；承認有使用但所報告之使

用程度有假；承認使用之程度，然不接受其為有問題之使用；

承認其為有問題之使用，然未認識、不承認或不接受用藥與

其他生活問題有關；接受用藥與其他生活問題有關，然不認

為此些困難或問題須予以重視等。 

 （續下頁） 

                                                      
74 De Leon（1996a，p. 52）指出，雖然該典範根基於藥癮治療性社區之經驗，然可能得適用於其

他藥癮者，蓋藥癮治療性社區內之居民與其他藥癮者未有明顯之不同，故此典範對於其他藥

癮者亦有其意義。 
75  若藥癮者否認用藥所帶來之負面後果，或可解釋為何縱使有負面後果仍繼續用藥（Pickard，

2016b，2018a）。關於否認概念於成癮中所具之作用，詳見 Pickard（2016b，pp. 283-2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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階段 內涵 

⚫ 矛盾 於此階段，藥癮者對於短暫、偶發之問題有所認識，但不會

以依賴或上癮描述之，並相信自己可以隨時停止使用，且往

往認為用藥有益於情緒與表現。此時，藥癮者大多時候僅看

到使用藥物之益處，不相信改變之價值。 

⚫ 外在動機 於此階段，藥癮者承認、接受其用藥問題，但並未知覺、承

認或完全接受其本身於用藥問題與用藥生活中位居要角，且

可能將此些問題歸因於外部影響。藥癮者確實對其法律、經

濟、健康、家庭、就業等問題有所恐懼與擔憂，無論類型與

程度如何，此皆是外部壓力，進而迫使藥癮者考慮或嘗試改

變（無論治療與否）。 

⚫ 內在動機 於此階段，藥癮者因內部原因促使其改變，此些原因是基於

對自己與其生活選擇之正向知覺與負向知覺。正向知覺與渴

望新生活型態、個人成長、實現生命中之美好事物、更良好

的家庭關係等有關；負向知覺則與渴望減少或消除罪惡感、

自我厭惡（self-hatred）等有關。藥癮者除發現外部因素外，

更認識與接受其本身於用藥問題與用藥生活中位居要角。 

⚫ 準備改變 於此階段，藥癮者有其內在動機，並開始嘗試改變、停止使

用藥物，然尚不認為有接受治療之必要。藥癮者會透過自我

管理或非治療之方法，如從地理環境、宗教、工作等著手，

不認為治療為必要，或縱使治療於選項內，最終仍被排除之。 

⚫ 準備治療 於此階段，藥癮者認為治療是唯一的選擇，其內在動機與在

嘗試自我改變上之失敗是尋求治療的主要影響因素。藥癮者

承認其他嘗試之不足或無效，並認識到需要改變「自己」，

而不僅僅是對於藥物之依賴。 

⚫ 脫癮 於此階段，藥癮者主動試錯以學會戒除，是多面向之解毒歷

程：生理上中止所有藥物之使用並停止尋藥行為；心理上中

止與藥物有關之想法；社會上與藥物有關之人及情境分離。

此階段較為動盪，藥癮者可能退出藥癮治療性社區以使用藥

物；若是接受其他治療，則可能是於治療期間繼續用藥。 

 （續下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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階段 內涵 

⚫ 戒除 於此階段，藥癮者於停止用藥上較為穩定。面對藥物使用之

外部線索，藥癮者有所認識，並會透過迴避、分散注意力

（distraction）、尋求支持等以抵抗此些線索。同時，藥癮者

開始審視導致其用藥之心理因素與內部因素，重組日常生活

之計畫，且對於復元網絡產生些許依附（attachment），亦開

始修復破裂之關係。 

⚫ 持續 於此階段，藥癮者之戒除仍持續，且重點在藥癮者之自我檢

視（self-examination）與生活管理。藥癮者對引發用藥行為

與用藥思維之因素以及導致社會與心理問題之因素有更為

深入之認識，亦於此階段專注於心理目標與社會目標，實行

計畫以改善生活、工作、關係、健康，並履行義務與責任，

其社會網絡完全由復元中之同儕與其他支持復元歷程者所

組成。藥物不再是應對問題或體驗生活之一種選擇，藥癮者

亦承認改變的過程是持續的奮鬥，並於熱忱與信心下前進。 

⚫ 整合與認

同改變 

於此階段，藥癮者已將清醒內化，不會有意識地保持清醒。

整合是不斷演進之階段，未有明確之終點，藥癮者之持續改

變反映了治療過程所生之影響，並對於親身之治療經歷在促

進個人成長方面之益處及限制等有不同之認識。生活適應

（life adjustment）與自我實現（self-actualization）是本階段

之主要議題。至於認同改變部分，於治療後，藥癮者看待自

己之標籤發生了變化：從藥癮者至復元中之藥癮者或無藥癮

者；從社會偏差者至普通人；從反社會者至利社會者。此些

標籤之改變代表態度、價值觀、生活型態之廣泛改變，以及

自我知覺之修正。 

資料來源：整理自 De Leon，1994，pp. 45-46；1995b，pp. 1629-1631；1996a，pp. 

53-57。 

 

復元是不斷向前邁進之過程，雖始於行為之改變，然徒有行為上之改變尚不

足以復元，居民必須自我瞭解，包含對於用藥之內外部影響以及過去經驗之瞭解

（De Leon，2000）。瞭解過去之目的，是為了改善現在，人或許無法控制過去的

條件，但可以控制現在對於此些條件之反應（De Leon，2000）。據此，「成長」

只有在行為改變且自我瞭解之情形下，始得穩定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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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復發之於復元 

藥癮者不斷復發似永無根絕之日（林學銘，2015），縱使藥癮者決心戒除藥

癮，仍有可能於完全復元前不斷復發（relapse）76，此實為復元歷程中常見之現

象（Carroll，2019；Carroll et al.，2013；張伯宏，2007a，2007b；龍紀萱等，2006），

故藥癮常被稱作復發性疾患（relapsing disorders）（DiClemente & Crisafulli，2022）。

復發意指於戒除一段時間後又重新用藥（De Leon，1990c，1991a，1996a，2000）。

若更為細緻地區分之，其有不同之階段，包含：（1）情緒復發（emotional relapse），

此階段藥癮者不考慮用藥，但對於本身之情緒、心理、生理等照顧不周；（2）精

神復發（mental relapse），此階段藥癮者因自我照顧不周並長期生活在情緒復發

中，感到焦躁不安、緊張感上升，進而開始考慮使用藥物以逃避之；以及（3）

生理復發（physical relapse），藥癮者再次使用藥物（Melemis，2015）。生理復發

是「復發」一詞通常指涉之階段，De Leon（1996a，p. 55）則進一步指出，與前

述復元十階段之脫癮階段時使用藥物有別，復發最主要是於穩定戒除後之重新用

藥。復發亦有不同之模式，可能只是單一的使用，可能是短期內高頻率地使用，

亦可能是完全回到進入藥癮治療性社區前之使用情形（Carter & O'Connell，2016；

De Leon，1989a，1990c，1991a，1993，1996a，2000）。對於藥癮者而言，復發

是常態而非例外（Carroll，1992；Carter & O'Connell，2016；De Leon，1990c，

1993），Griffiths（2005，p. 195）即將復發作為定義成癮的要件之一。李宗憲與楊

士隆（2010）訪談 15 位獨立戒治所專業人員，研究結果發現，自專業人員之觀

點而言，復發屬於必然，但絕非戒治無成效，且復發亦是再介入處理之契機。藥

癮治療性社區居民之復發道理相同，重新使用藥物往往會浮現出與用藥有關且未

獲解決之因素（De Leon，1993），故針對復發之不同情形，應給予相應之治療（De 

Leon，1989a，1990c）。 

透過藥癮治療性社區，居民得控制使用藥物之衝動，並學會如何過上負責任

之生活，然完成藥癮治療性社區之治療無法保證已復元者得成功地面對每個挑戰

（Carroll et al.，1998），即居民於藥癮治療性社區之治療中、甚至是治療後仍可

能復發。於 Costello et al.（2020）之研究中，有研究參與者將復發視為挫折，可

能造成復元之旅的終結，並致使藥癮者須重新接受治療、監禁，甚至是死亡；然

                                                      
76 李思賢（2008，頁 97）將之譯為「復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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亦有研究參與者認為復發是學習之機會。事實上，對於藥癮者而言，復發不一定

代表治療失敗，有其正面意義，可能是邁向復元學習過程中之一部（Carroll，2019；

Leukefeld et al.，2001；Perfas，2018；Tims et al.，2001）。 

藥癮治療性社區承認復發於復元歷程中之深遠意義。誠如陳政隆與徐森杰

（2022，頁 264）所指出，於許多藥癮服務中，由於對戒除之過度強調，用藥者

將自己是否戒癮成功、是否是一個有價值者等認定建立於「已經多久沒有用藥」

之上，復發進而成為不可承受之重。Carroll（1980，p. 57）亦認為，過於強調完

全戒除之承諾，導致用藥者將任何治療後之用藥等同於「全然失敗」，此種經歷

具誤導性與貶抑性，並減損用藥者於治療中可能獲得之有限自尊；此種經歷亦使

其壟罩在絕望與悲觀情緒中，而羞於回到先前之治療機構重新接受治療。因此，

須有所認知者是，復發絕非治療或處遇之失敗，反而是提升藥癮者覺察之契機與

學習如何成功改變之機會（DiClemente & Crisafulli，2022；顏蔚吟、溫敏男，2018）。

對於藥癮治療性社區而言，復發是否會伴隨著與用藥生活型態相關之行為、態度

等重新出現，並不一定，故復發不等於退回原點；與之相對者，未實際使用藥物

亦不代表穩定戒除，故個人與社區須對於用藥相關之警訊（即與開始用藥有關之

態度、行為、情緒）保持警覺，以預防落入用藥之循環（De Leon，2000）。縱使

復發，對於藥癮治療性社區而言，亦是提供了一個學習與改變之新機會，而非戒

癮上之失敗，對於該次復發之剖析，即關於復發之情況、誘因、前因後果等深度

回顧，可由此得知居民復元之程度如何（Carroll，2009；De Leon，1993，2000；

Perfas，2004，2018；Trujillo，2023）。飛機有黑盒子（black box），此一裝置記錄

著駕駛艙之情形以及飛行中之重要資訊，當飛機失事時，即得以此些訊息於事後

審視事故發生之原因，找出問題所在，並據此提出解決方案，以降低類似事故再

次發生之可能性（DiClemente & Crisafulli，2022）。復發所蘊含的訊息之於藥癮

者，即如同黑盒子之於飛行安全，透過復發相關資訊之檢視，探尋復發之原因與

脈絡，以防免再次用藥，進一步使藥癮者邁向穩定復元。 

事實上，復元並不像是走在筆直的道路上，反而更像是坐雲霄飛車

（rollercoaster）（Goodman & Nolan，2001）。Perfas（2003，pp. 115-116；2012，

p. 123）則將復元與復發比喻為學騎腳踏車，學騎腳踏車是隨人不同之過程，人

必須親自去做，且願意開始嘗試。而當一個人掌握騎腳踏車之訣竅時，事實上已

經歷過多次的摔車，每次失敗的嘗試皆是學習經驗。此外，若有教練給予指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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則其可得到客觀的回饋，並共同處理騎車方式上之錯誤。因此，從學習的角度觀

之，復發即是復元之一部（De Leon，2000），居民欲保持清醒往往會經歷挫折（復

發），然當居民復發時，藥癮治療性社區提供正確的態度、支持以及適當的干預，

即可將此種復元路上之挫折轉化為正向學習經驗（Perfas，2012）。 

肆、關於「正確生活」之觀點 

一、正確生活之基本概念 

藥癮治療性社區強調「正確生活」之觀點，堅持某些共同之假設、信念、準

則（precept）或價值觀，如對於反社會行為與態度予以制裁（sanction）、堅持包

含誠實在內之正向價值觀等，此些準則與價值觀共同構成健康之生活觀，進而促

成並強化藥癮者之復元（De Leon，1989c，1994，1995b，1999b，2000，2010c，

2013，2014，2022；De Leon et al.，2021；De Leon & Unterrainer，2020）。簡言

之，「清醒（sobriety）77是正確地生活（live right）之必要條件，然若欲保持清醒

則需要正確生活（right living）」（De Leon，1994，p. 21；1995b，p. 1609；2000，

p. 74；2010c，p. 73）。治療之目標不僅是對於藥物之戒除，更是要過上安全、無

藥且負責任之生活（Perfas，2014）。此些假設、信念、準則、價值觀等構成了社

區指引（community teachings），導引著居民於藥癮治療性社區內之治療期間，以

及完成治療離開社區後，皆得持續地復元（De Leon，2000）。 

於藥癮治療性社區中，正確地生活代表遵守社區規則、保持無藥、穩定參與

社區之日常計畫（如會議、工作、活動等）、履行義務、保持整潔與衛生、負責

任地行事、樹立正確生活之價值觀等行為（De Leon，2000；Ritvo，2023）。居民

此等行為是正確地生活之日常實踐，而隨著時間推移，生活型態與認同等將因此

改變，且此些有序生活之經驗可供居民未來離開社區後之參考（De Leon，2000）。

當居民運用其於藥癮治療性社區中之所學，有建設性地面對外部世界生活之挑戰

時，復元將於治療外繼續進行（De Leon，2010c，p. 75）。 

事實上，藥癮治療性社區持有明確之道德立場（De Leon，2000，2010b；

Woodhams，2001），道德感（moral sense）之養成是戒除藥癮之重要部分（Perfas，

                                                      
77 De Leon（1996a，p. 56）指出，「清醒」一詞強調保持與無藥有關之思維與態度；而「戒除」

則是指行為上之克制（restraint）以不使用藥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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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藥癮治療性社區對於明確道德準則（moral code）之需求源於對人與違常

之觀點，蓋藥癮治療性社區認為缺乏道德發展是用藥者之特徵，若缺乏穩固且明

確之道德準則，藥癮者之復元將受到影響，亦使藥癮治療性社區不再安全，如可

能會有撒謊、偷竊等行為，或縱容此類行為之情形發生（De Leon，2000）。定義

對與錯之行為與行為準則（rules of conduct）是學習個人邊界（personal-boundaries）

之必要步驟，亦為居民之決策提供了行為基礎（De Leon，2000）。 

除具有明確之道德準則外，正確生活亦立基於自我本善（self as fundamentally 

good）之觀點。一個人的行為可能有錯，但其本質上仍擁有善良的內在自我（inner 

self），於復元歷程中，當居民透過正確生活改變負向行為，並得到他人之理解與

接納時，其善良的內在自我即會浮現（De Leon，2000）。藥癮治療性社區相信人

性本善，相信人改變之能力，亦相信人的價值（human values）（O'Brien & Perfas，

2005；Perfas，2012）。 

二、社區指引 

藥癮治療性社區試圖使居民們成為不用藥且致力於共同價值觀之團體

（Duncan & Petosa，1994），有些具體之價值觀與座右銘導引著正確生活，且適

用於所有人、事、物（De Leon，2000；Perfas，2014）。藥癮治療性社區期待居民

將此些正向的價值觀與座右銘導加以內化（Perfas，2003），此對社會學習與個人

成長不可或缺（De Leon，1990b，2022；De Leon & Rosenthal，1989；De Leon & 

Unterrainer，2020）。以下將先說明藥癮治療性社區基本之價值觀，再介紹社區內

經常出現之座右銘。 

（一）主要價值觀 

藥癮治療性社區強調「誠實」（honesty）（De Leon，1988e，1989c，1990b，

1994，1995a，1995b，1999a，1999b，2000，2010b，2010c，2013，2014，2022；

De Leon et al.，2021；De Leon & Rosenthal，1989；Duncan & Petosa，1994；

Woodhams，2001），該價值觀強調在與他人及自我之互動中，誠實地溝通以及直

接表達真實感受與反應之重要性（De Leon，2000）。Synanon 的某位成員即指出：

「真相與誠實是我們治療的一部份。」（Yablonsky，1989，p. 23）。不誠實

（dishonesty）一直是藥癮與負向認同之一部分，故學習絕對的誠實是居民復元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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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本（De Leon，2000）。無論階級與性別為何，藥癮者往往戴著「硬漢面具」（tough-

guy mask），其多年來往往透過此面具掩飾更深層之不安全感、更敏感之真實自

我，若居民欲在藥癮治療性社區中成長，則須摘除此一面具（Yablonsky，1989）。

當居民沒有祕密，並對其他居民分享所有想法時，即能從他人眼中看見自己

（Kooyman，1993）。簡言之，誠實被視為錯誤最少之途徑，不誠實往往會帶來

嚴重的後果，且可能導致社交孤立（social isolation），以及因而積累罪惡感最終

重新用藥（De Leon，2000；Kooyman，1993）。 

其中相當重要者為「分享罪惡感」（guilt sharing）（Kooyman，1993）78。前

提及居民之情緒特徵時，已說明罪惡感之重要性與來源。而居民如何因不分享罪

惡感而受其影響，或可以「罪惡感循環」（guilt circle）描述之：一個人做了某些

負向行為，其感到罪惡、內疚，並否認此種感受、尋找藉口且欲將之合理化，卻

無法達成；隨後，其想做些什麼作為補償，但依舊緊張，害怕他人發現自己曾做

錯事；進而開始不相信他人，認為別人對自己感到生氣；其對自己之感覺越發差

勁，並感到沮喪；接著，模糊（vague）之罪惡感浮現，不再與具體之負向行為有

關；當此變得難以忍受時，其他負向行為因而出現，以便得將模糊之罪惡感歸責

於顯而易見之行為，罪惡感循環便再次開始（Kooyman，1993，p. 27）。罪惡感

循環之形成，如下圖 4-3-1 所示。 

                                                      
78 Kooyman（1993，p. 27）將誠實與分享罪惡感兩者分開論述，而本研究認為分享罪惡感是在誠

實價值觀下之概念，故安排於此討論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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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3-1  罪惡感循環 

（資料來源：改編自 Kooyman，1993，p. 28，Figure I.3.1） 

藥癮者長期以來不斷否認自己之罪惡感，若欲解決罪惡感循環，應透過承認

負向行為以分享罪惡感，並面對可能的後果（Kooyman，1993）；同時，罪惡感亦

可促使居民彌補過去之錯誤，且在未來做出利他之行為（Frye，1984），因此分享

罪惡感於藥癮治療性社區中相當重要。而居民除對他人誠實外，更為重要者是誠

實面對內在真實之動機、意圖（intentions）與恐懼（Woodhams，2001）。美國人

本主義心理學家 Maslow（1967，1971）在 Daytop Village（美國的藥癮治療性社

區）之即席演說中亦指出，於藥癮治療性社區中將獲得真正的坦誠

（straightforwardness）、真正的誠實以及隱含在誠實當中之尊重，誠實不僅對居

民有所幫助，對藥癮亦非常有療效。 

藥癮治療性社區亦強調「負責任的關懷」（responsible concern）（De Leon，

1986b，1988d，1988e，1989c，1990b，1994，1995b，1999b，2000，2010b，2010c，

2013，2014，2022；De Leon et al.，2021；De Leon & Rosenthal，1989；O'Brien 

& Halpern，1989；Perfas，2004，2014，2018；Woodhams，2001），即居民透過

真正的人性關懷以面對彼此之負向行為（Woodhams，2001），表達對於他人之關

懷亦是社區之價值所在（Waldorf，1971）。負責任的關懷代表居民為同儕之復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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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擔一定程度之責任，於他人之復元歷程中，監督、挑戰行為或態度不符合復元

目標或社區期望者，並肯定符合目標或期望之其他人，即是對他人之關懷；相對

於此，不負責任的關懷（irresponsible concern）則是對與用藥相關之行為或其他

負向行為予以縱容（De Leon，1988d，1990b，1999b，2000，2014）。如此之做法

除強化利他（altruism）外，居民亦透過促進他人之復元，以保持自己之復元，蓋

若不中斷社區中之負向行為與負向影響，所有人的復元即會為之破壞（De Leon，

2000）。簡言之，「你的復元就是我的復元」（“your recovery is my recovery”）（De 

Leon，2000，p. 78）。 

「工作倫理」（work ethic）則是一套相關之價值觀，強調良好的習慣、自力

更生、關於努力的承諾等（De Leon，1988e，1989c，1990b，1994，1995a，1995b，

1999a，1999b，2000，2010b，2010c，2013，2014，2022；De Leon & Unterrainer，

2020）。由於在藥癮治療性社區中，工作是一項兼具治療性與教育性之活動，故

藥癮治療性社區教導居民關於工作倫理之價值觀（De Leon，2000）。透過工作倫

理之內化，可以提高居民回到社會時保持穩定工作之能力（Perfas，2012）。另外，

「學會學習」（learning to learn）亦相當重要（De Leon，1994，1999b，2000），

復元之經歷將使居民成長，讓居民認識自我、更好地瞭解與表達感受及想法，並

學會自我管理（De Leon，2000）。 

（二）復元座右銘 

藥癮治療性社區座右銘之內涵皆與改正居民典型之心理特徵有關，包括不切

實際之目標設定、挫折、不耐煩、對於失敗之恐懼等（De Leon，2000）。此些復

元座右銘有助於居民形塑新的思考方式（Perfas，2014），且與正確生活有關之觀

點大多蘊含於此些實用的座右銘中。藥癮治療性社區較為重要之復元座右銘如下

表 4-3-2 所示。 

表 4-3-2  復元座右銘與其內涵 

座右銘 內涵 

⚫ 堅 持 到 底 （ “Hang 

tough”） 

居民應於所有逆境中堅持下去。 

 （續下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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座右銘 內涵 

⚫ 此時此刻（“The here and 

now”） 

強調注重當下（的行為）而非歷史過往，過去

的行為與環境只有在能夠幫助改變之情形下

才被討論，且過去亦不能作為當前行為之藉

口。居民被鼓勵活在當下，並展望未來。 

⚫ 做出樣子來（“ Act as 

if ”） 

居民須表現為其「應」成為者，而非「已」成

為者。藥癮治療性社區鼓勵新居民「做出樣子

來」，接受藥癮治療性社區之規則，直到此些

規則被其內化。例如：居民須表現得不懼怕做

某件事、表現得充滿活力、表現得好像瞭解藥

癮治療性社區之價值觀、表現得像是想成為的

人。「做出樣子來」不僅是一種順從的練習，同

時亦是一種強大的機制，使居民產生更完整的

心理改變。而「當你做對時，即會明白為何一

直做錯」，透過正確地生活，居民將會瞭解為

何其一直生活在錯誤中，故縱使居民尚未明白

改變對其有何益處，甚至不甚喜歡，亦應先改

變其行為。 

⚫ 按 部 就班 （ “Step by 

Step”） 

復元與學習有關，學習須循序漸進，前階段所

習得者是後續學習之基礎，並非一蹴可幾。 

⚫ 船到橋頭自然直（“One 

day at a time”） 

居民往往急於復元，不斷想著所有未解決之問

題與未完成之事項，但其往往低估復元所需之

時間，並高估目前所得之進展，從而導致在復

元上之挫折，使其易於復發。不過於躁進且活

在當下始有助於目標之實現。 

⚫ 讓事情保持單純（“Keep 

it simple”） 

當居民試圖同時處理過多問題時，往往感到不

知所措，且試圖同時做太多事情反而容易失

敗，故居民每次應只著重於一件事情上。 

⚫ 信任你的環境（“Trust in 

your environment”） 

信任他人之能力對於個人成長與情緒成長相

當重要。 

 （續下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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座右銘 內涵 

⚫ 種什麼因，得什麼果

（ “What goes around, 

comes around”） 

不公與傷害比比皆是，且時常無法阻止。居民

一方面必須認識到，不公不義是生活中之常規

而非例外，因此需要耐心與寬容；另一方面，

某種形式之公平可能會在未來實現，但仍非個

人得以控制。 

⚫ 若無痛苦，則無收穫

（ “No gain without 

pain”） 

接受痛苦對藥癮者相當重要，蓋藥癮者常常逃

避各種形式之不適感。於藥癮治療性社區中之

復元歷程相當艱難，居民必須延遲滿足、處理

人際需求、分享罪惡感、接受過去的自我。而

居民將瞭解到，值得擁有者皆值得為之努力。 

⚫ 一分耕耘，一分收獲

（“You get back what you 

put in”） 

個人與生活型態之改變取決於居民對改變計

畫之堅持。居民應積極參與每一項藥癮治療性

社區之活動，終將積沙成塔，達成改變之目標。 

⚫ 記住你是誰（“Remember 

who you are”） 

提醒居民應記住其本身具有善良與潛力（特別

是在絕望與恐懼之時），且應力行改變而非逃

避現實。 

⚫ 記住從何而來，始知何

去 何 從 （ “Remember 

where you came from to 

know where you’re 

going”） 

居民應記住過去之問題、痛苦與認同，有助於

維持現在的努力與保有對未來目標的承諾。同

時此亦強調謙遜之重要，不宜過度自信。復元

應是不斷前進的過程，而不會「抵達」終點。 

⚫ 天下沒有白吃的午餐

（ “There’s no free 

lunch”） 

任何東西皆非無償提供，居民不應期待、亦無

權無償取得之。於藥癮治療性社區中，居民必

須積極參與社區之工作及活動，始能獲得日常

飲食與醫療服務等。 

⚫ 理解他人勝於自己被理

解 （ “It’s better to 

understand than be 

understood”） 

居民透過傾聽得學習到更多，不能一昧覺得他

人必須傾聽自己的意見。 

 （續下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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座右銘 內涵 

⚫ 幫助別人，也是幫助自

己（ “You can’t keep it 

unless you give it away”） 

藥癮治療性社區鼓勵居民慷慨地支持與促進

他人之復元，盡可能投入時間與付出心力。復

元常被視為個人的「所有物」（possession），是

透過自我改變而艱難地獲得。然而，復元應是

透過與他人之互動而習得與維持，故復元不僅

是個人的所有物，亦是需要給與他人的「禮物」

（gift），幫助他人即是幫助自己。 

⚫ 成長先於地位（“Growth 

before status”） 

居民必須展現其具一定程度之成熟，始能勝任

某個工作職責（position of responsibility）。 

資料來源：整理自 Akerman，2019，p. 594；Bassin，1984，p. 52；Broekaert，2001，

pp. 35-36；Carroll，1992，p. 177；De Leon，1986b，p. 11；1988d，

p. 87；1988e，p. 539；1989c，p. 143；1990b，p. 1547；1994，p. 20；

1995b，p. 1609；1999b，p. 312；2000，p. 76，pp. 79-83；2010b，p. 

62；2010c，p. 72；2014，p. 515；De Leon and Rosenthal，1989，p. 

1382，p. 1387；Jainchill，2006，p. 316；Kooyman，1993，p. 26；Perfas，

2003，p. 128，p. 130；2012，pp. 151-152；2014，p. 124；2018，pp. 

62-63；Woodhams，2001，p. 126。 

 

正確生活之文字、概念與思想體現出藥癮治療性社區之理想、規範與價值

（Perfas，2014），道德準則、價值觀與復元座右銘是大多數日常交流之內容（De 

Leon，2000；De Leon et al.，2021），且座右銘會被張貼在居民聚集或會議進行之

處（Perfas，2014）。每個藥癮治療性社區皆使用座右銘、口號、諺語或歌曲，此

些符號（symbols）強化了團體之凝聚力（cohesiveness）與認同，並確立了團體

之行為準則（Bassin，1984）79。 

第四節 藥癮治療性社區之類型 

藥癮治療性社區內之居民於用藥經歷、文化、家庭關係等方面皆有所不同

（Hill et al.，2022），不同群體之藥癮者於治療上可能有不同之需求，所需之干預

                                                      
79 每個藥癮治療性社區之指引亦各有不同。早期美國不同藥癮治療性社區之指引，可見 Bassin

（1984，pp. 54-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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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服務為之改變與擴大，藥癮治療性社區之治療模式因而隨之調整與修正

（Broekaert，2001；Tims et al.，1994）。以下將先闡明標準型治療性社區與修正

型治療性社區不同之處，並介紹各種不同類型之修正型治療性社區，最後再針對

治療性社區導向之計畫進行說明。 

壹、標準型與修正型治療性社區之區辨 

藥癮治療性社區原先是為治療鴉片類藥物之藥癮者而設（Anglin & Hser，

1990；De Leon，1989b；Jainchill，2006），然而，隨著藥癮者類型之擴大，不僅

影響刑事司法體系與心理衛生系統（De Leon，1990a），亦影響藥癮治療性社區

之發展。事實上，藥癮者本非同質（homogeneous）群體（Berg，1992），可能於

各種方面皆差異甚大（De Leon & Wexler，2009；Tatarsky & Marlatt，2010），有

論者即建議應發展多元治療與符合群體特性之處遇（吳泓機，2019）。由此可知，

藥癮者具有多樣化之治療需求，任何一種藥癮治療性社區皆無法完全滿足之

（Carroll，1992；Kooyman，1993），故藥癮治療性社區隨之修正與調整，包括必

須於更為複雜之環境中，擴大干預與服務，以滿足不同類型藥癮者之需求，諸如

加入家庭服務、心理健康服務、十二步驟團體、認知行為療法、動機式晤談、復

發預防訓練（relapse prevention training，PRT）等（Broekaert et al.，1999；De Leon，

1995a，1997a，1999a，1999b，2001b，2003b，2010a，2010c，2013，2019；De 

Leon et al.，2021；De Leon & Unterrainer，2020；De Leon & Wexler，2009）。於

此，可將藥癮治療性社區分為兩種不同型態：「標準型治療性社區計畫」（standard 

TC programs）以及「修正型治療性社區計畫」（modified TC programs）（Carroll et 

al.，2013；De Leon，2010a；De Leon et al.，2021）。附帶說明者是，文獻上所稱

之傳統型治療性社區（traditional TCs）與此處之標準型治療性社區意義相同（De 

Leon，2005a，p. 407）。另外，Broekaert（2001，p. 30，p. 38）似將修正型治療性

社區稱為「新治療性社區」（new TCs），然此與前述 Maxwell Jones（1979）對於

藥癮治療性社區之稱呼有所重複，再加上此術語無法明確表達其修正之本質，因

此本研究主要採用「修正型治療性社區」一詞。 

標準型治療性社區計畫，受前述藥癮治療性社區之各種觀點指導，採用「社

區即方法」為運作方式，有較長之治療時間，並針對更為嚴重之藥癮者提供服務。

修正型治療性社區計畫，仍受前述藥癮治療性社區之各種原則指導，但其是將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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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作為治療特殊人群（如孕婦、患有精神疾病者、青少年、無家可歸者、受刑人

等）之方法，或將社區設於特殊環境與機構（如醫院、監獄、中途之家、日間門

診80等），擴大服務或採用其他干預措施，以滿足藥癮治療性社區不同居民之需

求。此種型態之藥癮治療性社區更加強調個體差異，且使用對於特殊人群有效之

相關策略，如美沙冬替代療法等。然而，此些修正是為強化而非代替「社區即方

法」與藥癮治療性社區之基本要素，縱使進行一些必要之修正，修正型治療性社

區與標準型治療性社區所運用之基礎方法仍屬相同（Broekaert et al.，2000；Carroll 

et al.，2013；Clinkinbeard，2008；De Leon，1989c，1996b，1997a，1997b，1999a，

1999b，2013，2014，2019；De Leon et al.，2021；De Leon & Unterrainer，2020；

Kast & Avery，2019；Lee et al.，2022；NIDA，2020；Perfas，2003；Vanderplasschen，

Vandevelde，et al.，2017；Varma & Muehlbach，2023；Yates et al.，2021）。有許

多修正型治療性社區是採取綜合模式治療（multimodality treatment），根據個人之

臨床狀況與情境需求，於居住式與非居住式環境中提供服務（De Leon，1997a，

2019）。此種綜合模式方法之假設有三：（1）並無單一之治療方案即得滿足所有

藥癮者；（2）治療應根基於個人之背景與當前情境以切合其需求；（3）個人之治

療需求無時無刻皆可能有所改變，故須靈活提供服務（Collier，1973，p. 10）。而

除服務對象、內容與環境之不同外，亦有為因應藥癮者需求與經營成本等挑戰發

展出較短治療時間之藥癮治療性社區計畫（Clinkinbeard，2008；De Leon，1995a，

1995b，1999a，2001b，2014；De Leon & Wexler，2009），包括少於九十天之短

期（short-term）、六個月至九個月之中期（medium-term）、一年至兩年之相對較

短的長期（relatively few long-term）等計畫（De Leon，1995a，1997a，1999a，

2014，2019）。每個藥癮治療性社區所進行之修正與調整皆有不同，而本研究梳

理相關文獻，將修正型藥癮治療性社區分為「女性治療性社區」、「青少年治療性

社區」、「具精神相關問題藥癮者之治療性社區」、「監獄治療性社區」、「減害治療

性社區」、「宗教治療性社區」六種主要類型，以下即針對此些主要類型以及其他

修正與調整分別介紹之。 

貳、修正型治療性社區之具體發展 

一、女性治療性社區 

                                                      
80 關於藥癮治療性社區方法於門診治療之應用，詳見 Perfas（2012，pp. 174-1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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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往傳統之藥癮治療性社區多收治白人男性（De Leon，1990c），專門予女

性藥癮者之藥癮治療性社區較為少見。早期文獻即指出，進入藥癮治療性社區之

男性人數遠遠超過女性（Brown et al.，1996；De Leon & Jainchill，1991）。於

Broekaert et al.（2002）之研究中亦指出，自 1980 年代初期至 2000 年初，歐洲之

藥癮治療性社區明顯是以男性導向（male-oriented）為主。 

女性於戒癮上之需求與困境可能與男性有所不同，故原適用於男性之治療模

式不盡然得全然適用於女性藥癮者。例如，若居民違反藥癮治療性社區內之規則，

將遭到處罰；然而，處罰之策略應因治療對象不同而隨之調整。Einat and Shoshan

（2023）之研究訪談 13 位於以色列的藥癮治療性社區完成治療之女性藥癮者，

其研究結果指出，於藥癮治療性社區內所使用之各種處罰未考慮到女性藥癮者之

特徵與需求，尤其是女性承受羞辱（shaming）之能力，蓋其過去多具有創傷，過

於嚴格之處罰往往打擊信心，動搖重新融入社會之能力，甚至可能造成復發。此

外，若有孩童之女性藥癮者進入藥癮治療性社區，則須關照孩童之安置問題

（Brown et al.，1996；De Leon & Jainchill，1991）81，使女性藥癮者更有意願且

得專注於治療。Eliason（2006）即建議應專門為女性開發藥癮治療性社區計畫，

而非繼續適用與修改為男性開發之藥癮治療性社區計畫。 

有論者指出，在對於性別混合有嚴格規範之文化中，男性與女性往往有不同

之藥癮治療性社區，此種隔離並非出於滿足特定性別之獨特需求，而是基於道德

之原因（De Leon et al.，2021）。若排除道德原因之考量，藥癮治療性社區是否應

採單一性別，抑或是混合性別較佳，亦有爭議。Possick and Itzick（2018）之研究

指出，於以色列，幾乎所有藥癮治療性社區於設置上皆為混合性別，而鑒於男性

與女性行為模式間之差異，混合性別之藥癮治療性社區是否妥適，恐有疑問。然

而，該研究於第一階段對在藥癮治療性社區之 10 位女性居民進行具開放式問題

之問卷調查，第二階段則對另外 7 位女性居民進行半結構式深度訪談，研究結果

發現，大多數研究參與者表示，相較於女性治療性社區，其更願意接受混合性別

之藥癮治療性社區。不過，亦有研究發現不同之結果，Lee et al.（2022）研究於

韓國之藥癮治療性社區導向日間治療計畫，該計畫為針對具酒精使用障礙女性之

修正型治療性社區計畫，其中有些研究參與者表示，相較於混合性別之治療環境，

其認為僅限女性之治療環境更加安全且舒適。本研究認為，實有必要探究女性藥

                                                      
81 相關考量與調整方向，詳見 Brown et al.（1996，pp. 41-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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癮者於藥癮治療性社區內之戒癮需求，並據此建立適合女性藥癮者或混合性別之

藥癮治療性社區。 

二、青少年治療性社區 

青少年治療性社區（adolescent therapeutic community，ATC）為修正型治療

性社區的類型之一（Northam & Magor-Blatch，2016），隨著 1970 年代青少年藥

物使用呈現爆炸性增長，加上用藥平均年齡大幅下降，青少年治療性社區應運而

生（Deitch & Drago，2019）。青少年藥癮者與成人藥癮者有本質上之不同，並表

現於各種面向。例如，相較於成人藥癮者，藥癮治療性社區中之青少年藥癮者較

易沉浸在與藥物相關之生活型態，拒絕相信此種生活型態可能帶來嚴重之生理、

情緒或社會後果，且不易因失敗或負面後果之循環而感到倦怠（De Leon，1988e；

De Leon & Deitch，1985）。再者，對成人藥癮者而言，使用藥物之負面後果更加

嚴重，於金錢、家庭、人際關係方面會有更大的損失；青少藥癮者則常因同儕或

家庭支持而免於此些損失（De Leon，1988e；De Leon & Deitch，1985）。此外，

對於成人藥癮者而言，內部壓力更為重要；青少年藥癮者則較常因外部壓力而接

受治療，缺乏改變之內在動機（De Leon，1988e；De Leon & Deitch，1985；Jainchill，

1997，2006；Perfas，2012）。而與時間流逝相關之焦慮，以及用藥生活型態所帶

來之疲倦與厭倦（weariness），較常使成人藥癮者尋求並繼續治療；青少年藥癮

者則較無對於時間流逝、有限生命之意識或焦慮，甚至較少對於殘疾或死亡之恐

懼（De Leon，1988e；De Leon & Deitch，1985）。鑒於青少年藥癮者與成人藥癮

者存有諸多不同，有論者即建議應區分兩者之處遇模式（馬躍中，2017，頁 80），

個別治療模式上應有所調整，青少年治療性社區便是由此發展而來之治療模式。 

是否讓青少年接受藥癮治療性社區之治療須經審慎考慮，應考慮家庭之狀

況，而不應輕易將青少年帶離支持性之家庭環境（Rosenthal，1984，1991）。縱

使青少年進入藥癮治療性社區，治療過程亦多會納入家庭之參與（Jainchill，1997，

2006）。於青少年藥癮治療性社區中，通常包含家族治療82、個別治療、團體治療、

十二步驟等治療（束連文、黃介良，2023），尤其家庭之參與可為青少年居民帶

來更多的改變（De Leon & Deitch，1985）。藉由家庭之參與，將提高青少年居民

                                                      
82 早期文獻即有建議在青少年治療性社區中納入家族治療者，如 Deitch and Zweben（1976，p. 

2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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繼續留在藥癮治療性社區進行治療之可能，並影響家庭對於青少年居民之態度與

行為（Jainchill，1997）。 

除家庭之參與外，青少年治療性社區強調教育優先，相較於成人之藥癮治療

性社區，青少年居民雖有工作要完成，但每天大多時間仍是於教室中進行學習，

課堂之經驗既是教育，亦是治療（Jainchill，1997，2006）。必須使青少年接受一

定之教育，使其於回歸家庭、學校乃至社會時，得以順利融入其中（Jainchill，

2006）。此外，青少年治療性社區相當注重安全環境之建構，蓋青少年居民大多

曾在街頭、受虐家庭等處擁有糟糕的經歷，本身帶有創傷，故提供身心安全之環

境對於青少年居民格外重要（De Leon & Deitch，1985；Jainchill，2006；Northam 

& Magor-Blatch，2016；Perfas，2012；Rickel & Becker-Lausen，1994）。 

部分藥癮治療性社區乃同時收治青少年藥癮者與成人藥癮者，如就我國而

言，利伯他茲治療性社區（本研究之研究場域）與茄荖山莊即屬之（丁誼萱，2024）。

有論者指出，於青少年藥癮者與成人藥癮者混合收治之藥癮治療性社區，安全議

題尤為重要，蓋青少年居民可能會受到來自成年居民之威脅（De Leon & Deitch，

1985）。丁誼萱（2024）訪談 7 位茄荖山莊之工作者，欲瞭解於藥癮治療性社區

面對青少年藥癮者時所遭遇之議題與困境，研究結果發現，青少年居民與成年居

民共同相處之模式瑕瑜互見，由於社區有一定之規範，實毋庸擔憂成年居民帶壞

青少年居民，反而成年居民可給予較為成熟之指導與建議，然成年居民與青少年

居民仍有發生衝突之可能。 

生活於藥癮治療性社區中，高度結構化的每一天得以使青少年居民保持忙碌

而不會無聊（De Leon & Deitch，1985）。除提供青少年居民學習基本生活技巧外，

亦使青少年居民認為自己對於家庭、社區是有用且被需要，進而獲得責任，並學

會自我管理與自力更生，促使其更加獨立，為重新回到藥癮治療性社區外之世界

做好準備（De Leon，1988e；De Leon & Deitch，1985；Obermeier & Henry，1989）。

青少年挫折困頓經驗之解構，需要時間之積累以及正向關注之持續投入（劉家瑜，

2022，頁 91），藥癮治療性社區即為形成改變之合適場域。透過藥癮治療性社區，

青少年居民將擺脫對於藥物之生理與心理依賴，改變價值觀、態度與行為，幫助

其發展出健康的生活型態並實踐之（ ）2023，Okafor et al.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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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具精神相關問題藥癮者之治療性社區 

修正型治療性社區較為顯著之發展，是民主治療性社區與藥癮治療性社區之

融合，其盛行於歐洲，為治療同時具有精神相關問題藥癮者之方法（De Leon et 

al.，2021；Yates，2011）。事實上，用藥者除易發展為成癮疾患外，更有較高之

風險與任何一種或多種精神疾病產生共病狀態，如憂鬱症、焦慮症、睡眠疾患、

人格違常、思覺失調症（schizophrenia）、情緒障礙症（mood disorders）等（Carter 

& O'Connell，2016；吳佳儀等，2021；束連文、王思樺，2016；柯志鴻等，2021；

楊添圍，2016）。此種藥癮者被稱為精神疾病藥癮者（mentally ill chemical abusers，

MICAs）（Carroll，1990；Carroll & McGinley，1998；De Leon，1995a，1995b，

2005a，2005b；De Leon et al.，2002；De Leon & Wexler，2009）。藥癮治療性社

區之居民亦有相同情形（Perfas，2004），如我國之研究指出，於藥癮治療性社區

中藥癮者患有重度憂鬱症（major depressive disorder）之盛行率（22.4%）似高於

我國一般族群（Chen et al.，2015）。由於在早期藥癮治療性社區對此種類型之藥

癮者未有認知，無法提供更為適切之服務，進而導致其選擇或被迫退出治療

（Carroll & McGinley，1998）。然而，若不在藥癮治療中同時對心理健康問題加

以處理，有可能造成後續藥癮再度復發（Carroll，2019）。 

隨著時間發展，民主治療性社區與藥癮治療性社區兩者間之分野漸趨模糊

（Raimo，2001），甚至有整合之趨勢（Manning，1989）。詳言之，民主治療性社

區與藥癮治療性社區有許多共通點，如兩者皆有結構化之計畫、較長之治療時間、

後續照護之提供等，且皆強調社區作為治療方法（即藥癮治療性社區所強調之「社

區即方法」）、自助以及團體與同儕之重要性。此外，兩者之服務對象越來越相近：

進入民主治療性社區之居民越來越多有藥癮問題；進入藥癮治療性社區之居民亦

越來越多有心理健康問題。基於兩者具有許多共同要素以及服務對象之近似性，

於歐洲與澳洲等地試圖發展民主模式與藥癮模式結合之治療性社區，其後亦成功

整合兩者各自之優勢，形成治療同時具有精神相關問題與藥癮問題之模式

（Broekaert et al.，2000；De Leon，2013；De Leon et al.，2021；Haigh，2015；

Perfas，2003，2014）。此種治療性社區於歐洲之發展尤為明顯（De Leon，2013）。

兩者之關係如下圖 4-4-1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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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4-1  民主治療性社區與藥癮治療性社區之整合 

相較於標準型治療性社區，此種修正型治療性社區更加靈活、更加關注個體

差異，並回應居民之特殊發展需求（De Leon，1995a，1999a，2005b）。所為之相

關調整甚多，例如：（1）較為強調容忍力訓練（tolerance training），使居民學會

管理感受之技巧以及適當的溝通方法；（2）考量到居民較短之注意力維持度

（attention span）以及精神疾病之影響，故減少各種活動之持續時間，使居民有

更多休息時間；（3）引進更多受過傳統心理健康訓練之專業人員；（4）提供心理

治療（psychotherapy）服務與諮商（counseling）服務作為危機處置（crisis 

intervention）83，並以此幫助居民適應治療性社區（De Leon，2005a，2005b）84。

而在某些治療性社區中，亦提供相當程度之精神藥物治療（psychopharmacological 

treatment），以治療此類型之居民（Perfas & Spross，2007）。精神藥物治療之方式

屬於減害應用之一種（Carroll，2009），由此可見減害方法與戒除方法之合作。 

四、監獄治療性社區 

監獄治療性社區（ In-prison therapeutic community (ITC)、 Prison-based 

therapeutic community），亦有譯為「機構型之治療社區」（如林健陽，2003a，頁

64；張伯宏，2007b，頁 24；張伯宏、黃鈴晃，2011，頁 234）、「在監獄的治療

                                                      
83 周震歐（1993，頁 203）將之譯為「危機調適」。 
84 關於調整之詳細內容，可見 De Leon（2005a，pp. 410-418；2005b，pp. 143-151），以及 Perfas 

and Spross（2007，pp. 74-77）之論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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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社區」（丁誼萱，2024，頁 36），是指監獄內設置之治療性社區。監獄治療性社

區不限於藥癮治療性社區，亦包括民主治療性社區在內（Cluley & Maruna，2022；

Haigh，2015；Rawlings & Haigh，2017；Stevens，2012；Vandevelde et al.，2004），

兩者之目標皆是處理、解決犯罪行為（Akerman，2019）85。而下述之監獄治療性

社區是指監獄內之藥癮治療性社區。附帶說明者是，相較於監獄治療性社區，另

有所謂「矯正治療性社區」（correctional therapeutic community、Corrections-based 

therapeutic community），Hiller（2023，p. 88）指出，矯正治療性社區一詞，包含

監獄治療性社區以及於社區矯治（community corrections）框架下所實施之治療性

社區在內。而本研究於此處所介紹者，多為監獄內所設置之監獄治療性社區，故

較少使用矯正治療性社區一詞。 

隨著急遽增加之監獄人口中，有一大部分是藥癮者，將刑事司法體系作為治

療場域似是無可避免；且有研究指出，矯正機構中之治療有助於降低與藥物有關

之犯罪，並提升公共安全（Knight et al.，1997；Lipton，1996）。Wexler and Prendergast

（2010）亦指出，監獄內藥癮治療計畫不足，是造成美國高再犯的原因之一。自

另一角度觀之，對於監獄外之藥癮者而言，治療或許遙不可及，監獄可能是藥癮

者參與治療以戒除藥癮之唯一機會（Clark，2024；Edwards & Travis III，2024），

若不對被監禁之藥癮者進行治療，將錯過同時改善安全與公共衛生之良機

（Chandler et al.，2009），故迫切需要運用於監獄中之有效治療計畫（Eliason，

2006）。於此背景下，監獄治療性社區便成為提供治療與支持之方式（Velasco et 

al.，2019），此種治療模式於矯正機構中使用甚廣（Mills & Davidson，2024），對

於再社會化（resocialization）之強調亦符合刑事司法矯治被監禁藥癮者之目標（De 

Leon，1988a，1988b）。監獄治療性社區於各地之發展有所不同，例如，在美國，

隨著其藥物氾濫之問題，藥癮治療性社區於 1970 年代被引入監獄；而英國則於

1990 年代後期引入，目前有三個監獄治療性社區，分別在 Garth 監獄、Wymott

監獄以及 Holme House 監獄（Aslan，2018；Haigh，2015；Rawlings & Haigh，

2017；Richardson & Zini，2021）86。 

監獄治療性社區是解決用藥問題一種務實且靈活之方法（Tuck & Stossel，

2019）。詳言之，監獄治療性社區是以社區本身作為改變之主要方法，成員由工

                                                      
85 兩者相關發展與比較，詳見 Vandevelde et al.（2004，pp. 67-76）。 
86 其他地區之發展，可見 Perfas（2012，pp. 171-1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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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人員與居民（被監禁之藥癮者）所組成，兩者得自由、公開地交流，透過正向

同儕壓力，促進在單一環境中之全面性干預，同時使被監禁之藥癮者參與各種工

作、教育、治療等活動，鼓勵正向行為，並灌輸利社會價值觀，以支持被監禁之

藥癮者於服刑時透過心理社會發展以克服藥癮，進而終止藥物使用與犯罪活動，

且順利重返社會（Anderson & Harrison，2004；Jayamaha et al.，2022；Marlowe，

2013；Mills & Davidson，2024；Shelton，2016；Siegel & Worrall，2018；Wexler，

1986）。透過監獄治療性社區，被監禁之藥癮者將於服刑的同時瞭解自身之藥癮

並解決之，最終將影響任何類型之再犯（Brooks & McHenry，2023）。因此，對

於被監禁之藥癮者而言，監獄治療性社區即為在監獄中獲得廣泛採用的治療選擇

之一（Murphy，2015；Tuck & Stossel，2019；Velasco et al.，2019；Zhang et al.，

2009）。 

監獄治療性社區之工作人員主要是由前藥癮者所組成，且計畫亦分為引入

期、主要治療期與復歸社會期。於監獄治療性社區之治療過程中，被監禁之藥癮

者將學習如何管理自己的行為、對自己與他人更加誠實、培養自力更生之能力，

以及為自己之行為承擔責任，重點並非藥癮者之成癮行為，而是藥癮者本身。縱

使監獄治療性社區之間可能存有差異，但皆有一共同理念：居民間的相互幫助是

治療成功之基礎。一般而言，監獄治療性社區保留藥癮治療性社區之大部分方法

與要素，如紐約州之 Stay'n Out 監獄治療性社區計畫（始於 1977 年）即是如此

（Knight et al.，1997；Kreager et al.，2018；Lipton，1996；Prendergast et al.，2001；

Prendergast et al.，2004；Tuck & Stossel，2019；Wexler，1995；Wexler & Prendergast，

2010）。另有特殊之看法認為，可使終身監禁不得假釋（life without parole，LWOP）

者成為「經驗治療師」。由於對終身監禁不得假釋者而言，監獄已然成為一輩子

的家，而大多數人喜歡生活在和平之環境，故其為監獄治療性社區中之穩定力量，

且往往會因過去犯罪行為而感到懊悔與懺悔，許多人亦會努力對未來會離開監獄

之年輕受刑人產生正向影響，故終身監禁不得假釋者對於監獄治療性社區相當重

要，當其做出正向之調整時，亦將對同儕與監獄產生正向影響（Yablonsky，2008，

pp. 144-145）。 

至於在設置上，通常會將藥癮者聚集於監獄之特定區域（Edwards & Travis 

III，2024），並將監獄治療性社區之參與者與一般受刑人分開，創造利於治療之

環境，使其得以專注於治療，不受監獄環境之負面影響（Clark，2024；Mitche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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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此種環境上之隔離實有必要，體現於受監禁藥癮者之經驗上，如 Harvey

（2023c）之研究發現，研究參與者本身之犯罪生活型態與監獄相近，竊盜、詐

騙（con games）、販售藥物、用藥、霸凌等街頭行為同樣發生於監獄中，在監獄

中是「生存」（survive），研究參與者往往將自己包裹在有助於生存之防禦鎧甲中；

然於矯正治療性社區之生活經驗與監獄截然不同，此種差異亦導致其行為與認同

之改變。 

藥癮治療性社區因其本質而有運用於監獄之優勢。監獄是實施全面、長期的

藥癮治療計畫之理想場所，而藥癮治療性社區於許多方面皆適合監獄，蓋藥癮治

療性社區與監獄皆是高度結構化之組織，對於參與者進行嚴格之控制，此些相似

之處為兩者奠定了理解與合作之基礎（Eliason，2006；Wexler，1995）。關於藥癮

治療性社區適合監獄之處，Tuck and Stossel（2019，p. 115）指出以下四個理由：

（1）藥癮治療性社區認為藥癮最好透過發展利社會技巧或價值觀以矯治之，此

與矯正體系之復元目標相符；（2）藥癮治療性社區關注實際之目標，如穩定住房

或獲得工作等，此對於受監禁之藥癮者別具價值；（3）確保藥癮者有住房，通常

是藥癮治療性社區最大之開銷，此問題於監獄中則無須煩惱；（4）通常認為若得

於藥癮治療性社區內停留越久，越能見其成效，而典型之監獄治療性社區計畫約

持續六個月至十二個月，大多數受監禁之藥癮者亦有充足之時間參與監獄治療性

社區。然而，以懲罰犯罪者和保護社會為目標之刑事司法體系，與以幫助藥癮者

為目標之藥癮治療體系，兩者如何兼容並蓄，實為一大挑戰（Chandler et al.，

2009）。Clear et al.（2021，p. 367）即認為將監獄改造成治療性社區有其難度，蓋

監獄被定位為貶抑（degrading）、痛苦且具侵擾性之環境，如何將其轉變為關懷

且具支持性之環境，容有疑義87。 

五、減害治療性社區 

除與精神疾病之共病外，藥癮治療性社區之居民亦可能感染人類免疫缺乏病

毒（Human Immunodeficiency Virus，HIV）（Carroll，1989）。自 1980 年以來，於

歐洲各國之藥癮治療性社區逐漸關閉，蓋藥癮治療性社區難以應對後天免疫缺乏

症候群（Acquired Immune Deficiency Syndrome，AIDS，可簡稱為愛滋病）之流

行，且對於不斷增加之藥癮者以及新型態毒品，亦無法及時提供或調整相關治療。

                                                      
87 兩者兼容所生之問題與調整，詳見 De Leon（2022，pp. 162-1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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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對於藥癮治療性社區，包含美沙冬維持療法在內之減害計畫似更能應對上述需

求，如此趨勢形成對於藥癮治療性社區模式之挑戰（Broekaert，2006；Goethals，

Soyez，et al.，2011；Soyez & Broekaert，2005；Vanderplasschen et al.，2013；Yates，

2003）。 

對於（海洛因）藥癮者而言，美沙冬維持療法與藥癮治療性社區皆為重要之

治療模式（Bale et al.，1980；Glaser，1981）。雖然 Synanon 反對任何形式（包含

美沙冬在內）之藥物治療（pharmacological treatment）（Janzen，2001）88，此種

想法擴展至早期之藥癮治療性社區。然而，為因應後天免疫缺乏症候群之流行，

藥癮治療性社區開始制定人類免疫缺乏病毒之預防計畫，並將人類免疫缺乏病毒

之感染者、後天免疫缺乏症候群之患者納入藥癮治療性社區內，同時制定專屬之

計畫，包含教育、人類免疫缺乏病毒檢測前後之輔導等（De Leon，1996b）。另

外，有藥癮治療性社區開始結合美沙冬維持療法，使居民得以口服方式用藥，而

非靜脈注射，以降低注射造成人類免疫缺乏病毒擴散之機會，藥癮治療性社區因

此不再是「無藥」（Sack，1974）。 

歐洲之藥癮治療性社區即逐步採用一系列減害措施，以解決藥癮復發之問

題，並滿足個人與社會免於藥癮危害之需求（Bunt et al.，2008）。例如，位於愛

爾蘭（Ireland）首都都柏林（Dublin）之 Coolmine 治療性社區，其早期相當抵制

引入美沙冬等藥物，但於後期逐漸嘗試納入美沙冬維持療法，取得相當之成果

（Hatton & Harris，2023）。事實上，越來越多證據表明，與單獨之行為治療相比，

將藥物納入治療將獲得更好的結果，故越來越多藥癮治療性社區接受正在進行維

持療法之藥癮者，甚至將維持療法納入藥癮治療性社區所提供之治療服務中

（NIDA，2020）。 

誠然，戒除服務與減害服務間之有效合作，遠非易事（McKeganey，2011），

但減害治療性社區確實是解決用藥問題之新穎方法（Kaye，2019）。況且，藥癮

治療性社區是建基於平等與尊重之理念上，並持續努力教導無歧視

（nondiscriminatory）之信念、行為與生活型態89，若持舊有觀念認為美沙冬是對

於復元之威脅，此種偏見與汙名反而有悖於藥癮治療性社區之價值觀（Greenberg 

                                                      
88 自 Synanon 起，即認為完全斷絕與藥物之關係是永久戒除之必要條件（Sternberg，1963）。 
89 有論者即指出，藥癮治療性社區是特別的環境，於藥癮治療性社區中不存在對藥癮者之歧視，

亦不會有社會排除之現象（白鎮福，2014；許春金、白鎮福，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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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t al.，2007）。自減害相關研究中亦可見減害對於用藥者之復元有其助益，如

Richert et al.（2023）對於位在瑞典（Sweden）南部之斯堪尼亞省（Scania County）

22 位進行減害服務之社工進行半結構式訪談，研究參與者強調，減害必須優先

考量與採用，只有用藥者在有一定程度之安全、穩定之健康以及穩定之社交情境

時，生活型態之改變始有可能。另有研究參與者指出，使用減害方法得減少用藥

者之痛苦，並降低用藥之可能，且增加改變長期生活情境之機會，該研究認為，

就此而言，減害是復元之必要條件（Richert et al.，2023）。 

於澳洲之非營利組織 WHOS®（We Help Ourselves）90經營數個藥癮治療性社

區，其中有兩個計畫是為接受鴉片類替代維持療法（opioid substitution treatment，

OST）之藥癮者提供治療：一是 OSTAR®（Opioid Substitution to Abstinence 

Residential），始於 1999 年，位於雪梨（Sydney），旨在幫助接受鴉片類替代維持

療法且較為穩定之藥癮者逐步戒除美沙冬等藥物，進而過上無藥生活；另一則為

RTOD®（Residential Treatment of Opioid Dependence），始於 2009 年，亦位於雪

梨，旨在幫助狀況較為複雜之藥癮者。兩者皆於藥癮治療性社區中提供美沙冬或

丁基原啡因（buprenorphine），從而使居民逐步邁向復元，個案亦能隨其本身狀況

之改變，分別進入不同之社區，以獲得適切之治療（Stubley & Popple，2017）。

Stubley and Popple（2017）回顧自 2003 年至 2012 年對於 WHOS®之藥癮治療性

社區所進行之研究，結果指出無論是參與無藥之藥癮治療性社區，或是參與提供

美沙冬與丁基原啡因之藥癮治療性社區，對於藥癮者皆有所助益。而於我國採取

減害方法之藥癮治療性社區則為朝露農場治療性社區（陳政隆、徐森杰，2022）。

於陳政隆與徐森杰（2022）之研究中，其研究參與者指出，減害之服務模式是以

漸進式之方法改變用藥行為，因而較符合人性；且由於社區幫助居民建立可行之

改變目標，故策略上較其他方法更為務實且具體。 

六、宗教治療性社區 

宗教信仰為協助藥癮者復元的途徑之一（黃宣瑄，2023），有些藥癮治療性

社區即將宗教或習俗整合至社區中（De Leon et al.，2021；Perfas，2014；Yablonsky，

1989），如在伊斯蘭社會，每日五次的禮拜是藥癮治療性社區日常結構之一部

（Perfas，2014）。在我國，相較於官方之藥癮治療性社區，於宗教熱忱與信仰基

                                                      
90 該組織將減害策略納入其藥癮治療性社區之歷程，詳見 Dolan et al.（2007）之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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礎下，許多民間宗教團體早已開始發展宗教戒癮之藥癮治療性社區，例如晨曦會、

主愛之家、沐恩之家、趕路的雁、亞杜蘭關懷協會等，搭配「福音戒毒」91之方

式，以宗教信仰為本協助戒癮，並透過過來人之帶領以及提供身、心、靈全面教

育與重建，增強戒癮動機，達到全人之治療，促使藥癮者邁向全人復元，並得平

穩踏實地回歸社會（王伯頎、劉育偉，2016；朱詩馨等，2023；李安軒，2013；

周子敬，2006；張伯宏，2007b，2007c；陳怡青，2021；陳冠樺，2022；陳碧珍，

2011；程又強，2013；黃亦凡，2022；蔡田木等，2013；蔡佩真，2015；蘇悦中，

2016）。須說明者是，此種福音戒毒之方式得否直接劃歸為藥癮治療性社區，容

有疑問，如李安軒（2013，頁 8）認為晨曦會、主愛之家、趕路的雁等戒癮方式

屬藥癮治療性社區之「類似治療模式」；韓意慈等（2021，頁 5）認為此等宗教治

療性社區「近似於」藥癮治療性社區；陳淑彥（2019，頁 18）則直接將其歸類為

民間之藥癮治療性社區。而本研究認為，此種治療模式即為藥癮治療性社區的型

態之一，故將之劃歸至宗教治療性社區之類型。 

此種福音戒毒之方式有其成效，如周子敬（2006）之研究發現，於晨曦會基

督教信仰之幫助下，研究參與者對於戒癮之信心增加，並擁有被關心之感受，內

在價值觀亦因而轉變，過往恐懼不安之感受隨之消散；謝美慧（2015）之研究發

現，晨曦會使研究參與者有動力接受遠離藥物之可能性，而信仰使研究參與者接

納過去之自己，嘗試改變並找回生命之意義，同時建立自己之未來；林耿立（2021）

訪談 5 位於晨曦會戒癮後十年未再用藥者，結果發現基督教信仰為協助研究參與

者遠離藥癮之關鍵因素；楊靖文（2019）對於財團法人臺灣更生保護會屏東輔導

所接受福音戒毒之 5 位戒治學員進行訪談，研究參與者皆曾進入監獄或戒治所，

並進入屏東輔導所兩次以上，研究結果發現，戒治學員均肯定基督教信仰對於戒

癮之成效，若得將基督教信仰內化，不僅可使其遠離藥物之誘惑，更可改變價值

觀（楊靖文，2019，頁 81-82）；潘秋月（2011）對正在某福音戒毒之戒毒村的 13

位成員以及完成該戒毒村戒治的 6 位成員進行訪談，結果發現研究參與者逐漸學

會依靠上帝，於宗教之影響下改變價值觀與人生觀，學會反省自己，並在基督的

愛裡充滿自信，最終成功改變自己；司其瑩（2020）訪談 5 位進入晨曦會戒癮後

五年以上未再用藥者，結果發現研究參與者透過讀經、禱告以及宗教團體生活，

                                                      
91 福音戒毒亦可稱為「福音戒治」（林健陽等，2007，頁 73）。關於福音戒毒於我國之發展歷程，

可見林美專（2020，頁 13-23）之詳盡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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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而產生正向之改變，包括獲得自我控制之能力、人生態度之改變、新價值觀之

建立等。有論者即認為，由政府贊助經費，使具犧牲奉獻熱忱之宗教團體以福音

傳播之方法，讓藥癮者從另一角度思考生命之價值與意義，未嘗不是一可行之戒

癮方式（駱宜安，2000b）。 

不過，過於濃厚之宗教色彩會讓一些用藥者排斥（李宗憲，2010，頁 159），

故此種宗教治療性社區（religious therapeutic community）是否有效因人而異。潘

秋月（2011，頁 76）之研究指出，並非所有進入戒毒村者皆為基督徒，故基督教

與原來之宗教相互牴觸時將產生排斥感。賴晴蕙（2018）訪談 6 位曾進入福音戒

毒之戒毒村者，研究結果發現，雖然有些研究參與者因有所體悟而改變宗教信仰，

進而得以維持戒除，然亦有研究參與者表示「聽不懂」或排斥禱告（賴晴蕙，2018，

頁 64-65）。另外，Bardi and Garcia（2022）對 28 位曾在巴西聖埃斯皮里圖州

（Espírito Santo）的宗教治療性社區接受治療之藥癮者進行半結構式訪談，該研

究指出，13 位研究參與者認為藥癮治療性社區於其治療過程中發揮重要作用，

且宗教亦對其有所幫助；然而，另外 15 位研究參與者則指出，於藥癮治療性社

區內之治療效率不彰，且宗教亦對其治療無所助益。由此可見，宗教治療性社區

之治療模式並不適用於所有藥癮者。 

七、其他修正與調整 

居民、工作人員、環境之不同會形塑出不同之社區（呂元惟、鍾明勳，2012）；

同時，藥癮治療性社區一直是創意與新想法之熔爐（crucible）（Gosling & Yates，

2020），經常添加不同要素與修正方案使其治療更為適切，藥癮治療性社區之個

別特色便由此而生。前述之各種類型主要是針對服務對象或場域所進行之修正，

亦有針對服務本身進行之調整。例如，於藥癮治療性社區中接受治療者有相當比

例為創傷倖存者（trauma survivors），具有不良生命經歷（adverse life experiences）

或創傷，其使用藥物可能是出於應對創傷之需求，而非對於藥物之渴望（Perfas，

2019；Yates & Wilson，2001）92，尤其女性創傷與藥癮間之關係更為密切（顏玉

如等，2023）。自創傷中所產生之恐懼與不信任，對於建立治療關係以及治療環

境中之安全感是一大挑戰，故 Perfas（2019）指出應朝向創傷知情（trauma-

informed）治療性社區邁進，重新審視藥癮治療性社區之干預措施、人員配置模

                                                      
92 關於創傷、創傷後壓力症候群與藥癮之關係，可見 Yates and Wilson（2001，pp. 182-1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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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以及對成員之管理等，以進行相應之調整（Perfas，2019）。 

藥癮治療性社區可以適用於不同國家，進而適應各地之文化（Bunt，2013；

Kennard & Haigh，2012），亦會隨著文化不同，而有不同之治療要素與模式。例

如，當發源自美國之藥癮治療性社區傳入歐洲時，並未完全複製美國之方法，而

是將此種模式融入至歐洲文化中（Broekaert et al.，2006），蓋美國的藥癮治療性

社區模式中，某些要素之運用並非其他文化歡迎或著重者。舉例而言，美國強調

個人主義（individualism）與個人表達（personal expression），故直接向同儕誠實

表達負面或正面感受是藥癮治療性社區之標準做法，然此種要素或許無法適用於

其他文化中，蓋在某些文化中此做法並不受歡迎，其他文化較強調家庭價值觀、

社區凝聚力與和諧，其重要性高於個人之表達與決心（Bunt et al.，2008；Perfas，

2014）。另外，在人員運用部分，美國以外之藥癮治療性社區偏向採用來自不同

背景且訓練有素之專業人員（包括精神病學、心理學、社會工作等），而非如美

國較具自助性質，由已復元之前居民負責藥癮治療性社區之創立與運作；東方之

藥癮治療性社區除使用專業人員外，工作人員之學歷相較於培訓更受歡迎，且藥

癮治療性社區較常與宗教有所關連（Broekaert，2006；Broekaert et al.，2000；

Broekaert et al.，2006；De Leon et al.，2021；Vanderplasschen，Vandevelde，et al.，

2017）。至於同儕之年齡大小，於西方之藥癮治療性社區中意義不大，但在某些

文化中，會依其年齡、資歷（seniority）、社會地位而獲得更大的尊重（Perfas，

2014）。簡言之，各國之文化會對藥癮治療性社區之實踐產生重大影響（Perfas，

2014）。而除藥癮治療性社區會適應不同文化外，不同藥癮治療性社區本身亦會

發展出各自之文化，所有藥癮治療性社區皆會利用其本身之文化以促進復元與正

確生活（De Leon，2000）。 

參、治療性社區導向計畫 

除上述標準型治療性社區與修正型治療性社區外，尚有所謂「治療性社區導

向計畫」（TC-oriented programs），此種計畫不受前述藥癮治療性社區之各種觀點

指導，亦不堅持採用「社區即方法」，其選擇採用藥癮治療性社區之要素，但主

要利用非藥癮治療性社區特定之服務（Carroll et al.，2013；De Leon et al.，2021）。

而標準型治療性社區、修正型治療性社區、治療性社區導向之計畫三者之差異如

下表 4-4-1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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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4-1  藥癮治療性社區相關計畫之比較 

 
標準型 

治療性社區 

修正型 

治療性社區 

治療性社區導向 

之計畫 

遵從 

各種觀點？ 

○ ○ ╳ 

採取「社區即

方法」？ 

○ ○ 不一定 

不同 ⚫ 較長之治療

時間 

⚫ 針對較嚴重

之藥癮者 

⚫ 適用於特殊之

人群或特殊之

環境 

⚫ 強調個體差異 

⚫ 主要是利用非

藥癮治療性社

區特定之服務 

⚫ 選擇性採用藥

癮治療性社區

要素 

資料來源：整理自 Carroll et al.，2013，pp. 112-113；De Leon et al.，2021，pp. 702-

703；De Leon & Unterrainer，2020，p.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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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藥癮治療性社區之本土個案

復元歷程 

本研究訪談利伯他茲治療性社區之 3 位居民、2 位已復元之前居民以及 5 位

工作人員，採用建構主義式扎根理論作為研究之方法論，並於分析過程中納入正

向犯罪學與修復式正義之相關思考。分析結果發現，藥癮者進入藥癮治療性社區

後，將透過「建立穩定性」、「取代用藥之價值」以及「減少自我中心」此三個改

變邁向復元。本章將呈現與說明分析結果，以闡明藥癮治療性社區之本土個案復

元歷程。 

第一節 建立穩定性 

藥癮者進入藥癮治療性社區後，將逐步建立穩定性，使其得穩定地朝向復元

邁進，其中穩定性包含「環境穩定性」、「生理穩定性」、「關係穩定性」、「情緒穩

定性」四者，環境穩定性與生理穩定性之建立乃進入藥癮治療性社區後即開始實

現者，關係穩定性與情緒穩定性則是於具備環境穩定性與生理穩定性之情形下逐

步建立者。以下針對此四者之內涵進行論述。 

壹、環境穩定性 

一、安全 

居民於進入藥癮治療性社區前，可能因與家人關係不佳，有家而歸不得，甚

至必須流落街頭，無處可去。藥癮治療性社區則提供一安全之環境，使居民有安

身之處所，進而得以專注於復元之上，不受其他與用藥有關之因素影響。 

在這邊我們就是提供一個家、一個安全的環境，就在這邊你不用擔

心你會遇到你的藥頭齁，在這邊你不用擔心你會遇到討債的人來找

你齁，那在這邊你可以安心的就是 focus 在你自己的健康上面。

（Elizabe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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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覺得環境還是很重要啦，如果你身邊的人都沒有人在吸毒，然後

所有的人都是怎樣，在做社工、在服務這些人，然後，然後，你在

這個環境裡面得到尊重、得到照顧、有成就感，當然也會有壓力，

也會有挫折，可是永遠都有人可以接著你，永遠都有人可以幫助你，

我覺得在這樣子一個很安全的環境裡面的時候，你是不太會再去用

藥的啦。（Jessica） 

研究參與者 Daniel（具復元經驗之工作人員）以《聖經》中之「逃城」比喻

藥癮治療性社區之定位，強調於社區中將不受藥物之直接侵擾。 

我認為社區的角色就是聖經上講的逃城……逃城就是聖經講就是，

大衛王在被他岳父追殺的時候，然後帶，帶領了一群犯罪的人，很

多犯罪的人去投靠他，然後我，我認為社區就像一個聖經上講的一

個逃城，在這個逃城裡面是受保護的，是受保護的，但是在這個逃

城裡面的每一個人，每一個學員不一定都會以後會有，會變好，會

變好，不一定每一個人會變好，但是至少說他在這邊住多久，這段

時間他是安全的，他的家人是不用為他擔心。（Daniel） 

於此種環境下，因無從與藥物接觸，故可盡情討論用藥相關議題，並與其他

正邁向復元者交流之，觸發居民之思考。 

這個團體生活也提供了一個，呃，就是，也是在一定的保護下讓我

們有機會，畢竟你在原本的生活中很難去跟一般人問說，誒你有沒

有用藥？那能不能來聊聊？你用藥發生了什麼事？你為什麼會要

用藥？之類的，那這些東西變得就可以在這個環境裡面，相對安全

地去，去被看見，然後自己消化吸收之後，可能也可以回頭來回答，

來解，解，幫自己原本生命中的一些疑問找尋到答案。（John） 

二、規律的作息 

於進入藥癮治療性社區前，居民往往未有規律、固定之作息，多來自用藥之

影響，進而造成生活其他層面之困擾。 

藥帶來的生活作息的混亂，或是內心的混亂，就是會拖垮我所有其

他建立起來的穩定的部分。（John） 

藥癮治療性社區中有規律的作息時間，上課、活動、睡眠等皆井然有序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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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過往用藥時混亂的作息有所不同。每天的晨會則會宣布相關行程，使居民知悉

當日之規劃。 

晨會原則上就是會做一些今天行程的一些布達，然後比如說有沒

有，除了這個大家都知道的這個團體的行程，但是我們還會再公告

一次。讓大家知道，今天一整天你可能要準備什麼東西，對，還有

就是一些個別的行程，比如說有些人要看診啊，有些人要上班啊，

有些人要去法院報到啊，或是有一些什麼特殊的，或者是今天有沒

有人是安排諮商會談啊，這些我們都會在晨會上面布達。

（Elizabeth） 

宣布一下今天有什麼行程，因為我們除了上課之外，我們可能，呃，

也會去看醫生，或者是像我那時候還要報到，我可能不能跟課，他

就會宣布啊你今天要去報到怎樣怎樣，類似這樣子。（Andrew） 

固定的作息得使居民習慣規律生活，甚至將此種規律生活內化。研究參與者

Robert（前居民）即指出，縱使離開藥癮治療性社區，其仍維持規律之生活作息，

且此使其擁有更多時間進行其他規劃。 

我後來也是這樣啊，我後來到外面的時候也是這樣，就是維持到，

維持到這樣子，對。就好像每天雖然是表定八點半上班，可是我七

點半餐廳開我就來了，對，就是一樣維持這個時間。這邊也讓我的

人生，慢慢有時間去做我以前錯過的事情。（Robert） 

若不於藥癮治療性社區中擁有固定、規律的作息，則無法養成規畫生活之習

慣，當離開藥癮治療性社區後，即有可能重回過往之生活。 

我覺得一個規律的生活是，必須要很重點中的重點，因為你沒有，

沒有一個規律的生活的話，那以後你要怎麼安排你的，你自己的在

外面的一些時間？你自己連你自己的生活都過得不好的話，你要怎

麼去安排你的工作？你要去怎麼，你要怎麼安排你的人生？

（Daniel） 

如果你連下一個一小時啊兩小時你都不知道要幹嘛的話，那對戒

癮，戒癮這件事來說是一個很致命的東西誒，所以說安排時間讓他

們過好生活齁，對要戒癮的人來說是一件很重要的一個課題。

（Dani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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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曾入監者而言，藥癮治療性社區之規律生活與監獄之生活相似，故進入

時得更快地適應。 

其實因為以前在關的時候就已經很規律了，對，就是，就是幾點要

做什麼事、幾點要做什麼事，所以其實說什麼，所以在這邊只是說

很習慣這樣子，很習慣這樣子的有按表操課這樣，已經很習慣，並

不會覺得說有什麼特別的影響。（Andrew） 

三、有典有則 

藥癮治療性社區具有社區規範，使居民得以遵循，尤其作為一個無藥之環境，

社區嚴禁將藥物帶入其中。 

原則上，我們就是依據我們的規範，就是你可以復用，但是如果你

把毒品帶回來社區，是嚴格禁止的，對，你可以，你復用了，我們

可以理解，因為成癮就是這樣，他是一定會反覆發生的，可是你不

能把毒品帶回來社區，對，所以只要帶回來社區，你就必須要離開。

（Elizabeth） 

社區規範往往使居民難以適應，蓋過往少有如此拘束之生活，用藥生活相對

自在。然而，當居民感到不自由時，正是改變之開始。 

他變成說他有一個社區規範束縛著，所以變成說他們會覺得綁手綁

腳，但是覺得就是，我們常常會跟他講說就是，當你覺得綁手綁腳

的時候，你正在改變。（Michael） 

當居民適應規範後，不僅能遵從社區之規則，對行為之規制亦改變其內在想

法，達成由外而內之改變。 

這邊有它的社區規範，然後他是必須要把那個社區規範的那把尺抓

得很恰到好處，對我們來說其實很嚴厲，但我現在就覺得相對沒那

麼嚴厲，原因是因為我覺得，我現在慢慢感覺到自己，那個，那個

自，內控自我，願意自己照顧好自己的動力變強了。（Joh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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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開放與接納的態度 

藥癮治療性社區是具開放與接納態度之環境，居民可透過特殊事件申請單表

達自己之需求，或是在晨會、住民大會上提出，內容可能是對於生活環境或課程

之建議，而工作人員將對之進行回應，或給予相對應之處理。 

他們可能會反映說啊像最近地震，哦可能會說誒，那哪邊可能有一

些損壞，或者是什麼東西沒有了，那他們也會在晨會上面的時候提

出，那我們的工作人員就會蒐集這些資料。（Elizabeth） 

我們每個月會有一次的住民大會，有時候會有學員提出他們想上什

麼課，那我們也會做為參考。（Elizabeth） 

隨時只要他想到什麼，他可能馬上就會寫那個特殊事件申請單，因

為我們有一個表格叫特殊事件申請單齁，他可能就會寫出他的需

求，然後我們看到，我們每天工作人員會……然後蒐完之後，我就

會去回應嘛，然後可能就會看到他們有些人寫了些什麼，齁那我就

會去告訴明天晨會的老師，或是告訴他的主責或是個管。（Jessica） 

比如說像你有什麼需求，我們會寫一些特殊事件申請表嘛，那，那

隔天他就回覆你這樣子。（Andrew） 

此種開放與接納的態度，代表社區對於居民之關懷，欲使其感受到需求有被

照顧，並展現以溝通為主之精神，而非透過其他形式（如暴力）解決問題。此與

正向犯罪學強調對話、包容、接納之精神不謀而合（Ronel，2013；Ronel & Segev，

2014）。 

然後學員們也可以透過晨會來反映說社區有什麼不足的地方，比如

說電風扇壞掉了、冷氣不涼了、哪裡漏水，還是說廚房的人手不夠，

他們也可以透過晨會來做一個反映。當然這只是其中一個管道，還

有另外一個就是學員如果有事項要反映的話，可以寫特殊事件申請

單，這個也是可以，所以說，我個人認為說，我們社區跟學員的溝

通是雙向的，是雙向的，並不是有的就是，上面怎麼說我們下面怎

麼做，完全不理會下面的聲音，我們沒有，沒有這個情形。（Dani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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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人員本身亦具有此種態度，並體現於工作人員之相處模式中，對於居民

而言，屬於一種正向之示範。 

社區這個辦公室是一個很和諧的，很和諧的一個社區。為什麼我說

和諧？因為我們就是在做這個工作，所以說我們相對的，我們辦公

室裡面的同事如果有紛爭的話，基本上都會很和平地化解，幾乎不

會有什麼紛爭出來。（Daniel） 

開放與接納的態度不僅是針對居民之問題或建議，更是存於居民本身，使居

民感到溫暖、幸福，讓藥癮治療性社區更像是一個「家」。 

你在這邊有比較多人，就是說難聽點就是被看住了，可是你要往好

的地方想，就是有人在顧著你，對，有人顧著你，在陪伴你，往這

個地方想的話其實很幸福，對，很幸福，因為在這條街上有辦法這

樣包容你，包容你的過去、包容你的過錯、包容你先天的疾病。

（Robert） 

但是永遠就是，有一個對我而言，如果你以說對我而言的話，就家

的感覺，我知道我就算做錯，我還有一個地方可以回家，對，我覺

得這對我們而言是很重要的。（Robert） 

五、容許復發 

藥癮治療性社區並不將復發看作戒癮失敗，而是一種常態，甚至是一個機會，

居民得藉此機會更加瞭解自己。此種態度亦隱含藥癮治療性社區認為居民具有改

變之可能，即藥癮者於適當條件下得以改變與復歸（Elisha & Ronel，2023；Ronel 

& Elisha，2022），故對之抱持不放棄的態度。 

你復用了，我們可以理解，因為成癮就是這樣，它是一定會反覆發

生的。（Elizabeth） 

我都跟他們說復發沒關係，是你最好的老師，因為它就是提醒你，

誒你功課沒做好齁，那不要在同一個坑跌倒就好了啦，對不對，我

們這一次在這裡復發，那下次可不可以換一個，齁，那下次再換一

個，那換換換換換到最後，你是不是就蒐集了所有你復發的理由了，

那你是不是就可以避免了，所以每一次的復發都會告訴你一件事



 

183 
 

情，齁告訴你一些事情，然後教你一些功課，那你過去的成功經驗

也都還在，所以不是說你復發前面就都不算了啦，你沒有前面的成

功，你怎麼維持後面的？對不對，所以即便你撐了一年復發，也沒

有關係啦，你也不是說，哦你撐了一年了，你現在復發，前面都不

算，沒有，這一年還是算，啊你就是奠基在這一年上面再繼續往前

走，齁所以你會發現那些人他維持比較久的，他就算再復發，他也

可以很快就回來了，對啊，他也可以很快地再站起來，這也是他的

優點啦。（Jessica） 

正因為此種看待復發之正向態度，使居民不放棄自己，願意不斷嘗試，直至

成功復元。 

等你醒了之後再重新再來，不用怕說，怎樣，復發不可恥啊。

（Robert） 

復發當下你會覺得很爽，但是等到你回到這邊的時候，你的罪惡感

什麼時候來，罪惡感來的時候，你還是會覺得很後悔，你為什麼要

那個時候，跟人家再去拼一口，再拼一針，對啊，沒有必要啊，然

後你的努力都白費掉。但是沒什麼好丟臉的，就是重新再來，就砍

掉重練這樣。（Robert） 

當然，對於復發雖包容之，工作人員仍希望居民得從中記取教訓，強化復發

預防之能力，以避免下一次再次用藥。 

雖然說我們是容許他們犯錯，但是我們也不希望他們就是在同一件

事情上一直犯錯。（Daniel） 

我們都知道復發是可能的齁，但是復發是可以避免的，復發也是可

以不要發生的，以前我們都說復發是必然的，復發是會發生的，但

是我現在都跟他們講說，是，沒有錯，但是復發是可以避免的，因

為有人沒有復發……那我們再往回推，去看到底發生什麼事情，那

你下一次要怎麼樣注意，當你開始覺得不對勁，當你覺得怪怪，不

管是身體的，因為有時候復發也是會，你也會有一些戒斷症狀嘛，

渴癮嘛，你可能會有一些不舒服、睡不著、失眠，開始做一些跟安

非他命或是毒品有關的夢，那，或是你會開始覺得就是莫名的煩躁，

天氣冷也不開心、天氣熱也不開心，這些其實都是啊，嘿啊，這些

其實都是渴癮啊，那你要有能力去辨識嘛。（Jessic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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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生理穩定性 

一、回到正常 

藥癮者長時間用藥後，往往形成對於身體之破壞，使身體之各種功能出現問

題，因此，當居民進入藥癮治療性社區中，必須停止用藥一段時間，研究參與者

們將之稱為「退藥」，退藥使身體回到常態，始能投入藥癮治療性社區之各種活

動。 

我們很多剛剛入住的學員，他可能剛用完藥，他會需要一點時間退

藥，齁就是讓他身體裡面的狀態是可以恢復到一般正常的狀況，然

後可能大概都需要一個禮拜齁，如果說他剛剛來的前一刻，他才剛

兜完，他有可能會需要大概一個禮拜的時間讓他身體恢復平靜。

（Elizabeth） 

過往居民之生活往往圍繞於用藥、買藥等行為上，停用藥物始能讓居民開展

人生，找回曾經擁有之生活。對居民而言，停用藥物是一切的開始，若持續使用，

則永遠無法脫離之。 

那我覺得那個是真正他們要能夠維持停用一陣子之後，開始工作

了，開始讀書，或是開始跟家人修復關係之後，他得到了很多的，

慢慢得到一些自尊、自信，慢慢得到金錢的回報也算是啦齁，然後

他的整個身分的認同的改變之後，他才會願意再維持這個不用藥的

身分再久一點。（Jessica） 

此外，藥癮治療性社區安排了運動課程，使居民於身體回復常態之過程中，

在專業師資之帶領下，穩定、逐步地回復身體機能。 

身體要恢復正常的時候它可能會有一種失控，那那個失控是你很難

去處理的……對治療性社區的安排來講，運動是必要的。（James） 

二、維持健康 

退藥後居民必須參與藥癮治療性社區內開設之運動課程與動態活動，目標是

讓居民擁有健康的身體，蓋過往用藥已使居民之身體出現異常狀況，故必須使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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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持續運動，維持健康，始有開展生活之基礎。若居民沒有健康，其他發展皆為

空談。 

我們其實也安排了運動課程，就健身啊，每個月至少會有，每一個

禮拜至少有三次健身的課程，對差不多啦，兩到三次啦，然後一次

拳擊、一次健身課，然後再來就是戶外的活動，然後騎腳踏車，然

後游泳，然後攀岩，對，然後像我們也有泳渡日月潭啊、路跑比賽。

（Jessica） 

其實運動課很多，那時候我非常討厭運動課……我覺得我姿勢都做

不好或是做不起來，或者，就是都做得很不標準，因為我可能駝背

的關係啊，或怎麼樣，所以我就覺得我很排斥做運動，可是沒辦法，

你每個禮拜三，就是固定就是要上課，上健身房的課程……後來開

始才慢慢有一些變化，有游泳課，然後也有拳擊課。（Andrew） 

像那個個人的健康都沒去顧的話，那其實他誰也不會去照顧。

（Michael） 

研究參與者 Robert（前居民）於離開藥癮治療性社區後，曾有復發之情形，

造成體重滑落將近二十公斤。其亦將手臂上之傷痕展示予研究者，可見用藥對於

居民健康傷害甚深。 

我出社區的時候是六十四公斤，就是這一次前兩年的時候……可是

我又復用……我在社區的時候，他們把我養到六十四公斤，然後我

出去外面不到四個月我剩四十八公斤。（Robert） 

就像這些傷痕一樣，這些全部都是安非他命造成的。（Robert） 

過往居民因用藥未關照自己的身體，透過運動課程與動態活動，居民將開始

與自己的身體對話，瞭解身體的狀態，感受身體帶給自己的訊息，甚至得從中獲

得喜悅與成就感。 

體育課的部分，其實就是我覺得運動的課程，我覺得是跟自己身體

好好溝通的一個課程，可以幫，幫助自己，也許有些人，因為像我

本來就是，我本身其實是喜歡游泳但我不太會游泳的，但最近有很

多游泳的機會，我就會覺得，誒，我有機會去嘗試瞭解我身體的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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態這樣。（John） 

我們騎 U-Bike 腳踏車從這邊騎到淡水，屁股非常的疼痛，對啊，

但是終究我們還是到了，對，然後，就覺得自己，原來我們真的可

以成功，我們並不是軟柿子什麼什麼東西的，其實我們是可以做到

的……要去日月潭的時候，我本來想說沒辦法，對，真的，我想說

沒辦法，然後就開始游了……然後就浮上來發現，誒，我是我們社

區的第二名，對，就自己覺得哇原來，原來，原來我這麼厲害，對

啦原來我，雖然有年紀我還這麼厲害，就自己還給自己比個讚，就

很開心啦。（William） 

若自長遠發展而言，運動課程不僅可使居民保持健康，更能養成運動之習慣，

使居民於離開藥癮治療性社區後，仍能擁有健康的身體。 

為什麼有運動課，就是健康……在過去他們可能就是生活作息紊

亂，然後也不一定有健康，就是我們做運動的習慣，所以這我們也

希望在這邊的時候是可以培養的。（Elizabeth） 

參、關係穩定性 

一、居民間關係之建立 

過往藥癮者所建立之關係，除家人之關係外，大多與藥物有關，如共同用藥

之朋友、藥頭等。孤軍奮戰、靠自己的力量獨自戒除藥癮，所換來者往往是孤獨，

若無法克服此種孤獨感，容易再回到過往用藥之生活型態。 

當你在轉變的那種孤獨感，因為，可能你從，比如說你從跟，監所

出來的以後有沒有，監所出來以後，第一個，你當然知道你不想再

跟以前朋友聯絡，但是你沒有跟你朋友聯絡的時候，你會突然發現

你沒有朋友，你連一個朋友都沒有，因為我手機一打開大概就是其

他的，誒都是一些藥癮者，對，啊為了就是說不想再過以前的生活

或是怎麼樣，然後就會開始一直封閉在自，就是說一直，變成說一

個人滿孤單的，除了工作以外，再來就是剩你，剩你一個人，對，

剩你一個人的時候非常孤單。（Michael） 

藥癮治療性社區提供建立友誼之途徑，與 Dekkers et al.（2020）之研究相同，

居民學習如何與同儕建立關係，循序漸境地融入社區當中，感到建立真正友誼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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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復元路上不再感到孤獨。 

其實我之前的時候我是不會跟人家交際的，我連跟人家講話都很困

難。因為我先天我是 ADHD，我是過動，注意力不集中，所以我基

本上不太會跟人家相處。但是我是自從來社區之後，來社區之後我

慢慢地學，從基本的生活到打掃，然後再到跟人家相處，再到重新

出社會這樣子。（Robert） 

同儕的力量吧，你會覺得很多朋友在你身邊這樣，你就不會孤單這

樣。（Robert） 

於復元路上，若能建立正向之同儕關係，除能增強復元之動力外，亦能相互

給予建議，幫助彼此。居民對於本身之復元有其責任，對於他人之復元亦有責任。 

其實一個人在戒癮的過程，就像，就像在那個減肥，一個人減肥非

常痛、非常累、非常痛苦，當一群人在為了共同的目標的話，共同

一個目標在進行的話，會比較輕鬆一點，然後再互相提醒，然後再

互相陪伴，對，會比較有動力一點，然後對方也知道你目前是經歷，

在經歷到什麼樣的狀況，他可以給予即時的一個建議。（Michael） 

他們學習怎麼樣為自己負責這件事情在社區裡面是我們一直很強

調的，齁就是你要有責任感，不是只是你把你自己事情顧好就好，

你同樣也要去兼顧你在社區裡面其他的人，齁其他人的復元也是很

重要的，不是你一個人好就好了，你，你自己在好同時，你也要能

夠去協助其他社區的居民好，因為我們要一起共好。（Jessica） 

除與其他居民為復元而共同努力外，由於藥癮者非同質群體，故進入藥癮治

療性社區之居民，其性質亦可能有所差異。而在與其他居民相處、磨合之過程中，

居民能感受到其與社會之連結，並學習如何與人共處，而非僅是在自己的世界裡

打轉。 

就是在這個社區之外，如果我們回到自己的生活裡面，大部分的時

間我們很難遇到，我是這樣跟工作人員分享，就是，我覺得這邊就

是一個讓我們有機會，一生裡面可能很難有機會，可能除了當兵吧，

應該很難有機會就是，接觸到那麼多異溫層的人，對，可能大部分

的時間都住在，跟同溫層的人在一起生活，那異溫層的人就會很挑

戰你的價值觀到底是怎麼一回事這樣，那我覺得在這個過程中，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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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去捍衛自己的價值觀，然後去肯定自己，但是同時讓人保持跟這

個世界、跟外界保持一個平衡，也是一種練習，就是，對我來說這

個比任何課程都還讓我有感觸。（John） 

資深居民會帶領其他居民，給予關懷與建議，此種溫暖的關懷乃先前用藥時

未曾經歷者，往往使居民留下深刻之印象，備受感動。 

他那個時候，他帶給我很多幫助，包含我的人際，他教我怎麼跟人

家相處……他還有就是我工作上的時候給我安慰，然後跟人交際的

時候，他等於是都帶領我，要不然我以前的時候，講真的，不要說

啃老族是滿丟臉的，我連掃地都不會掃，也是他教的，對，所以他

教，教我很多事情，也教我很多人生的道理。（Robert） 

我就跟他講，你對我而言，你是一個很好的父親，因為我住進來社

區那一天，第一頓飯，是他拿來四樓給我吃的，也是他帶我去抽菸

的，那這個我都記得。我是，過去的時候我在外面，社會上沒有人

這樣對我，除了家人那個時候，當然，吸毒的人還哪會想到家人？

對。但是他是，他有這樣對我，但是，即便他後來復發、他跌倒，

他現在再回來，我看到他我還很尊敬他。（Robert） 

共同參與社區活動、創造回憶，對於居民而言是難忘的經驗，更讓其感到人

生並非只有藥物，亦非僅處於戒除與復發之循環當中。此與 Ronel et al.（2015）

之研究發現相符，正向感受之發展增加了居民之幸福感。 

我覺得有很多，有很多時候是我們其實都有紀念，因為是大家共同

在一件事上努力的時候，我覺得這都是我們的回憶，因為可能這輩

子我們不可能跟任何人騎腳踏車去淡水，我們不可能去參加泳渡日

月潭的玩意兒，我們不可能每次去參加路跑……所以有很多很棒的

事情，常常在我生命當中都有很多的，很多的影響……看似我這十

年好像都在戒毒，其實我，我有了很多很棒的回憶，嗯，這是實在

話。（William） 

正向犯罪學認為，正向經驗之培養將有助於減少負向情緒、行為與態度，亦

有助於減少再犯（Ronel & Segev，2014）。對於居民而言，於藥癮治療性社區之

生活乃其人生中為數不多之正向經驗，與其他居民所建立之關係亦是其生命中較

為穩定者，此種正向經驗或許無法直接使居民脫離藥癮之循環，但確實讓居民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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見生活不同之可能性。 

就是你有那個朋友陪著你這樣。而且大家就是往正向走，雖然說我

們不是用過藥，但最少就是彼此是扶持的那種感覺吧。（Robert） 

在這邊的生活啦，很無聊，很平安，可是我們有些學員真的離開之

後，當他開始又進入到混亂的狀況之後，他會開始想念我之前有過

這樣的一段時間，就是我覺得是一個正向的經驗啦，就是讓他們在

生活當中是，或者是他們的生命當中，他曾經有一段時間，不管是

三個月、半個月，一年、兩年，我曾經有一段時間我是清醒地生活

的，很無聊可是我是清醒的，然後我清醒的，我跟著大家一起生活，

然後我有周圍的支持，然後我是清醒的，然後我是沒有用藥的狀況，

就是在他的可能懵懵懂懂很多用藥年的時光當中，他有這段時間是

沒有的。（Elizabeth） 

除建立關係外，居民間之包容乃維繫關係所必要者。此尤其體現於成年居民

與青少年居民之關係上，由於青少年居民尚未成熟，且較為活潑好動，因此關係

之維繫有賴於成年居民對於青少年居民之包容。 

每次到六日我們少年就要開始唱歌了，他們就要唱 KTV，我們裡面

也可以唱嘛，他們可能就三、四個少年就這樣唱一整個早上，然後

那些老歲仔（臺語）就坐在那邊只能夠強迫地聽他們唱歌，就是大

家也是互相包容啦。（Jessica） 

老學員還是會講，也會跟他們講，那些，那些小朋友也是會聽啦，

皮是皮了一點，可能你跟他講正經事的時候，他跟你嘻嘻哈哈的，

那些年紀大的一些老學員可能就不高興，就是不高興啊，我現在跟

你講正經事，你跟我這樣子有的沒的，會有，會有這些情，情緒出

來，但是那些老學員都會忍住，不會，不會當場打槍，除非是太白

目了，一而再再而三的才會當場發個脾氣，還是怎麼樣，要不然就

是，知道這是，他們知道這個小朋友也，是一個過程，是一個成長

的過程，對他們也滿包容的。（Daniel） 

然而，同志身分可能對於關係之建立與維繫形成障礙。研究參與者 Andrew

（居民）作為男同志，與異性戀男性互動時常有所顧忌，進而影響關係之建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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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我是同志，我覺得同志比較難去跟非同志在，因為我以前的交

友圈也都是同志，所以我很少跟異性戀相處，對，那我就覺得說，

跟異性戀相處我會覺得很尷尬，很尷尬到，就是不知道該怎麼跟他

們相處就對了啦。所以，雖然我以前在外面關過，有這樣的經驗，

但是我盡量都會保持距離這樣子，不然我怕，因為其實這邊的人、

老師都知道我的傾向，對，我怕他們誤會什麼，我會害怕這樣子，

我也怕我自己誤會了什麼這樣子。（Andrew） 

二、工作人員之陪伴與帶領 

過往居民於用藥時，身邊往往同樣是用藥者，與他人之關係中充斥著自利與

負向情緒（Ronel et al.，2015）。而來到藥癮治療性社區，工作人員使其接觸社會

之價值觀，讓居民覺察自己之行為，並對過於用藥時之價值觀產生懷疑。 

你終於會知道說原來我們這樣做是不對的，以前用藥的方式，就是，

應該是這麼說，我現在在治療性社區才發現，原來外界對用藥的人

的看法是這樣子，我以前覺得用藥是很正常，我用我自己的藥，干

你什麼事，我也沒有害你，我也沒有，我也沒有怎麼樣，就是，自

己做自己受嘛，我覺得我是一個很正常的人這樣子。可是來到這邊

上課之後，跟他們的相處之後，就會，才發現原來在他們的眼裡，

我們，我們，我們其實是很奇怪的一群人，就是行為舉止啊，或是

說話的方式啊，表達的方式這樣子。（Andrew） 

正向犯罪學強調對犯罪者提供支持與接納（Ronel & Elisha，2022）。對此，

藥癮治療性社區之工作人員時常給予居民關心與鼓勵，過往居民於用藥時較少接

受此種正向回應，故此舉使居民感到溫暖，並讓居民知道其仍值得他人之關懷。 

其實治療性社區的老師，基本上已經快要，就我的感覺，會有點全

年無休……你會覺得說在這邊是滿溫暖的啦。（Robert） 

有一次，他們兩位老師忘記了，有一次回來，他們突然就對著我大

叫說，William！我說幹嘛，你這次一定要成功，我說為什麼？因為

執行長，執行長親自跟他們講說叫我一定要成功，然後他們就很，

很，反正當下那氛圍讓我覺得他們在替我打氣。（William） 

加上我復發之後才發現，原來每個人都會那麼關心我這樣子。

（Andre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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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民對於其本身之進步往往較為無感，較常自我懷疑，而工作人員對於居民

本身之努力往往會給予肯定，居民因此獲得復元上之自信。 

我覺得，聽過，透過老師分享，你就會知道其實你現在走到哪裡了。

比如說，我常常都覺得說我沒有進步，可是人家，這是我自己的感

受，可是他就會，他就會用他的角度來跟你講，其實我，比如說，

我覺得你進步很多、每個人都有進步啊，那你的進步點在哪裡，他

會很明確地告訴你，讓你，讓你會比較有自信一點。（Andrew） 

我戒毒了那麼久，這一路來看起來好像沒有什麼成長，但其實每一

次我都有把時間拉長，每一次我都有在進步。這○○（工作人員）

告訴我的，他說你看你這次是不是比上次更少用了三年，我說對啊，

沒錯。（William） 

這邊給我很大的幫助跟精神上的慰藉，對。就像我們執行長，我們

執行長或者是這邊的老師講的，最少以前的我是不喜歡我自己，我

連看，照鏡子我都覺得很討厭，但現在的我是會有信心的，不敢說

自己很帥，但最少是對自己是覺得我是活著的，這種感覺是以前不

會有的，那這是這個社區拿給我的禮物。（Robert） 

居民於藥癮治療性社區中面臨壓力時，不同於過往是透過用藥緩解之，工作

人員可作為居民抒解壓力之角色。 

就是透過很多，跟老師聊天啊，生輔員啊，他們會去幫你排解，對，

有壓力什麼的時候，其實幫助很大。（Robert） 

居民會學習工作人員之態度與行為，將工作人員作為榜樣。尤其是具復元經

驗之工作人員，其將本身復元之經驗傳授給居民，並給予充足之耐心，居民亦從

其幫助自己與他人之過程中看見改變的可能性。 

可能就是以我們本身一個復元者，復元者的角色然後去帶領他們往

前進，因為在復元的路上每個人都是特別的，但是變成說，他可能

會有一些，會有一些可能相同的狀況……就是大概可能會給他一個

建議，當初以自己的，自己的角色去跟他講說我當初是怎麼做的，

對，讓他們去從中去學習這樣子。（Michael） 

你看到一個人是用這樣的方式在幫助學員，因為他自己，他一定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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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明白說我們這樣的人剛進來的心是什麼樣的心，是什麼樣的脆

弱，是怎麼樣的，頭腦會想一些什麼事情，想回家、想復用、現在

身體難過不想待、想抽菸什麼什麼，我相信他都能理解到……做他，

做過的事情我也跟著照做，嗯，等於是 copy 他的方式吧，對啊，

因為他教了我很多，以前不會打什麼菜單啊、煮什麼菜啊，我根本

就不知道什麼配什麼，完全不懂，因為我不喜歡嘛，但他是，他卻

很耐心教我去用 Excel，然後開始設計一些什麼東西、什麼菜單、

使用的人數、買菜的數量、禮拜一到禮拜天要吃什麼之類的東西，

點點滴滴的，都是他一步、一步、一步在教我。（William） 

工作人員對於居民之照顧與管理，對於研究參與者 John（居民）而言，是一

種「重新長大的過程」，此源於過往其與父母關係較為疏離，而工作人員之關懷，

反而填補了過去的缺憾，成為其生命中之正向經驗。 

我父母以為我不太需要別人管，或是不太需要特別的照顧，所以其

實我從小三之後，他們幾乎就沒太怎麼管我，也沒，對我來說後來

是有一種很強烈的失落感是，他們也沒再怎麼引導我人生該怎麼走

這樣子。所以，現在在這邊這個環境，我覺得這個外控的力量反而

有點像是重新讓我經驗一次重新長大的過程，就是有人拉著我，但

是是懷著善意去約束我，然後讓我可以去探索我自己。（John） 

作為有用藥經驗之工作人員，其於居民與專業工作者間扮演翻譯與溝通橋

樑，以過去自身經驗為判準，為居民表達需求，亦使專業工作者更理解居民之狀

況。 

社區的一些肢體語言或一些眼神的部分，藉由我們可能以前我們

常，常也可能，常做過或看過，或者是一個，可能就是會去翻譯給

我們可能就是辦公室，他目前是，目前是正在什麼樣的階段，或什

麼，對，或是想要做什麼事情，或是說什麼話。（Michael） 

居民於其復元歷程中常遭遇障礙，此時即有賴於工作人員之陪伴與關心。首

先是居民進入藥癮治療性社區之初，往往較為急躁，此時具復元經驗之工作人員，

會以自身之經驗借鏡，藉此安撫居民。 

會跟他講解說這不是很急的，這現在不是很急，但是他情緒會起來，

可能我們會，可能我們工作人員會有輪流，第一個可能是我們生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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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輔員先下去輔導他，然後跟他講說，以我們可能的過來的經歷，

應該要怎麼處理……會一直大概一直，在跟他安撫，讓他安心。

（Michael） 

其次是居民想要中途離開藥癮治療性社區，第三是居民逃離藥癮治療性社

區，第四則是居民復發之時。於此三種情形，專業工作者與具復元經驗之工作人

員，其回應模式有別。就專業工作者而言，通常是透過不斷會談之方式與居民討

論，使居民理解不讓其中途離開藥癮治療性社區之原因，抑或是其復發之原因，

進而說服之。 

通常案件沒事之後有沒有，他就開始想要走了，他就開始跟你說，

我覺得現在也沒什麼事，我都復元了啦，我已經進來三個月了，我

現在都沒有再用，我也不想用啊，我差不多可以回家了，對，那這

時候你又要再繼續，可能要繼續跟他會談……如果你今天要提出離

區，我們就會一直跟你會談，今天先你跟他談完之後，再換你跟他

談，但是這個前提是因為我要先覺得說，他現在這個時間點離開不

是好的啦……其實我們都會透過不斷地會談，齁然後讓他知道他現

在這個狀況到底適不適合離區，其實有時候談完之後他就會發現，

好像跟他想像不太一樣，對，那他就會再去 delay 一下他想要離區

的時間……我們會這樣跟他說就是我們會希望你這個決定不是在

一個衝動的狀態之下，而是在我們都跟你討論得很清楚完之後，你

再離開……就是不斷、不斷說服他，你就是要住越久越好，越久越

有效果。（Jessica） 

有的時候我們就會安排不同的會談時間，就是可能心理師、社工師

就會輪番去跟他討論到底發生什麼事了，對，那也協助他自己去釐

清到底怎麼了，我明明就知道回來一定會驗尿，那為什麼我到底發

生什麼事情了？對，所以我們會安排這個會談的時間。（Elizabeth） 

其實我從去年 11 月自己住滿一年開始，我就有試著跟工作人員、

跟主任溝通說我想要離開，但是每一次溝通就發現，誒其實我還不

是那麼適合，在這個時間我還有很多，還有一些事情是可以在這邊，

再幫自己準備好一點，然後再去回到職業生活。（John） 

於說服之過程中，專業工作者亦會以鼓勵之方式，使居民盡可能留在藥癮治

療性社區中，避免其中途離開穩定的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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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就跟他說其實你沒有對不起我們啦，你只有對不起你自己，如果

你今天走了，你就對不起你自己了，我說我們為你所做的一切都是

心甘情願，齁然後也沒有誰欠誰，因為以後你有能力你可以幫助別

人，現在我們幫助你，但是以後你可以幫助別人，齁所以我跟他講

說你要撐下去。（Jessica） 

同時，居民面臨困境時，工作人員會透過傳訊息、打電話等多種方式表達關

懷，而不限於實體之會談。  

我有逃跑，就是不敢回來這樣。這邊一直打電話、一直打電話，奪

命連環 call 把我 call 回來這樣。（Andrew） 

最近的一次也都很最近而已，才 4 月初的事，就是我是差一點就又

會陷入那個去用藥的狀態裡面……也有一些工作人員有傳訊息給

我，所以比較幫我自己踩了一點煞車啦。（John） 

我知道他們大家都去開會，去外面開會，所以我就趁那個時間講說

我要離園，就是然後○○（專業工作者）就打電話，就是跟我們工

作人員，叫他給我聽這樣子，就是一直講到○○（專業工作者）就

講到快哭了，所以那時候覺得也很對不起他啦。（William） 

至於具復元經驗之工作人員，其所為者仍是對居民表達關懷，然方法較為實

際與直接，並會搭配過往其用藥與復元之經驗。 

我的做法都是比較實際一點，就是利弊跟他講清楚，我利弊會跟他

講清楚。（Daniel） 

我們講的就比較，會是說一些可能就是算是成癮者的一些話語吧，

就是說我們比較不會去修飾話，我就覺得像，比如說你就是想要用

藥，就是說，你就是想要用藥，然後你現在跟我講一些有的沒有或

什麼，反正就是講一些比較粗暴有力的話，直接回應他就對了……

我就直接，我這邊回答就比較粗暴一點，但是我覺得比較有用，比

較有用直接，不要再去跟我拐彎抹角說什麼，可能就是為了某些事

情然後怎麼樣，造成我心裡不好，所以心裡不好所以我才會跑去用

藥，反正就是一些藉口，我說這個藉口以前我也用過啦，我說我以

前也用過啦，把問題都是丟給別人啦，他自己都沒有問題就對了，

對啊，這可能就比較粗暴一點。（Michael） 



 

195 
 

突破他們，有時候就直接把他們，直接把他們噹破了，直接講說啊

你就是要幹嘛。（Michael） 

研究參與者 Michael（具復元經驗之工作人員）認為，透過工作人員自身之

復元經驗進行勸說，可讓居民深有同感。而在說服居民後，於居民依照社區規範

接受處遇時，亦會給予支持與鼓勵。 

直接讓他們知道就是說，哦，讓，讓你們知道就是說，哦，其實他

們有時候會聽到就是我可能就是，我們這邊所遇到的跟他遇到的竟

然是相同的事情，對，然後可能就會比較，像，會比較，會集中，

他們會比較就是可能，你說認同嗎，比較有感覺，比較有感覺，比

較會有一些感覺的。（Michael） 

我們可能就是藉由監視器在那邊看他，然後慢慢地鼓勵他這樣子。

（Michael） 

無論以何種方式關心居民，對於居民而言，皆是復元路上之溫暖力量，此種

關懷與幫助亦有可能於未來形成正向循環。 

到治療性社區之後才發現說，世界上還是有溫暖在的，有那麼多諮

商師、心理師、○○（工作人員）陪著你，沒有什麼好再覺得孤單

的，對。他們不可能二十四小時跟著你，就像我爸媽也不可能，對。

但是，當你覺得你很孤單的時候，你自然有那個力量可以給你靠。

（Robert） 

他們能夠感受在社區裡面，他們也是這樣被幫助過來的啊……是我

們提供他一個更新，生命更新的機會，他曾經被人家幫助過，然後

他也知道那個被人家幫助過的時候的那個感覺跟感受，這輩子可能

沒有人，除了他的家人以外，他家人可能都不相信他了齁，所以這

個世界上可能沒有人會願意這樣相信他或給他機會，當他可以開始

感受到這些東西的時候，當他有能力的時候，他也會想要把這樣子

的給別人啊。（Jessica） 

三、與家人修復關係 

由於過往居民皆處於用藥之循環當中，家庭關係往往不佳，用藥甚至對家庭

關係造成傷害（Griffiths，2005），導致居民於進入藥癮治療性社區前，與家人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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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動中時常充滿摩擦，不被信任。 

因為一年半多在戒治機構嘛，啊你突然回家的時候你跟家裡的摩擦

就很大，然後就是爸爸媽媽會質疑你，你晚上要去哪裡？他也是會

質疑你。（Robert） 

藥癮治療性社區會安排家屬團體以及家屬會面等活動，依照居民之等級進行

不同活動，使其重新與家庭建立關係。 

我在社區，那個時候是，就是漸進式，社區，我們的住民有分等級

嘛，就是 CBA 嘛，然後就是慢慢一步一步讓我重新跟家人再接觸。

（Robert） 

由於居民長期與家人之互動過程不甚順利，居民可能難以表達，無話可說，

若斷然與家人對話，容易肇生衝突，因此工作人員扮演著居民與家人間之溝通橋

梁，使其關係得循序漸進地修復。 

隔週就家屬團體，老師他們會去幫你跟家屬，就是我們家人講話，

有的時候我自己我也不太會跟家人講話，都是透過老師去幫我們

講。（Robert） 

反倒我們自己我也不知道怎麼講，我也不知道怎麼講的時候就是要

請老師他們幫忙這樣，對。（Robert） 

藥癮治療性社區希望居民與家人得修復過往受損之關係，此展現修復式正義

之目標，即要盡可能修復傷害與重建關係（Sapp，2024）。於此價值觀下，居民

亦認知到家庭關係之重要性。 

其實我們來這邊主要都是因為要復元，要復元不只是身體、腦袋的

復元，跟家庭也要修復，家庭這一塊非常重要，所以社區都滿支持

我們有機會就回家看看、走走，跟家人聊天、陪家人吃飯。（William） 

有時居民會於修復關係上遭遇挫折，此時具復元經驗之工作人員會以自身之

體悟開導居民。研究參與者 Michael（具復元經驗之工作人員）於戒除藥癮後，

經過約一年八個月始獲得母親之信任，此經驗使其認知到關係修復並非一蹴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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幾，而須持續積累，故其亦將此一觀念傳遞給有意願修復家庭關係之居民。 

你覺得說你現在一進來社區，你你你就要讓覺得說家人認同你或怎

樣，你好孩子才做幾天而已，你不要有這種設想，對，你要慢慢來，

就是說，每天，就是每天會可能跟家人聊天或怎麼樣，就是讓家人

知道你，就是說正常的你，其實你這樣子，你回去他們也會怕啦……

因為他以前接觸到你的都是壞的一面，你突然好的一面他會覺得

說，以前你好的一面的時候一定會出什麼事情，不然就是家裡錢不

見，或是車子又怎麼樣，你現在這樣子人家當然會怕，所以你必須

做到正常跟家人聯絡。（Michael） 

要有時間證明一切的覺悟，對，不管什麼遇到什麼事情，家人的一

些，家人的關係或是修復的關係，或者是，只要是關係的聯繫，你

一定要時間證明，用時間證明一切的覺悟，你一定要，一定要很長

的時間，一定要花很長的時間讓人重新認同你、瞭解你，或是知道

你改變了，這是第一，就是家裡的支持的部分。（Michael） 

過往居民因用藥相關原因，錯過與家人相處之時間，甚至未能參與家庭之重

要時刻，導致留有遺憾。然透過關係之修復，與家人之連結逐漸緊密，縱使留有

遺憾，仍能開始新的未來。 

我的人生的一個遺憾之外是，在我的姊姊，因為我姊姊結婚的時候

沒到，親姊姊結婚沒有到，人在北投，三總北投在強制治療，對，

然後，後來之後住到這邊來之後，姊姊其實也知道，然後住到這邊

之後，就一次、一次、一次，然後慢慢再跟姊姊小孩接觸、姊姊接

觸這樣子，到現在關係很好。（Robert） 

藥癮治療性社區作為一個安全的環境，不僅隔絕用藥相關因素，使居民無從

接觸藥物，得以保持健康，對於居民與家人之關係而言，更是提供友善溝通之平

臺，研究參與者 James（居民）即以「保持一定的安全距離」形容此種互動之氛

圍，彼此之關係亦會由此漸入佳境。 

至少開始都已經有開始在慢慢地互動。就是好像，就像我剛剛講的，

他們來到這邊是一個安全的，然後來到這邊安全，家長也放心，家

長放心的時候可能就是來到這邊的話，可能就不會一見面就開始又

劈頭大罵，然後這邊可能就是，就有一些關心啊，然後可能當小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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友的啊，當家子女的，也有感受到父母態度變了，所以雙方的溝通

啊就會變得好，就會變得比較好。（Daniel） 

不會選在家屬會面的時間請假，因為我覺得，我後來反而覺得家屬

會面是一個很好的時間，讓我可以跟他們見見面，我又可以跟他保

持一定的安全距離，我覺得還滿好的說實在話。（James） 

透過藥癮治療性社區之幫助，不僅能逐步修復與家人間之關係，居民亦會想

起過往家庭帶來之接納與溫暖，並給予相應之回應，且從中開始自我反思。由此

亦可見研究參與者之感恩與寬恕，此些正向要素則有助於親屬關係之修復（Ronel 

et al.，2015）。 

最近跟家人比較大的一步進展，就是我跟我媽通話的時候，就是，

我有跟他們，就是我不是用問句的問他們，就是我是用肯定句的去

跟他們確認說，我覺得我感受到的是，你們這些年來其實都沒有因

為我的性向或是其他我發生的事情覺得不接受我這個人，那現在回

顧起來反而是，最不能接受我自己的其實是我自己。（John） 

肆、情緒穩定性 

一、充滿負向情緒 

居民於進入藥癮治療性社區前之生活，往往充滿負向情緒，如對人生感到無

聊、焦慮、無力、壓迫等，抑或是無法肯定自己，此種情緒往往使居民以用藥解

消之，而難以脫離用藥之循環。研究參與者 John（居民）同時身為基督徒與男同

志，成長於保守基督教家庭所形成之價值觀，與其男同志之身分相悖，無法獲得

肯定，進而迷失其中，並在藥物之影響下，感到混亂與失落。 

我覺得自己也沒辦法完全放棄自己從小的身分認同，就覺得我是一

個基督徒，但是我覺得好像我基督徒的身分，跟我性的，同志的這

個性向的身分是不容的，所以好像就也沒有覺得自己可以在，嗯，

同志身分上獲得，就是可能自己也沒辦法認同這件事，然後也從，

從家人或是身邊的人也沒辦法獲得一個很明確的認同……藥帶來

的生活作息的混亂，或是內心的混亂，就是會拖垮我所有其他建立

起來的穩定的部分，那每一次這樣拖垮，每一次就會覺得說，可能

每一次我都會在想說那換環境就好，那我再，或者我再換一份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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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好，或者因為這份工作不適合我，也許我需要再轉換一個跑道，

但其實我做的都差不多啦，就只是在服務業裡面繞不同的類別的服

務業這樣。呃，就是到了，但到了一定的程度就越來越覺得說，其

實我在工作上，在工作上的人際中，就真的發現自己跟別人落差越

來越遠，就是，彷彿就可以看到別人對自己的生活他渴望的是什麼

很明確，但是我渴望的東西是很不明確這樣子。（John） 

縱使進入藥癮治療性社區，於復元歷程中，仍會受到負向情緒之影響，進而

形成復元上之障礙。此種負向情緒之產生，可能源於居民本身之性格，抑或是其

他外在影響，如先前案件判決確定後之刑事執行。 

我目前個人認為這個，可能就是心魔這個地方，這個心，這個，這

個，跟人家相處不好啦，然後脾氣暴躁啦，然後做事衝動啊。

（Daniel） 

這種有刑期卡在後面的，通常他的心就開始浮動了。（Jessica） 

那個時候就是心情鬱悶，心情鬱悶，然後就是很想要回家那個時候

啦，就真的很想要回家。（Robert） 

研究參與者 William（居民）過往有壓力或情緒時，不會選擇以告訴他人之

方式抒發壓力，反而選擇使用藥物，包括他人之處方藥、酒精等，以之作為情緒

之出口。 

我開始有點壓力，我開始有點，呃，有點壓力，就像，他們有看出

來，他們有看出來，他們甚至有問我說怎麼回事，我說沒事，因為

那時候我的個性屬於不愛講的，不愛講出來的個性。然後，但，可

是遇到事情了嘛，總是要，所以一開始我先選擇亂吃藥，對，我亂

吃別人的藥。（William） 

我覺得酒並不是我真正的問題，但，在當時，的確是造成了我很多

情緒上的出口，對，那我用選擇用這樣的方式來表達出我的情緒，

所以，就，一而再，再而三。（William） 

大多數居民較為悲觀，尤其是復發後，負向情緒會隨之不斷湧出，當居民無

法處理此種負向情緒後，可能會放棄復元，中途離開藥癮治療性社區，回到過往

之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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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實他們大部分的人都還是滿固著的，就是他們的想法都還是滿悲

觀的，或是很負向，或是很狹隘。（Jessica） 

到最後放棄，沒關係被抓到就被抓到，我就是爛，開始放棄自己。

（Michael） 

一開始他會覺得滿愧疚感，然後不知道你怎麼想啊，然後通常會開

始一直想說，你可能會認為我就是一個爛人，我怎麼講都講不聽怎

麼樣，反正把自己講得非常的卑微，對啊，然後看到你的時候，看

到你的眼神，他就會開始解讀一些事情，對，然後讓自己更愧疚。

（Michael） 

二、多種抒發出口 

藥癮治療性社區提供居民多種情緒抒發之出口，避免負向情緒影響居民之復

元。如工作人員即為抒發出口之一，居民除排解自身之煩惱外，亦可於藥癮治療

性社區中獲得專業工作者之建議，或有復元經驗工作者之經驗分享。 

心情不好的時候就是這邊，你二十四小時除了這邊辦公室的工作人

員，還有生輔員嘛，你可以跟他們聊天這樣子。（Robert） 

我個人的建議是完全就是給他們參考，他們每當說有一些不好的情

緒出來的時候，然後我就適時地提供意見。（Daniel） 

他們在有那個，有很，很多情緒當下，那個當下我基本上不會去跟

他們談這些事情，可能就是過了一天、兩天之後，除非他們當下可

能就跑掉了，就可能跑掉了就沒話講，那如果說在他們發生衝突，

或者是他們坎過不去的時候，基本上我還，還是都有時間可以去跟

他們聊聊天。（Daniel） 

此外，藥癮治療性社區定期安排實習諮商師與居民會談，居民可針對於社區

中生活之大小事進行分享，對於大多數居民而言，可抒發負向情緒，並從中獲得

正向之回饋。 

我們有安排實習心理師定期跟他們會談，所以他們如果平常有什麼

什麼狀況啊，那他們想要有人分享，是有一個，有一個 channel，

有一個窗口是可以去做這個分享的。（Elizabe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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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我們還有心理，每個禮拜會排一次心理諮商，雖然排了，排給

我的是實習生，可是因為這個實習生對我影響滿大的，因為他，他

是從我入住開始就知道我所有的狀況，入住評估開始，所以我很放

心地跟他聊，就是在心理諮商的時候跟他聊所有，不管是同志的事

情也好，或是生活上瑣碎的事情也好，這點讓我覺得還比較放心的。 

（Andrew） 

我的心理諮商都是把我當週發生的事情講出來，我覺得把它倒出來

之後心裡就快，愉快很多這樣子。（Andrew） 

對我來說利伯他茲這邊的資源，我最重視的資源是這邊的，呃，就

是他們心理師，心理師的這塊，因為，我覺得跟心理師的會談和諮

商對我來說是幫助我可以去整理我那些答，自己在過去的不斷地嘗

試中都找不到的答案，找不到答案的那些問題，我可以試著從這些

對話中去慢慢梳理出一些我的想法或是我真正的感受，從而我可以

比較去真實地面對我自己。（John） 

然而，並非所有居民皆能將實習心理師之諮商作為抒發管道，有些居民反而

因心理諮商產生壓力或負向情緒，未能解決其情緒上之問題。 

我覺得每個禮拜抒發一次真的是，心情都會變得比較好，當然有人，

當然我也知道有人心情會變得更不好，就是因為他，覺得他，跟他

想像的不一樣，就變成他，他這個人可能比較心細一點，他就會覺

得心理師又安排一些事情讓他想，他會覺得很複雜，心情會變得很

複雜。（Andrew） 

有些研究參與者甚至在諮商中感受到被利用，研究參與者 A 對於實習心理

師之諮商表達不滿，認為背後所代表者是其本身被工具化，作為他人達成其他目

的之工具，進而從中感到忿忿不平。研究參與者 A 之看法亦使本研究反思，當研

究者蒐集資料時，是否僅是將研究參與者作為完成論文之可利用客體？研究者與

研究參與者互動時，實未抱持此種心態，在訪談當下亦專注於研究參與者之生命

故事，然該次訪談確實使本研究對於研究者與研究參與者間之關係進行思考，亦

認知到訪談過程中需要注意研究參與者之主體性與情緒需求。 

我覺得像實習的諮商師來講，我已經經歷過兩個諮商師了，但是也

許他們有稍微地幫助到我……對他們來講，他們的目的只是在做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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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就類似像你這樣的狀況，所以他不能解決任何的問題，所以呢，

這兩點，這種狀況就會造成期待跟，跟，雙方的期待是不同的時候，

會造成非常大的落差，我覺得這是一個很大的問題，為什麼？因為

如果今天是一個合格的心理師，他已經在執業了，他來這邊幫我們

做義務的諮詢服務，他的，他的目的是不一樣的，他是真的想要來

幫助我們的，也許他不能幫我解決事情，但是我覺得他做出來的處

遇是專業的，但是如果說今天你只是為了要做論文，或者是說你今

天只是為了要來做這個實習，對不對，然後你來諮商了我，那我卻

認為你可以解決我的問題，到最後，後來發現其實你只是來做報告

的，那這就是為什麼其實後來有很多的學員看清了之後就不想諮商

了，因為我不是，我不是來這邊給你做報告的，我是來尋求你的幫

助的，我覺得這點也許社區的人並沒有搞清楚，我覺得這是一個很

大的問題，而且我曾經也有跟我諮商師說，我後來知道這種狀況，

我也告訴我自己，其實真正能救我自己的只有我自己，我很感謝你

坐在對面聽，花了這些時間也很認真，但是我必須老實講，你有你

的目的，對不對？但是，但是我只能講，我也有我的人生要走，對

不對？所以我會覺得，是不是這個東西是需要再考量的，我覺得這

是很重要的事情……我才會覺得說，哇原來這是一個多好笑的笑

劇，每個人都是活生生的人，憑什麼他只是變成你工作中的個案，

然後你給他了一個基本的處遇，難道那就是他的人生了嗎？你們會

不會覺得你們太厲害了？（A） 

除日常工作人員之關懷與實習心理師之諮商外，課程亦提供情緒之出口，藥

癮治療性社區內之課程除提供戒癮、人際關係等方面之技巧與知識外，更鼓勵居

民練習開口表達想法與感受。研究參與者 William（居民）由於本身之信仰與個

性，經常將負面情緒積壓於心中，但經歷復發後，其意識到抒發情緒之重要性，

開口表達對其而言能夠產生穩定情緒之效果，進而降低用藥之衝動。 

有的時候其實心裡想的東西跟說出來的東西其實是不一樣的，那練

習表達出來自己的心情，其實對自己的心情在某些方面也會有一種

治癒的效果。（James） 

我是一個很不喜歡表達自己情緒的人，我是個不太喜歡說的，說自

己過不去的坎那件事情，但是這一次，這一年，我第一次學會了跟

人家，因為，因為我的信仰好像就是我如果跟人家講就像在抱怨一

樣，所以我以前都不敢去跟人家講，因為覺得他們好像，你來，你

來聽我抱怨這樣，類似這樣的事情，我覺得那種有悖，有悖我的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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仰，其實我的想法也不對，他們說有事情就是要講，你不講事情會

沒辦法解決。後來我就開始學習著去講，去講我這些事情。

（William） 

以前，以前的我是不願意分享這樣的事情，但是現在我願意分享，

是因為我覺得很多事我不說出來，我就一定會復發，我就一定會再

一次地把自己陷到那種，背負很多事情、背負很多東西，家庭也好，

工作壓力也好，甚至紅單的催繳也好，債務協商也好，就很多事情

在身上，感覺很累。但是現在我學會了怎麼樣在上課的時候跟大家

發言講出我的，我今天所遇到的事情、我的難處、我的難過，我的，

我的想法是什麼。（William） 

然而，並非所有課程皆得作為抒發情緒之管道，甚至有些課程反而加劇居民

情緒之不穩定性。最為顯著之課程乃心理劇，多數學員對於心理劇反應不佳，甚

至對之厭惡與反感。研究參與者 A 認為心理劇並不真實，幫助不大；研究參與者

B 與研究參與者 C 雖認為心理劇確實使其回到當下情境，但喚起創傷後未獲處

理，使其痛苦萬分，研究參與者 C 亦表達於進行心理劇後被工具化之感受，自己

的痛苦似乎只為了成就他人的成功。 

因為連我也都沒有去上，其實我是很喜歡上這些課程的，但是其實

我並沒有真的很喜歡心理劇，對，因為，因為我覺得演出來也不見

得是自己啊，對啊，而且，是真的，我覺得它並沒有對我有什麼樣

的幫助啦。（A） 

其實心理劇讓我很不舒服，是那個情境讓我會回想到過去，對，所

以讓我當，比如當場有哭啊或怎麼樣，所以我，其實我很排斥心理

劇。（B） 

心理劇讓我非常地痛苦，我一直其實，我長期都在躲心理劇……我

一直認為心理劇它是一種，你說幫助嗎？其實不是，它是把你的傷

口挖開來，但是它並沒有把你的傷口縫好，它只是把東西呈現出來

讓你講出來，那之後呢？我們受的傷害呢？我們所流的淚並不是釋

放的眼淚耶，那還是痛苦的眼淚，對阿，那，也許他們心理師不會

明白我們這一塊，但是我曾經有跟，他們也是有一個裡面的成員，

心理劇的成員，跟他們做這樣分享說，其實我們都，都非常地痛苦，

我們比如說事情不願意，如果是淺一點就還好，但如果是到心理很

扎根的事情，會讓你覺得你這輩子是從那一瞬間開始不一樣的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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候，對啊，你把傷口挖開來了，但你又不負責，下課結束了，我一

樣那麼痛，但我沒有再哭了，對，我一樣就是那麼痛，我沒有辦

法……因為我覺得我這個東西被，再一次被，被你喚醒，還要在一

些人的眼光下注目著我過這樣的生活的時候，誰能幫我呢？……在

心理劇就是這一塊，嗯，唯一的缺點我就是覺得，你把我們傷口挖

開了，請你想辦法把，把傷口撫平吧，你不要讓我受了傷回家，然

後就覺得你們只是成功地演出了一場心理劇，而事後當我們心在淌

血，整天在想這件事情的時候，你們有在替我們著想嗎？你們有真

的是為了是學員，我們經歷這樣的事情心在痛苦嗎？……那麼多事

情、那麼多東西，一下都湧上來了，我本來都已經淡忘了，但是因

為他們的要求，所以我必須回想起這件事情，演出來，然後當我演

出來的時候，痛苦萬分。（C） 

另外，與宗教相關之事務亦能保持情緒之穩定，就工作人員之觀察，抄佛經、

禱告等皆能為居民帶來內心之平靜，對此，工作人員會給予相應之幫助，使居民

之情緒不再浮動。 

任何宗教都會讓人家比較有平靜，比較平靜一點，聽歌或聽那個佛

經或什麼，都會讓自己比較平靜一點，對。（Michael） 

你知道同住就會有很多阿雜的事情，然後他可能就會覺得他最近心

情很差，那他可能就會跟工作人員反映，那我們就會準備，如果他

是，因為我們有些個案是在監所裡面就有在抄佛經的習慣，那我們

就說，誒，他可能抄佛經可以協助他獲得平靜，那我們就好，那我

們就提供你佛經來抄……其實聖經或是禱告也類似，就是協助他

們，讓他們有一個，佛經是很直接嘛，那另外我們像去教會的啦，

或者是，呃，有禱告的啦，有時候他們也是，比如說晚上的時候，

他們禱告，然後這個也是學員跟我分享的啦，他覺得他，他覺得禱

告有用，他覺得好像禱告完之後有一些事情，他本來擔心的事情真

的沒有發生。（Elizabeth） 

三、自我反思與肯定 

藥癮治療性社區中許多居民有情緒控制與衝動控制方面等困難，使用藥物亦

往往是在情緒不穩定、一時衝動下所為之行為，而透過藥癮治療性社區所提供之

多種管道，居民可於情緒穩定之情形下，開始反思其所作所為，進一步減少後續

復發之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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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是希望可以讓他們能夠學習平靜下來地去，因為我們說有時候

成癮行為就是一個失控的過程嘛，就開始失去自我控制的能力嘛，

因為我已經知道這個東西對我有害，可是我沒有辦法控制自己。那

就回到我們希望能夠回到平靜，才能夠回到我們理性思考，回到我

要怎麼樣好好管理自己跟控制自己的行為……他們就是用情緒來

反應的，來做事，而沒有辦法真的平靜下來去好好地思考，我到底

是為什麼那麼生氣？我到底發生了什麼事情呢？我為什麼這樣

子？沒有時間去好好思考，然後就直接因為情緒，然後就有行為產

生，那這個行為有時候就可能會讓人後悔，或者是讓人覺得不舒服，

或是傷害到自己、傷害到別人。（Elizabeth） 

情緒穩定所產生之思考亦是研究參與者 Michael（具復元經驗之工作人員）

所親身經歷者，當藥癮者情緒穩定後，可重新回顧過去之行為，並由此展望未來。 

你在平靜的時候會去思考一些自己的未來，其實必須你要去，我目

前知道的是說你必須要回顧一下你的一個生命故事，你要去找到你

那時候第一次用藥或者是一些意義的部分……當你在回顧這件事

情的時候，你處理的方式，如果當時你改變了哪些方式，你今天就

不會，這個事情就不會發生，那你是不是去思考，當時你如果做了

哪些事情，今天讓你生氣、讓你情緒高漲的這些事情就不會發生了，

那我們再重新去反思這些事情，對，然後再慢慢往前走、往前走。

（Michael） 

對於藥癮治療性社區而言，穩定情緒後所產生之自我反思是其樂見者，居民

得藉由此種反思，形成不再用藥之保護力，並完整對於未來之圖像。 

我們的用意會希望可以透過這樣的方式，讓他們不斷地反思，反思

自己的行為，反思很多事情，反思自己，反思過去，然後也能夠反

思完過去後，就是要現在跟未來，就是我現在要怎麼做，因為有的

時候我現在的生活的每一刻，我可能都遇到一些狀況，會讓我失去

情緒控制的能力，那我現在我要怎麼處理，那我的未來要怎麼往哪

邊去。（Elizabeth） 

研究參與者 William（居民）曾在情緒較為浮動之情形下提出中途離開藥癮

治療性社區之請求，並於藥癮治療性社區外復發後重新回到社區當中，此次復發

使其重新思考人生之發展，亦成為改變契機之一。 



 

206 
 

那想必我一定是去復發嘛，對啊所以我就去，我就是用身上唯一的

錢，然後去喝了好多的酒，然後最後證件也不見了，悠遊卡也不見

了，錢也不見了，然後最後我還是坐計程車回到利伯他茲，然後○

○（工作人員）幫我付了計程車費，然後把我扶回到四樓，對。那

從那之後，我就很認真的在想，我人生真的要過到這麼慘嗎？就是

一輩子沒有辦法好好地生活嗎？（William） 

藥癮治療性社區提供之諮商得帶來情緒上之平穩，居民除得思考過去之錯誤

與未來之發展外，亦較能處理自身之議題，如研究參與者 John（居民）透過諮商，

漸漸地較能肯定自我，接納過去與現在的自己。其經歷情緒上之改變，對自己有

更為深入之理解，展現自我悅納之狀態，此乃情緒成熟之表現（Ronel et al.，2015；

Ronel，Elisha，et al.，2013）。 

心理諮商的這塊資源，因為確實從這邊我可以，我確實慢慢地，至

少我在最近比較突破性的一個進展是，現在比較能夠去接受說，呃，

其實比較能接受說，就是儘管過去有很多矛盾，但就是我不見得一

定要在那些矛盾中，就是我不一定要為了誰而活，或是，我不一定，

就是我沒有必要回應別人的期待，然後從這些理解，然後就是比較，

就是相對能夠放下曾經就是自己的價值觀跟自己的性向是很衝突

的那個狀態，然後去接受自己現在就是這個樣子。（John） 

第二節 取代用藥之價值 

對於用藥者而言，用藥有其價值存在，因此周而復始，無法停止。而於藥癮

治療性社區中，居民認知到復元為其最重要之目標，並透過多元課程等探尋其他

可能性，從而建立其他目標，後續達成目標所獲得之價值與所付出之代價，即取

代過往用藥所帶來之價值，成為居民不再用藥之原因。以下將先說明用藥對於居

民之價值，再對居民於藥癮治療性社區內建立之目標進行論述，最後則闡明居民

為何得透過目標之建立，最終不再用藥。 

壹、用藥之價值 

社會大眾往往將（非法）藥物與負向效果予以連結，例如，可以想像父母鼓

勵孩子運動，蓋運動可強健體魄，使身體更為健康，但難以想像父母鼓勵孩子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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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海洛因，蓋海洛因之副作用將對身體帶來巨大之危害。然而，對於藥癮治療性

社區之居民，甚至是大多藥癮者而言，用藥有其各自之價值。當研究者請研究參

與者回憶過往之用藥經驗時，大多獲得較為正向之答覆，對於藥物所帶來之快樂

給予肯定。 

我覺得滿好的啊……那個就是我生活中的一種娛樂而已啊，對不

對。（James） 

用藥前興奮、緊張啊，用藥當中過癮、享受啊，用藥完之後就是等

待下一次的快樂啊。（William） 

研究參與者 William（居民）接觸到藥物是因為其於賭場工作，剛接觸藥物

時，藥物能使其提振精神，並有助於性行為之快感，且尚未感受到藥物帶來之傷

害，因此不斷地合理化自身之用藥行為，終至難以控制，凡事皆以用藥作為應對

方法。 

進到賭場，當我進到賭場之後，就開始了，就是好，就很像電影一

般演的，很自然地東西給我，我說，這個，這個，使用下去之後你

就會很有精神，你就不會那麼累，你就不會白天要陪父親，晚上還

來上班，然後我就使用了第一次，使用之後我就發現這真是仙丹啊，

這真的是太了不起的東西了，對啊，所以我就沉溺下去了。

（William） 

因為我不覺得它是毒品，那時候我危機意識沒有那麼高，因為我想

說我既不販賣，我只是吸食而已，我也不會一次拿很多東西，那我

用自己的錢花，買自己想要用的東西，不是，不是什麼很大的問題

啦，是不是。這就是問題所在，因為我都給，都給自己吸毒合理化，

所以那個時候就想，反正就是，就是不斷地使用、不斷地使用，因

為我那時候女朋友有很多，我有非常多女朋友，對啊，然後就滿，

滿，也滿風流的啊，對啊，也是因為使用藥物在，在，在那樣的事

上會覺得很興奮，非常興奮，對。所以大概就是，這是我用，為什

麼會想要持續用藥，不曾斷過的原因。甚至我爸離開我那一天，就

是我接到，接到醫院打來的電話的時候，然後我聽到電話的時候，

不好意思你父親死掉了，我接到電話了，我就坐在房間，大哭特哭，

一邊哭，一邊吸毒，一邊流淚，沒有辦法控制，完全沒有辦法控制，

那時候我才知道我原來被毒品控制了，我沒有辦法自己去，好事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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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吸毒，不好的事情我也吸毒，任何事我都吸毒，吸毒就是我唯一

面對事情最好的，最好的捷徑，對啊，所以我那時候沒有想要戒過。

（William） 

研究參與者 Robert（前居民）則因注意力不足及過動症，難以與他人建立關

係，最後以藥物作為與他人交友之手段，透過用藥獲取其他用藥者之認同。 

我用藥的時候是上班啊、交際啊，然後這樣子的。（Robert） 

因為我過動是沒朋友，那那個時候的話，基本上就是用藥在交朋友，

就是因為那個世界的人都用藥。（Robert） 

研究參與者 John（居民）則在基督教與男同志身分之價值觀衝突中，欲透過

約炮排解寂寞、填補空虛，並尋求自我之價值感。於約炮過程中，炮友提供之藥

物成為用藥之契機，用藥與約炮成為尋求刺激、排解空虛之方式。 

從比較立即性的反饋來講就是，用藥完，用完安非他命就是，當下

就是我會覺得比較平靜。（John） 

我其實在家裡的時間都會覺得非常的緊繃和不自在。那，那時候上

交友網站去認識同志朋友，就變成是我比較能夠做自己的一個出

口，但就也從那時候開始我變得更接受約炮這件事情是自然，就是

在我生活中是自然而然的，然後也不小心就是接觸到了安非他

命……填補空虛感的方式，對我來說當時最快的方式，或是我唯一

知道有效的方式，就是去，在同志約炮中，去找，找一個就算是一

時的伴侶也好，就是，就當時我真的也不知道還有什麼其他方法。

（John） 

我覺得在那時候，我的生活就有點像分岔成兩個軌道，我一部分想

要在工作和正常生活的軌道裡面去建立自己的自我價值感，那另外

一部分又還是會透過網路交友去找炮友。那偶然間就是也遇到了一

些固炮，然後，嗯，就是比較，我不知道該說就是幸運還是不幸，

就是，就是因為遇到固炮，固炮當時就是會，通常都會給，給我免

費的安非他命使用……所以也不知道自己所接觸到的是怎麼一回

事，但只覺得說有一個固定的人可以陪著我，雖然那不是一個，在

正常人看起來是一個很健康的關係，但至少對我來說那已經是相

對，在我的生活，在我從 17、18 歲，或是在更早就逐漸越來越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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洞的生活裡面，那是一種我覺得，也是某種支持的力量……就我可

能會追求越來越刺激的性愛或是用藥的經驗，所以我後來找了，就

是從呼煙變成去用注射，然後也嘗試過很多，就是相對是比較複雜

的性關係。（John） 

研究參與者 Andrew（前居民）用藥契機是家裡管理過於嚴格，後來找到機

會去舞廳跳舞，因而接觸藥物。後續透過參加轟趴之方式持續接觸藥物，亦會以

藥助性，進而深陷其中。 

其實我們這個族群大概會以藥愛為主，所以，那當然在舞廳不可能，

就是很單純，我那時候剛，剛接觸到，覺得，誒，可以好像，好像

運動一樣，就是可以跳舞，又流汗，跳完又可以變瘦，所以我就覺

得很開心，可以玩這樣子。那後來又接觸到藥愛，就覺得更好玩了

這樣子。所以，所以我，所以通常我，我的玩法就是，可能一整天，

一整晚啦，一整晚就是跳舞，一直跳舞、一直跳舞，跳到最後面累

了，那假如真的可以遇到藥愛的話，我就會玩，這樣子。而且碰到

藥愛這邊，我會覺得說可以認識更多的人，這樣子的話我就，誒，

也不是說藥愛啦，跳舞也可以，跳舞可能我遇到喜歡的，我可能，

想要去接觸、去觸碰他、去抱他這樣子，我覺得這樣可以認識人這

樣子。（Andrew） 

綜觀研究參與者之用藥原因，包括提振精神、緩解壓力、填補空虛、以藥助

性、人際交流等，對於研究參與者而言，用藥對其造成傷害之同時，亦能帶來不

同之價值，進而成為其生活中不可或缺之一部。 

貳、建立目標 

一、復元作為最重要目標 

對於藥癮治療性社區之居民與工作人員而言，復元是最為重要之目標，此種

認知深植於居民心中。而此種將復元至於首位之想法，亦展現出為行為負起責任

之態度，此與修復式正義使加害者為其過去選擇負責之目標不謀而合（Lanni，

2021；Sapp，2024）。 

希望說他至少走出社區大門的時候是可以光明正大很風光地走出

去，這是我們大家一個共同的一個，一個目標。（Dani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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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實我們來這邊主要都是因為要復元，要復元不只是身體、腦袋的

復元，跟家庭也要修復。（William） 

我們是吸過毒的人，沒有任何事比我們復元更重要，沒有任何事比

我們復元更重要，對，即便是工作，我們沒有身心不夠健康，其實

還是應付不來啦……所以是復元，都是復元走在前頭。（Robert） 

研究參與者 William（居民）相當認真地看待復元，此種態度不僅是對其本

身，亦及於其他居民，顯現出復元於其心中之重要地位。 

我們是來這邊復元的，你不要把這邊當作你的，好像遊樂園一樣，

任意地糟蹋，每一個人都在很努力地復元。（William） 

研究參與者 Robert（前居民）雖然擁有夢想，但經藥癮治療性社區之治療後，

當想到自己的夢想時，復元目標皆會浮現。 

因為我以前拍電影的，有沒有那個夢想，還在，還是有那個夢想，

但是最少現在都會告訴自己不要急，都會告訴自己說我現在以復元

為主，可以不要做那種賺那麼多錢的東西。（Robert） 

二、探索不同的可能 

除復元之目標外，藥癮治療性社區期望居民建立各自之目標，使居民於藥癮

治療性社區中，甚至是離開藥癮治療性社區後，皆能有努力生活之方向。 

目標，purpose，就是找到你的 purpose，然後你可以維持一個有

意義的每日生活，那我相信這一塊就是，對很多人來說是很困難。

（Elizabeth） 

對於藥癮治療性社區之居民而言，用藥即佔滿先前之生活，往往處於無聊與

用藥中之輪迴中，伴隨其他影響，使其無法追尋其他生命中之意義。 

自己會用藥的情境我自己分析大概就是空虛啊、無聊啊、沮喪啊，

是比較情緒低落的時候，就很容易去用藥。（John） 

吸毒的人最怕就是閒，吸毒的人最怕就是空閒沒事做。（Robe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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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居民停止用藥後，若能使居民有其他可努力之目標，生活即不會只剩下藥

物，亦較不易回到先前之生活型態。而藥癮治療性社區使居民建立目標的方法之

一，是安排多元之課程與活動，使居民得接觸不同之事物，擁有不同之經驗，或

能從中產生不同之影響。 

多元另外一方面是希望讓他們體驗，或是讓他們接觸到越多越不一

樣的東西……我們盡量多元，當然是希望可以透過這麼多不同的課

程的安排，可以協助他們去找到，到底我想要做什麼，我未來可以

做什麼，我能做什麼，然後去，去有一個，不能說很明確的 purpose，

可是可能有一個方向，就是我開始去找這樣子……我們也希望在這

裡他們有機會去 explore 什麼東西是我有興趣的，什麼東西也許未

來是，也許是可以變成我的一個職業。（Elizabeth） 

透過多元課程與活動所得建立之目標不一定完全明確，然確實使居民看見生

命中之不同可能，使居民之生活不再只剩下無聊與用藥，縱使居民離開藥癮治療

性社區後，仍有興致與勇氣進行不同之嘗試。 

我是覺得每一堂課真的都有它，它的價值在，像運動方面或是比較

手，手作啊，就是興趣培養方面的功能，興趣培養方面的課程我覺

得就是讓自己嘗試著去發掘自己不同的可能性。（John） 

只是我會覺得說，這樣子的，這樣子的安排會讓你發現你不只是只

有用藥這樣這個事情而已，你可以，你真的可以去逛街。像我那時

候常常去龍山寺，每次放假就會先去龍山寺，拜拜啊、走一圈啊、

逛一逛這樣子，甚至深坑我也有去過，自己也會去這樣子。

（Andrew） 

隨著時間推移，對於研究參與者 John（居民）而言，在逐漸得掌握生活之情

況下，原視作例行公事之課程變為有意義之日常行程，好好地完成課程成為其生

活目標之一。 

其實每堂課對我來說都滿有感觸的啊，當然一開始我也很多都，都

覺得就只是在做例行公事的感覺，但就是越來越久，當自己的生活

越來越，每一件事情都越來越清晰的時候，這些課程都變得，我覺

得都很有意義，我現在就是很珍惜每一個時間。（Joh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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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安排多元之課程與活動外，工作人員亦會為居民訂定過往未達成之小型目

標，使居民不致於在復元路上漫無目的地前進。研究參與者 Jessica（專業工作者）

對於想要中途離開藥癮治療性社區之居民，會為其設定存錢之目標，除可為居民

本身累積一定資力外，更可使居民有繼續留在藥癮治療性社區中之動力。 

有時候會用金錢來跟他們開個玩笑說，那不然你存到十萬再走，那

不然你存到二十萬再走，齁因為賺錢就是等於你要累積時間嘛，所

以其實就是一個目標，就也會提高他改變的動機。（Jessica） 

目標亦可為人生所欲前進之方向。研究參與者 William（居民）希望自己能

獲得長期照顧服務人員之資格，同時亦報名國立空中大學選修班，此二目標是建

立於其想要幫助他人之終極目標，欲透過考取資格與修習課程而習得照顧他人之

方式與技巧。於工作人員之鼓勵下，幫助他人之終極目標成為 William 復元歷程

中穩定前進之動力。 

他上次跟我講說，那你，你那時候有答應說要去考長照，但是你到

現在都還沒去考到，對啊，那我們現在，如果說你真的想要做幫助

人的工作，那你先從讀書開始吧，對，於是我現在很積極的，我有

要報名長照的考照班，然後我也要報名空大的選修班，對，就是，

現在這兩個是我的重點，就是我可以好好地讀書，然後將來能夠，

真的是，懂了一些幫助人的方式。（William） 

所以我目前的，目前的目標很明確，非常的明確，就是我要把我的

證照考出來，我要去報名空大，我要讀書這一塊事情，他們都知道，

老師們都知道，他們也鼓勵我。（William） 

參、價值衡量 

對於藥癮者而言，用藥與否往往是單行道，只有選擇停下來，或是選擇繼續

邁向用藥的深淵。目標設定對於藥癮治療性社區之居民而言，生活中將不再只有

用藥，而是有其他可能性，此時於用藥與否之決定上，即有其他可選擇之道路。 

因為你有，有一個方向，你有一個目標，你有一個努力的，努力的，

努力的一個，一個，一個 direction 好了，一個努力的一個目標之

類的，那他就是，我們就會往那邊，那其實復用這件事情，可能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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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者是我們說使用物質這件事情，也許就不會是在他的人生規劃裡

面。（Elizabeth） 

工作人員會對居民灌輸設定目標之重要性，蓋對於藥癮者而言，藥癮治療性

社區之要求較高，若未有前進之方向，居民容易半途而廢。 

這就是我常常跟他們講的，他們要有自覺，你要今天很清楚說你來

到社區你想要的是什麼，你才有辦法去接受這些東西。（Daniel） 

據工作人員之觀察，當居民生活中開始有其他目標後（如讀書或工作），將

不再輕易復發或中途離開藥癮治療性社區。 

一旦他們開始有工作之後，相對他們就會比較穩定一點，但是當然

工作上也會有工作上面的問題啦，可是我覺得至少他們有去讀書或

工作的話，相對都會比較穩定，因為我們現在比較高階的住民，大

概都是在工作上面都還算滿穩定的，然後有在讀書的學生也算是還

滿穩定的。（Jessica） 

使居民選擇不再用藥之原因，除生活中有其他選擇外，更為重要者乃目標本

身所具有之價值，此價值不僅是達成目標後所可獲得者，亦包括於達成目標之路

程上須付出或犧牲者。用藥雖對於居民本身有其價值，然當居民欲復發時，即會

將先前所積累之價值納入考量，達成目標之價值與用藥之價值會被放上天平兩端

進行衡量。此與居民進入藥癮治療性社區前之情形大不相同，彼時生活中尚未有

其他可能性與目標，自然未有達成目標之價值，故天平往往向用藥一端傾斜；然

進入藥癮治療性社區後，各種目標將逐步建立，甚至可能達成復元，斯時若居民

選擇用藥，等同前功盡棄、功虧一簣，放棄已積累之各種價值，需要重新來過。

因此，當居民有用藥衝動時，其會經歷價值衡量之過程，不再用藥則有賴於價值

之積累，研究參與者 Jessica（專業工作者）即以「珠寶盒」生動地描述此種概念。 

當你找到了很多不同的人生的感覺跟人生的價值的時候，你可能就

會開始衡量，到底你回去吸毒，要放棄這些價值值不值得？

（James） 

常用那個珠寶盒形容，齁你現在珠寶盒打開來，裡面空空（臺語），

什麼都沒有，齁，所以沒有的話，如果今天失火，你這珠寶盒也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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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帶走，就丟了就算了對不對，就趕快跑，可是如果今天這個你的

珠寶盒滿到滿出來了，失火第一件事，哦緊緊抱住它，然後衝啊對

不對，你才不會把這個珠寶盒落下對不對，裡面那麼多東西，那你

現在就要想辦法累積你的珠寶盒，你現在珠寶盒打開都空的，沒有

任何東西在裡面啊，沒有意義啊，你留這個空盒子幹嘛，那他們現

在每天在這邊做的事情在幹嘛，就要累積珠寶盒裡面的那些珠寶

嘛，對，啊三不五十拿出來看一下，哇我這裡面有什麼、我這裡面

有什麼這樣，齁，然後每天放一點東西進去，像我們那些住了兩、

三年的，他的珠寶盒可能都已經滿到滿出來了這樣子，滿了好幾個

珠寶盒，所以現在叫他要去犯罪，他不會，為什麼？因為這些東西

都是珍寶誒，他今天犯罪，他就失去一個珍寶、失去兩個珍寶，這

些花了這麼多時間建立起來的東西，他不會為那一口毒品把這些東

西全部放棄，可是以前他是沒有這些東西啊，所以吸不吸毒有沒有

差？沒差嘛，反正我吸了我也沒這些東西，對不對，那我有吸，我

也沒這些東西啊，我根本沒有什麼可以失去的，可是現在不一樣啦，

對不對。（Jessica） 

這些種種的累積，就是他的珠寶盒裡面的東西越來越多，越來越有

價值，越來越珍貴，不是那些塑膠的東西的時候，他就會覺得說，

嗯，我覺得我需要繼續 keep 這個身分誒，這個身分對我很重要。

（Jessica） 

過往藥癮者與家庭關係通常較為不佳，藥癮治療性社區則致力於修復居民與

家人間之關係，使居民看見家庭關係中之不同可能。對於研究參與者 Robert（前

居民）而言，其於進入藥癮治療性社區後始與家人修復關係，若再度用藥，則關

係可能再次裂解，甚至無法看見外甥女長大，維持此種得來不易之感情即成為其

願意捨棄用藥價值之目標。 

你要有寄託啦，後來我的寄託就是我姊的小孩子，因為我不想讓他

說他長大的時候，他也面對自己舅舅是一塊神祖牌。（Robert） 

除考取資格與修習課程外，研究參與者 William（居民）亦同樣以維持家庭

之關係為目標，過往家人發現其用藥後，便將其送至其他戒毒村並搬離原居住地，

William 便在用藥與失去家人間不斷循環，而進入藥癮治療性社區後，考取資格、

修習課程以及維繫與家人之感情便成為其生活之重心，於價值取捨上，自然而然

會放棄用藥，不再回到過往用藥之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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覺得就是把現在的事情放在我要唸書這件事上就好了，就是比較簡

單、比較單純一點。（William） 

我覺得海洛因，毒品這個東西，如果當我再碰它一次的時候，我的

家人就會一個一個不見了，我不要再失去他們了，我已經失去他們

很多次了，三次，他每次都是把我丟在那個村，他們就搬家，我不

在他們住哪邊，都是用這樣的方式，所以，我希望這一次真的是我

最後一次。（William） 

研究參與者 John（居民）則認為找到自己認同之價值為最重要之目標，若一

個人未認知到自身之價值，則將不會有其他欲達成之目標，天平永遠會向用藥一

端傾斜。 

我覺得自控來自於自己知道自己的價值在哪裡，然後來自於自己願

意去，為了自己所認同的價值去付出代價，才有可能自控，不然一

個人很難長出自控能力，因為如果你沒有價值感，你根本就不會想

要去追求任何事情，也不會想要去遵守任何事情，會覺得所有的遊

戲規則都 bullshit 這樣，對，那你永遠都會活在被外界影響的環境

中，那成癮就是理所當然會發生的事情。（John） 

第三節 減少自我中心 

過往居民藉由用藥獲得相應之價值，對於他人之付出往往視而不見，亦少有

幫助他人之想法。於藥癮治療性社區中，使居民邁向復元之第三個改變，是減少

居民之自我中心。提供走出自我中心之經驗是正向犯罪學之基本原理（Ronel & 

Elisha，2022），於藥癮治療性社區中，居民將擁有兩種經驗，作為達成減少自我

中心之途徑：一是藥癮治療性社區中「成為榜樣之訓練」，另一則是居民感受到

「被幫助之溫暖」。以下將闡明此二減少自我中心之途徑。 

壹、成為榜樣之訓練 

藥癮治療性社區如何減少居民之自我中心，其一是社區中成為榜樣之訓練。

藥癮治療性社區強調榜樣之重要性，每個人皆為他人之榜樣。利伯他茲治療性社

區之工作人員即相當強調之，尤其是資深居民，應作為其他居民之榜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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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說模仿學習嘛，大家都會學，壞的就會學壞的，有好的就會學

好的，那身為高階學員，你當然就是一個好的標竿、好的模範，可

以讓其他人學習。（Elizabeth） 

待比較久的可能會做一個比較領導的動作，會帶領著他們繼續往前

這樣子。（Michael） 

工作人員對居民灌輸幫助他人之重要性，尤其是對於新進之居民，於工作人

員之引導下，資深居民將會主動給予新進居民幫助。例如，新進居民必須到社區

四樓退藥，等待身體回到常態，此時，資深居民將會陪伴新進居民度過入住初期

身體較為不適之時間。資深居民亦將協助新進居民熟悉社區之規則與文化、分享

自身之經驗等，使新進居民得較快適應之。 

我們現在的有些，我們現在成人的住民有一些住比較久的了，我覺

得住得比較久的人開始多了之後，他就比較能夠穩定整個社區的一

個這個運作，所以有些新進來的人來的時候，他也比較能夠跳出來，

先去想辦法讓這個新的住民可以適應，讓他不會容易跟別人起衝

突，然後讓他知道說我們這裡的文化是什麼……所以他們就會去

教，這也是我們告訴他們的，你必須要去協助，你舊生嘛，你是學

長，你要去協助學弟啊，你要去協助這些新進來的。（Jessica） 

我覺得隨著，如果住民住得比較久的人比較多，那他們因為有學習

嘛，也有一些成長了，所以我覺得他們慢慢可以肩負，就很像是這

個，我們講的這個高階住民應該要有的角色，他們可以去協助這些

剛入住的人，或是協助其他的住民更去適應這個社區。（Jessica） 

因為新入住的人都會住在我們的四樓，它是一個隔離套房，就是它

是有廁所的，然後有監視器的……我們會有一個資深的學員會，晚

上會陪伴在他旁邊就是，反正上面有床啦，我們會有放床墊在上面，

他會陪他，那當然資深的學員就會讓他知道說我們這邊的環境是怎

麼樣，然後有哪些規範，然後哪些他需要注意的地方，然後也就是

聊，因為等於說資深的學員一定也經歷過他現在的狀況，對那他可

能就會分享他的，他做一個經驗的分享，那這個也是希望可以協助

他們適應得比較快啦。（Elizabeth） 

遵守規範一直都是藥癮治療性社區所強調者，對於資深居民而言，更是如此。

資深居民被要求遵從社區規範，按照流程行事，藉此成為其他居民之榜樣，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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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民亦將受資深居民影響，進而形成社區之穩定。 

他要能夠作為，就是誒，我都有遵守這些社區規範，什麼時間幾點

幾分要起床、幾點幾分要做什麼事情，然後我需要這個，我要那個

我有怎麼樣，我有，我有用，呃比如說我要寫申請單，我，我有遵

守社區的流程去做這件事情，那這些就是資深學員要能夠都做

到……那資深學員就是最好的楷模跟典範，就是我得到我想要的，

我只要遵守某一些流程、規範，慢慢地我就會得到我想要的，對，

或是我們說，我需要的啦齁，就是他們就是一個前面，有點像前輩

啦，然後這樣子我就可以怎樣怎樣，那我就要學模仿他們，或者是

我學習他們這樣子。（Elizabeth） 

表現良好之資深居民會被工作人員當作範例。例如，當有居民想要中途離開

藥癮治療性社區時，研究參與者 Jessica（專業工作者）會以資深居民作為案例，

藉此勸說居民繼續留在藥癮治療性社區當中。研究參與者 Michael（具復元經驗

之工作人員）則會以各時期之居民為例，使新進居民對於未來於藥癮治療性社區

之生活有明確的圖像，亦有努力的目標。 

很重要是我們有很多已經住了一年、兩年、三年的人，都還沒有離

區的這些人，然後甚至成為我們的工作同仁的，這些人都是最好的

例子，我都會拿這些人跟他們講，你看看那個人，他現在都還在這

裡對不對，他都已經待了兩年了，對不對，你才來一個月，你才來

一年，才來半年就要走，你有像他一樣做到什麼什麼什麼什麼嗎？

（Jessica） 

你可以注意看他們來三個月了，這個是來三個月的，這個是來六個

月的，這個是來一年，他們有不同的狀況，可是他們在看你，你在

看他們的時候，你可以看出來三個月以後你就像他一樣，對，就會

變成是跟他一樣，然後半年就會跟他一樣，大概是以這樣的導引的

方式。（Michael） 

除前述工作人員對居民灌輸幫助他人之價值觀、要求遵守規範外，資深居民

從具復元經驗之工作人員身上看見未來所欲成為之模樣，因而盡力成為模範，研

究參與者 William（居民）即是如此。 

那時候也都沒有工作，就是一直在社區裡面維護這個氛圍，維護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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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的一個秩序，維護社區的一種好像我是個楷模，我做得到的事情

你們也要做到，就是有稍微有一點要求，對他們有點要求，因為這

也是我從○○（具復元經驗之工作人員）身上看到的東西，那我想，

我就沿用這一套東西傳承下去吧。（William） 

他（具復元經驗之工作人員）其實他帶著我的時候，其實我從他身

上學到很多，他都鼓勵我們說，真的去讀書去試看看，重新讀書在

我們這個年紀會有不一樣的感覺，對啊，就是也是鼓勵我去做很多

事情，對，但是我那時候，我那時候就想說我想跟你一樣在這邊工

作，想要成為跟你一樣的人，對啊，所以你是我的目標啊，對啊。

（William） 

於努力成為榜樣之過程中，資深居民以行動帶動社區其他居民之行動，透過

自身經驗瞭解其他居民之困難，進而給予相應之協助，此與過去自私自利之情形

大不相同。過去藥癮者往往被藥物蒙蔽了視野，只看見於用藥過程中快樂的自己，

無視用藥行為帶給他人之苦痛。縱使想要改變，最終仍會再次掉入用藥之深淵，

進而不斷循環，似永無停止之日。然而，進入藥癮治療性社區後，藥物不再影響

居民之思考，並在成為榜樣之訓練中，學會幫助他人與互助，從而逐漸減少自我

中心。 

我以藥癮者來講，以前藥癮者的心態是自私的，自私的，什麼事情

只有想到自己，然後可以為了藥然後棄家人而不顧，為了藥妻離子

散的一大堆。所以說來到這邊，我覺得互助也是一個很重要的一個

環節，在你有這個能力能夠幫助其他人的時候，你要來幫助其他人。

（Daniel） 

為什麼他們會從很自私只顧自己，到最後他們會願意幫助別人，是

因為他們從這個當中得到被幫助，然後真的改變他們自己……就是

改變是可能的，我都可以做到，你也可以，我們是透過這樣子的方

式，那我以前也是，我以前比你更慘，可是我都能夠站起來了，那

現在你一定也可以，齁那種感覺啦，對啊，然後真的他自己曾經體

驗過嘛，所以他當然會知道這件事是可行的，所以他才會願意去做

嘛。（Jessica） 

研究參與者 William（居民）之思考亦展現出其已成為一位利他主義者，縱

使作為較資深之居民，仍對於其他居民平等視之，甚至捨己為群，願意做最不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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歡迎之工作，且在其他居民需要時，能夠成為聆聽者，傾聽他人之煩惱，並給予

安慰。 

我記得甚至我到 A2 最高等級的時候，我兩年的時候，我還是，倒

垃圾的時候我還是拿廚餘筒衝第一個，就是我不會讓新來的人去拿

廚餘筒，因為我不覺得我們自己是因為來比較久就可以不用做這樣

的事嗎？不是，是我們反而更應該做更多的事情，因為我們有責任，

我們有責任做給後面的人看。（William） 

所以我必須當個聆聽者，甚至我要懂得方式去安慰他，這是我一直

以來我就會的事情。（William） 

貳、被幫助之溫暖 

作為嘗試復元之藥癮者，居民理解若欲自藥癮之禁錮中解放，談何容易。研

究參與者 Robert（前居民）即以跳樓者比喻藥癮者之處境，凸顯幫助藥癮者復元

之困難程度。 

因為毒品說到底他沒有被害人，被害者是你自己……你如果要救一

個溺水的人其實那是很簡單的，你給他一個浮木，一個救生衣，他

就浮起來了，你要救一個吸毒的人很難，那感覺就很像是說，你在

救一個跳樓的人，而且他已經跳下來了，你不是被他拖下去，就是

他靠他自己爬起來，然後我們的每一天的生活就是一樣，對。你有

的時候就像，就像我們連作夢的時候，都會夢到吸毒，真的，那個，

真的，那個真的是會這樣子。（Robert） 

然而，縱使復元之路漫漫，且重新用藥是常態，仍有人願意對居民伸出援手。

陳玥華（2019）之研究即發現，晨曦會之成員將瞭解仍有人會懷著善意與其相處。

本研究亦發現類似之情形，此構成藥癮治療性社區使居民減少自我中心之第二種

途徑，即讓居民感受到被幫助之溫暖。過往尚在用藥時，研究參與者 Andrew（前

居民）為了參加轟趴並用藥，無所不用其極，不惜欺騙家人，只為自己之快樂。 

幾乎我都是參加轟趴出來的……當然之後因為越玩越上癮了嘛，上

癮之後當然就會開始騙家裡說，啊晚上有事情，真的有事情，要去

上班或幹嘛幹嘛這樣，變成，因為大部分的活動還是在以晚上為主

啊，白天真的會比較少，沒有人在白天玩，玩，玩這樣子的東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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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後，所以我就騙成功之後，就晚上可以出去玩了，那再來就是，

就是假日也玩，幾乎我三五六日都在玩藥這樣子。甚至到最後，除

了玩藥之外，我還自己，自己開趴，當趴主這樣，玩到這種地步這

樣。（Andrew） 

而進入藥癮治療性社區並完成階段性之治療後，Andrew 持續於利伯他茲教

育基金會服務，然而後續曾經歷復發，最後在藥癮治療性社區工作人員與基金會

其他成員之勸說與幫助下，重回工作崗位。經歷此次復發，Andrew 明白他人已

竭盡所能給予幫助，不願再次造成他人困擾，故當經歷用藥渴求時，便會設身處

地為他人著想。對於曾幫助過自己之工作人員，願意站在工作人員的立場，思考

若再次用藥將對之造成的困擾，用藥之衝動最後未轉化為行動。 

這邊的生輔員講了一句話，再不回來就要出事了，你可能就會出事

了這樣子。因為我心裡想說，對，沒錯，我每次都是，因為以我的

個性就是玩下去就一直玩一直玩一直玩，就是這場玩完之後再繼續

約，一定要約到就對了，可是那時候其實我已經很危險，我已經很

久沒有在，半夜在外面流，流浪，遊、遊蕩這樣子，所以那時候才

意識到，誒我怎麼又回到以前的生活？半夜出來這樣子，看到警車

都會很緊張，自然而然很緊張這樣子，所以我就覺得說，他這句話

提醒了我說，好，好像真的要出事了，所以，那他們又很保證了說，

我回來他們會怎麼樣，做怎麼樣的處理，包含我的工作可以讓我繼

續做，然後，只是說我可能先，要一段時間回來等把藥退掉，才可

以繼續工作，或者說要再做哪些事情來彌補。（Andrew） 

我上次復發其實，不單單這麼簡單就是復發，我剛剛有說過嘛，他，

他答應我要繼續保有我的工作嘛…就是上面主管為了我也，也吵過

架這樣，讓我覺得很不好意思這樣子。所以我這次，到現在目前為

止當然就比較好一點了，就是我都會想到後果這樣子，不是我自己

的後果，是別人，會造成別人的什麼後果這樣子，對。我自己後果

當然很簡單啊，就是頂多最壞打算就是被抓，就再去關嘛，可是其

他人影響到，我現在的主管，可能就會影響到我現在的主管或是社

區的人，因為社區他們等於就是說是擔保我，擔保我，擔保我的事

情，所以讓我可以去工作，他們就是，應該是說我可以工作都是因

為社區他們擔保我說，我可以出來了，所以他們才讓我出來這樣子。

（Andre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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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復元經驗之工作人員所帶來的幫助是使居民減少自我中心之重要要素，蓋

具復元經驗之工作人員曾經歷過用藥與復元之痛苦，對於居民較能以同理心之角

度給予協助，當居民得接受此種具同樣經驗者所帶來之體諒與協助時，便會開始

擁有同理心，從自身之經驗出發關照他人。 

因為他是一個過來人，所以他可以用一個同理心的角度去告訴我們

為什麼要這樣子做……這邊的工作人員給我最大的影響，其實就是

像○○（具復元經驗之工作人員）這樣子的角色，或者像○○（具

復元經驗之工作人員）、像○○（具復元經驗之工作人員），因為他

們都是有經歷過的人，我覺得有經歷過的人的經驗，對我來講影響

比較大。（James） 

當然你跟我的背景不會是相同的，但生命，讓我們兩個的生命一定

是有一些地方是重疊、是一樣的，那就是那個時候的話就有共鳴，

對。就像我面對到海洛因的同學的時候，其實他們的困難點在哪裡，

是我可以知道的，那很痛苦，哦那真的是很痛苦，那真的很恐怖，

他退藥的時候真的是驚死人（臺語），海洛因。那安非他命它，其

實後，後續帶來的憂鬱、暴力啊、幻聽幻覺，那個我也經歷過，那

個我也經歷過，所以大概也知道，就是比較多包容嘛。（Robert） 

然後能夠幫助人就幫助人，不行的話也沒關係，幫不了忙，陪伴、

聆聽也是一個很好的方式，這是我現在的生活態度。（William） 

此外，幫助並不限於工作人員與其他居民，來自外界社會之付出亦得促成居

民減少自我中心。研究參與者 James（居民）目前除參與藥癮治療性社區之治療

外，亦同時在利伯他茲教育基金會協助募款相關工作，其於募款之過程中感受到

來自社會大眾之支持與關懷，當後續經歷用藥渴求時，便會想到此些曾幫助過藥

癮治療性社區之民眾，進而使其停止用藥之衝動，不再復發。 

我要去各大的，我要去各大的那個，那個公家機關還是什麼，那邊

有很多人，我要去告訴他說我是一個毒癮患者，這邊是更生人，對

不對，我們都是該死的人，對不對，但是你們為什麼要幫助我？為

什麼我們這個治療性社區有這個存在的必要？為什麼你幫我們去

買這個咖啡，我們保護管束青少年的咖啡，你一百包咖啡可以繼續

幫助我們的咖啡廳可以繼續營運下去，而他們到最後聽完發現說，

誒這個真的是需要支持的時候，他們會來買東西，買完了之後，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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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真的有的時候渴癮發作的時候，你偶爾想想看這些人，他還是願

意不計前嫌地願意幫助你，那一種樣子的時候，你就會想，你不應

該辜負這些人的好心。（James） 

由於接受他人之幫助，感受到來自他人之諒解與關懷，藥癮治療性社區之居

民除於快復發前會想到來自他人之善意外，亦逐漸學會關照社區以外之藥癮者，

甚至學會感恩，而非如同過往將自己禁錮於用藥之世界中。 

那，很可惜的是我朋友每次，他們都是使用完才跟我聯絡，對啊，

就滿心疼的。其實我也看過很多弟兄跌倒，每一個弟兄跌倒都覺得，

很為他們惋惜，可是，我很慶幸的是他們都還活著，因為我有不少

朋友已經打藥死掉了。（William） 

要不然以前都我很憤世嫉俗，因為我過去的傷痛沒被解決嘛，對，

所以，但現在不會了，現在每一天活著就是很感恩。（Robert） 

在工作人員與其他居民，甚至是社會大眾之幫助下，居民不僅改變自私之想

法，且不再自怨自艾，更認知到自己是個活生生、獨一無二的人，是具改變潛力

者，並與家庭、他人乃至整個社會緊密連結，而非被排除之對象。當居民得對此

有所認知時，復元歷程將更加穩定。 

讓他開始能夠體會到，他其實是一個人，他不是垃圾，對，他是有

名字的，他說他叫某某某，而不是一個代號，叫一二三四，在監獄

裡面的一個號碼，對，那他的人生是可以改變的。（Jessica） 

我覺得他們比較不會那麼自私啦，就是他們比較會去想到就是復元

這件事情不是只是他自己個人的事情而已，而是跟整個家人有關係

的，就是他的行為其實會影響到別人的，他們以前可能只會覺得說

我吸毒我的事啊，他大不了不要住在家裡面，我根本沒有關係就好

了嘛，可是他不知道我們是一個連帶的關係，對不對，但是他們現

在就比較能夠去體會就是說，他所做的、說的一切，是怎麼樣去影

響到他跟家人的關係，對，然後怎麼去傷害別人，甚至傷害他自己，

對，所以他需要，他需要去認錯、悔改、彌補別人的同時，他其實

也需要去彌補他自己，或是原諒他自己……很多想法也會不一樣，

不會像以前那麼的自私，或是那麼的偏激啦，就覺得全世界對不起

我，要不是我爸這樣我也不會去吸毒，要不是我媽這樣我也不會吸

毒，啊你自己都沒有責任喔？人家有拿刀拿槍逼你吸嗎？對不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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齁，可是他們現在比較不會這樣想，他們會覺得說，這些都是他自

己的選擇啦，對，當然家人可能在這個當中也會有一些貢獻，一定

的啊，家人可能照顧不周啊什麼什麼的，但是他們會知道說，這他

們也經歷了，對啊，而且他自己也是成年人了啦，其實他還是要為

自己的行為負責。（Jessic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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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結論、建議與限制 

治療性社區或許外在看到它是一個封閉的、把你關起來的地方，

但實際上它沒有真的把你關起來，能夠去把你自己關起來的 

只有你自己，也只有你自己可以把那個門打開。 

── 研究參與者 Robert  

有關藥物使用之各個層面將持續改變，出現越發強效之合成藥物（synthetic 

drugs）已是可預見之未來（Volkow，2024）。面對千變萬化之藥物型態，於政策

上除減少獲取藥物管道等策略外，擴展不同治療模式並對各該模式深入瞭解格外

重要。本研究所探討者乃藥癮治療性社區之概念，並透過訪談利伯他茲治療性社

區之工作人員、居民以及已復元之前居民，嘗試對復元歷程進行建構。本章將先

闡明本研究之研究結論，綜整蒐集文獻與分析資料後所得之結果，再根據本研究

之研究成果，提出相關之建議，供學術研究者與實務工作者參考，最後則說明本

研究之研究限制。 

第一節 研究結論 

壹、充滿希望的人本治療模式 

藥癮治療性社區作為一種藥癮治療模式，採取不同以往之治療方式，其以復

元為目標，透過社區本身與居民間之團體動力（Perfas，2014），達成全人之改變。

藥癮治療性社區所具備關於「違常」、「人」、「復元」、「正確生活」之觀點，事實

上皆圍繞於藥癮者本身：關於違常之觀點強調全人違常之概念，藥癮僅是人各種

問題之表現形態（Mitchell，2024），故應將改變之重點置於藥癮者本身；關於人

之觀點指出人具有改變之潛力，且應對於己身之所作所為承擔責任（De Leon，

2000）；關於復元之觀點著重於人各種面向之改變，包括行為、態度、情緒、價

值觀等（De Leon，2000），同時強調居民自助與相互自助之重要性（De Leon，

1999b；Perfas，2018），並認為復發並非失敗，而是改善之機會（Carroll，2009；

De Leon，1993，2000；Perfas，2004，2018；Trujillo，2023）；關於正確生活之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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點則提供了健康的價值觀，使居民得以遵從。可以說，藥癮治療性社區就是一種

充滿希望的人本治療模式，在認為人有改變潛能之前提下，將治療重點置於居民

本身之改變，並試圖透過各種正向經驗，包括來自居民之相互幫助、工作人員之

關懷、完成工作之成就感等，使居民於無藥、無暴力之環境中，達成正向之改變，

此與正向犯罪學試圖透過正向經驗帶來改變之方式不謀而合（Ronel & Segev，

2014）。同時，藥癮治療性社區鼓勵居民承擔責任，並試圖使其與家人等修復關

係，故屬解決加害者責任以及關懷社區此二需求之修復式實務（McCold，2000）。 

貳、與時俱進之發展 

藥癮治療性社區最初發源於美國，以治療海洛因成癮者為主，後續逐步擴張

至歐洲，乃至世界各地，並收治其他形式之藥物使用者（De Leon，2003a，2003b；

De Leon et al.，2021；Glaser，1981；Kaloterakis，2019；Perfas，2014）。同時，

隨著研究與實務之進展，藥癮治療性社區逐步發現藥癮者非同質群體，各有其治

療需求（Carroll，1992）。根據本研究之整理，藥癮治療性社區具多種類型，包括

女性治療性社區、青少年治療性社區、具精神相關問題藥癮者之治療性社區、監

獄治療性社區、減害治療性社區、宗教治療性社區，近年尚有創傷知情治療性社

區之倡議（Perfas，2019）。另有諸多修正與調整，如美國之藥癮治療性社區所採

用的工作人員多是自藥癮治療性社區完成治療者，歐洲之藥癮治療性社區則偏向

採用專業工作者，至於本研究之研究場域利伯他茲治療性社區，則兼採專業工作

者與具復元經驗者之方式。可見藥癮治療性社區採取滾動式調整，隨著治療需求

而變動治療方式，並以多元之方法幫助居民邁向復元，屬富有彈性之治療模式。 

參、本土個案復元歷程之建構 

或許就如叔本華（Arthur Schopenhauer）在《作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Die 

Welt als Wille und Vorstellung）中所提到：「所以人生是在痛苦和無聊之間像鐘擺

一樣的來回擺動著；事實上痛苦和無聊兩者也就是人生的兩種最後成分。」93（石

冲白，2016，頁 411），深陷藥癮即是於無聊與痛苦間來回之歷程。然而，藥癮治

療性社區之工作人員與居民偕同藥癮者前進，開闢復元之路，使藥癮者最終得以

                                                      
93 原文：“Sein Leben schwingt also, gleich einem Pendel, hin und her, zwischen dem Schmerz und der 

Langenweile, welche beide in der That dessen letzte Bestandteile sind.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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擺脫痛苦與無聊之循環。本研究訪談利伯他茲治療性社區 3 位居民、2 位已復元

之前居民以及 5 位工作人員，以瞭解藥癮治療性社區之居民如何自上癮到維持戒

除，並達成各方面之成長與改變。分析結果發現，居民是透過「建立穩定性」、

「取代用藥之價值」以及「減少自我中心」此三個改變以朝向復元邁進。 

首先，居民是透過建立穩定性以邁向復元，又穩定性可分為「環境穩定性」、

「生理穩定性」、「關係穩定性」、「情緒穩定性」四者，以穩定性稱之，乃相對於

過去居民用藥時不穩定之狀態。環境穩定性之部分，於居民願意進入藥癮治療性

社區後，藥癮治療性社區本身為安全之環境，與過去之研究發現相同，此種環境

使居民無接觸藥物之機會（安辰赫，2003；黃亦凡，2022）。同時，藥癮治療性

具備規律之作息、明確之規則、開放與接納之態度，且容許藥癮者復發，從中可

見正向犯罪學所強調對話、包容、接納之精神（Ronel，2013；Ronel & Segev，

2014），於此種正向環境中，居民之改變可穩定發展。生理穩定性之部分，藥癮

者於進入藥癮治療性社區後將先停止用藥一段時間，使生理機能逐步回復，後續

透過社區之運動課程，維持己身之健康，甚至得從中獲得成就感。 

關係穩定性之部分，居民將與其他居民、工作人員、家人建立關係。居民與

同儕建立友誼，復元路上不再孤單，得於社區中相互幫助，並學習如何與他人共

處。同時，在與其他居民之關係中，使居民感受到人生不只有藥物，看見生活不

同之可能。此與過去研究發現在藥癮治療性社區內之友誼有助於復元的結果相符

（Dekkers et al.，2020；Ronel et al.，2015）。居民與工作人員建立關係後，開始

接觸不同於用藥之價值觀，在工作人員之回應中感到溫暖與自信，並獲得復元經

驗之傳承。至於與家人之關係，則是透過藥癮治療性社區之活動與工作人員之協

助，關係逐漸修復，互動漸趨平穩，較不會有衝突與摩擦，此展現修復式正義修

復傷害與重建關係之目標（Sapp，2024）。情緒穩定性之部分，過往居民多擁有

負向情緒，此往往是用藥之開端。然進入藥癮治療性社區後，開始擁有情緒抒發

之出口，如可對工作人員傾訴、與實習心理師諮商等，並在課程中逐漸習得開口

表達之方式。於情緒漸趨穩定後，居民將開始反思過去與未來，逐漸能接納自己。

此類似於過去研究發現藥癮治療性社區之居民將透過廣大支持面對情緒，進而達

成情緒成熟（Ronel et al.，2015；Ronel，Elisha，et al.，2013）。 

其次則是透過取代用藥之價值以邁向復元。用藥縱使會帶來傷害，對於居民

而言仍有其價值。此與許春金等（2022）之發現類似，其對 42 位核心犯罪者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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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半結構式訪談，結果發現藥物雖帶給核心犯罪者不正常之作息、身高縮減、口

腔疾病、肝炎、心理疾病等健康問題，但藥物本身對於核心犯罪者亦有其效用，

如緩解疼痛、減肥等功效。而於本研究中，除生理之效用外，用藥亦有緩解情緒、

帶來快樂、提振精神、強化性行為快感之效果。藥物對於藥癮者而言蘊含極大的

價值（Pickard，2024），承認用藥對於藥癮者之價值始能解釋人為何上癮（Pickard，

2021），亦較能協助其邁向復元。於藥癮治療性社區中，居民將建立復元目標，

並透過課程、活動等使居民探索生命之不同可能，從中建立其他努力之方向，進

而減少復發之機會，此發現與賴晴蕙（2018，頁 73）之研究結果相同，其指出若

藥癮者得找到生活之目標，便不會再陷入復發之循環。蔡佩真（1990，頁 96）之

研究亦指出，當藥物自生活中去除後，若生活未有其他目標與方向，對於藥物之

依賴無法轉移，終將重蹈覆轍。至於當中之機制，乃居民於追求目標時將付出相

應之代價，並於達成目標時將獲得一定之回饋，當面臨復發與否之選擇時，居民

將對追求目標之價值與用藥之價值進行價值衡量，最終由其他價值取代用藥之價

值，進而不再復發。 

最後，居民透過減少自我中心邁向復元。此與過去研究所發現者一致，居民

於藥癮治療性社區中，將逐步減少其自我中心（Ronel et al.，2015；陳玥華，2019；

萬淑民，2022）。而本研究進一步發現減少自我中心之途徑有二：一是藥癮治療

性社區中成為榜樣之訓練，社區相當強調成為榜樣之重要性，資深居民應成為他

人之榜樣，於如此訓練下，居民將逐漸學會幫助他人，成為其他居民之帶領者；

另一則是居民感受到被幫助之溫暖，居民於藥癮治療性社區中，持續接收來自他

人無止盡之關懷，於潛移默化之影響下，逐漸不願辜負他人之幫助，開始擁有同

理心，並不再自怨自艾。 

綜上所述，藥癮治療性社區之居民將於社區中（1）建立穩定性，包含環境

穩定性、生理穩定性、關係穩定性、情緒穩定性；（2）取代用藥之價值；（3）減

少自我中心，透過此三者邁向復元。若以時間作為軸線，則其出現之時序應為：

（1）建立環境穩定性與生理穩定性；（2）建立關係穩定性與情緒穩定性；（3）

取代用藥之價值；（4）減少自我中心。如下圖 6-1-1 所示，當居民自願進入藥癮

治療性社區後，將開始逐步建立其環境穩定性與生理穩定性；其後與其他居民及

工作人員建立關係，並在社區活動與工作人員之協助下，漸漸地與家庭修復關係，

同時工作人員與社區亦提供抒發情緒之管道，使情緒漸趨穩定，情緒穩定性因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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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接著認知到復元之重要性，並在社區之課程與活動等接觸生命之不同可能

性，逐漸建立其他目標，進而取代用藥之價值；最後則是在逐漸成為資深居民，

接受成為榜樣之訓練，以及長期感受到他人之關懷下，減少其自我中心。 

 

圖 6-1-1  本土個案復元歷程 

第二節 研究建議 

壹、發展上應因應不同需求而細緻化 

如本研究第四章之介紹，藥癮治療性社區具各種類型，如女性治療性社區、

青少年治療性社區、減害治療性社區等，究其原因，乃不同群體藥癮者之治療需

求各有不同。我國目前之藥癮治療性社區有其各自之特色，如運用福音戒毒、強

調減害等，方向上可資贊同。未來於發展上，本研究認為政府應透過相關計畫持

續補助，協助未有藥癮治療性社區之民間戒癮相關單位發展此種治療模式，以及

鼓勵現有之藥癮治療性發展各自之特色與服務，針對不同群體藥癮者之需求而細

緻化。相關研究亦提出類似之看法，如丁誼萱（2024，頁 108）建議未來藥癮治

療性社區可依照不同群體之需求，提供相應之服務或治療；陳重叡（2024，頁 84）

建議政府應協助逐步發展修正型治療性社區，針對特定族群或需求，如遊民、女

性、共病患者、青少年等提供更為精緻與專業之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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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本研究於訪談過程中，發現青少年居民與同志居民有其特殊之需求。

如青少年有其就學需求，且與成年居民相處上有其困難；同志居民則存在藥愛

（chemsex）議題，藥愛意指透過藥物以提升性接觸之興奮與愉悅度（吳孟姿，

2024），此乃於復元歷程中須著手處理者。近期研究亦針對各種類型之居民提出

相關之研究建議，如朱詩馨（2023，頁 58）以及朱詩馨等（2023，頁 48）建議

對女性藥癮者於藥癮治療性社區中之相關復元因子進行研究；丁誼萱（2024，頁

107）則建議可針對青少年藥癮者與成人藥癮者是否混合收治進行研究。本研究

肯認對於不同群體進行研究之建議，且除女性居民與青少年居民外，本研究認為

多元性別族群（LGBTQIA+）之復元經驗與需求亦值得深入探討（類似看法，可

見 Martinelli et al.，2023）。因此，未來研究應針對不同群體藥癮者於藥癮治療性

社區內之各種議題進行更為細緻之討論。 

貳、執行上應注重改變意願之提升 

促使藥癮者選擇復元而非持續用藥之原因者眾，如生活變得難以忍受

（unbearable）即為原因之一（Chen，2010），故使藥癮者有意願改變之原因不一

而足。相關研究則指出提升改變意願之重要性，如於蔡田木等（2013）之研究中，

其研究參與者認為，若欲戒癮成功，則須激發藥癮者自願戒癮之意願；陳冠樺

（2022）之研究發現，酒癮者是否有改變之意願，將影響後續戒癮狀態之維持。

此外，針對藥癮治療性社區治療成效之研究，結果大多顯示居民於藥癮治療性社

區中治療越久，後續復元之效果越好（如 Dekel et al.，2004；朱詩馨，2023；朱

詩馨等，2023）。故本研究認為，藥癮治療性社區於執行上應著重於如何提升居

民改變之意願，使居民願意持續留在藥癮治療性社區中進行治療。 

參、處遇上應強化居民之後續照護與持續支持 

藥癮者回歸社會後仍需要延續性之協助與輔導治療（李宗憲，2010），對於

藥癮治療性社區之居民而言亦是如此。雖然不同於十二步驟團體，藥癮治療性社

區之居民無須終身參與之（Best et al.，2017），然對於初出社區者而言，後續照

護與持續支持對其復元仍相當重要。於本研究中，有研究參與者表示，縱使離開

社區後，藥癮治療性社區工作人員之定期關懷，對其復元產生莫大之助益。其他

研究亦指出後續照護之重要性，如李宗憲（2010，頁 159）之研究即發現，藥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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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療性社區之居民離開社區後，仍期待可與治療師討論自己的問題，故心理輔導

與治療資源之延續是居民認為離開社區後所面臨最大的問題。此外，吳耘嫚與陳

心怡（2018）訪談藥癮治療性社區、中途之家、後續追蹤服務型機構之 8 位社會

工作者，結果發現藥癮治療性社區之工作者難以繼續進行後續追蹤服務，形成服

務中斷之結果（吳耘嫚、陳心怡，2018，頁 29），可見藥癮治療性社區欲提供後

續照護、給予持續支持有其困難。據此，本研究認為，未來於實務上應探尋後續

追蹤之有效策略，並強化後續照護與持續支持，使居民於離開藥癮治療性社區後，

仍得繼續穩定復元。 

肆、研究上應納入發展與生命歷程犯罪學以及復元資本之

視角 

發展與生命歷程犯罪學對於犯罪學與刑事政策思想帶來重大之影響，其認為

個人之生活經驗能影響生命趨向或轉折，甚至是影響犯罪或不犯罪（許春金，

2007，2008）。除本研究所著重之正向犯罪學與修復式正義觀點外，對於復元歷

程之探究而言，發展與生命歷程犯罪學之觀點應值借鑑，蓋得藉此瞭解藥癮者選

擇用藥與不用藥之轉捩點、上癮與復元之軌跡等，故未來研究可加入發展與生命

歷程犯罪學之視角（如 O'Connell et al.，2007）。除納入發展與生命歷程犯罪學之

觀點外，於復元歷程之研究中，亦可加入復元資本之概念（如 Gosling，2018b），

以瞭解於復元歷程中，已復元之前居民如何積累復元資本並以此滿足其需求，以

及負向（negative）復元資本如何阻礙正向改變之可能性。復元是漸進非線性之

過程，需要積累足夠之資本，以維持最初之改變決定（Collinson & Best，2022），

復元資本之視角即可作為解釋復元歷程之另一取徑。近期對於復元亦有兼容生命

歷程觀點與復元資本概念所進行之研究（如 Patton & Best，2024）。綜上所述，

未來對於藥癮治療性社區居民進行復元歷程之探究時，本研究建議可納入發展與

生命歷程犯罪學以及復元資本之視角，期能提供更為深入之解釋取徑。 

伍、社會上應減少對於藥癮者之汙名 

社會大眾對於藥癮者之看法，大多採取批判、非難之態度，然若社會無法停

止對於藥癮者之汙名化，則將加劇復發之循環。所謂汙名，是對於被認為屬於不

良群體（undesirable group）者之不利態度、信念與政策（Van Olphen et al.，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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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林正昇等（2013）所提醒，用藥可能是社會排除下用藥者採用「對於拒絕者

的拒絕」之生存策略，本研究於訪談後發現，有些藥癮治療性社區居民選擇用藥

之原因，是由於不為社會其他群體所接納，從而被迫轉向用藥群體，進而上癮。

誠然，過去已無法改變，但人的未來有改變之可能，藥癮者亦是如此，若社會仍

排除曾用藥者復歸社會，則已復元者將可能重回用藥之老路，落入永無止盡之復

發循環。故社會上應減少對於藥癮者之汙名，創造接納與包容之環境，始能使已

復元者重新融入社會，不再投向藥物之懷抱。 

第三節 研究限制 

壹、研究場域之限制 

本研究是以利伯他茲治療性社區為研究場域，其屬都市型藥癮治療性社區，

且非宗教導向，此與我國藥癮治療性社區大多位於交通較難到達之處或以宗教導

向為主之情形不甚相同，故本研究所得之分析結果與其他藥癮治療性社區之情形

可能有相當之差距。事實上，此是必然之結果，蓋每個藥癮治療性社區各有其氛

圍與文化，服務對象與運作型態皆有其差異，不可一概而論。據此，本研究建議，

未來研究可針對我國各個藥癮治療性社區居民之復元歷程進行研究，藉此充實居

民復元歷程之相關討論，並從中瞭解各自發揮治療成效之機制；此外，未來研究

可針對我國各個藥癮治療性社區之運作情形進行較為深入之比較研究，如社區文

化、居民相處情形、有無宗教之影響等，針對相同與相異之處進行分析，俾使學

術研究者與實務工作者對藥癮治療性社區之發展現況具更為全面之理解。 

貳、研究參與者之限制 

本研究之研究參與者為利伯他茲治療性社區之居民、前居民與工作人員。其

中，就居民與前居民而言，本研究設下 18 歲以上之抽樣限制，以成年居民與前

居民為研究參與者，然利伯他茲治療性社區中，另有收治 18 歲以下司法單位轉

介之用藥者，本研究未以青少年居民為研究對象，無從理解青少年居民之復元歷

程以及其是否與成人之復元歷程有所差異，乃本研究之研究限制。另外，利伯他

茲治療性社區僅收治男性藥癮者，未有女性居民，故亦無法瞭解藥癮治療性社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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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女性藥癮者之復元歷程。據此，本研究建議未來研究可針對青少年居民與其他

藥癮治療性社區之女性居民進行研究，以充實對於青少年居民與女性居民復元歷

程之認識。 

參、研究方法與時間之限制 

本研究對 2 位前居民、3 位居民與 5 位工作人員進行半結構式深度訪談，然

復元歷程是動態、隨時間改變之過程，若以縱貫性研究為之，並輔以其他資料蒐

集方法，可獲得更為全面之資料。本研究囿於研究時間上之限制，未採取縱貫性

研究之方式，故本研究建議未來研究於研究方法上可採取縱貫性質性研究

（longitudinal qualitative research，LQR）。縱貫性質性研究相較於普通之質性研

究，增加了時間之面向，使用於不同時間點所創建之質性資料，透過多次資料蒐

集，以瞭解隨時間發生之變化、研究參與者與此類變化之關係以及研究參與者對

此些變化之理解，通常是透過追蹤設計（panel design）而進行（Bennett et al.，

2020；Farrall et al.，2016；Lewis，2007；Vogl et al.，2018）。未來針對復元歷程

之研究，可加入縱貫性訪談以及參與觀察法，甚至可納入徵求日記法（solicited 

diary methods）（Milligan & Bartlett，2019），以蒐集橫跨復元歷程前後之資料，

進而形成更為細緻之理論。 

肆、研究討論面向之限制 

本研究所著重探討者，乃藥癮治療性社區居民之復元歷程。然如同眾多研究

所述，復發為藥癮者之常態，藥癮治療性社區之居民亦不例外，本研究於進行訪

談後發現，許多居民有復發之情形。因此，除藥癮治療性社區居民之復元歷程外，

本研究建議未來研究或可從另一角度出發，探究藥癮者接受藥癮治療性社區之治

療後，其復發之經驗、原因與歷程（類似研究，如陳玟如，2004）。同時，由於

非所有藥癮者皆會再次用藥、進入復發之循環（江振亨，2003），故可於探究藥

癮治療性社區之居民為何與如何復發後，再與完成藥癮治療性社區之治療且未再

用藥者進行比較，藉此瞭解造成復發與否之因素，以利復發之預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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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附錄一 訪談大綱 

藥癮治療性工作人員之深度訪談大綱 

1、 基本資料 

（1）研究參與者之工作年資 

（2）研究參與者於藥癮治療性社區內之角色 

（3）研究參與者之工作內容 

2、 角色與工作內容之看法 

（1）藥癮治療性社區本身對於居民之意義與影響？ 

（2）同儕對與其他居民之意義與影響？ 

（3）本身之角色與工作內容對於社區、居民之意義與影響？ 

3、 活動與生活之安排 

（1）所設計之生活規劃與如此規劃之原因？ 

（2）所設計之活動內容與安排此活動之原因？ 

（3）預期生活與活動安排帶給居民之影響？ 

（4）實際執行之過程、效果與挑戰？ 

4、 復元階段之觀察 

（1）協助復元歷程中，於不同復元階段居民所生之改變？ 

（2）協助復元歷程中，於不同復元階段居民面對之困境？ 

（3）工作人員如何協助居民面對前述之困境？ 

（4）協助復元歷程中，於不同復元階段工作人員面對之困境？ 

5、 其他 

（1）還想分享的其他想法？ 

（2）任何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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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民或已復元前居民之深度訪談大綱 

1、基本資料 

（1）研究參與者之年齡（10 歲為區間） 

（2）研究參與者之用藥齡 

（3）研究參與者先前使用之藥物種類 

（4）（曾）於藥癮治療性社區內之時長 

2、藥物使用 

（1）進入藥癮治療性社區前，曾接受之藥癮處遇？ 

（2）研究參與者進入藥癮治療性社區之原因、自使用藥物至進入藥癮治療性

社區之歷程？ 

3、進入藥癮治療性社區前後之感受與改變 

（1）曾經／目前在藥癮治療性社區之情形與感受？ 

（2）進入藥癮治療性社區前，研究參與者所期望之改變？ 

（3）自從進入藥癮治療性社區以來，研究參與者之改變（如對於藥物使用之

看法、生活技巧、生活型態等）？ 

（4）研究參與者認為這些影響與改變的原因？ 

4、同儕、工作人員與家庭 

（1）同儕間人際關係之情形及其帶來之影響？ 

（2）與工作人員之關係及其帶來之影響？ 

（3）與家庭之關係及其帶來之影響？ 

5、工作與活動 

（1）於藥癮治療性社區內工作之情形與影響？ 

（2）於藥癮治療性社區之過程中認為有助於復元之事件、活動？ 

（3）對於藥癮治療性社區內各項活動之看法？ 

（4）認為哪些目前所無的活動可以幫助復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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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復元之困境 

（1）復元中所遭遇之困境？ 

（2）如何應對困境？ 

（3）復發之歷程（若有）？ 

（4）藥癮治療性社區如何影響對復發之看法？ 

7、其他 

（1）還想分享的其他想法？ 

（2）任何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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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二 訪談筆記格式 

訪談時間與地點  

訪談對象 

客觀描述 

 

 

 

 

主觀感受 

 

 

 

 

訪談過程 

客觀描述 

 

 

 

 

主觀感受 

 

 

 

 

反思與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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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三 知情同意書 

研究參與者知情同意書 

研究題目：藥癮治療性社區概念與本土個案復元歷程之探討 

您好： 

    我是石嘉程，現為國立臺北大學犯罪學研究所碩士班的研究生。本研究

是本人的碩士論文，由國立臺北大學犯罪學研究所許春金教授指導，欲探討

藥癮者在藥癮治療性社區中的復元歷程，需要蒐集您的意見、感受與想法。

本研究將以訪談的方式進行，訪談內容僅供學術研究分析，不會做為其他用

途使用，個人的身分與資料也絕對保密，請您放心。 

誠摯感謝您願意參與本研究。 

研究者：國立臺北大學犯罪學研究所 碩士生 石嘉程 

聯絡方式（Email）：stonecarl402@gmail.com；s711064113@gm.ntpu.edu.tw 

指導教授：國立臺北大學犯罪學研究所 許春金 教授 

「研究參與者知情同意書」是本研究的相關資訊與權益，若您有任何不理解或

需解釋之處，歡迎您隨時提出。 

一、本研究訪談事項 

1、於訪談前，研究者會先進行自我介紹，並說明研究目的、訪談的主要內

容，並於徵得您的同意後始進行訪談。 

2、原則上訪談一次，訪談時間約 60 分鐘至 120 分鐘，將視您的意願與實際

情形調整次數或時間。 

3、您有權決定是否接受訪談以及訪談的時間。 

4、為避免資料遺漏或誤解，訪談過程中將錄音，並會製成書面紀錄，錄音、

書面紀錄等所有資料僅提供學術使用。若您拒絕錄音，則將以筆記方式

進行記錄。若於訪談過程中，有部分內容您認為不適合錄音或筆記，可

以隨時告知，研究者將立即停止錄音或筆記。 

mailto:stonecarl402@gmail.com
mailto:s711064113@gm.ntp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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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個人資料之保密處理 

1、研究者將盡力保護您的個人資料以及訪談內容。 

2、本研究的訪談逐字稿將由本人親自進行轉錄，也將由本人親自進行分析，

以避免相關資料外洩。 

3、您的真實姓名將以代稱的方式呈現，研究資料中不會透露出您的任何個

人資料，他人無法從論文中辨識您的身分。 

4、錄音、逐字稿等相關資料最遲將於論文發表 5 年後刪除。 

三、若同意參與研究 

1、您有權在研究過程中隨時終止參與，也可以隨時提出任何問題。 

2、您可以在訪談過程中拒絕回答特定的問題。 

3、訪談中的某些問題較為敏感，可能使您感到困擾或痛苦，再次強調，您

可以選擇是否對於問題進行回答，甚至終止研究參與。 

4、您可以在訪談結束後 14 日內撤回全部或部分同意。 

5、訪談的錄音經過謄打、分析後將於本人的論文上呈現並發表，您有權決

定訪談所得資料在研究中所呈現的內容。 

6、您是否想收到逐字稿與發表前的論文以供檢視？ □是 □否。 

四、其他：若您有任何想添加的條件，請在下方空格填寫 

 

 

 

 

若您已瞭解上述內容並同意參與本項研究，請在底下簽名。再次感謝您的

參與！ 

訪談者：                （簽名）    參與者：                （簽名）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同意書一式兩份，由研究參與者與研究者各持一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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